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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文集，是中德文化交流盛事的一个记载。

2012年8月，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40周年之际，温家宝总理与安格拉·默克尔总理在北京共同主持第二轮中德政府磋商，双方一致同意深化人文领域交流，定于2013/2014年举办“中德语言年”，充分发挥两国各类机构在相关领域的经验和优势，为中国德语教学和德国汉语教学提供支持，以此促进中德之间语言相关的文化交流。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德期间，与安格拉·默克尔总理在柏林共同为“中德语言年”揭幕，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在两国由此展开。

同年12月8日，作为中方系列活动的高潮，“中德语言文化政策高层论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德国驻华大使馆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承办，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协办。论坛以“语言——中德文化之桥”为主题，聚焦中德语言文化政策，旨在进一步加深对中德语言和文化的理解，促进两国人民的沟通和友谊，来自中德两国的70余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参加了论坛，是一次中德双方教育文化事业政府机构代表、文化部门代表和相关领域高端学者代表的盛会。

在论坛开幕式上，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和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对中德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此次论坛的举办予以了充分肯定。德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公使薄瀚德（Hardy Boeckle）博士、教育部语信司司长张浩明、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副院长夏娓竹（Verena Sommerfeld）女士、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教授、德国曼海姆德语语言研究院院长艾兴格（Ludwig M. Eichinger）教授、中国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所长张维佳教授、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文学语言文化编辑部主任格乐芙（Manuela Gerlof）博士、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有声媒体中心主任侯敏教授、德国哥廷根大学副校长海纳（Hiltraud Casper-Hehne）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钱敏汝教授等分别就“德国和中国的语言政策及语言推广”、“语言的规范化建设”、“语言的监测与研究”、“语言与跨文化”等四个议题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来自中德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德关系中的汉语和德语——使命、挑战与发展战略”进行了大会讨论。现在，我们把这些致辞、报告和讨论结集出版，以飨读者，同时意在保留史料，使中德文化交流事业中的第一个语言年永远载入史册。

北京外国语大学得以承办此次论坛，我们深感荣幸，亦是使命使然。北京外国语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首所外国语大学，是教授外语语种最多的中国高等学校。目前，北外共拥有61种外国语专业，涵盖了欧洲联盟的全部24种官方语言的教学与研究。73年来，9万余名涉外人才在此蒙沐教泽，从他们当中走出了近400位大使和1000多位参赞。北京外国语大学缔造了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的传奇，推动着新中国外语教育的不断发展，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光辉进程。

在北外事业的大合唱中，德语专业是一个清晰、响亮的音符。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始建于1950年3月，当时只有两位教师，十四名学生，老前辈们说得好：“两位教师、十四名学生、一条心，合起来正好是个德字。”同心同德，众志成城，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北外德语语言文学学科得到飞速发展，于2002年获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现拥有38名专业教师，363名本科生，90名硕士研究生，26名博士研究生。

北外德语专业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壮大。它穿越了艰难困苦的历史风尘，见证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书写了一篇篇时代华章，造就了一批批栋梁之才。从长城脚下到莱茵河畔，无论是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文教、科研战线，处处有北外德语人活跃的身影。北外德语学科教学研究领域覆盖德语文学、德语语言及德汉互译、德语国家外交与经济、德语国家历史与文化，体系完整，成果丰硕，在我国德语专业发展史上，北外德语专业的学者们留下了一个个拓荒的脚印。今年9月喜讯传来，北外德语系在2005年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后时隔九年，再次拥抱了这个奖项。我想，这不仅是北外德语系的荣誉，也是中国德语界献给“中德语言年”的一份厚礼。

“中德语言年”徐徐落下了帷幕，“中德语言文化政策高层论坛”取得圆满成功。此时此刻，我谨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衷心感谢教育部领导的信任与重托，感谢语信司副司长田立新、规划协调处处长易军在论坛筹备过程中给予的指导与帮助。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论坛组委会完美的组织工作，感谢缪雨露、李婧、李克（Patrick Kühnel）作为主编、副主编为文集付梓所付出的辛苦与努力，感谢文集的各位译者以自己的笔触精彩演绎了“语言——文化之桥”的丰富内涵。他们是奋发向上、追求卓越的北外德语系团队的杰出代表，我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

是为序。






贾文键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德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4年10月6日


柯慕贤（Michael CLAUSS）致辞
〔1〕



德国驻华大使

尊敬的李卫红部长，

尊敬的杨学义教授，

尊敬的各位来自语言学界和日耳曼学界的专家们，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非常荣幸能够向众多来自中德两国的高层专家致以问候，使我们聚集到一起的有两个原因：对德国语言文化的兴趣，以及将这种兴趣播撒到青年群体的努力。

孔子曾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像我这样常年从事和外国伙伴交流工作的人，对语言的核心意义一定感悟至深。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对伙伴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变得越来越重要。

日耳曼学是通向德国语言和文学的门户，除此之外，这门学科也能让人理解德国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自我认识。它是不同世界、人群和文化之间的桥梁。

因此，我认为语言学家，尤其是日耳曼学学者，是外交工作的盟友。他们都在为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合作和共处做出努力。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德国和中国是亲密的伙伴。两国政府高层之间一直保持着彼此信赖的合作关系。每年举行的政府磋商机制就是很好的证明。政府磋商相当于德中政府共同的内阁会议，两国政府的高层人员，例如李克强总理、默克尔总理以及两国部长，在会议上共同探讨两国的重大未来问题。在经贸领域，德中两国的制造业已经建立起非常紧密的关系。德国企业将现代技术介绍到了中国，并创造了很多工作岗位。

我坚信，德中两国的伙伴关系在未来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德中两国日益紧密的合作关系以及由此催生的两国民间交流，需要我们用一种人力资本，也就是人员来支撑。

未来的德中伙伴关系需要更多懂德语、理解德国文化的中国青年，也需要更多能感悟中国精深文化的德国青年。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德中学习共同体，来应对这种共同挑战。

而语言是这个学习共同体的出发点，因此两国政府共同商定举办了“2013/2014中德语言年”活动，今天的论坛也是这一活动框架下的内容。

通过语言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培养一批在未来参与建设德中两国关系的人才：

—中学、大学教师

—德中合资企业的员工

—外交工作者

—文化交流工作者

德中两国政府决心在未来几年将设置德语常规课程的中学从目前的100所增扩到200所，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挑战！

因此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中国加大对德语教师的培训力度，并培养出更多针对中学、高校德语专业的正规培训师。

而德方也在积极推动这项工作：

—为中国高校的日耳曼学专业提供德国专家；

—在中国中学提供德国教师和咨询人员；

—针对中国德语教师进行培训。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工作的展开与中国政府对日耳曼学的政策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我希望在2014年10月在柏林举行的德中政府磋商会议上，两国能够共同大力推动德语传播者的培养和培训工作。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德国驻华大使馆在中国为德语的推广大力奔走，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而中国的日耳曼学者则不同，你们是更重要的传播者。你们能够以一种更直观、更有信服力的方式向人们证明，德语中蕴含着一个值得人们去了解的文化，德语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为人们打开更多的门窗。你们的影响力能够深入中国社会内部，能够让中国人更全面地了解德国和德国人。

在此，我想向在座所有多年来致力于德中文化交流的专家表示感谢，我也由衷认同你们为两国彼此理解所做出的宝贵贡献。

我预祝这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希望大家在会上展开热烈的讨论，对德语的深邃以及德国文化的多样性收获新的认识。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注释


〔1〕
 译者：丁君君，北京外国语大学。Übersetzt von DING Junju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李卫红致辞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

尊敬的柯慕贤大使！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大家上午好！

经过双方的认真筹备，中德语言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德语言文化政策高层论坛，今天上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隆重举行。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国和德国在教育交流和合作方面有着良好的基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德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和合作迅速发展，两国为推动教育高层往来，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文件，建立了教育政策战略对话的机制，通过互派留学人才，互派专家和短期研究学者，通过校体交流、联合科研、合作举办研讨会等各种形式开展教育的合作和交流。呈现出合作规模大，重点突出，政府支撑力度强，合作对象广泛，效益显著等特点。可以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留学生为例，我很高兴地得知，截至2012年底，在德中国留学生总数已达到27961人，在华德国学生总数也已达到6271人，成绩有目共睹！

通过交流和合作，我们不仅培养了大批熟悉中德文化，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也为推动中德人文交流和长期稳定双边关系，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根据2012年8月，中德两国签署的第二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声明，中德两国一致同意深化人文领域交流，商定于2013年和2014年举行中德语言年，今年的5月26日，李克强总理在柏林同默克尔总理共同出席了中德语言年的开幕活动，将中德语言文化交流推入新的里程。

各位贵宾！各位专家学者！大家都知道，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交流的工具，是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友好往来的桥梁，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搭建语言之桥，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重要和紧迫，刚才柯慕贤大使所强调的人才是资源，语言是桥梁的观点，我完全赞成。中德两国都曾对世界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着悠久丰富的语言文化，我们相信，支持本国语言在对方国家的推广、深化，加强两国语言文化的交流，将进一步提升两国语言文化的相互感召力。筑牢语言文化的根基，增强两国人民的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关系更好地发展。

中国十分重视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认为语言文字事业是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事关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为此制订了科学的语言政策，一方面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努力克服民族地区和民众之间的交流障碍，增进民族间、地区间的交往，服务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我国高度重视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保护，积极保护各种语言文字所承载的丰富多彩的中华语言文化。

近年来，对部分语言衰微问题，为保护我国的语言资源，教育部、国家语委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语言资源保护措施，通过建设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等举措，努力抢救和保护中国的语言文化资源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去年12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了《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的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保护得到加强，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字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等一系列的工作目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外语教育方面，语言文字规划纲要提出了国家语言实力显著增强，国民语言能力明显提高的工作目标，提倡国民发展多语能力，根据需要合理规划，为提升国民多种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创造条件。

刚才杨学义书记强调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已经能够提供50多种语种的教育教学能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外交人才，对促进国家之间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想，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对外语教育和语言人才培养的重视，包括对德语在我国传播的重视。教育部、国家语委十分重视推动与各国各地区的语言文化交流，并且要进一步扩大语言文字工作的对外开放程度。近年来，在这方面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2012年9月，我们和法国外交部、法国文化部等共同主办了中法语言政策与规划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并形成了固定的合作机制。2012年12月和欧盟委员会共同主办了2012年中欧语言合作研讨会，反映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的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在中国商务印书馆与德国出版社的合作努力下，英文版第一卷已经于今年的4月在德国柏林和美国纽约同时出版。国家语委近期启动的语言文字国际高端专家来华交流项目，也计划不定期的邀请一批国际上从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高端专家，来华进行学术交流一起于另外，我也高兴地告知各位，我们与联合国教课科文组织一起于明年五六月份举办世界语言大会，相信这次会议将进一步深化各国对语言的作用及相关问题的认识。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德两国在语言文化、语言规划和语言管理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必将进一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友谊，为丰富发展中德人文交流，推动中德关系迈向新的台阶做出积极贡献。也希望两国的专家学者及同仁们，通过本次研讨会，能够在语言文化、语言政策、语言保护、语言教学等诸多方面深入地交流！并在进一步促进两国政府和学术界未来的合作方面，达成更广泛的共识！

最后，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对外文化政策
〔1〕



（Hardy BOECKLE）

德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





从德国对外文化的政策的历史概貌出发，本文指出跨境的语言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原因在于跨境的挑战和问题的增加速度快于寻求这类问题解决方法的社会意识和准备。

为了促成相互理解和信任，为了战胜共同的跨境的挑战，有必要建立一个跨境的学习共同体。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上的合作是对外文化政策的主要支柱。其中本文特别探讨了文学的重要性，因为文学既能反映当代的社会政治状态，又能映射未来，并且从德国视角来看，德语学习者和德语传授者是重要的信息传播者，他们都对文学感兴趣。在中国，德语传授者的培训和进修很必要。





尊敬的校长先生，

来自语言学界和日耳曼学研究界的各位专家教授，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非常荣幸受邀借此“中德语言文化政策高层论坛”的契机，向大家介绍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一些基本宗旨。

什么是“对外文化政策”？对外文化政策相当于国家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就德国而言，对外文化教育政策是和外交以及对外经济政策同样重要的第三支柱，三者都为德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服务。

德国的国民经济依赖出口贸易、技术专利和高级专业技工。德国的富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国外的交流，因此我们非常重视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民族认同感介绍给其他国家，传递友情、构建信任基础。这正是德国对外文化教育政策的目标。

早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德国人就曾试图通过语言和文化来对内构建民族认同感、创造凝聚力，对外塑造一种可靠形象。而在一百多年前的帝国时期，德国人已经开始采用“对外文化政策”这一说法。遗憾的是，在德国争取“阳光下的地盘”的时代，在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对外文化政策被滥用到意识形态的宣传、民族主义意识的煽动以及领土扩张侵略行为中。

经历了第一次、（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为对外文化政策树立了新目标：

·让德意志民族重新融入全球共同体；

·和解、争取新的朋友和合作伙伴；

·在国际社会为德国视角和定位争取信任度、寻求支持。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曾委托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起草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方针。这个委员会确定，对外文化应以德意志民族的整体人文价值为着眼点，德国不应仅仅向外推介自己的形象，更应该以真正的文化交流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换言之，德国要追求的应是双方之间的交流和对话。

这个调查委员会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向外界传达一种平稳、真实、自省的德国形象。因为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到的经验是，要通过文化和教育政策工具来推广自己的国家，必须要符合政治现实和我们社会体系的价值和目标。

从那时开始，这些宗旨就一直引导着联邦德国的“对外文化和教育政策”。

今天，在市场理论和民主理论的影响下，对外文化政策被赋予了一种“公共外交”的意义（公众选择理论）。

这种理论的观点是：以资源扩张型的工业生产为例，鉴于对外部环境的影响，生产者可以把诸如环境污染之类的负担转嫁给邻国——且不用为此支付费用。这导致的后果是，由此产生的跨国问题越来越多，而社会群体和肇事企业却没有具备解决问题的相应意识和意愿。

因此，（跨国性）对外文化教育工作需要发挥的作用是，启动一种广泛的对话和呼吁程序，推动、辅助、支持治污费用的内部化协议以及必要的配套工作进程。目前全球正在进行的一轮新的气候公约谈判就是一个例子。

这种模式说明，全球化的进程，换言之跨国网络的形成，需要我们采取一种新的工作思路：

·我们必须改变国家之间争夺利益的心态，因为合作才能赢取更大的利益。

·除了单独运作的项目之外，未来不同国家要争取确立共同的工作目标，以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思路进行资源整合。

·鉴于跨国问题日益严重，国家间的合作行动越发具有必要性，而且合作行为能够逐渐改观之前国家间占主导的竞争关系性质。

·在处理双边关系问题上，多边委员会和国际网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所谈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是这个意思。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指的是：

·两国间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除了个体问题之外，合作伙伴国还应该制定全面的主题章程，并且要着眼一些具有长期性的全球挑战。

·活跃在合作平台上的不仅仅是国家和企业，民间团体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合作之中，因为一些国家机构——例如借助对外文化政策的平台——会向其他国家的民间团体伸出橄榄枝，反之亦然。

这些特点都体现在德国和中国自2010年以来缔结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两国一直在为这种合作关系添砖加瓦。

在合作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接下来的几个重要步骤是2014年3月底中国国家主席对德国的访问、2014年上半年德国总理应中国总理邀请对中国的访问以及2014年下半年即将举行的中德政府磋商会议。

对外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核心内容一直是语言政策，语言政策旨在增强和拓展国家和民间对话。语言拥有多种维度：被写下的文字记录了历史和当代的社会政治现实，经常在一些对历史细节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和社会的形貌。除此之外，语言的规则也体现了文化以及审美感知的特征。

语言、文字、文学、文章、新闻报道在联邦德国的对外文化政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和中国的关系也不例外。学习德语的人，会获得一把通向德国文化、德国现实以及德中两国丰富多彩的交流世界的钥匙。

鉴于语言对两国互相理解和信任的重大意义，德国和中国政府将2013/2014年定为中德语言年。

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在中国推广德语的政策，这些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间紧密相连：

·为中国中学的德语课程提供德语教师和专业咨询师支持；

·提高德语在中国的竞争力，激发兴趣点，增强精英人群对德语的认同；

·向中国高校输送德语专家，关注中国德语教师的进修和培养；

·在德中城市、中学、大学间建立友好关系，进行长期的学生、教师、专家交流。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对外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政治纲领是由外交部来总体掌控和协调的。这些对外文化工作政策在贯彻的过程中，大多由一些根据民法组建的中介机构来执行，而这些机构分别拥有独立的工作程序和组织主权。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和洪堡基金会属于最重要的语言教育合作中介机构之一，它们的起源要追溯到魏玛共和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院早在1917年就成立了，而歌德学院则创建于1951年。

人是不同民族之间的纽带，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没有所谓民族间的信任，人才是信任感的缔造者。在此，我要对此次语言文化论坛的组织者成功举办此次活动表示衷心的祝贺，祝所有参会者在会议上进行精彩纷呈的交流，碰撞出跨越文化和国境的火花。

尊敬的语言学专家和日耳曼学专家们，希望你们继续为德中两国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做出宝贵的努力。

非常感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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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丁君君，北京外国语大学。Übersetzt von DING Junju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中德跨文化学术交流
〔1〕



——研究和教学的基础与前景

Hiltraud CASPER-HEHNE

德国哥廷根大学





该报告主要涉及跨文化能力的传授对中德学术界互动中的重要性以及对本课题的研究和教学所作的批判性反思。报告首先呈现了中国和德国之间深入的学术研究合作，与此同时特别突出了德国高校乃至整个德国所缺乏的中国能力和汉语语言能力。

报告还强调了传授中国相关知识，传授汉语语言能力，尤其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中德学术交流的重要性。紧接着以中德为例阐述了跨文化学术交流中误解的基本类型。最后对跨文化学术交流研究，尤其是对文化和误解的单一维度阐释等问题作了简短的反思，以期从中得出对将来研究和教学的启示。





1．中国在世界的角色

1.1　中国在经济与政治中的核心角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政治、尤其是经济强大的地区。专家们推测：亚太地区的发展会对我们所面临的二十一世纪产生重大影响。比如，世界银行就曾预言过：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

1.2　中国学术体系的发展

近几年来，中国在科学界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其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如果从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学术论文的数量来看，中国此时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学术强国。从其发展趋势来预测，中国最晚将于2020年超过美国。在研究与发展的支出以及研究者的数量方面，中国在此期间也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在许多研究领域，中国位居世界前列。

因此，以下数据的出现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根据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的高校指南（Hochschulkompass der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截止2013年10月1日）的信息，如今德国与中国至少达成了935项高校合作协议。与2010年的约500项合作相比，在近三年的时间内，合作协议的数量得到了近乎100％的增长。这一点表明，德国高校有意愿与不断发展的学术强国——中国建立深入的合作关系。

2．中德的跨文化能力

在此，我提出以下问题：两国之间为学术合作搭建了或者正在搭建什么样的桥梁？为了达成更好的相互理解，在文化和语言政策方面需要采取哪些举措？同时，高校的研究和教学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接下来我将首先介绍高校对中国、欧洲以及德国的普遍认识，从而对科研与教学领域的中德学术交流的需求进行探讨。

2.1　中国的欧洲能力

在中国，如果中小学生对西方的文化、历史以及政治没有深入的认识的话，是不能毕业的。就连高校也一直普及传授欧洲能力的课程，其中包括德国研究和日耳曼语言文学。

需要补充的是，有关西方世界的知识正在通过大众媒体以及流行文化大量地引入中国。此外，中国学生在西方留学的数量远远大于德国或者欧洲学生在中国留学的数量，这一点体现了中国在面对西方时的开放态度。由此可见，中国对西方和德国的了解非常深入。

2.2　德国的中国能力

反观在德国的情况，情况完全不同。尽管德国与中国在学术和经济领域交往密切，德国的精英们并没有相应地做好与中国合作的准备。同样，在欧洲也可能是这样的。

不来梅大学的亚洲问题专家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在2012年10月30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德国还生活在道光年间——西方大学的盲目飞行：有谁了解中国？》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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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强调，只有少量的精英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拥有最基本的认识，更不用说与中国相关的跨文化能力或者汉语语言能力。

2.3　德国高校的中国能力

这一情况在德国高校也不无例外。除了冷门专业——汉学，整个高校对中国、中文的了解知之甚少。让我们来看看哥廷根大学的相关情况：在全校27 000名学生中，仅有700名学生对中国或者中文有基本了解。在德国高校之中，这还算好的。

另外，再来看看与中国相关学科的教席情况。在德国约430所高校中，仅有17所高校为汉学设立了一个教席。此外，在德国许多一流大学中，在除了汉学之外的其他有关人文或社会学术的专业中以及其他专业的研究与教学中，没有一个与中国相关的教席。也就是说，汉学之外的其他专业的学生只有很少人可以接触到与中国相关的知识及交际能力。

为了更加具体地说明德国对中国以及中文了解的匮乏，我在这里需要引用另一个数据：在德国约41 500个专职教席中——这是个乐观的估计——最多有60个教席涉及中国研究、中文研究与教学。因此，在这里需要提出质疑：从德国高校中仅有的少量专家中能生成多少有关中国的知识及能力？在这种条件下，又如何开展良好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通过这种方式又如何能搭建一座沟通中德的、有承载力的桥梁？

2.4　高校传授跨文化能力和语言的必要性

因此，在德国，当然在欧洲也一样，加强传授中国能力是最大挑战之一。所以，我们高校在科研与教学方面，急需更多的与中国相关的人才，尤其是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和经济学这些专业中致力于中国研究和教学、同时会说中文的学者。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在课程的重点知识领域，简单来说就是以职业为导向的、跨专业课程领域进一步发展以中国为导向的跨文化能力与中文知识的课程。

说到中国的情况，在有关德国及德语知识的推广方面，积极的内容被多次提及。在中国，德语系越来越多，德国文化及德语的传播也越来越广。海莫·米乾（Haymo Mitschian）教授在2012年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小学德语状况的研究中提到：在中国出现了真正的德语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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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德国教师的培训必须职业化。还需要提到的是：不管是中国将德语作为外语，还是德国将中文作为外语都有必要进一步强化跨文化语言教学法的意义。它必须系统地融入到语言传授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中去。其具体原因，我会在下面进行阐述。

3．学术交流中的跨文化误解

对此，首先需要阐述的是，在中德之间的日常学术交流中一般会出现哪些类型的误解，然后可以从中得出一个以跨文化为导向的语言传授方案。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交际类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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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好的切入点。交际类型指的是能够引导行为的典型行为模式。它会受到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学术交际中的交际类型有学术工作领域的交际、教学领域中研讨课上的交际或者考试中的对话、研究领域中的报告或者学术文章，在日常生活中的交际类型有在食堂里点菜以及组织领域中对旅费的结算等等。交际参与者清楚他们在这种类型，也就是模式中如何互动。他们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整个行动将会如何发展下去。

举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在学术报告中通常应该在报告一结束之后就向教授提问，而不是像在研讨课中可以随时打断教授提出问题。诸如此类的以及其他的规则都会出现在各种交际类型中。

3.1　日常学术交流中跨文化误解的类型

跨文化交流研究的出发点是：交际类型中存在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出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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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类型的内部结构（篇章特征）

2）类型的组织模式（结构）

3）类型的情景实现（语言行为）

4）类型的外部结构（语境）

有关类型的内部结构这一层面（就是囊括了狭义上所有篇章特征的这一层面）的研究表明，韵律学（语音）手段、句法结构或者表情体态元素的运用是导致交际失败的原因。可以举一个有关体态语误解的例子，如数字的表达：将拇指和食指打开的手势在中国代表数字8，而在德国说明的是数字2。

篇章类型的内部结构的主要区别还源自于词汇语义和篇章主题的范畴。我们只需要想一下所有有关禁忌话题的研究。跨文化人际交往场景中的禁忌话题涉及充满禁忌的领域，例如宗教、性、死亡、疾病，还有政治话题。根据相关研究结果：在日本，人们不可以直截了当地询问陌生人的政治立场。在中国，熟人们之间经常以打探家庭情况或者工资作为开场白。这一点在德国被认为是冒失的。

另外就是谈话组织，也就是第二层面：类型的组织模式。例如，一份中文的请求信中会先出现大段的引子，这种写作行为归因于复杂礼貌性规矩，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目的。根据相关研究，德国人不习惯这样书写信件，这种写作方式在他们看来是多余的。

有关第三层面，即交际类型的情景现实的研究不计其数，都与言语行为的实现（例如“问和答”这种语言行为）相关。有研究显示，与德国人相比，中国人的言语行为更加礼貌。因此比如说直接的批评、要求、请求就会少一些，也就是中国人在实现言语行为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礼貌。

此外，研究还指出：对话的顺序（言语行为的次序：如一问一答）在不同的类型中会体现出约定俗成的差异，也就是类型对对话顺序的规范是不同的。例如对于恭维，中国人不会说“谢谢”，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不接受恭维，因为接受恭维显得不够谦虚。又比如，也是在中国，在许多场合的讨论中都应该避免公开表达反对或者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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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实现答复的形式也是不同的。这里的答复指的是我作为听者对说话人的回应方式，通过“点头”或者一句“啊哈”来表示我在倾听。研究显示：答复，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答复小品词（如：对、哦、嗯、啊是这样）出现在中国大学生的谈话中的频率不如在德国大学生的谈话中多。这样的话，德国教授就会认为：中国学生没理解，或者没有专心听讲。

最后，交际类型的外部结构也会导致误会的产生。对此，在这里不再赘述。

3.2　小结

因此，研究表明：跨文化互动中交际种类的所有层面都会出现交际障碍，在中德学术互动中也是如此，即在日常的跨文化学术交际以及教研的跨文化学术交际中。因此，中文的以及将德语作为外语中的外语教学法应该更加系统性地认识到这一普遍现象，即在所有层面都会出现失败的交际，无论是在选择教材还是在设计课堂的时候。

接下来要对以下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即在认识了一般性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之外，跨文化学术交际这一特殊研究对中德之间的语言文化传授有多大意义。

3.3　中德教学和研究中学术交流中的误解

跨文化学术交际中的语言学研究同样认为，不同的社会形成的学术文化不同，它会影响学术类型，也就是学术文章和对话。

例如，有研究认为，中国儒家传统及其倡导的“等级与和谐”的思想阻碍了中国争论式学术文化的发展，即据理力争的争辩文化，而这种文化则盛行于欧洲。在这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通过对比中德学术评论发现，在中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们会在这种文体中隐晦地表达批评，而德国人会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因此，中文专业书籍中的批评意见会礼貌地表达出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但是瑕不掩瑜。因为作者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高水平的学术能力说明了（……）我们相信，这本教材的修订版是完美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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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对于这种非常普遍的观点（即争辩与和谐）迄今还没有出现大量具体的、丰富的语言学研究结果。然而具体的经验，如中德语言文化政策高层论坛或者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年的博士生论坛上与会教授们的提问和批评则体现了另一种风格，在这里批评式的讨论文化十分鲜明。

在这里可以确定的是，现有的有关中德跨文化学术交流的研究很少、很单薄。

为了更多地了解学术领域，如研讨课、大课或者辅导课中的跨文化交流，必须追踪课堂教学法的既有研究，然而这些研究通常是通过询问或者互动性观察来获取认识的，从方法上来讲这是有问题的。

请允许我举个有些陈旧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海莫·米乾（Haymo Mitschian）于1991年在所挑选的中国大学中进行了有关中国人学习习惯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持被动学习态度，对于不理解的内容他们不会追问，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弱点，不会提尖锐的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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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1991年那个年代的中国大学进行调研后所形成的有关被调研中国大学生的观点迄今为止还应用于许多学术交际的教学法研究中，从而被固定为中国大学生的主要形象。在德国，如果问一下教授的话，那么会发现这个通过研究所形成的中国大学生的被动形象仍然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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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质性语言学研究，如对中德跨文化研讨课交际进行具体的会话分析会推翻，也就是会纠正这一普遍观点。中国大学生——不仅仅是这些研讨课上的——表现出的形象千差万别，不同的教育经历使得他们在行为方式、语言和跨文化能力方面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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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结

为了在未来进一步优化中德跨文化学术交际，为了使德国教授为与中国大学生的互动而做好更好的准备，反过来为了完善中德跨国学术项目，我们急需不同学术语言学的知识。

在这一领域，德方和中方都应该去发动并推动相应的研究规划。

跨文化学术交际研究必须遵循特定的基本原则，接下来将借助一个中德互动案例来重点介绍其中的两大原则。

4．跨文化交流研究的基本原则

4.1　对跨文化互动的多元素影响

为了阐明这一原则，在这里举个例子。包女士和郭先生二人都是中国公民，现在生活在中国，他们邀请来自德国的客人（库特和乌利）吃饭。下面的对话片段是这样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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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您请吃。

库特：不，谢谢。我已经完全饱了。

包：对，您吃。

郭：你不要一直说。德国人不这样。对吗？

库特/乌利：嘻嘻。

包：嘻嘻。

乌利：不。非常感谢。我们真的，真的饱了。但是，饭菜非常好吃。

库特：真的。

郭：不要这样催促德国人。如果他们想吃，他们就吃。对，没事。（……）德国人不会太腼腆。哈哈哈。就是这样。





在这个会话片段中，包女士招呼了德国客人两次，让他们吃点菜。她的丈夫曾经在德国当过一年的教授，他按照德国的语境认为他妻子的行为是纠缠不休并告诉她，不用催促“德国人”吃饭，没有必要这么做。另外：“德国人不会太腼腆。”

这里发生了什么：基于自己的经历，也为了与德国客人进行跨文化互动，郭先生没有反复地催促德国客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中式会话习俗。相反，郭女士刚好经历了这次学习过程，在德国客人下次拜访的时候可能行为就会不同。这两位中国公民基于个人经历在跨文化情景中做出了不同的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试图寻找中德互动行为差别的研究，也就是带有刻板印象地去概括一般性差异的研究，是为了证实先前假设。中国人是这么做的（就如包女士）。通过这个例子能更清楚地发现，两个中国互动者的不同背景和经历决定了互动内容。全球化，尤其是流动性导致了例子中中国互动者行为的改变以及行为的差异，至少在跨文化场景中是这样的。因为郭先生在跨文化场景中的行为与他的妻子不同。

这就证明了，不能仅从简单的、同质的文化主义角度寻找语言行为的原因，在教学中也不能这么传授知识。在研究和教学中必须更多地考虑到个体不同的前提条件，不同的语言经历。

如果试图通过中德互动行为的比较寻找同质的中国互动方式，这样的研究只会得到刻板的文化主义见解，因而不可能搭建真正牢固的桥梁。

4.2　作为协商过程的跨文化互动

此外，还须提及第二点，它对研究意义重大。对此，有必要再回到上面援引的例子中去。互动者们共同协商他们的互动行为。根据德国人的反应，郭先生让他的妻子不要再催促，包女士对她的丈夫进行了回应并不再催促，德国客人在对接下来的行为进行协商后表扬了包女士的饭菜，这算是一种积极的事后关系处理。

互动者们彼此进行了回应。目前所有被挑选出来的研究者越来越将注意力放在跨文化过程的互动动态上。互动不再像以前那样被理解为不同文化以及交际形式的“接连相遇”，人们只是在其中寻找中国人与德国人行为的不同，而是更愿意去研究场景中特定的协商过程。

人们研究探求彼此之间的反应，交际双方在跨文化场景中的反应同源于同文化的交际者的交流场景中的反应明显不同。因此，在这些场景中也会出现新的、混合的语言行为形式。

为了跨文化的研究，人们创造了“跨文化”这个概念，它指的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交际的“文化间区域”。在此中所产生的形式，其特点已经不能再归因于“典型德国”或者“典型中国”的行为方式。

5．总结与展望

为了成就未来中德学术领域，当然还有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所有重要的机构都要致力于，在所有的德国高校传授更多的中国能力以及中文知识。

语言和文化的传授，这一点对于德国和对于中国来说同样重要，它要求将语言教学法的理念系统化地融入到教材设置和课堂方案中去。同时要尝试着在研究和教学中，尽可能有差异地去描绘异文化的内容。

构建只是证实刻板印象的异文化形象，无论是在研究中还是教学中，这都不是我们的目标。对于刻板形象，媒体关注得已经够多的了。研究和教学需要的更多。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地相互理解，只有这样语言才能成为我们文化之间真实的、稳固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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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规范化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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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史简述

Ludwig M. EICHINGER

德国曼海姆德语语言研究院





德语规范化的特点在于不存在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某个中心的语言——也不曾存在过这样的中心。与此相反，人们必须寻求一种平衡，使得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拥有书面语和跨地区需求的社会能够运转。在19世纪具有市民特色的语言世界统治公共场所的时候，书面语达到了这种平衡状态。至于口语，直到20世纪中叶，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才使得一个统一的规范性观念被广泛接受。

标准化的重要阶段与德语国家的巩固密切相连。德语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标准化的是正字法——尽管一直存在争议——，如词汇这些核心领域或者语法中模棱两可的问题在其适用的范围内，更确切地说在公众讨论和大众媒体的实践中，得以协商并且变得清晰。

恰恰因为标准语包括其口头形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被广泛视为公共使用的形式，所以如今人们讨论更多的是此框架中变化的可能性——也为了显示德语的地方性（“多中心”）传统。





德语经历了独特的语言标准化历史。同欧洲相邻国家的语言不同，德语早期书面语的折中形式非常重要。这种形式的推行与15至18世纪深受市民影响的话语世界逐渐发展密切相关。19世纪，这种发展才首先在学校的课堂中发挥作用，后来又在政治方面产生影响，表现在德语区的民族国家采取了明显的语言标准化步骤，其原则沿用至今。由于在不同的语境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标准语，标准语在近代晚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形式，如今要继续开发一种与德语发展相应的标准形式，在这个过程中，“监测”这一发展便是一项中心任务。

1．从技术上对文字的复制

1.1　标准化

语言的标准化始于书写与阅读。书籍印刷技术发明于15世纪，并从此得以推行，一个新时代由此开始，能够阅读、而且可能还会书写的人不再只局限于从事书籍印刷的专门人员。此时的重要变化不仅是人们获得了一项新的技术，更多是一种意识：现在更多的人可以了解那些之前只有专业人员才了解的内容。
〔2〕

 这是城市市民解放的开始，在城市里，市民意识到自己在各种技艺、手工方面的能力，他们具有了更强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与基督教的新突破相伴相随，这个新突破就是宗教改革，它意欲让人们直接接触神旨。伴随这种独特性的还有民众语言进入公共的政治领域的现象，这体现在帝国枢密法院的成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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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媒介的标准化力量

语言的标准化形成了循环。印刷技术能够在花费较少的情况下生产出大批量的相同语篇。但是要让这带来效果，就必须保证尽可能多的讲德语的人理解这些语篇里的语言形式。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民众语言——德语，而不再（仅限于）是古老的教育语言（Bildungssprache）——拉丁语。这一变化也是正在兴起的市民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渐渐地，这个市民世界越来越多用自己的语言记录下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它自己的语言本是德语口语，存在的形式并不统一，而是由多种地方的和地区的语言形式组成。因此，这个时期的首要任务便是找到一种书面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能够涵盖多种多样的口语形式，使人们能够相互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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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任务则是继续普及利用该语言形式进行阅读，随后再普及书写。为此，就要把教授的内容真正标准化。随着书写普及的开始，一个相当复杂的翻译进程也开始了，即：在书写符号和人们掌握的口语之间建立联系。这证明，我们现在看到的当时最初的语言标准化书籍是正字法教科书，这些书实质上提供了语法知识方面的必要标准。
〔5〕

 书写的规则和语法的某些规则性促使语言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并促使人们接受相应的标准，这种促进作用一直延续到18世纪。从一开始，一个事实就是清晰的：在词汇方面达成一个标准是难之又难的事情。时至今日，日常生活语言在词汇方面还存在传统差别，尚未统一，而在当时各门科学已经通过新的语言渐渐获得了一个新的世界，发展出自成一体的形式——连文学作品也努力用一种同其他欧洲语言相媲美、自成一体的语言进行述说。
〔6〕



2．经过启蒙后的市民的语言世界

2.1　功能精英的语言

德语标准化的核心在于书面语的形式，这个形式先被很多人接受，后来最终在大约18世纪中期为德语区的所有人所接受。
〔7〕

 那么人们怎样找到这种形式，又是谁获得使语言标准化的权利呢？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获得这个权利。在德语区，几百年之久都没有一个居于统治地位、能够明确影响语言的文化中心。即使找到的这种平衡深受德语区中东部的影响，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一个折中的形式。对于这个折中形式，著名的德语语法学家尤斯图斯·格奥尔格·绍特（Justus Georg Schottel）在17世纪中期表明了意见：真正的德语并没有实际的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而更多是表现为有教养的德语演说者（和书写者）之间达成平衡的一种语言形式。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导致了德语语言区北部比南部更能体现语言规范。因为经济情况的变化，德语语言区北部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低地德语，而接受了新的语言形式。因此，德语语言区的北半部普及了新的语言，而不受当地言语方式的影响。伟大的百科全书式学者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研究过中文，而且十分赞赏这种语言，他在18世纪初推动了德语的发展，最终使之扩展成一种能与欧洲其他语言媲美的语言。
〔8〕

 这个过程不仅限于语法和书写的统一，莱布尼茨注重将已经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德语向科学领域扩展。当时，一些技巧被系统性地创造出来，借助德语中的构词手段和处理“外来”词的方式，很多科学领域中的词汇得以拓展。

2.2　启蒙语境中的言说

尤其是18世纪后半叶，出现了现代世界的各种语篇形式，涵盖从私人函件到最抽象的科学著述等丰富的语篇类型，私人函件的代表形式是书信，抽象的科学著述则以康德使用的德语为最——虽然这个时候的贵族还使用法语谈话，康德却使用德语书写。不能忘记的还有一点：18世纪末，伟大的古典主义文学家使新形成的德语标准语充分施展出其美感，如歌德、席勒，做到这一点的还有后来的古典主义科学家，如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他通过对比德语与包括中文在内的亚洲语言，强调语言内在禀赋和特性，由此也强调了德语的特征。

3．民族形成和民族国家

3.1　开放和传介

到18世纪末，学者之间达成平衡，形成了语言的标准。到19世纪学校体系容纳了所有民众时，这个语言标准就真正发挥了作用——这些规范通过教科书得到传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己阅读，除了从书信到文学作品等传统的阅读性语篇，报纸的影响力在19世纪急剧扩大，大大促进了人们对标准语的接受。渐渐地，标准语越来越多出现在口语中，比如那些受教育较少的民众群体也能在协会中学习如何在公共场合讲话。这显然并非直线发展的过程：广大的民众阶层在口语和新的标准语之间发现一条语言路径，让他们走近类似“高地德语”的语言。同时，德语作为科学的语言经历了巨大的飞跃发展，德国的教育体系和大学被视为楷模，书写语言也由此得到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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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民族、国家、规范化

规范化超出用于满足功能的标准化之外，就总会内含一些政治性的因素，这尤其适用于德语的规范化。19世纪，德语区里共同的语言所产生的政治性教育作用比其它因素得到更多的强调。在经过一系列政治动荡之后，德语国家的形式渐现轮廓。1871年，普鲁士主导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政治和社会综合发展，使规范化迈出了决定性的步骤。当时提出了很多创意，以期在帝国实行统一的正字法。尽管正字法的实行持续到20世纪初，准确地说，到1901年官方才能最终实行正字法，
〔10〕

 但是至少人们努力使发音规范化，以利于在公众场合的交流。但是，发音的规范化没有像书写规范化在学校中得以系统传授那样广泛实行。公共言语方式在词汇方面也得到规范：引入了邮政和铁路方面的德语概念，而在此前，这两个领域的概念深受法语或英语的影响。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中的生活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重要。虽然经过标准化的语言平衡形式还会显示出其他的表现形式，但城市生活促进了语言平衡形式广泛传播。

3.3　大众媒体作为规范的管理者

另外人们还可以看到，媒体在整个20世纪如何促进人们逐步熟悉了标准语：广播在1923年开始在德国传送节目，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广播的覆盖面急剧扩大，这是第一个让人们通过听的方式来学习跨地区口语标准语的媒体。19世纪50年代以后，电视便是主导性媒体，它向人们展示不同情境中的语言，不仅让人听到、而且让人看到言说者之间的互动。

教育体系获得的成功、城市生活所提出的要求、在这种环境中职员职业的出现以及媒体产生的影响，这些因素使标准语至少作为书写语言和正式语境中使用的口头形式渗透社会的各个方面，尽管日常生活的言语形式仍然受到非正式的传统语言形式、特别是受到方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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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标准语中的变化

4.1　规范：确立和协商

显性的规范化主要在正字法领域一直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掌握书写语言的形式在语言使用的社会评估方面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大约1995到2005年之间进行了关于正字改革的激烈讨论。这场讨论清晰地显示出，在书写语言方面不断提高的认识与适当的语言认同性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人们深入探讨语言标准化的问题，便可以看到，正是成功使用标准语或者使用近似的标准语，才会在近几十年中又抛出了如何以新的方式来塑造标准、并使之可以变化的问题。
〔12〕

 在这些时期中，日常的口语也接近建立的标准。结果，在观察语言标准时，人们看到了出现的典型言说语言特征，并予以考量。但是，这些特征常常与一种非正式语体有关，客观来讲，这种语体属于日常生活，而纯粹书写性标准形式实际上是没有这种语体的。

4.2　说明：多中心的语言标准

与此相应，人们在近几十年中又讨论了这个问题：传统的地区性差别和德语区国家之间的语言差别对于语言标准的确定有何意义。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已出版了一本关于国家语言变体的字典，里面列出了德国、奥地利、瑞士的标准语有哪些不同。这些国家在处理如外语影响方面的问题时遵循不同的传统，这会显示在语言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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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语言标准化的新范式

5.1　标准形式的基础和实现

标准语深刻影响了德国的语言世界，它的成功使语言标准化的活动面临一个任务：要应对一些变化。由此而言，语言标准是一种适合于公众的语体，它在一定程度上要随着所面对公众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在实践中，其他适用于公众的语体所显示出的书写和言说形式自有一种为大众所接受的模本。这些模本自然出现在（受过教育的）公众接受以普通方式言说的内容之处。对于书面德语而言，这便是那些大型日报（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日报、新苏黎世报这一类的订阅类报纸）编辑的语篇类型。这些媒体中不仅出现中立性的书面语言，而且体现出一些标准，这些标准符合读者对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种主题的语体期望。
〔14〕

 所以，人们看到，在使用标准语的、已具有一定水平的共同体中，语言标准化大幅度实施，以期满足人们的期待：语篇不仅要具有形式规范性，而且具有语体规范性。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某些以语言和交谈为主的电视节目中，这些节目努力体现一种口语的中立语体，使标准语符合情境。

5.2　对变化的评价

德语国家的社会在几百年中发展成凸显文字文化的世界。这是一个公众话语的世界，是标准语的空间，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多社会圈子和群体加入，并深受这些社会群体的影响。他们的参与表现在公民共和性社会中所具有的广大公共领域上。而且，随着标准语的广泛传播，媒体的发展还促使语言变化增多。这又使未来的语言标准化和规范化活动面临新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评价语言标准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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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新的经验

5.3.1　国家的语料库

但是，就在近几年，用于观察和评价语言的基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用电子手段总括语言数据，存储、加工、分析这些数据的可能性迅速增加，这些因素的确将语言观察引入到一个新时代。书面语和口语国家语料库的建立，为观察语言的现实使用情况及其变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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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基础上，实时语言监控（language monitoring）这种新的实践得以发展，大大提高了关于语言使用、使用变化和发展趋势的观点的可信性。

5.3.2　慎用方法及规范性的优势

尽管有如此多的优点，人们仍然不能忽视一个事实：虽然人们拥有认识语言的意愿，但是不管这些语料有多丰富、分类有多清晰，自然语言的分散性特点也让人无法获得全部语言使用的“代表性”。

正是考虑到语言标准、语言标准化或规范化的问题，上述事实带来的问题还没有在全面评价语言使用时那样严重。毫无疑问，标准是具有规范性的方案，这里的核心内容是能够找出中立的公众所使用的恰当的语体。公共话语的参与者用这种语体协商出适用的规则。在我们社会现有的情况下，这些规则实质就是前文中所提到的书写形式和口头言说形式的媒体语篇形式，以及科学专业性话语、公共政治话语的形式和某些应用型和指导性语篇。
〔17〕

 显然，从某个角度来讲，学习者在书写中使用的语言形式也很有意思，因为它们直接表明在哪些地方会出现不稳定性或者困难。这类语言观察活动目前正大规模地发展，成为所谓“数码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发展中与语言相关的一个重要分支。德语语言研究所（IDS）积极参与了与德语相关的这类行动，成为中心成员，但是在德语区没有一个机构直接服务于语言规范化任务，无法使德语区这一行动的实际后果反映在政策协调层面。

6．规范的变化和规范的协商制定

人们看到，保持适当的标准语言并不在于坚守曾经定下的规则，而在于观察和实施中立模式下公众互动所使用的适当语言形式。言说者会理解偏离那些与此相关的期望的行为，所以，默克尔总理在公开场合选择“这根本不行（das geht gar nicht）”这样一个旨在体现青年语言轻松特征的表述时，人们有意把它理解为非标准语的表述，因而也将它理解为一种信号。只有人们对标准语言的期望真正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上述这样一种语言信号才能被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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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姚燕，北京外国语大学。Übersetzt von YAO Y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
 详见Giesecke的论文（Giesecke，1998）。


〔3〕
 这里引用的细节内容的准确数据可以查阅普通语言史，最详细的内容大概要查阅Polenz出版于1991年的著述。概述的内容则参见Polenz出版于2009年的著述。下文中有关语言史的史料也请参见这两部著述。


〔4〕
 Werner Besch已在1967年详述了这个过程。参见Besch，1967。


〔5〕
 参见Moulin-Fankhänel，1994。


〔6〕
 详见关于阿德龙字典（Adelung'schen Wörterbuch）有效性的讨论。参见Eichinger，1990。


〔7〕
 与此相关的重要时间可以说是1759年，当时成立了巴伐利亚科学院（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这是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机构，它接受了格切特（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主张的德国中东部的语言规范。参见Eichinger，1994。


〔8〕
 参见Eichinger，1990。


〔9〕
 详见Osterhammel，2009，第1132-1133页。


〔10〕
 详见Scheuringer，1996，第60页。


〔11〕
 恰当评价这些情况下互动行为的问题也体现在有关规范的讨论的常见涉及方面。参见Eichinger，2011著述中讨论的情况。


〔12〕
 详见Spiekermann，2005；参见Eichinger/Kallmeyer (Hg.)，2005中的所有文章。


〔13〕
 Ammon et al.，2004；参见Eichinger，2005。


〔14〕
 详见Eichinger，2013，第138-139页。


〔15〕
 参见Deppermann/Kleiner/Knöbl，2013，特别是第89-90页。


〔16〕
 关于德语语言研究所（IDS）的语料情况，请参见Kupietz et al.，2010。


〔17〕
 参见Sandig，2006，第290页等„neutralen Stilen“一节的阐述。


全球化和媒介转换中的日耳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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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的出版社战略

Manuela GERLOF

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





260余年来，作为一家国际性学术型出版社，德古意特出版社（De Gruyter）致力于出版高价值的权威著作，其内容覆盖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德古意特出版社在柏林、慕尼黑、波士顿和北京均设立了出版机构，产品行销世界五大洲。为了更深入地参与到传播德语语言和文学的进程中去，德古意特出版社创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日耳曼学项目（Germanistik-Programm）”。出于对日益国际化的学术图景和急剧的媒介转换（从印刷图书到电子书）的考量，德古意特出版社对该项目的数字化和国际化提出了创新性的原则。本文以“日耳曼学数据库（Die germanistischen Datenbanken）”，尤其是以“日耳曼学在线（Germanistik online）”网站为例，探究什么是最重要的战略，并且已获得哪些成功。





1．德古意特出版社中的德语语言和文学

几个世纪以来，出版社让语言和知识越过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使其传播成为可能。近几十年来，（这种使传播成为可能的）技术要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德古意特出版社为例，它应当致力于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在全球化和数字化面前，出版社的功能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在中德两国学术交流中，出版社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本文将特别关注数字化和国际化所带来的影响。

回顾德古意特出版社一项悠久的传统：260余年来，它致力于促进学术发展，出版高价值的权威著作，内容涵盖了包括像法学和医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德古意特出版社目前每年出版约1200种图书和350种期刊，其中30％以英文出版。出版社旗下目前有330名员工，虽极具规模，但依然保有其独立性，至今仍为家族产业。

1918年，瓦尔特·德古意特先生在柏林将五家不同的出版社合并成一家综合性出版社，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格申出版社（Göschen-Verlag）。1800年前后，格申出版社就已经开始出版德国启蒙时期和古典时期作家的作品，比如莱辛、维兰德、克洛普斯托克、席勒和歌德，他们的作品和书信集至今仍在出版计划之列。和成立之初相似，近几年来德古意特出版社凭借其他出版社的加盟发展壮大：2006年，尼迈耶出版社（Niemeyer Verlag）和萨乌尔出版社（Saur Verlag）加入德古意特出版社，几个月前，德古意特大家庭又迎来了两个新成员：奥尔登堡出版社（Oldenbourg Verlag）和学术出版社（Akademie Verlag）。

借助于范围广泛的“日耳曼学项目（Germanistik-Programm）”，德古意特出版社深度参与到德语语言、文学和文化的传播进程中去。在德语语言学、中世纪学、近代史、近现代德语文学和文化学等日耳曼学专业范围内，每年有250余本新作问世。出版物的形式主要有：专著和文集、专业性手册和百科辞典、教材、品种繁多的杂志和年刊、以及其他学术性书籍。享有盛誉的“历史校勘版本（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系列汇集了克洛普斯托克、维兰德、莫里茨、艾辛多夫、施尼茨勒和霍尔瓦特等的作品。学术出版社（Akademie-Verlag）的加盟是对这一核心出版系列的有益补充，例如歌德或者威廉·洪堡不同的书信版本。

2．德国人走向全球（Germans Going Global）：出版社项目的国际定向

德古意特出版社总部设于柏林，在慕尼黑和美国波士顿等地设有分支机构，通过国际性的营销网络将产品销往世界五大洲。德古意特出版社很早就认识到，中国在学术界和出版业所扮演的角色将会越来越重要。因此出版社2011年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目前共有四名同事为其工作。

2012年和2013年，德古意特出版社成功参加了北京书展，并在两年内和社科院、中科院建立了重要的联系，此外还与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中国多家知名出版社建立合作关系。这一成功得益于“中国顾问委员会（China Advisory Board）”的成立，它由六名中国顶级学者组成，负责向出版社提供建议。德古意特出版社是一家综合性出版社，面向所有的研究方向，因此顾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仅有科学家，还有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研究者。

通过上述合作，已经有一系列的出版物问世：此次中德合作的开路先锋是语言学的出版项目：期刊类的有《汉语作为第二外语（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和《中国应用语言学（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中国的语言政策及实践》系列图书，其中《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3）》
〔2〕

 已于2013年出版发行。这一中国语委的年度报告包含了大量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的有价值的数据，中德此次合作使得它第一次以中、英文的形式出版，也让国外的专业读者能从中获益。2014年，与科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七卷本《绿色：可代替的能源资源（Green: Alternative Energy Resources
 ）》则开启了中德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合作。

有两个更大的合作项目是面向人文科学的：年刊《德语在中国（Deutsche Sprache in China
 ）》和《东西方哲学年刊（Yearbook of Philosophy East-West
 ）》，后者为来自中国、德国和欧洲的哲学家、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论坛，它将促进不同学术文化间的交流，以寻求共同的研究领域。

这一项目是中国社科院和柏林自由大学的合作成果，它将以德语和英语的形式出版高质量的稿件。我们对语言学和文学也有类似的计划。2013年，中国出现了一本全新的汉语期刊《德语人文研究（Germanistische Kulturwissenschaften
 ）》，我们计划将该期刊中的高质量稿件和“德语在中国”论坛的成果以德语的形式结集出版，以加强中德两国日耳曼学者之间的联系。

朱建华教授当选为国际日耳曼学学会（IGV）会长，这表明在过去几年间中国的日耳曼学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2015年，将有很多的日耳曼学学者到上海参加世界日耳曼学大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是第一次来中国。近年来，中德学者间的合作有了令人欣喜的增长。德古意特出版社愿意为中德，甚至是中欧之间的合作提供一个平台，并因此创设了《Chinese Western Discourse
 》
〔3〕

 系列。该系列以专著和文集的形式出版，语言为德语或者英语，预计2014年将有三本出版物问世。

随着研究的国际化，研究成果出版的语言选择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当然，语言的选择是和相应的学科、所选的研究题目以及目标群体密切相关的。诸多研究领域的学术讨论已经不再仅仅局限在一国或者两国之间，而是具有了国际性的语境——通常使用的是英语。为此，德古意特出版社为全世界的学者提供了用德语或者英语出版他们著作的可能性。这可能是一项令人吃惊的事实，德语文学也有著作是用英文出版的：在近现代德语文学和文化学学科，大约有30％的书籍出版语言为英语。

已有专门的出版机构在为“使用英文的‘德国研究（German Studies）’”服务，比如《跨学科的德国文化研究（Interdisciplinary German Cultural Studies
 ）》
〔4〕

 系列和专门针对大学生的《现代德国文化（Companionsto Contemporary German Culture
 ）》
〔5〕

 系列。从这些书名可以看出，国际日耳曼学，包括德国国内的日耳曼学的研究方向不再局限在语言方面，而是获得了一种学科的开放性，学术分析的目标不仅仅是文学，还涵盖了其他的文化形式，比如电影。

用英语进行出版使得日耳曼学的讨论至少得以有选择地向其他学科开放。如果有的语文学者、历史学家或者电影学家的德语水平一般，但同时在他们的研究里必须纳入相应的德国文化发展的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将能供他们使用。选择英语作为学术语言将消解地区和学科的界限，提供全新的学术状况、对象和跨学科的入口。
〔6〕



3．电子书（E-Books）、应用（Apps）和数据库：媒介转换时代的出版

出版社规划的国际化和学术出版的数字化是同步的，因为数字媒体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消解着地域界限。纸质书籍和杂志在洲际之间的运输时间往往以周来计算，与此同时在线出版物则能做到全球各地实时同步上市。

3.1　电子书（E-Books）

为了匹配不同的使用方式，德古意特出版社提供了所有书籍、杂志的纸质版本和电子版本。出版物可以满足相应的使用需求：如果只是要在一份书目里找到一条引文的出处，或者在百科辞典里查询一个词条，那么为了能尽快地找到所需的信息，可能会使用电子书。如果要仔细钻研一本700页的专著，纸质书肯定是首选。目前所有的电子书以PDF的形式保存在出版社的电子平台“德古意特在线（www.degruyter.com）”上，全世界的读者都能免费在线阅读书籍的标题和目录。未来，将选用一种更灵活的形式来代替PDF，让使用者能方便地在不同的阅读设备上使用，比如平板电脑、电子书阅读器或者智能手机。

数字化的创新使整个出版规划保持持续的供货，或者说使以前的出版物得以再生。在“电子出版（e-dition）”项目中，每一本由德古意特出版社或者它前身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都可以进行订购：以电子书或精装纸质书的形式。一旦某本书收到第一份订单，我们将会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并进行按需印刷。过去260余年间出版的超过5万本书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进行重印，获得新生。杂志也是同样的处理方式：“期刊档案库Journal Archive”
〔7〕

 提供了1826年至2013年间所有的杂志的电子版。

3.2　应用（Apps）

一小部分经常被作为权威查询并有很大读者群的工具书有了一种新的出版形式，读者可以在个人电脑和笔记本上独立使用。德古意特出版社将词源词典《Kluge》制作成了移动应用。从2011年该词典第25版开始，读者可以以29.95欧元（和纸质版一样）的价格购买并下载这部词典的电子版到个人的智能手机上，借此可以查询约13000个在书桌、地铁或者日耳曼学学者聚会中流传的词汇的来龙去脉。

3.3　数据库

数据库提供来自不同出版物的海量内容和优质的检索功能。简要地介绍一下其中三种：

“尼采在线Nietzsche Online”汇集了尼采的书信、著作的历史校勘版本和40年研究史所得的二手文献资料。
〔8〕

 所有内容互相链接，可以通过不同的检索功能获取。

“作家数据库。德语文学和德语区的作家。从开始到现在。（Verfasserdatenbank. Autoren der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tur und des deutschsprachigen Raums
 .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
〔9〕

 问世于2012年，提供中世纪以来德语作家的全面信息。它汇集了四种“作家百科”的内容：《中世纪德语文学》、《德国人文主义（1480-1520）》、《近代德国（1520-1620）》和12卷本的《基利文学百科》。
〔10〕

 该数据库内容相当于35卷印刷本，有20000万余个词条，读者可以从中获得所有德语文学史中作家的信息，并能以姓名、作品名、时代、印刷地等关键词检索。

从1960年开始，《日耳曼学。带有书目建议的国际性评论期刊（Germanistik. Internationales Referatenorgan mit bibliographischen Hinweisen
 ）》以半年刊的形式出版（见图1）。它对国际日耳曼学各个领域的研究进行评估，如：德语语言和文学、德语作为外语，以及戏剧学，电影学，图书馆、书籍和出版史等。全世界每年一般有7500种出版物受到评估，其中包括专著、工具书，以及杂志和文集中的文章。杂志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对这些出版物撰写简短的批评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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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期刊：日耳曼学（带有书目建议的国际性评论期刊）；

数据库：日耳曼学在线

这本杂志对所有的德语语言和文学的学习者、教师和研究者来说都是很有益处的。但是，如果要逐条通过索引去查找54年以来所积累的内容无疑是很麻烦的。数据库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电子检索的方式系统地获取50余年学科史中的350000余条记录和超过60000则评论。更清晰地解释一下：如果全文检索“荷尔德林”，将会得到2943条记录。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者还可以根据相互链接的姓名、作品名、系列名、卷名、出版年、出版社、ISBN号、出版物类型和关键词等进行更广泛检索。

评论性期刊《日耳曼学》属于我们最富盛名和传播最广的出版物。35个国家
〔11〕

 订阅了该杂志及其电子书和数据库，除德国以外，有11个国家购买了它的数据库。
〔12〕

 一方面，《日耳曼学》让世界熟悉有关德语语言和文学的学术讨论成果。同时它也为国际日耳曼学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目录性的研究工具，促进了这一学科的研究工作。

我们无法核实每天有多少人在翻阅这本杂志，但是我们可以将杂志电子版（以PDF的形式供在线使用）的使用数和数据库的使用数进行对比。即使因为价格相对高昂，数据库的销售量小于电子版的销售量，但是数据库的使用频度远远高于电子版：2013年1月到9月间，数据库的访问量是28000次，同期电子书的访问量是4000次。（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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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3年1月至9月的使用者数量

数据库方便的使用选择受到读者的赞赏，对内容有更强烈的感知。

3.4　开放存取（Open Access）

德古意特出版社项目的数字化愿景不仅能使读者实时使用我们增加了许多新的功能性的内容，而且为我们开启了一条全新的营销途径：通过互联网免费使用学术内容——即所谓的“开放存取Open Access”——近年来受到很多作者、大学和学术促进机构的欢迎。

简单地从无数的网页和元数据库里整合电子文档数据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因为无法一直保证内容的质量和检索的准确。谁来持续地负责内容的记录存档，如何在长时间内维护数据格式的更新，这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出版社通过它稳定的基础设施来解决上述的问题：所有的出版物都以纸质和电子书的形式出版，所有开放存取的出版内容都经过严格的学术鉴定程序（Peer Review）；文本和插图根据通用的标准进行编辑（professioneller Satz）；所有的出版物都通过通用的营销渠道推向全世界；出版社对数据进行维护，保证其格式与时下通用的技术标准相符。

许多机构已经准备根据出版物的规模对“开放存取”项目进行资助。在这种情况下，纸质书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销售，电子书则在纸质书出版的同时在出版社的平台上供读者免费使用。

4．总结

学术型出版社为学术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搭设基础设施。作为学术的伙伴，出版社提供各种服务，对其所信赖的研究成果进行最理想的编辑，使其拥有最好的可用性和传承性。就我们而言，将致力于中德文化的交汇和融合。为了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学术合作，我们起码可以做这座沟通之桥的一个桥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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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邱袁炜，北京外国语大学。Übersetzt von QIU Yuanwei,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
 Li/Li (Hg.)，2013。


〔3〕
 参见http://www.degruyter.com/view/serial/206690?rskey=YngurH&result=1


〔4〕
 Kacandes/Denham/Petropoulos (Hg.), 2006。


〔5〕
 Eskin/Young (Hg.), 2012。


〔6〕
 由来自维罗纳的Daniela Carpi和明斯特的Klaus Stierstorfer所编的《法律和文学（Law and Literature
 ）》系列，将文学和法律学者联合在一起，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7〕
 参见http://www.degruyter.com/view/j/jacpl?rskey=QPF6S6&result=1。


〔8〕
 参见http://www.degruyter.com/view/db/nietzsche?rskey=uXX5je&result=1


〔9〕
 参见http://www.degruyter.com/view/db/vdbo?rskey=haOjk0&result=6。


〔10〕
 Wachinger/Keil/Ruh/Schröder/Worstbrock (Hg.)，2005ff.；Wachinger/Keil/Ruh/Schröder/Worstbrock (Hg.)，1978ff.；Kühlmann/Müller/Schilling/Steiger/Vollhardt (Hg.)，2011ff.；Kühlmann/Aurnhammer/Egyptien/Kellermann/Martus (Hg.)，2010ff.。


〔11〕
 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英国，印度，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克罗地亚，黎巴嫩，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挪威，奥地利，波兰，葡萄牙，韩国，俄罗斯，瑞典，瑞士，斯洛伐克，西班牙，南非，杰克，土耳其，美国和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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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丹麦，英国，日本，加拿大，奥地利，俄罗斯，瑞士，南非和美国。


中国的语言监测研究





侯敏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

有声媒体中心





语言监测是一项多学科交叉的语言工程。中国的语言监测研究是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已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语言资源是语言监测的基础。通过语言监测可以获得语言使用和语言发展的规律，用以指导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制定。作为一项语言工程，语言监测必须要有相关理论的指导，也必须要有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的支撑。语言监测的目标是为政府、社会以及学术界提供语言服务。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的语言监测研究》，向大家汇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做的部分工作。

1．中国语言监测的机构和资源

中国的语言监测是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开展工作的。2004年在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的指导下，成立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教育部语信司与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五个大学分别共建了平面媒体中心、有声媒体中心、网络媒体中心、教育教材中心、少数民族语言中心。语言监测对象涵盖了最能代表大众语感的大众媒体和对一个民族语言发展影响最大的基础教育，既包括国家通用语，也包括少数民族语言。

语言监测工作主要是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上展开。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包括三个子库：通用语媒体语料库、教育教材语料库和少数民族语言语料库。教育教材语料库已搜集了1500万字的教材语料；少数民族语料以不同语种每年2亿字词的速度滚动建设；通用语媒体语料库还分为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三个子库，每年以10亿字次的规模滚动建设。我们根据流通度来选择那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不同媒体中的语料。

语言资源是语言监测的基础，是语言监测的生命所在。正是在国家语言监测语料库基础上，我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语言监测项目，获得了语言监测的成果。

2．语言监测的实践与成果

在大规模语料库的基础上，我们做了一系列语言使用实态的调查，获得了很多宝贵的语言数据，发现了一些语言使用的规律。

比如，我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字词调查。表1反映了从2005到2012年的用字调查结果。

表1　2005-2012年度汉字对语料覆盖情况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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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年社会生活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汉字使用表现了很强的规律性：每年大众媒体上使用的汉字在1万个左右；覆盖语料80％的汉字在600左右，覆盖语料90％在1000以内，覆盖语料99％在2400左右。这就给了我们常用汉字不同等级的数量标准。

表2是从2005年到2012年的用词调查结果，用词也表现出很强的规律性。

表2　2005-2012年度词语对语料覆盖情况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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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可以看出，每年大众媒体上使用的词语数量是跟语料规模成正相关关系的，语料规模越大，所用词语越多；10亿字次规模的语料大约使用词语220万左右；覆盖语料80％的词语数量在4700左右，覆盖语料90％在1万3千左右，覆盖语料95％的在35000左右。这也给了我们汉语常用词语不同等级的数量标准。从表1、表2可以看出，覆盖率达到90％，汉语最常用的字词数量可以概括为一个四字格——“千字万词”。

上面是汉语字种、词种使用数量的规律。下面再从共用、独用角度来看看不同年度字词使用的变化。

表3描述了从2005到2012年8年汉字的共用独用状况。

表3　2005-2012年度汉字共用、独用情况比较

[image: alt]


可以看出，各年共用汉字都在65％以上，排除2005年语料规模不同的因素，各年共用汉字在70％以上；而各年独用汉字基本都不到5％。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说明各年度汉字的使用状况，那就是“稳”。

表4描述了从2005到2012年8年词语的共用独用状况。

表4　2005-2012年度词语共用、独用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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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跟汉字相比，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各年共用词除了2005年，都不到10％，而独用词都占将近一半甚至一半以上。如果是相邻的两年来比较，共用词占30％左右，独用词占到70％左右。如果也用一个字来概括说明各年度词语的使用状况，那就是“变”。

看来，字是以稳为主，稳中有变，稳是主流；词是以变为主，变中有稳，变是主流。那么比词更大的单位句子呢，显然是变数更大，而比字更基本的单位音节，要比字更稳定。这也证明了一个规律：语言单位越小，其稳固性越强，种数越少；语言单位愈大，其稳固性越差，种数越多。这就印证了乔姆斯基的语言观：语言以有限的形式实现了无限的表达。当然，最早提出这种认识的，还不是乔姆斯基，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就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或许有人要问：每年有200多万词，怎么会有那么多？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词语呢？下面图1是2010年218万词种的类别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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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类别词语词种分布图

图1可以看出，每年出现最多的是人名，几乎占全部词语的三分之一，其次是机构名，地名，其他专名，以及时间、数字表达式等；而普通词语，即语文词，仅占10％。但这些词语使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图2呈现了一个与刚才相反的状态，普通词使用次数占91％，而人名、地名仅各占2％。如果我们把普通词以外的词语都归结为“命名实体”，那么下面图3、图4显示了“普通词语”和“命名实体”在词种分布和词次分布上的巨大反差。占词种10％的普通词语覆盖了语料的91％，这说明，普通词语的使用频度要远远高于各种命名实体。这就是语言使用的一种实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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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类别词语词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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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词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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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词次分布图

我们还调查了新媒体博客的语言使用状况。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同性别的博客用户在使用词语上各有特点，下面是男性和女性使用最多的前10个名词：

男性：社会、问题、国家、政府、学生、文化、政治、历史、学校、大学

女性：女人、男人、时候、女性、爱情、朋友、孩子、美女、明星、妈妈

从这些词可以看出，男性更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女性更关注的是家庭、生活。不知道这能不能说明：如果我们想回到一个人本社会的话，女性管理者、女总统可能更有优势。

我们也做了有关语言文字舆情的监测工作。比如，随着改革开放，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字母词，于是有人提出了“汉语危机论”，认为像NBA、WTO、GDP这些外文缩略词的使用会使得汉语在300年后消亡。汉语真的会消亡吗？字母词的使用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况？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1990-2012年《人民日报》字母词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图5显示的是23年间字母词词种的使用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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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人民日报》1990-2012年字母词词种使用变化趋势

图中显示，可以2000年为界分成两段，前一段的11年间字母词数量上升较快，从每年使用300多个一直升到1000多个；2000年以后的12年间字母词数量略有上升，但基本上是在1000个左右波动。这似乎告诉我们：出于语言工具性的需要，汉语对字母词的吸收和使用不是无限制的，到达一定的量就会处于饱和状态。再看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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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人民日报》1990-2012年字母词词种、词次比例使用变化趋势

图6实际是两幅图，上面是字母词词种使用变化的比例图，下面是词次使用变化比例图。这两张图与刚才的图显示了同样的变化曲线和趋势，都是前半段上升，后半段基本平稳，词种比例还略有下降。我们要注意的是Y轴上的比例，词种比例是“千分之几”，1990年时是千分之二，2000年时是千分之五；而词次比例则是“万分之几”，1990年时还不到万分之一，2001年几乎最高了，也仅仅是万分之六。这说明字母词大部分是低频词，使用频次大大低于汉字词。图6再次证明，语言具有一种自我调节功能，字母词无论词种还是词次，在使用中都会有量的控制。

字母词使用的稳定性如何？也可以通过年度间共用的统计数据来说明。

1990-2012年23年间一共使用了近1万个不同的字母词，共用的字母词只有23个：ABC、BBC、B超、CAD、CCTV、CNN、CT、DNA、GE、IBM、NEC、NHK、PC、PVC、SOS儿童村、T恤、T恤衫、X光、X光机、阿Q、卡拉OK、维生素A、维生素C。而人们很熟悉的APEC、NBA、GPS、MBA、MTV等是1992年以后才开始使用的。

这个调查证明：（1）汉语不存在危机，不会因字母词的使用300年后消亡；（2）字母词使用很不稳定，大部分字母词对大多数人是陌生的，应尽量少用；（3）应推动外文缩略词的汉化工作。

好在我国已在2012年6月20日成立外语中文译写规范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在数据的支持下，经过专家论证，2013年4月19日已公布：PM2.5的中文名称为“细颗粒物”。9月13日又公布了包括PM2.5、IT、IQ、WTO、WHO在内的10个外文缩略词的中文名称。相信随着这样的工作，汉语会朝着越来越健康的方向发展。

有关语言监测的成果大都收录在各年度的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目前，这个绿皮书系列已经被译为英文在德国德古意特（DE GRUYTER ）出版社出版，在全世界发行。从2006年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新词语编年本，每年一本，记录下当年的新词语，以反映社会历史的变化。此外，还发布了：

·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的发布（2003-2013）

·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的发布（2011-2013）

·中国十大网络词语的发布（2012-2013）

·汉语字词盘点（2006-2013）

这些，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用语言盘点社会生活已经成了一场盛宴，一种年俗。每到年底，人们都会期待着，猜测着：能代表今年的是哪些字，哪些词。

3．语言监测的理论与技术

作为一项语言工程，语言监测有三个支撑点：资源、理论、技术。资源是语言监测的基础，是语言监测获得生命的源泉；理论是语言监测的指导，使之走向科学健康的方向；技术是语言监测得以实现的保障。

在语言监测的实践中，除了使用现有的语言理论，我们还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型，如语言动态-稳态模型、相对时间理论模型、词汇时空运动模型、语言监测框架体系等等。这里重点介绍后两个。

先看词汇时空运动模型。哲学告诉我们，物体的运动总是在时空中发生的，语言系统也不能例外。词汇系统中的每一个词语都有自己的运动轨迹，都可以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去考察。词汇的时空运动可以通过它在词汇系统中分布空间在时间上的变化来表示。可以用归一化使用率、使用率比、速度函数作为词汇时空运动模型的特征集。这样我们就将常用词、流行语、新词语、字母词、术语、突发事件用词等各类不同词汇现象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中，满足了各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发布任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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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语言监测框架体系图

图7是我们提出的语言监测框架体系图。

语言监测框架体系将语言监测分为自底向上、前后衔接的四个模块：语言资源—技术平台—监测数据—实现服务。其中语言资源是基础，为语言监测提供原料；技术平台是支撑，语料经过技术平台的处理才能变成有用的数据；数据是监测的结果，它们要通过一定的平台发布出去，才能实现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学术的功能。语言监测正是这样通过共享机制实现它的服务功能，又通过评测机制不断改进完善。

除了语言理论指导，语言监测还需要现代技术的支撑，如果没有一个能支持下述功能的技术平台，语言监测就无法实现。

·语料的自动采集、分类、标注、储存功能；

·提取分类语料形成子语料库的功能；

·大规模语料的自动分词、词性标注功能；

·字频、词频统计功能；任意字符串、词串的检索功能；

·凸显语言新现象，以便于提取新词语、流行语的功能；

·凸显特定词语，以便于提取与社会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词语（机构名、人名、姓氏、字母词等）的功能；

·语音语料的采集、存储、检索，方便查找词语读音的功能；

·……

4．语言监测与语言服务

语言服务是语言监测的终极目标。其中：

为国家服务主要是为政府决策服务。我们的监测数据和咨政报告支持了国家语委的一些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为制定语言政策提供了参考。

为社会服务主要是为公众服务，国家资源，要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数据公布可以引导民众关注语言生活，把握语言国情，冷静客观地看待和应对语言生活中的各种新变化和歧异现象，以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为学术服务可以分为在线和线下两个渠道进行。在线：主要是利用各分中心的网站将语言资源、技术资源及文献资源公布，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共享。线下：采用合作研究的方式用语料、数据及工具支持兄弟院校和科研机构承担的研究项目以及国内外一些博士、硕士的研究课题。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语言监测工作包括三个元素：语言＋计量＋社会。我们的目标就是用语言这把尺子来丈量社会，丈量人心百态。我们力图把语言研究与社会生活、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因此就产生了生长于中国大地的、不同于以往的语言学流派——语言生活派。这个学派的研究特点应该是接地气、求真知、重实用。我们将会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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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语言规划试论





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





本文在“语言生活层级”观念的指导下，讨论领域语言规划的若干问题。回顾中国百余年来语言规划的发展历史，会发现国家语言规划首先是依托教育领域开始的，接着逐渐向行政、文化、社会服务行业等领域延伸。时至今日，已经发展到各领域做好本领域语言规划的时代了。领域语言规划的基本内容，一是支撑国家语言政策，二是建立与工作质量相关的领域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三是解决领域语言问题。领域语言规划的基本运作机制，应当是行业主管部门“主管”，国家职能部门指导，专家队伍学术支撑。当前，做好领域语言规划的主要问题，一是许多行业语言意识淡漠，二是对领域语言生活的学术研究有限。领域语言规划上连国家的语言政策，下通各行业末端的企事业单位的语言生活，在国家语言生活管理中具有重要地位。要通过一系列行政运作，通过发展领域语言学，为领域语言规划夯实基础，铺平道路。





“语言生活”
〔1〕

 作为语言规划学的一个概念，近十年来不断得到中国语言规划学界和社会语言学界的关注，其内涵和外延也逐渐丰富。2005年，国家语委开始每年一次向社会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的报告，报告的详细内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语言生活”的概念及相关理念通过发布会和《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持续向社会和学界传播。武汉大学主办的《长江学术》杂志，2006年第1期开始设立“语言生活热点问题”专栏，这是学界对“语言生活”的明确回应。2006年11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丁帆先生等主编的《当代语言生活》，作为普通高中的语文选修课教材，“语言生活”的概念开始进入基础教育领域。2010年5月，商务印书馆的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正式创刊了电子刊物《中国语言生活》，为“语言生活”建立了一个“网络之家”。一些学术会议，也把语言生活列为讨论的专题或专题之一；一些基金组织也开始设立与语言生活相关的科研项目。近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由德国De Gruyter这家国际著名出版社译成英语，向世界发行，“语言生活”这一概念跨出了国境。2013年2月13日晚，在百度键入“语言生活”关键词，百度报告搜索到1800万条相关结果；2013年2月14日上午，在谷歌中键入“语言生活”关键词，谷歌报告得到15800万个相关结果。
〔2〕

 这些情况表明，“语言生活”这一“国产”概念已经得到学界认可，并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为了深入研究语言生活的相关问题，李宇明（2012）曾经把语言生活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级，再将中观语言生活分为领域语言生活和地域语言生活，并指出：“领域语言生活，具体体现为各行业的语言生活。不同行业从事不同的社会活动，需要关注和解决的语言问题有所不同，对从业者的语言水平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各行业的语言生活有各自的特点，各行业的语言规划也各有特点。”

社会生活可以分为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语言生活，为使语言生活和谐，需要进行领域语言规划。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论述领域语言规划的有关问题：一、领域语言规划的历史基础；二、领域语言规划的基本内容；三、做好领域语言规划的若干思考。

1．领域语言规划的历史基础

现代意义上的语言规划，起源于清朝末期的切音字运动，其主要成就是1911年清朝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的《统一国语办法案》。自此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国家语言规划往往是同一定领域的语言规划一同考虑的，这领域一般是教育领域，并由学校逐步扩展到社会扫盲教育等。例如：

《统一国语办法案》第五条规定：“传习。先由学部设立国语传习所，令各省选派博通本省方言者到京传习，毕业后遣回原省，再由各省会设立国语传习所，即以前项毕业生充当教员，以此推及府厅州县。凡各学堂之职教员不能官话者，应一律轮替入所学习，以毕业为限。各学堂学生，除酌添专授国语时刻外，其余各科亦须逐渐改用官话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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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依照民国政府中央临时教育会议精神，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审定了7100多个汉字的读音，形成了38个注音字母，并议决了《国音推行办法》七条。《国音推行办法》的后四条是：“四、请教育部将初等小学‘国文’一科改作‘国语’，或另添国语一门。五、中学师范国文教员及小学教员，必以国音教授。六、《国音汇编》颁布后，小学校课本应一律于汉字旁添注国音。七、《国音汇编》颁布后，凡公布通告等件，一律于汉字旁添注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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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四条中，三条都是关于教育的。第七条是对“通告”这种政府公文的规定，但目的仍是扫盲性质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了发展教育，教育也相应地发挥着国家语言政策的基础性的支撑作用，成为贯彻国家语言政策的基本领域。

从中国语言规划的历史看，语言规划涉及的第二个重要领域是行政。例如关于新式标点符号，1896年王炳耀在其《拼音字谱》中就开始提倡，到1919年渐成系统，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但也只是转发所属学校“俾备采用”。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划一教育机关公文格式办法》，规定在教育机关的公文中使用14种标点。1933年国民政府发出第500号训令，要求全国各机关一律使用七种标点符号及行文款式。新式标点由民间提倡，到进入学校，到教育机关，最后进入全国的行政公文系统。政令畅通也是国家制定语言规划的重要目标，行政机关是政府的首脑机关，当然也应成为执行国家语言政策的表率。

文化事业也是较早受到语言规划关注的领域。在文化方面，语言规划较早关注的是新闻出版领域，之后随着广播电视的产生与普及，广播电视领域逐渐成为语言规划的聚焦之处。如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虽然目的是为了“义务教育及民众教育”，但除了在教育方面推行、并请“国民政府通令各机关采用”外，还要求“出版机关遵照采用”。语言规划的触角伸展到了出版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是1955年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发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是1965年经国务院同意，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是1988年国家语委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是1985年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和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的。与相关行业的主管部门联合发布语言文字规范，是向相关领域贯彻国家语言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国家对公共服务行业（也称“窗口行业”）的语言文字应用也给予了较多关注，并逐渐形成了语言文字工作、特别是推广普通话的“四大重点领域”：学校、党政机关、广播影视媒体和公共服务行业。李岚清副总理（1999）的报告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表述：“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普通话，做好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全社会都要积极支持、参与。要注意发挥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基础作用，党政机关公务人员的带头作用，广播影视媒体的榜样作用和公共服务行业的窗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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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不仅对这四大重点领域的用语用字做出了法律规定，而且还进一步考虑到公共场所设施、企业事业组织名称、商品包装说明、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品等领域的语言文字问题。国家语言规划已经从四大重点领域向社会其他领域辐射。

对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编纂的《新时期语言文字法规政策文件汇编》的数据进行统计，得到如下一些结果：1978年至2004年发布的语言文字或含有语言文字的国家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国务院部门规章等共计47件，其中与某特定领域相关的有37件；1978年至2004年各部委发布的语言文字或含有语言文字的文件计有65件。将此两者加合，涉及领域语言生活的共计102件，其中涉及教育的47件，广播影视和新闻出版的9件，党政机关的3件，工商行政的8件，人名、地名的9件，其他行业、会议等26件。

这一统计虽不完全准确，但可以由此看出涉及领域语言规划的一些信息。教育领域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文件比例约为46％，近乎一半；广播影视媒体占9％左右，也是重要领域；党政机关发文的比例较少，原因或者是这方面的工作有待加强，或者是因为很多文件是通过内部文件运行而没有在此得到反映；工商行政、人名地名及其他行业等所占比例约为42％，这些领域多数属于公共服务领域。

此外，从组织架构上也可以看到领域的语言文字工作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现在，构成国家语委的成员单位有：国家民委、民政部、劳动与人力资源部、工业与信息化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管理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地方语委也是由各地的相关部门构成的。领域语言规划已经具有了组织架构方面的准备。

回顾百余年语言规划的历史，可以得到如下基本认识：

（1）语言规划的触角已经伸展到社会很多领域，特别是教育、公务、传媒、公共服务等与语言文字工作关系密切的重点领域。做好重点领域的工作，就基本掌控了语言生活的大局。

（2）各领域的语言文字工作，基本上都是为了落实国家的语言政策。就当今的情况来说，就是要把“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字”落实到一些重要行业里去，落实到社会的“用语大户”、“用字大户”中去。

（3）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语言文字在各行各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经密切关系到行业部门的工作水平及产品质量，因此语言规划下一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进各领域做好本领域的语言规划。

2．领域语言规划的基本内容

领域语言规划是“纵向”的，上连国家的语言政策，下通各行业末端的企事业单位的语言生活。规划的主要依据，一是国家的语言政策，二是本领域语言生活的实际。规划的基本目标，是保障和提升各领域的工作质量。领域语言规划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一）支撑国家语言政策；（二）建立与工作质量相关的领域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三）解决领域语言问题。

2.1.支撑国家语言政策

国家语言政策是根据国家语言生活状况制定的，并要根据国家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及时调整。领域语言生活是国家语言生活的重要内容，准确了解领域语言生活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监测领域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是科学制定、及时调适国家语言政策的基础性工作。

例如人名地名使用领域，其用字特点是：（1）用字量很大，字量远远超出通用字范畴；（2）较多使用异体字；（3）有许多字只用于人名地名，有时甚至字义不清，读音不定。过去，国家文字整理工作以“减少数量”、“减少笔画”为基本原则，以通用领域用字整理为基本范围，没有充分照顾到人名地名的使用需求。其一，只规范了7000通用字，字量远远不够。在用手书写的第一代身份证时代，这种不适应还没有突显出来，但在第二代身份证时代，在卫星定位系统广泛应用的时代，字量不足的问题就明显暴露出来了。其二，把一些常作人名的字处理成了异体字，致使一些历史上的人名需要“改名”，如唐代名臣“魏徵”成了“魏征”，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昇”成了“毕升”。现代也有很多人用被废止了的异体字命名，如“喆、淼、犇”等。其三，有一些地名字的写法复杂，改用笔画较少的字代替，如“盩厔”改为“周至”，“鄠县”改为“户县”。人名地名使用领域的这些情况，要求在通用字的基础上扩大汉字的整理范围，要求正确看待、科学甄别异体字，特别是要重新审视、稳妥处理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问题，适当调整关于异体字的有关政策。

同时，各领域也应当根据本领域特点积极贯彻执行国家语言政策，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民族语言政策，外语政策等。国家语言政策不是空悬在上的，而是要落地生效的。政策的实施主要靠各领域的贯彻执行，因为人们的语言生活主要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各领域，特别是一些重点的领域，能够很好执行国家的语言政策，国家对语言生活的管理就落到了实处。

如果国家语言政策并不完全适应某领域的语言生活实际，也应当边执行边向国家提出政策调整的建议。例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七条是关于繁体字、异体字使用的除外条款，规定“姓氏中的异体字”保留使用。在我国，除一些少数民族之外，人的名字一般是由姓和名两部分构成的，第十七条显然只规定了姓氏可以保留使用异体字，姓氏并不包括名，这样取名叫“喆、淼、犇”的，就是不规范现象。虽然这一规定不尽合理，不符合人们的取名心理，不适应语言生活的实际，但是在政策调整之前还应执行。事实也是如此，比如近些年关于“魏徵”的几部电视剧，字幕仍然都是写作“魏征”。2013年2月3日通过搜狗搜索，“毕升”有18942条，“毕昇”只有1436条，“毕升”是“毕昇”的十几倍。当然，要很好发挥领域对国家语言政策的支撑作用，一些不符合语言生活实际的规定，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回馈反应机制，以便对这些规定及时修订、调整。

2.2.制定领域语言文字规范标准

领域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是领域工作质量不可缺少的保障，并可能为事业的发展提供机遇。领域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主要有三个基本方面：

（1）领域工作语言

任何组织都需要通过语言文字来沟通信息，运筹策划，协调行为。用于组织内部的发挥如上作用的正式的语言文字，可以称为工作语言。领域工作语言的确定，以能够在最大范围内最为顺畅的沟通为原则。在我国，一般应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工作语言；当然，由于我国普通话的推广的现实，在一些地区也可以认可“地域普通话”为工作语言，有时也可以间或使用方言，比如在南方方言区。在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应当实行双语制，即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自治地方的语言文字为工作语言。在特殊场合、特殊地区，也可以使用外国语言文字，比如在有外资参股的公司、在海外工作的公司以及一些国际会议等。当前，领域工作语言的问题主要是：某些领域没有工作语言的自觉意识，对会议和工作人员没有提出应有的要求；有不切实际的滥用外语的趋势。这些问题，对内影响工作效率，对外影响行业形象。

（2）产品的语言文字标准

这里所谓的“产品”自然是广义的，指的是各领域各行业向社会提供的各种服务（也包括管理部门的社会管理工作）和各种物品。很多服务是通过语言文字来实现的，人们对管理、服务人员和商品提供者的语言要求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语言文字的水平往往决定着服务的水平，成为产品质量的重要构成要素。比如政府公文，政府新闻发言人的文风，法律领域的各种文书，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的用语用字，教材教辅的语言文字，教师的教学语言，公共场所的标记，交通指示，商家广告，产品说明书，医疗处方，博物馆、旅游景点的语言文字，导游语言，机场、车站、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等的广播、服务用语，电子制品中的各种语言文字等等。此外，还有各种硬件产品中的语言文字标示，如电视遥控器上按钮的文字等。

产品的用途、形态不同，对语言文字应用的要求也不相同，适用的语言文字标准也相应不同。但不管是什么样的产品，不管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不管语言文字使用量的多少，都应当以产品使用者（包括工作对象、服务对象等）的需要、满意、方便为目标。

就产品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来看，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没有认真考虑产品使用者的需要，没有顾及大众的“语言消费”。例如：很多地方的公文充斥着“八股”调；医疗检验单多数用的是专业术语和技术符号，妨碍了病人的知情权；宾馆、电话公司等单位的电话服务，不看对象地使用英语；文具用品上面不必要地使用英文；医药说明书或没有中文，或是中文写得佶屈聱牙；民族地区的服务项目和销售的物品，往往缺乏必要的民族语言文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第二，产品的语言文字水平不高，影响了产品质量。比如电影、电视剧的字幕中常有错别字，几成难医之痼疾；汉语拼音的使用不合正词法，不注意分词连写、大小写等；许多场合的外文使用很不规范，甚至还闹出很多笑话；有专家称，青藏铁路的车站上和火车里的藏文使用，大有可改进之处。第三，执行国家语言政策的意识不自觉，国家的语言文字标准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不该用方言的地方用方言，不该用繁体字的地方用繁体字，不该用外文的地方用外文，该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地方没有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等。各领域都应当重视这类问题，应当根据各领域各行业情况，制定语言文字的标准。

（3）从业人员语言能力的基本要求

语言能力是人类的三大基本能力之一，特别是到了信息化的时代，脑力劳动者在劳动大军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体力劳动者也需要较多的脑力劳动，大多数领域的从业人员都需要具备相应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已经成为劳动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例如，过去的商店营业员，只需要一般的语言文字能力，能够简单地向顾客介绍商品、能够开票算账就可以了。而今顾客购买物品时，还要求得到较好的“语言服务”，有研究表明，不能够使用合适的语言介绍商品，成交率就相对较低。与此相似，家电等家庭用品的售后服务业，其语言服务水平与用户的满意度具有极大的相关性。因此，应当把语言能力纳入劳动力标准之中，把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融入劳动规矩（行规）之中。

一些领域已经开始制定了从业人员的某种语言能力标准，比如教师、播音员、解说员、公务员等都有普通话水平的要求，国家公务员考试中也有关于语言能力的项目。但是总体而言，各领域对于各自从业人员需要哪些语种能力，哪些语种能力应当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还缺乏理性的了解。尽管现在有多种名目的语言测试项目，但是多数都不一定能够测试出人的全面的语言应用能力，而且多数都是水平测试，而不是工作岗位的语言能力测试。制定不同工作岗位的语言能力要求，发展岗位语言能力测试，是领域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

2.3.研究解决领域语言问题

每个领域有每个领域的语言生活，也都有需要解决的语言问题。这些问题处理得好，可以提高工作效益，促进事业的发展，促进语言生活的和谐；处理不好，会影响事业的发展，严重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乃至产生语言冲突。

仔细酌摩，许多领域都存在着需要认真对待的或大或小的语言问题。例如：在广播电视节目中，普通话节目和方言节目的时间比例、频道和时段分配等，相关部门已有相应规定，但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很多地方、很多人士都试图对这种比例和分配进行一些微调。近些年一些电视台出现了方言新闻、方言谈话、方言电视剧等方言类节目。2010年，广州主办第16届亚运会和第10届残疾人亚运会。会议筹备期间，有人士建议广州电视台应增加一些普通话的节目，此建议后来竟然引发了一场“撑粤语”行动，且波及香港和海外。当70％左右的人都能够听懂或使用普通话的今天，当人们更自觉地看待方言与本地文化的紧密关系的今天，当“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的今天，在广播电视中怎样妥善处理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还真是一个“真问题”。解决这一真问题，不仅关乎行业的工作质量，关乎收视率，关乎语言文字运用的社会导向，而且也关乎文化的保护、方言区人民的感情等更为宏观的问题。

再如体育领域，也有许多值得研究、需要解决的语言问题。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出席国际竞赛的机会越来越多，一些大的国际体育竞赛在我国举办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为适应这一新形势，必须提高领队、教练、运动员、裁判、体育官员、体育记者等的外文水平，以便让这些体育相关人员更好地了解国际比赛，适应国际比赛，合理维护比赛权益，扩大体育交流，更好参与国际体育组织工作。特别是2016年奥运会将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巴西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说葡萄牙语者也有不少人能懂西班牙语，而我国的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人才十分欠缺。我国拟参加巴西奥运会的运动员及相关人员，应及早作些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的相关准备。此外，体育领域还有其他一些语言问题，比如运动员名字的汉语拼音拼写规则，包括姓前名后的姓名位序、大小写规则、姓的省略写法等等；再如在中国举行的国际运动会，各运动队入场如果像北京奥运会那样按照汉字顺序排列，就有一个按汉字音序还是形序排列的问题；又如将各种体育项目名称等体育用语进行汉外对照工作，将中国特色的体育项目介绍给国际社会，也需要做好多语种的翻译工作。

领域的语言问题虽然关系到行业的工作质量和事业发展，但也常常被忽视，或是因不易解决而被搁置。研究领域存在的语言问题，寻求妥善的问题解决方案，也是领域语言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

3．做好领域语言规划的若干思考

领域语言规划于国、于民、于部门都非常重要，就当前各领域的事业发展和百余年语言规划的发展趋势看，也到了做好领域语言规划的时代了。领域语言规划的基本运作机制应当是：行业主管部门“主管”，国家职能部门指导，专家队伍学术支撑。

3.1.行业主管部门“主管”

社会“领域”有很多习惯说法，比如“系统、战线、行业”等等，对领域的具体管理，是通过行业主管部门（或是行业协会）来实现的。因此，行业主管部门也应当是本行业语言生活的主管者。各行各业在制定工作规划时，在制定从业人员素质标准和培训考核规划时，在制定产品的质量标准、检验、推介和售后服务等工作准则时，应当充分考虑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

行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业的语言生活，理论上具有合理性，操作上具有可行性。当前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语言意识淡漠，甚至缺乏语言学的基本常识。很多行业领导，乃至学界精英，对于语言文字与社会的关系了解甚少，对于社会语言生活的现状了解甚少，特别是对于信息化、国际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行业需要什么样的语言人才，怎样利用语言和文字获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怎样处理好语言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语言矛盾、减缓甚至避免语言冲突等等，缺乏必要的认识。因此，许多行业的主管部门，几乎意识不到要做本系统的语言规划，或是在本部门规划中写入语言文字方面的内容。提高行业主管部门的语言意识，是当前领域语言规划的急务之事。

3.2.国家职能部门指导

国家职能部门负责国家语言生活的管理，不仅负有国家的语言规划之责，而且也有指导领域语言规划之责。指导领域语言规划，是国家语言生活管理的一部分，也是政府由语言管理向语言服务进行职能转变的具体体现。所谓“指导”，一方面是保证领域的语言规划要符合国家利益，执行国家的语言政策，同时，也要鼓励各领域根据自己语言生活的实际，创造性地进行本部门的语言规划，特别是要提倡语言文字通过领域语言规划转变为“生产力”。

领域的语言规划执行情况，特别是对国家语言政策的执行情况，国家职能部门有责任进行监督。特别是要形成监督制度，制定监督的具体办法，并对监督结果给以适当方式的反馈，以便发挥监督的成效。

在指导和监督的过程中，国家职能部门也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各领域语言生活状况，从而及时调适国家的语言政策，使其不至于脱离语言生活实际；逐渐制定各领域执行国家语言政策的各种细则，以便使国家语言政策能够在各领域得到更有实效的落实，特别是把国家的语言政策能够成为各领域自觉的行业要求，成为促进各领域事业进步的有机要素。

3.3.发展领域语言生活研究

语言规划的制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专家学者的广泛参与，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随着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近30年来学者的触觉已经伸展到了一些领域的语言生活。语言教学是语言学研究的传统领地；除此之外，还有法律、新闻、广告、广播电视、医疗卫生、公安侦破等，法律语言学、新闻语言学、广告语言学等涉及领域语言规划的一些交叉学科，也在逐步建立和发展；国家语委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自2005年开始至今，对许多领域的语言生活状况进行了一些研究；《江汉大学学报》、《云南师大学报》等杂志，特辟专栏促进领域语言研究；一些出版社也出版了不少研究领域语言生活的书籍，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域语言研究丛书》等；国家的普通话水平培训与测试，也试图照顾一些行业的语言应用特点。但是总体来看，我国领域语言研究的覆盖面较窄，还有不少空白领域；领域研究不够深入，特别是缺少经典式的研究；研究方法还比较传统，特别是没有很好地利用数据库方法；许多研究是就事论事性质的，较少进行理论的探讨与升华。可以说，我国还处在制定领域语言规划的初始学术准备阶段。

领域语言生活研究不够，其原因主要是：第一，语言学界素来比较关注本体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对于其他领域偶有涉猎，但兴趣也主要集中在一些特殊词语等特殊的语言现象上，研究目的多是尽“匡谬正俗”之责，并没有意识到要对领域的语言生活进行全面观察和深入分析，更没有意识到要为领域进行系统的语言规划。

第二，领域语言生活研究，需要语言学与相关学科的综合知识，需要语言学家和相关领域专家的合作，复合型的知识和复合型的研究团队，是对领域语言生活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条件。但是一般来说，以往的领域语言生活研究多是语言学家进行的，研究目标也主要是语言学或是写作学的。尽管这批学者的开拓之功可嘉，但这种“单兵种作战”的状况影响了研究的深入，也影响了研究成果融入到相关学科，影响了研究成果在相关领域的应用。

第三，国家语言规划是逐步发展的，其水平在不断提高，其范围在不断扩展。由于历史发展的限制，国家过去并没有提倡做领域语言规划，许多领域也较少提出领域语言规划的要求。社会需求是学术的导向，当社会发展尚未到达一定的历史方位时，当社会还没有对语言学提出当今的要求时，学界也难以产生研究领域语言生活的动力和自觉。

今天看来，领域语言生活研究已为时代所需。应动员各界学者深入了解各行各业语言生活状况，了解各行各业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需求，了解各行各业存在的语言文字问题，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在研究领域语言生活时，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观察、来规划，要特别关注新时代对不同领域从业人员的语言能力的新要求，关注新时代产生的新的语言职业、语言产业，以及这些语言职业、语言产业的语言规划。比如文字速录师、键盘编码员、计算机字库设计员、计算机信息搜索的技术人员等职业的语言能力，比如语言康复、语言信息处理、网络新媒体等领域的语言规划等。

人才队伍建设是学术发展的“硬道理”，硬道理就是不需要解释的道理。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培养复合型人才，应当鼓励多学科参与的混成科研队伍。要重视设立研究领域语言生活、解决领域语言问题的多学科攻关的基金项目，通过这样的基金项目，不仅可以获得相应成果以用于社会发展，而且可以组建队伍，培养人才，积淀科学资料，发展领域语言学。当然，也要重视现代科研手段的应用。当前，不管是科学研究还是社会发展，都已经进入到了所谓“大数据时代”。领域语言生活更是需要大数据的支撑，要建立面向下一代互联网的“数据意识”，要通过共享的理念、“众包”的理念等来搜集数据、整理数据、最大限度地发挥数据的作用。

当然，领域语言学的建立与发展，对语言学的进步也具有重大意义。不同领域对语言有不同要求，有需要解决的特殊的语言问题，有些领域甚至需要专门的语言政策，因此不同领域中的语言生活必有不同特点。研究各领域对语言的不同需求，研究各领域语言生活的特点，研究一些领域中的语言问题和语言政策，可以和谐社会语言生活，解决与语言相关的社会问题，而且也可以发展与语言学相关的各种交叉学科，从而推进语言学学科体系的发展。这也反映了语言研究以社会语言问题为导向的“现实化”取向，表现了语言学家学术观念的更新和对社会语言生活的关注，履行语言学不应推卸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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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凡运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语言和语言教育等活动，凡应用语言学成果的各种活动，都属于语言生活的范畴。“语言生活”也称“语文生活”、“语言文字生活”等。香港所谓的“语言景观”与“语言生活”的概念也较近似。


〔2〕
 由于搜索技术的局限，这些搜索结果不一定完全可靠，但也足以说明“语言生活”这一概念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


〔3〕
 文字改革出版社（主编），1958，第144页。


〔4〕
 苏培成，2010，第34-35页。


〔5〕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主编），2005，第297页。


语言之“元”特质的“宏”潜能

——语言缘何与人类文明和跨文化交流休戚相关

钱敏汝

北京外国语大学





语言作为思维和交流的介质与人类同在，这种“元”特质及其“宏”潜能却时隐时现。在当今，语言这样的特质及其潜能可与空气相比。故而，值此中德语言年之际，在人类文明的各个层面上盘点语言对于人类社会如同空气般的要义，所做的应该是一种把握审时度势要领的努力。为此，本报告将在阐明语言“元”特性的基础上具体论证其与文明、民族、社会、信息、知识、教育、文化同在的“宏”潜能。也正因这样的“宏”潜能，人类文明史上的各类跨文化交流和有关研究必然与语言和语言科学互为关键组分。

据上所述，语言以其奠定概念、塑造智能、构建思想、组织行动的各种“相态”之能量，已经可称为人类文明每个新时代的先行者，如今对于生态文明的建设来说也不例外。因为语言本身作为人类活动之一，还是一种贯穿于各种人类其他活动之中的基本活动。所以当今的语言科学正在成为“元科学”和“宏科学”。为此本报告还将从生态文明角度论述语言科学和文化科学的使命构想和建设方向以及应该和能够做出的贡献。





在全球化从将来时变为进行时的全过程中，与此有关的讨论始终包含着对人类语言发展的关注。例如主要探讨语言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的《语言与全球化》（“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一书中，该书作者，即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代表之一的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在2006年以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着重从语篇和/或话语与全球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角度阐释了话语必然的重要性。
〔1〕

 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程如此重大的变革中出现的这种必然性在于一个根本原因，即语言作为思维和交流的介质与人类同在。语言的这种特有性质可称为“元”特质，这里的“元”意味着相当于人或国家、组织之生命力的“元气”。
〔2〕

 也正是这种“元”特质使语言能够具有一种“宏”潜能，即一种宏博超拔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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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这样的特质及其潜能在当今可与空气相比。也就是说，这些状态会在我们各方人士的面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人们对此笃信不疑之时，一定是在用语言去致力表达某个意愿、想法或实现某个目标；而在觉得不能直接把语言当饭吃、当衣穿的情况下，众人只会感到语言非物质特性的乏力和虚无，仿佛它可有可无。我们把语言在当今比作空气，是因为我们都清楚：人类靠着空气得以生存，尽管它并不独自维系生命，但在轻易顺畅地呼吸它的时候，人们并不感到它的珍贵，只有当它的缺乏和损害使生命濒临危险之时，空气的意义才成为切肤之痛的反省和记忆。

在全球化不再是将来时的当今人类社会，在“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网络时代”、“话语权”、“价值观”等概念成为热议话题的21世纪，以及在把着时代走向的脉络从“知行合一”和“言行一致”来解读科学发展观和探讨认知科学之时，我们在国家和民族层面上重新盘点语言对于人类社会如同空气般的要义，所做出的应该是一种把握审时度势要领的努力。故而，值此中德两国总理李克强和默克尔启动的中德语言年之际，本报告将聚焦以下几个正比例关系，即语言“元”特质的种种“宏”潜能。

1．语言与文明同在：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界标

我们翻阅汉语和德语词典查询一下“文明”一词含义的话，在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可以找到的释义是：
〔3〕




① [名]文化（1）。

② [形]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

③ [形]旧时指有西方现代色彩的（风俗、习惯、事物）。



在德国的《杜登大辞典》中，文明的释义是：
〔4〕





Zivilisation


1．a) Gesamtheit der durch den technischen und wissenschaftlichen Fortschritt geschaffenen und verbesserten sozialen und materiellen Lebensbedingungen; b) Zivilisierung;

2．(selten) durch Erziehung, Bildung erworbene [verfeinerte] Lebensart

1．a）通过科技进步创造和改善的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条件之总和；b）文明进程

2．（较少）通过教育获得的[变得有教养的]生活方式



文明的释义在这两部词典中有一个共同点——即使我们继续查阅英语和法语词典得到的结果也是如此——即几乎所有的文明定义都把人类脱离蒙昧和野蛮作为这个概念的基础，
〔5〕

 至今颇有争议的只是何时能定为脱离蒙昧和野蛮而步入文明阶段的始端。而这样的词源关系支持了马克思（Marx）和恩格斯（Engels）在《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一书中的看法：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即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于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6〕



此外，恩格斯（Engels）的一个著名观点是，铁矿石的冶炼和文字的发明为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
〔7〕

 而这个标志涉及的是生产方式和传信手段。再说，城乡之间的对立这个标志并不是纯地域上的，而更多的是一种行政组织方式。在这样的一种行政组织方式诞生之时，文字的发明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语言与文明同在：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界标。倘若我们仔细考量数年前已在中国出现的“精神文明”和“文明语言”这些表达的内涵的话，也同样可以引申出人类文明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更高或更有教养的阶段，并由此继续向更高阶段行进的努力愿景。
〔8〕

 这些表达同时也在印证语言在此进程中始终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2．语言与民族同在：是民族的确立标准和认同凝合

民族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人类群体的类型及其名称，整个人类文明历程必须依仗它的基体来推进，而民族与语言由于各人类群体相同和不同的生理机制和生存环境，具有一种与生俱有的同质关系。所以，不管是在《中国百科全书》（哲学卷）、《现代汉语词典》，还是德国的《杜登词典》和《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还是在互联网上可浏览的多种语言的百科词典，例如《Wikipedia》或《百度百科》之中，共同的语言都是定义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例如：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I）对民族所做的定义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社会共同体。
〔9〕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民族定义是：①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②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
〔10〕



·德语版Wikipedia的民族定义是：Nation (vor dem 14. Jahrhundert ins Deutsche übernommen, von lat.natio
 , „Geburt, Herkunft, Volk“) bezeichnet größere Gruppen oder Kollektive von Menschen, denen gemeinsame kulturelle Merkmale wie Sprache, Tradition, Sitten, Gebräuche oder Abstammung zugeschrieben werden. Diese sprachlichen und kulturellen Eigenschaften und Merkmale werden dann als der nationale Charakter eines Volkes oder einer Volksgemeinschaft ausgemacht.
〔11〕

 （汉语译文：民族（14世纪前进入德语，源出拉丁文natio，其意为“诞生、起源、人民”）指较大的人类群体或集体，被赋予语言、传统、风俗、习惯或者起源等共同文化特征。这些语言和文化的性质和特征随之都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种族的人民的民族性格。）

·汉语版的Wikipedia“维基百科”对民族做出的定义是：“民族也称国族（Nation），指的是一群人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被历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连结起来的共同体。特质可能包括地域、语言、宗教、外貌特征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观”的特质，特别是人们对其民族性（nationality）的认知和感情。”
〔12〕



这些定义的共同之处是都把语言作为民族的特征之一。换个角度说，语言还是这些民族定义中其它基本特征的映照，因此也是民族认同的凝合，处处在人们使用语言之时验证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曾经作出的一些论断，例如：





“语言可以说是各个民族的精神的外在表现；他们的语言即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即是他们的语言，人们怎样想象两者的一致都不过分。”
〔13〕



“因为，语言同时也是全部思维和感知特点的理解方式，这种方式自古以来就被一个民族代代相传，如果它不同时对一个民族的语言产生深刻影响，就无法对这个民族施加任何影响。”
〔14〕



“因为对同一民族的语言是同一类型的主观性在起作用，所以在每种语言中都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世界观。”
〔15〕







按照他的看法，民族语言所沉淀的经验和思想反过来也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民族特点和世界观，民族语言也由此而成为民族的重要标志。

3．语言与社会同在：是使社会分工成为可能的交流方式和组织手段

中国的两位社会学家郑杭生和李迎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一书中综述了中国古代典籍、费希特（Fichte）、腾尼斯（Tonnies）等中外有关“社会”的论述，认为“我们可以把社会界定为处于特定时空领域内的、享有共同文化并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共同体（或有机总体）。”
〔16〕

 从这样一类社会的定义来看，人不仅具有自然本质，即是属于自然界的，也具有社会本质，即属于社会。
〔17〕

 而把人与人、人与社会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分工，它在社会的形成和组织过程中穿插在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按照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在《国家篇》（“Republic”）等论著中的有关分析，社会分工的起源除了是各式各样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同时社会分工还源自人类的天性，因为人的天生禀赋也各不相同，而社会分工的第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工作的专业化。
〔18〕

 具有这样形成过程和构建性质的社会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语言来实施的。如美国的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





“语言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引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推论。我们不得不相信语言是人类极古老的遗产。人类的其它文化遗产，即使是钻木取火或打制石器的技艺，是不是比语言更古老些，值得怀疑。我倒是相信，语言甚至比物质文化的最低级发展还早；在语言这种表达意义的工具形成以前，那些文化发展事实上不见得是一定可能的。”
〔19〕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于1955年也曾用以下话语，说明了语言在一个更加复杂的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从语言得到各种好处，我们可以传递消息，当有些农民或者做生意的人说：我们要求在这条河上造一座桥的时候，这消息就会传到市民大会、州议会、公路局、工程处以及承建商人办事处那里，这其间通过了许多说话人而且多次经过语言的传递；直到最后，由于对农民最初所作的刺激起了真正的（实际的）反应，一群工人架起桥来了。”
〔20〕







这些都充分证明社会分工中用于合作需要的语言交际是不可或缺的。与此相关的一个见解可以早于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以上观点5年在中国语言学界找到，即1950年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所长罗常培所著的《语言和文化》一书的题词中这样写道：“语文发展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加深我们的研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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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Saussure）本人直至近年来中国、德国和其它国家的语言学研究者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许多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刻论述和详细阐述。

4．语言与信息同在：是联通大脑与大脑、大脑与世界的途径

以上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等学者的陈述，亦已证明了我们接下来想阐明的一个看法：语言与信息同在。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在1955/56年对信息的理解与古代中国的先哲和当今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学者提出的有关观点
〔22〕

 存在相通之处正是在于所有这些见解都做出了语言与信息同在的解释，那时海德格尔（Heidegger）就指出：“信息意味着告知，即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全面地、尽可能明确地、尽可能奏效地告诉今人有关确保其生存需要、具体需求以及确保满足这般需求的消息。”
〔23〕



而且，他在1937年就认为：





“将语言定义为信息，为大型计算设备——计算机——的建造提供充分的依据。”
〔24〕



“今天，没有大型实验室的技术，没有大型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技术，没有完善的通信行业的技术，成果丰硕的科学工作以及与此相应的效用是无法想象的。对这些真确事实的任何削弱都是逆向反动。”
〔25〕



“信息在传递资讯——即告知——的同时也在构形，也就是说它既在确立又在传达。信息作为告知，就已经是一种确立，它赋予人类、所有事物及种种存在一个形态，这个形态足以确保人类对地球上的所有一切，甚至是这个星球之外的所有一切，拥有统治地位。”
〔26〕







中国的《信息语用学》
〔27〕

 研究者陈忠指出：





“根据系统论观点，语言是不同系统层次当中的一个中心系统，是信息传递当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在其外围，还存在诸多外部系统。在众多系统当中，处于核心地位、支配地位的是符号自身，位于外围的有语境、认知、知识、社会因素以及思维、言语行为等。符号的语义与外围信息结合，发生裂变，被作为提示线索，推导出会话信息，最终实现言语行为。”





这些有代表性的观点都足以作为各个时代对语言与信息同在的看法的依据。

5．语言与知识同在：是感知和认识的成果的积聚载体

同样也是在有关“信息语用学”的讨论中，德国信息学领域的有关研究者一再强调信息与知识的关系，例如库伦（Kuhlen）把信息定义为“某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在一个具体场景中为解决问题所需要并且往往不具备的知识的子集”
〔28〕

 。

所以在他看来：“信息是——一言以蔽之——行动中的知识。”
〔29〕

 另一位德国信息语用学研究者劳赫（Rauch）以此为依据作出的论断是：





“‘知识’通过各个专业学科的发展不断被拓展和被改变，并必须在现实中得以验证。［……］只有当知识产生效用，当它被用以实现目标，当现实不仅被描写、而且也被改变时，才谈得上是信息。”
〔30〕







根据上述语言与信息的关系，语言与知识同在这一关系也就不言自明。德国的语言学家费尔德（Felder）和米勒（Müller）在《植根语言的知识》（“Wissen durch Sprache”）为题的论著中对语言与知识的关系更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鲜明的观点：





“这卷书以及我们的学术研究网络“语言与知识”基于一种对语言和知识之间关联的认识，即语言不仅是一种广泛使用的传递知识手段，语言交际过程更是对知识进行构建、评价和传授的不容置疑的基本条件：知识通过语言得以为生，且本身就活在语言之中。语言和知识之间如此称述的这种关联对于断言知识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也具有影响力：处处都能听到的说法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社会’之中。”
〔31〕



6．语言与教育同在：即教育的重要实施手段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Jaspers）在他关于教育的哲学论著中把教育分为“Erziehung”和“Bildung”，在他的看法中“Erziehung”并不等同于一种行为，而更多的是将其视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关系。
〔32〕

 这种交流关系首先存在于老一代和青年人之间，也可出现在各类主体之间，即师生、师徒、父母子女之间的人际行为奠定了这种动态关系，并从一种不对称的状态，逐渐转为一种对等状态。通过进入这种用我们汉语来说可称为“教学相长”的阶段，最终实现的是他定义的Bildung。
〔33〕

 这样的Bildung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由知识、观念、能力、视角、态度、语言等组成的一个整体，它最终形成一个人的世界观，既体现为理论，又落实于实践。而在他所阐述的教育过程中，语言是一个从头至尾几乎贯彻全部环节的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就能很好理解中国教育部在“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列出的50项要点中的第17条：





17．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优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应用环境。建设面向现代教育体系和社会语言文字应用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加快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订、修订和测查认证工作，搭建高水平的语言文字基础平台，加强语言文字生活监测和社会咨询服务。依法加强语言文字评估、测试和推广工作，推进学校和社会语言文字应用的规范化。加强重点方言地区的普通话推广普及，强化少数民族汉语师资培训，加大对西部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工作的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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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计划中我们可以读出有关教育事业的诸多当今时代新意，在随之要按此行动计划实施的数个重大工程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是教学信息化工程，为此已组建了以国务院总理为组长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教育部也及时成立了以部长为组长的教育信息化领导小组。因此，在由国家投资建设、教育部负责管理、清华大学等高等学校承担建设和管理运行的全国性学术计算机互联网络“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的一个栏目发布的消息和展开的讨论绝非偶然，所议的题目是：“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一场风暴来袭”。
〔34〕



上述讨论表明，MOOC这种移动的交互型授课平台和教育方式虽然还未处处得到喝彩，但多方的学界人士已经意识到它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在线的授课方式而已。其中有人提出的这种授课平台和教育方式涉及的语种及其长远影响等问题十分值得我们所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考，尤其让我们看到语言在其中不仅不可缺少，而且是触及上述所有论点的一个问题。即这样的教育方式不正是折射出了语言与人类文明、民族、信息、知识等的密切关系吗？也就是说，虽然所传授的专业内容十分关键，但使用哪种语言和如何使用表达方式同样至关重要。因为语言会在新的教学方式中以新的方式塑造人类文明、民族、信息、知识的方方面面。面对这样的发展趋势，一些大学的先行者已迎头赶上，例如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团队领衔开发的基于OpenEDX开源项目的中文MOOC平台——“学堂在线”平台（www.xuetangX.com）于不久前的2013年10月10日正式发布。
〔35〕



7．语言与文化同在：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构架

在文化的多种狭义概念和广义概念争鸣了几十载的今天，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可以不言自明了。首先这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将语言视为文明的界碑，对文化也同样如此：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Tylor）经过数载的研究后，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把“文化”打磨成一个科学概念，使其成为专门的术语。他对文化作出的定义是：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它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36〕







受到当时的符号学影响的美国新进化论人类学家怀特（White），认识到符号与文化的关系后，他认为，“全部文化或文明都依赖于符号。正是使用符号的能力使文化得以产生，也正是对符号的使用使文化延续成为可能。没有符号就不会有文化，人也只能是一种动物，而不是人类。”
〔37〕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和克拉克洪（Kluckhohn）在分析考察了100多种文化定义后于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和定义的考评》（“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中，提出了一个比较综合的文化定义：





“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和外显的模式中，借助于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自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
〔38〕







笔者综合考虑了类似以上的一些中外名家巨匠有关文化的见解后，于2000年提出了一个更具概括性和普遍性的文化定义，即：文化由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组成，其核心为价值观念。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与文化同在”指的是：不管文化如何定义，它与语言都互为关键组成部分。这一点也可以充分解释为何语言既可以引发同文化和异文化冲突，也能化干戈为玉帛，因为争端与和解之间的选择往往也是在武器和话语之间做出的，因为语言是塑造和记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构架。而中国古代对“文化”的释义“文治教化”实际上直接点明了以“教”行“化”与包含文字、文章、文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的“文”的关系。
〔39〕



以上文化定义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网络等传媒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的交往日益密切，“跨文化的”和“跨亚文化的”交际和交流也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因素，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例如当下流行的网络用语和“九零后”们的时尚词汇反映了时间的变迁和社会发展对语言形式的影响，也使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的人们产生了一定的沟通障碍。如今网络交流具有速度快、范围广、信息量大的特点使世界范围不同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和交流更加便捷，但同时文化和语言差异带来的障碍也更加突出，很多国家和人类群体之间都处于既相互融合又相互碰撞的跨文化状态。

而将同文化和跨文化的交际或交流区分开来的“跨文化性”
〔40〕

 作为两种文化相遇所具有的特殊性和一种混合交叉的异质现象，往往以违反其中一种文化的（交际）行为模式甚至两种文化常规都违反的形式出现。它会给各种交际和交流造成一定的沟通障碍，但同时也带来了创新的灵感、合作的机会，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随着信息的流通范围的拓宽和流通速度的加快，跨文化交际越来越不可避免。因此，怎样用跨文化性的正面作用化解负面作用、用其积极意义来引导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显得十分重要。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跨文化的认识不断加深，良好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已被当做是一种内在素质，而跨文化交际类的教学和研究便是要帮助人们将无意中形成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的基础变为有意识的、能够把握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通过以往数年中在“跨文化性”、“跨文化耦合”、“跨文化建构”等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41〕

 我们认识到，想要明察跨文化能力与跨文化性所涉及的各类现象，可以通过增强“敏感性”，发现“跨语言性”与“跨符号性”等现象作为途径，采用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方法在语言及其使用中找到具体形成方式，然后以语言为立足点，还可进入到音乐、服饰、建筑、餐饮等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
〔42〕

 其可行性的原因在于，有史以来，作为思维和交流的介质的语言都并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建构和表达思想的一个有机体。为此，语言本身的重要性以及与跨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语言学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的重要原因。普通语言学的创始人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和当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Saussure）当年的话至今意味深长。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塑造器官。［……］因此心智活动和语言是一体的，相互不可分离的”。
〔43〕

 索绪尔（Saussure）在提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同时明确指出“语言无非就是一种纯粹的价值体系”。
〔44〕

 从多个视角来看，欧洲这两位先哲的思想对于从学科直至生态文明的各项建设都令人深思和值得笃行。

8．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上文中，我们具体论证了语言在其“元”特性的基础上与文明、民族、社会、信息、知识、教育、文化同在的“宏”潜能。也正因为这样的“宏”潜能，人类文明史上的各类跨文化交际和交流和与此有关的文化和跨文化研究必然与语言和语言科学互为关键组成部分。

可以说，语言以其奠定概念、塑造智能、构建思想、组织行动的各种“相态”之能量，已经称得上人类文明每个新时代的先行者。因为语言本身作为人类活动之一，还是一种贯穿于其它各种人类活动之中的基本活动。所以当今的语言科学正在成为“元科学”和“宏科学”。在今后的各类建设中，不管是语言本身的教学和研究，还是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出发的现今使命和未来构想着眼，语言科学及其与文化科学的结合都应该和能够做出持续的贡献。因此今后我们还可以接着讨论：语言与抒情同在，语言与表态同在，语言与斟酌同在，语言与规划同在，语言与表彰同在，语言与批评同在，还可以说：语言与文学同在，语言与历史同在，语言与管理同在，语言与法律同在，语言与哲学同在，语言与经济同在，语言与政治，语言与新闻同在如此等等。

[image: alt]


我的结束语是：至今语言学形成了各种有针对性的核心领域及跨学科分支：诸如语音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经济语言学、政治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话语语言学、媒体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等等，这些发展和讨论还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因此以上是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参考文献

“百度百科”，（时间不详）：“民族”。载：http://baike.baidu.com/link?url=k8giEt6blKVfjt6RZsYCuGKD_Ms0mpMXUGfLtarbJtIwQs1P1ETFOaXYtPLPnqPG7KSG-IJ-7qu0eTqIkKfmwOWLJCBXEIZKHTcYkzWO4edFxJkE7wO_Bc_fruNUmOmy（最新浏览2013年7月9日）。

“维基百科”，（时间不详）：“民族”。载：http://zh.wikipedia.org/wiki/民族（最新浏览2013年7月9日）。

布龙菲尔德，1933/1955：《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忠，1999：《信息语用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恩格斯，1884/195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张仲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关世杰，1995：《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洪堡特，1836/2006:《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钱敏汝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怀特，1949/1988：《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解战原，1991：《当代社会分工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罗常培，1989：《语言与文化》。北京：语文出版社。

罗时进，1998：《信息学概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1844/195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张仲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钱敏汝，1997：“经济交际学纵横观”。载：《当代语言学》（原名《国外语言学》），1997：第2期。5-14页。

钱敏汝，2000：“跨文化性和跨文化能力”。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主编），2000：《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第三集）》。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73-77页。

钱敏汝，2005：“符号学与跨文化性”。载：《复旦哲学评论》学刊，2005：第2辑。233-260页。

钱敏汝，2010：“从动态性结构到跨文化解构——语言等多类符号的跨越型构建”。载：《“2009中国-欧盟语言合作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主编），2010：《“2009中国-欧盟语言合作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141-151页。

钱敏汝，2011：《钱敏汝选集》。北京：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

钱敏汝，2013：“远无终极的人类文明进程”。载：太湖文化论坛（主编），2013：《世界和谐的通途》。北京：新华出版社。177-187页。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2013：《学堂在线》（中文MOOC平台）。载：www.xuetangX.com（最新浏览2013年10月9日）。

萨丕尔，1921/1985：《语言论》，（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司马云杰，2001：《文化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孙进己/于志耿，2007：《文明论——人类文明的形成发展与前景》。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泰勒，1871/1992：《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雅斯贝尔斯，1977/1991：《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

郑杭生/李迎生，1999：《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主编），1987：《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I）》。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13：《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一场教育风暴来袭》。载：http://www.edu.cn/html/info/2013/mooc/（最新浏览2013年10月9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编），2012：《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Bloomfield, Leonard, 1933/1955: Language
 . London.

Capurro, Rafael, 1981: Heidegger über Sprache und Information. Leicht veränderte Fassung eines Aufsatzes erschienen in: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88
 , 1981: Nr. 32. S. 333-343. URL: http://sammelpunkt.philo.at:8080/68/1/heidinf.htm#16 (letzter Zugriff: 2013-0906).

De Saussure, Ferdinand, 1931/1967: Grundfragen der allgemeinen Sprachwissenschaft
 (herausgegeben von Bally, Charles/Sechehaye, Albert unter Mitwirkung von Riedlinger, Albert). (Übersetzt von Lommel, Herman). Berlin.

Dudenredaktion, 2008: Duden – Deutsches Universalwörterbuch
 . Mannheim/Leibzig/Wien/Zürich.

Engels, Friedrich, 1884/1955: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 Ditzingen/Stuttgart.

Fairclough, Norman, 2006: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 London/New York.

Felder, Ekkehard/Müller, Marcus, 2009: Zur Einführung. In: Felder, Ekkehard/Müller, Marcus (Hg.), 2006: Wissen durch Sprache. Theorie, Praxis und Erkenntnisinteresse des Forschungsnetzwerkes „Sprache und Wissen“
 . Berlin/New York. S. 1-10.

Grieder, Alfons, 1994/1995: Erziehung zur Existenz? Jaspers und unsere Erziehungskrise. In: Hybašek, Elisabeth/Salamun, Kurt (Hg.), 1994/1995: Jahrbuch der Österreichischen Karl-Jaspers-Gesellschaft
 . Jahrgang 7/8 1994/1995. S. 18-24.

Heidegger, Martin, 1957/1997: Der Satz vom Grund
 . URL: http://www.olimon.org/uan/DerSatzvomGrund.pdf (letzter Zugriff: 2013-06-12).

Humboldt, Wilhelm von, 1836/1968: 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geschlechts.
 Berlin.

Kuhlen, Rainer, 1990: Zum Stand pragmatischer Forschung in der Informationswissenschaft. In: Herget, Josef/Kuhlen, Rainer (Hg.), 1990: Pragmatische Aspekte beim Entwurf und Betrieb von Informationssystemen
 . Konstanz. S. 13-18.

Marx, Karl/Engels, Friedrich, 1844/1953: Die deutsche Ideologie – Kritik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logie in Ihren Repräsentanten, Feuerbach, B. Bauer und Stirner, und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Propheten
 . Berlin.

Qian, Minru, 2008: Zu Mehrsprachigkeit, Interlingualität und Interkulturalität in der internationalen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In: Deutsch-Chinesisches Forum interkultureller Bildung
 , 2008: Band. 1. S. 103-113.

Qian, Minru, 2011: Über das Spektrum der Interkulturalität. In: Deutsch-Chinesisches Forum interkultureller Bildung
 , 2011: Band. 2. S. 15-30.

Rauch, Wolf, 2004: Die Dynamisierung des Informationsbegriffes. In: Hammwöhner, Rainer/Rittberger, Marc/Semar, Wolfgang (Hg.), 2004: Wissen in Aktion. Der Primat der Pragmatik als Motto der Konstanzer Informationswissenschaft. Festschrift für Rainer Kuhlen
 . Konstanz. S. 109-117.

Sapir, Erward, 1921: Language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Tylor, Edward Burnett, 1871: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language, art and customs. Vol. 1.
 London.

Wagman, Morton, 2000: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in Cognitive Science.
 Westport.

White, Leslie Alvin, 1949: The science of culture: a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Wikipedia, (Zeit unbekannt): Nation. URL:http://de.wikipedia.org/wiki/Nation (letzter Zugriff: 2013-07-09).

注释


〔1〕
 Fairclough，2006。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编），2012，第1598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编），2012，第1364页。


〔4〕
 Dudenredaktion，2008，第1982页。


〔5〕
 这类理解的典型观点可见于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区分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参见恩格斯，1884/1954，第21页；Engels，1884/1955,第24页；孙进己/于志耿，2007，第10页；钱敏汝，2013，第178-17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第99页；Marx/Engels，1844/1953，第48页。


〔7〕
 恩格斯，1884/1954，第25页；Engels，1884/1955，第30页。


〔8〕
 参见钱敏汝，2013，第178页。


〔9〕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主编），1987，第620页。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编），2012，第904页。


〔11〕
 Wikipedia,（时间不详），http://de.wikipedia.org/wiki/Nation。


〔12〕
 “维基百科”，（时间不详），http://zh.wikipedia.org/wiki/民族。百度百科的“民族”概念释义也相同：“百度百科”，（时间不详），http://baike.baidu.com/link?url=k8giEt6blKVfjt6RZsYCuGKD_Ms0mpMXUGfLtarbJtIwQs1P1ETFOaXYtPLPnqPG7KSG-IJ-7qu0eTqIkKfmwOWLJCBXEIZKHTcYkzWO4edFxJkE7wO_Bc_fruNUmOmy。


〔13〕
 洪堡特，1836/2006，第50-51页；Humboldt，1836/1968，第LIII页。


〔14〕
 洪堡特，1836/2006，第41-42页；Humboldt，1836/1968，第XLV页。


〔15〕
 洪堡特，1836/2006，第69页；Humboldt，1836/1968，第LXXIV页。


〔16〕
 郑杭生/李迎生，1999，第3页。


〔17〕
 解战原，1991，第7-8页。


〔18〕
 参见解战原，1991，第9-11页。


〔19〕
 萨丕尔，1921/1985，第20页；Sapir，1921，第22-23页；钱敏汝，1997，第5页。


〔20〕
 布龙菲尔德，1933/1955，第30页；Bloomfield，1933/1955，第28页。


〔21〕
 罗常培，1989。


〔22〕
 罗时进，1998，第3-4页。


〔23〕
 Heidegger，1957/1997，http://www.olimon.org/uan/DerSatzvomGrund.pdf。


〔24〕
 Heidegger，1957/1997，http://www.olimon.org/uan/DerSatzvomGrund.pdf。


〔25〕
 转引自Capurro，1981，http://sammelpunkt.philo.at:8080/68/1/heidinf.htm#16。


〔26〕
 Heidegger，1957/1997，http://www.olimon.org/uan/DerSatzvomGrund.pdf。


〔27〕
 参见陈忠，1999，第43页。有关“信息语用学”的定义还可参见Rauch，2004，第111页：“Während Informationspragmatik sich mit der Gestaltung von Informationssystemen befasst, beschäftigt sich Informationsdynamik mit der Frage, wie dadurch Information selbst verändert wird”。


〔28〕
 Kuhlen，1990，第13页。


〔29〕
 Kuhlen，1990，第14页。


〔30〕
 Rauch，2004，第111页。


〔31〕
 Felder/Müller，2009，第1页。


〔32〕
 Grieder，1994/1995，第19页。


〔33〕
 雅斯贝尔斯，1977/1991，第3页。


〔34〕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13，http://www.edu.cn/html/info/2013/mooc/。


〔35〕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2013，www.xuetangX.com。


〔36〕
 泰勒，1871/1992，第3页；Tylor，1871，第1页。


〔37〕
 参见怀特，1949/1988，第33页；White，1949，第33页。


〔38〕
 转引自关世杰，1995，第15页；Wagman，2000，第61页。


〔39〕
 司马云杰，2001，第6页。参见关世杰，1995，第15页。


〔40〕
 有关笔者对“跨文化性”概念的见解参见钱敏汝，2005，第233-260页；钱敏汝，2011，325-358页；Qian，2008，第103-113页；Qian，2011，第15-30页。


〔41〕
 有关研究除了上一个注释中的文献外，还可参见钱敏汝，2005，第233-260页；Qian，2008，第103-113页；钱敏汝，2011，第325-358页；钱敏汝，2010，第555-573页。


〔42〕
 钱敏汝，2005，第233-260页；钱敏汝，2010，第555-573页。


〔43〕
 洪堡特，1836/2006，第62页；Humboldt，1836/1968，第LXVI页。


〔44〕
 De Saussure，1931/1967，第132页。


在华德语推广战略
〔1〕







Verena SOMMERFELD

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





歌德学院的核心任务是推动德语发展以及为我们的海外伙伴提供咨询和培训。同时，这项任务在中国让我们面对不同寻常的挑战。歌德学院运用各种方法和措施来应对这种挑战。为推动德语作为外语这门课程在中国教育系统内的发展，双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歌德学院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中确定，在2013年特别要将德语师资培训、职业培训及德语在中学的推广作为共同努力的重点。报告将介绍歌德学院在华工作的两个重点，并通过一个实例说明，我们认为哪些因素可以使一个项目取得成功，接下来谈谈保证德语学习者取得良好学习成果的必要框架条件。





2013/2014年是中德语言年。歌德学院参与了其中的诸多项目，而所有的项目均以推广德语为目标。德语的推广工作涵盖不同层面，这是歌德学院工作的核心目标。

提高德语学习者的数量即为诸多目标之一，另外在中国我们工作的一个重心在于持续提高德语课程的质量。面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德语学习者数量以及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将德语纳入其教学大纲的固定组成部分的情况，德语教师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因此，歌德学院工作的另一目标是在对象国现有的教育体系中支持那些已经开展的德语教学工作，通过各种项目提高教学质量并切实支持德语教师的工作。

这项工作的结果通常是提高了德语学习者的数量，但仅仅这一点并不是我们长期推广德语工作的主要目标。

因此，今天我想介绍一下歌德学院在华工作的两个重点，并通过一个实例向大家说明，我们认为哪些因素可以使一个项目取得成功。接下来我想谈谈保证德语学习者取得良好学习成果的必要框架条件。

2013年3月歌德学院与中国教育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确定了中学德语课程建设和提高德语教师素质这两个主要合作重点，以加强德语推广。

在“学校塑造未来伙伴项目”（PASCH）的框架内，歌德学院帮助中国那些想要引入德语作为选修课或必选课的中学。2013年11月底已经有59所中学被纳入伙伴项目。在选择帮扶中学时，我们确定了诸多标准，其中之一即为该校已经加入当地的学校网络。

在这一点上，武汉的PASCH学校网络堪称典范。当地已有5所中学加入网络：湖北啤酒技术学校、武汉常青第一小学、华中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武汉常青第一中学以及武汉第一中学。

武汉的学校间已经建立联系，这就意味着学生在一所小学毕业可以到另外一所中学继续学习德语。这个网络使得尽可能多的学生有可能从一年级至12年级持续学习德语，并且即使转学亦可在新学校继续学习德语。在武汉，有大约2万名学生有权选择学习德语。

武汉的实例说明德语学科不应被看做一个孤立的学科。只有将学科融入一个整体的系统之中，这个学科才能长期地在武汉的教学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另外，许多中小学有可能与德国建立合作项目，双方学生可以相互交流。同样，教师可以在共同的培训项目中进修并交流日常教学经验。而中小学的校长之间也建立联系，在作为除了开设英语、还开设德语这门外语课的学校定位方面互相帮助。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开设德语专业的大学数量从40所增加到100多所。同时开设德语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的中小学数量也持续增加。这就导致对德语师资以及高质量德语教学的需求不断增长。

为实现对德语课程的长效支持，我们需要一定的框架条件来创造一个有利的德语学习环境，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以保证已经选修德语的学生继续学习德语，并且吸引新的学生来学习。接下来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在中国人们学习德语的原因。

多年来许多人学习德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赴德留学。德国的高等教育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声誉，尤其是工程学和其他技术专业，还有设计、音乐和艺术专业亦深受中国留学生的喜爱。再加上德国学费低廉，这使得德国高校极具吸引力。

此外，掌握德语亦被视为进入职业领域的一项优势。会说德语一方面便于和德国同事的日常交流，另一方面也自然带来跨文化能力的提升，这对于成功融入德国企业可能至关重要。

不能忽视的是，有一类人是纯粹出于兴趣学习德语的学习者。德国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国社会许多领域都借鉴了德国的模式。因此许多人对德国文化、艺术和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是大多数人学习德语的最初动机，而了解这些动机是制定符合中国需求的德语推广措施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要保持学习者的积极性，使其取得良好的学习成果。我们的措施应使学习者能够感觉到自己学习上的不断进步，学习者想要感受到自己在听说读写方面能力上获得的提高。

对于学习者来说，学习的成就首先是通过直接的交流与接触来体现，比如和一个母语者的成功交谈。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工作，以创造更多直接交流的机会，如：交流项目、合作项目、校际伙伴关系等。这类项目为实现直接交流提供了框架条件。

此外，学习的进步可以通过外部的考试来衡量，这对教师来说是最直接反映学生学习成果的手段，而这些证明学生语言水平的考试应该是最客观的测量工具。除了在中国高校引入的德语专业四级和八级考试外，歌德学院在欧洲语言参考框架内开展全球认可的各种水平的德语语言测试。

在“学校塑造未来伙伴项目”的框架内，我们在伙伴中学定期开展专为青年人设计的特殊考试Fit in Deutsch 1和Fit in Deutsch 2，相当于A1和A2的水平。优秀的学生还有其它的选择，通过类似B1或B2水平的考试从而可以在中国高考之前就开始为进入德国大学做准备。我们与德国国外学校教育司（Zfa）及德国驻华使馆共同合作，为中国中学毕业生创造更多直接进入德国高校求学的机会，这也是我们工作的另一个重要领域。

在特定的条件下，歌德学院的语言考试亦被德国高校认可为录取学生的前提条件。根据专业不同，学生可以选择参加B1，B2或者C1考试。歌德学院的C2语言证明被所有德国高校认可，成为德福考试外学生的另一种选择，因此对于中国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来说很有吸引力。

虽然学习积极性和成果是良好教学的重要框架条件，但德语教师的教学能力才是高质量的德语教学的先决条件。

新西兰墨尔本教育研究所的约翰·哈提教授曾做过一项国际认可的成功研究，其结果表明：学习过程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师资力量。哈提教授的方案被称为“可视的学习”。按照他的研究成果，教师需要对自己的职业角色有着广泛的理解。其中重要的是教师从学生那里得到反馈并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使学习过程“可视化”。哈提教授的研究明确指出：在不考虑学校或大学的体制结构的前提下，最重要的是要采取针对教师的措施，以改善学习过程和成果。

我同意哈提教授的观点。如果要保证中国德语教学的地位并为高质量的德语教学提供框架条件，就必须将教师的角色和素质视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中国德语教师的工作条件有着天壤之别，因此面临的挑战也截然不同。中学德语教师的挑战在于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而高校德语教师首先要区分自己所教授的课程是德语专业还是二外课程，并且各高校的德语教师数量迥异，有些学校的德语系拥有强大的教师团队，而另外的院校甚至只有一名德语教师。三十多年来，歌德学院定期为所有教学机构的教师提供量身定做的培训活动。因此，我们的工作重点既要关注培训领域，也不能忽视教材与教辅材料的开发。

在工作中我们也注意到：开设德语课的各类中小学以及高校的德语专业均亟须教学方面的基本培训。通过参加培训教师的反馈，我们也同样了解到，他们经常缺乏能够开展良好教学的方法与工具。

因此我们也着力加强教学法的基本培训。为此，歌德学院推出一项新的培训系列——学习教授德语（DLL），该系列重视外语教学法最前沿知识的传授，是德语教师大学专业学习外的有力补充。未来我们将在中国引入这一新的模块式的培训方法。为此，从2014年初起我们与耶拿大学合作为德语教师提供远程教学，参加教师可以得到教学法的基本培训并获得耶拿大学出具的附有成绩单的结业证书。此外，还存在耶拿大学、歌德学院和一所中方高校三方共同合作创建一个名为“教授德语——实际教学的基础”的继续教育专业的可能性。“学习教授德语”项目为所有教学机构的德语教师提供了这一职业所需的全面基础。如果教师拥有这样的基本素质，教学质量就会从根本上得以改善，而我们歌德学院亦可为长期巩固德语专业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做出贡献。

除了这些在中国推动德语发展的基本方面外，还有一个在未来将改变各个领域的教育的因素，这个因素不容忽视。在当今时代，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模式外还有新的学习方式。社会学习、移动学习、非正式学习以及按需学习等方式将越来越重要，并且支持学习者获得新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传统的教育体系和我们歌德学院必须适应新的框架条件，抓住机遇，采用新的教学方式，引入多样的学习形式。

过去几年中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授课通过网络在线进行，教学中越来越频繁地引入项目教学法，使学生在现代媒体的帮助下进行学习。另外，研究还证明：80％的人通过传统教学外的非正式学习情境获取知识提高能力。这激励我们走创新之路，用开放的眼光面对数字媒体的变化。

我们的教师不断面临新的条件，应对新的挑战，但挑战中也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全世界的教师都在反思自己的角色，认识到教师的角色正朝着主持人和顾问的方向发展。

这种变化也适用于中国教师。教师的培养、培训与进修对于德语作为外语这一专业的继续发展起着核心作用。为保证中国德语教学长期的高质量，我们必须共同迈出这第一步。

在中德语言年的框架下，两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并提出了诸多倡议，这为我们继续开展在华德语推广的对话提供了多层次的平台。歌德学院欢迎两国的对话，将继续开展在教师培训和语言教学领域的有效活动，并为学习者举办辩论赛、音乐会、朗诵会等活动以巩固德语在中国的地位。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的互信合作。

注释


〔1〕
 译者：徐丽莉，北京外国语大学。Übersetzt von XU Lili,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中国语言政策引导语言生活和谐发展





张浩明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如果用几句话来概况，就是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努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从法律层面上，中国已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语言文字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为此需要通过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和应用水平、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提升公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加强社会语言生活监测和引导、提高语言服务水平、推进汉语国际教育等途径，继续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通过增强全社会语言资源和语言保护意识、妥善处理各种语言关系，推进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保护，努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如果用几句话来概况，就是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努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1．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简况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根据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确立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奠定了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语言文字工作不断适应新情况、新任务，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方案》、推进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普通话普及率由上世纪末的53％提高到现在的70％，先后组织4000多万人次参加了普通话水平测试。研制发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等200多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在文化教育、印刷出版、辞书编纂、信息处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文信息处理取得突破性成就，社会语言文字应用管理不断加强；语言文字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建设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现代汉语语料库等一批数字化语言资源库，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基础支撑和决策参考；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助力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保护，社会语言生活丰富和谐。

在制定和施行中国语言政策的过程中，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是语言文字工作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0年，国家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国31个省份中已有29个制定和修订了35部语言文字地方法规或政府规章。国家与地方法律、规章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形成了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核心的语言文字法律法规体系。

在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科学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都明确规定，各民族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我国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等省区以及很多民族自治州县都制定了当地的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法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各得其所，各展所长。

2．当前中国语言文字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国民的需求都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2.1　国家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加快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提高全体国民的语言文字能力和应用水平。

2.2　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中国政府一贯强调依法治国，并把法制政府基本建成确立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为语言文字事业依法管理和推进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2.3　国家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语言文字是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语言文字工作在保障国民文化权益，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应当发挥重要作用。

2.4　语言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虚拟空间得以迅猛拓展，人们信息交流的方式更加自由、开放和多样化，社会所需的语言服务类型与日俱增，这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面对新形势，当前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还不能完全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

3．当前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的核心内容和工作任务

为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2012年12月，《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正式发布，提出了“增强国家语言实力，提高国民语言能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推进语言文字事业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重点工作，以及“创新工作机制”、“扩大对外开放”等八项创新和保障措施。概括而言，当前中国语言文字工作有两大主要任务：一是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二是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3.1　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拥有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多方言的国家，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增进民族间、地区间的交往，促进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已达到初步普及。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和应用水平，以及规范程度还不够高，广大农村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能掌握普通话的人口比例仍然比较低，各个民族、各个方言区的群众之间，有流动和顺畅沟通的迫切需要。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仍十分必要，且需加大工作力度。

在工作任务上，一是要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和应用水平。据初步规划，到2015年，城市普通话基本普及；到202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社会基本普及，全国范围内语言交际障碍基本消除。

二是要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完善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相配套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体系，推进语言文字标准化建设。加快制定、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础标准、应用能力及评测认证标准等工作。提升语言文字信息化水平。

三是进一步提升公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建立和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测评体系。提高师生和相关职业人群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提下，为提升公民多种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创造条件。

四是加强社会语言生活监测和引导。引导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规范使用语言文字。打造社会语言生活监测平台，跟踪研究新现象和新问题，引导社会语言生活健康发展。做好语言文字社会咨询服务工作。

五是推进汉语国际教育。加强汉语国际教育教师培训、教材建设和教学研究，继续推动汉语相关水平测试适应海外需要。继续发挥普通话、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在海外华文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等。

3.2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这些语言和方言都承载着本民族或地区的发展历史，积淀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员流动的增加，一些语言和方言的使用人口正在日益减少，传承逐步面临威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也就是保护好中国的语言资源，这有利于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有利于保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也将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

在工作任务上，一是要增强全社会的语言资源和语言保护意识。加强语言资源数字化建设，推动语言资源共享，充分挖掘、合理利用语言资源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积极开展与语言保护有关的活动。

二是要妥善处理各种语言关系。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提下，依法处理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言和繁体字以及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问题，使它们按照法律的要求各得其所、各展所长，保障社会语言生活的和谐健康。

三是要推进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保护。加强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研究，建立和完善语言资源库，积极推进民族地区双语教学，探索方言使用和保护的科学途径，用现代技术手段记录保存濒危语言。

当前，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就是要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导作用及核心地位，依法保护每一个公民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基本权利，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同时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依法处理好汉语方言、繁体字以及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问题，妥善处理好语言规范和语言发展的关系，充分发挥各民族语言文字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要以“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为核心目标，努力建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发挥主导作用、多种语言文字并存的多言多语社会，培养公民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为核心的多言多语能力，统筹兼顾多样化的语言文字需求。

为推进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中国教育部、国家语委十分重视学习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制定语言政策、处理语言多样性方面的有益经验和做法，重视推动与各国各地区的语言文字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国家语委开展了一系列语言文化对外交流活动，研究设立了相关交流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刚才我听了柯慕贤大使和薄翰德公使的致辞和报告，我感到中德两国语言文化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共同的观点，有广泛的合作前景。我相信这种交流一定能够加深中德两国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可以相互借鉴对方有益的经验和做法，并通过深化双方在未来的合作，为促进中德人文交流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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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仅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就发布了40多项规范标准，这对于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发展、提升国家信息化水平，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工作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信息化管理与服务的要求和海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已有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需要定期修改，有些问题则需要研制新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予以解决。





语言文字是人类智慧和文明的结晶，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语言文字规范化及其标准建设工作是保障语言文字准确使用的基础。据史料记载，中国西周时期的太史籀所著的《史籀篇》就带有文字规范的作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秦朝中央政府就以国家名义实行“书同文”的文字统一与规范工作。到了唐代，皇帝下诏组织学者规范当时汉字字样，颜师古的《五经定本》、颜元孙的《干禄字书》等，都是当时国家主导的字样之学的具体形式，对楷书字形的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自汉至清，历代官府所颁刻的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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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纠正当时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及维护文字统一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政府更加重视语言文字工作，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方面，既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样宏观的法律法规，也有《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总表》《通用规范汉字表》这样高规格的规范标准，更有相关部门发布的将近200个规范，其中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发布的规范标准就有四十多件。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和语言文字本身发展演变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语言文字规范化及其规范标准的制定应该作为一项国家大计来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全国人大、国务院及语言文字相关主管部门就颁布了《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简化方案》《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等语言文字政策和规范标准，基本解决了现代汉语汉字的注音和拼写问题，极大地简化了常用汉字的笔画数和字数，统一了印刷文本的字形，为扫除文盲、普及文化教育、发展国民经济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为满足社会各领域语言文字应用的需要，国家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制定了一系列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如《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等；为满足信息处理领域的需要，制定并发布了一批社会急需的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标准，如《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及其辅助集等。这些规范标准对于汉语汉字的一般社会应用、基础教育、字辞书编纂、计算机信息处理以及经济、文化建设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实施，国家语言文字主管部门随即启动了《通用规范汉字表》的研制。该字表的研制历时10多年，先后修改90余稿，并于2009年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开创了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制的新模式。字表于2013年6月5日由国务院公布，8月19日正式由各大媒体发布。这是继1986年国务院批准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后的又一个重大汉字规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汉字规范的总结、继承和提升，也是信息化时代汉字规范的新起点和新发展。对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水平，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几年来，国家语言文字政策与规范标准建设更是成就斐然。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对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2012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了《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确定了语言文字工作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最重要的行动纲领。另外，《标点符号用法》《出版物上数字用法》《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等国家标准也于2012年发布实施，对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具有重要作用。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几年来，国家语委还启动了一系列对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对社会语言生活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1．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从2008年启动江苏库的建设到目前，先后启动了上海库、北京库、辽宁库、山东库、河北库的建设。其中江苏库的建设于2012年12月举行了调查工作验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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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指出，这项工作是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科学处理语言关系、推进语言文字事业健康发展的积极探索，是一项重大的语言资源及文化资源建设工程，利在当代，惠及后人。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我国丰富的语言资源和语言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有利于全面掌握我国的语言国情、科学制定国家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有利于推进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保护国家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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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启动了新时期普通话审音工作。该项工作将全面总结国语运动一百年，特别是新中国60多年来语音规范化的成果，建立健全普通话语音规范标准体系，修订《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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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程度地满足现代语言生活需要。

3．启动了《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的研制工作。该项工作涉及英、俄、日、韩4个语种，涵盖交通、旅游、文娱、体育、卫生、商贸、餐饮住宿等领域，其中《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第1部分：通则》已于2012年12月审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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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英文（通则）》研制工作已经完成，并作为国家标准立项，分则的研制工作也已全面启动。

4．委托开展了“汉字古籍印刷通用字字形标准”课题的研制工作。该项目是继《通用规范汉字表》之后的又一个重大汉字规范课题，对规范繁体字应用、指导古籍印刷、推进中国文化传播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此外，国家语委还不断积极探索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新机制，开门办规范，以“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的形式发布了一系列语言文字“软性”规范，如《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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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汉字的汉语读音规范（草案）》《文语转换与语音识别系统语言文字评测规范（草案）》
〔7〕

 等。这些规范极大地丰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发布形式，缩短了标准的研制和发布时间，满足社会语言生活的多种需求，保证规范制定的科学性和时效性。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对于提高国民素质、促进教育发展、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国家信息化水平，对于加强规范管理、推行依法行政、营造和谐语言生活环境，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工作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和语言生活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已有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与当前的社会生活不相适应的地方，有些问题则需要研制新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予以解决。

在2012年12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其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基本满足社会需求”。主要任务是：





“加强国家语言文字标准的统筹管理，健全语言文字标准的层级和体系。加快制订、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基础标准、应用能力标准、评测认证标准、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标准、外国语言文字使用规范，重点建设教育、信息处理、广播影视、新闻出版、辞书编纂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标准。及时开展标准的复审、修订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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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点工作”中又提到：





“建立规范化、标准化工作长效机制，构建和完善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相配套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体系，加强语言文字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建设，健全规范标准层级。

加强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制订和修订工作。重点制订和完善汉字字形及属性、普通话语音、地名、科技术语、外国人名地名译写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及评测认证标准；研究制订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标准和国际汉语教育中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主导中国语言文字国际标准的制订。”
〔9〕







为完成《规划纲要》制定的任务、实现预定目标，国家语委设立“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调研”项目，由北京语言大学中国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承担，由北京语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李宇明教授主持。2013年8到9月，课题组完成了对全国范围内的关注社会语言生活或参与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的98位专家的访谈任务。访谈内容包括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的形势、现状、社会使用情况和社会对修订规范标准的需求，以及规范标准如何更好地向社会提供服务等等。

从对专家访谈录音转写文本的整理情况来看，专家们对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系统性，对制定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机制体制，对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知晓度和推广执行问题，对部分已有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修订，对应该立项研制的新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等等，均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课题组将进一步整理并通过网络征求广大民众和各地语委和有关单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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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最终研究报告呈报国家语委，作为新形势下研制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参考。

历史和实践证明，语言文字工作对国家政治的统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亿万民众的方便准确的交流和使用，均具有基础性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在当前的信息化全球化时代，语言文字工作更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体现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举措。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又是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我们相信，在国家语委的领导下，在学界的积极参与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下，我国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一定能取得更好更快的发展，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信息化建设、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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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如：①熹平石经：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在洛阳太学开刻，光和六年（183年）完成。共46块碑。包括《鲁诗》《尚书》《周易》《礼仪》《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经文；②正始石经：三国曹魏正始二年（241年）在洛阳开刻，用古文、隶书、篆书等三种文字刻成，又称《魏石经》《三体石经》，经文有《尚书》《春秋》两种，碑文每面约33行，每行60字，共有28碑；③唐开成石经：始刻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开成二年（公元887年）刻成，用楷书刻十二经（无十三经中的《孟子》）；④蜀石经：五代十国时蜀后主（孟昶）广政元年（938年）始刻，到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完成，历时186年。石经立在成都学宫，后人又称“成都石经”或“益都石经”。用楷书刻十三经。蜀石经根据唐石经刊刻但兼刻注解，可以说是唐石经的增注本，这是历代石经中仅有的；⑤北宋石经：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始刻，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完成。用楷体、篆体刻《易》《书》《诗》等于汴梁，又称《汴学石经》或《二体石经》；⑥南宋石经：始刻于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至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完成。立于临安（今杭州）太学，也称“临安石经”。刊刻《周易》《毛诗》《尚书》《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礼记》七种经书，共二百石；⑦清石经：刻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至五十九年（1794年）。通称“乾隆石经”。立于北京国子监。刊十三经，碑石189块，字体为楷书。


〔2〕
 教育部语信司，2012a。


〔3〕
 宋潇潇，2012。


〔4〕
 按：此项工作将于2014年完成。参见教育部语信司，2014。


〔5〕
 教育部语信司，2012b。


〔6〕
 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课题组，2008。


〔7〕
 教育部语信司组编的《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A002》收录了《日本汉字的汉语读音规范（草案）》《文语转换与语音识别系统语言文字评测规范（草案）》《机器翻译系统语言文字评测规范（草案）》《语料库系统语言文字评测规范（草案）》《现代汉语语料库元数据规范（草案）》《基于概念层次的语句概念结构语料库标注规范（草案）》等6个软性规范的文本。


〔8〕
 教育部语信司，2013，第7页。


〔9〕
 教育部语信司，2013，第17页。


〔10〕
 按：2014年2-3月，课题组就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的有关问题通过新浪网和中国语言文字网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得到积极支持和响应。


专家讨论

“中德关系中的汉语和德语——使命、挑战与发展战略”





韩德琳博士（Dr. Heidrun HOERNER）：

今天这个论坛由贾文键教授与我一起主持，我们邀请到了几位非常有名的嘉宾，他们是同济大学朱建华教授、德国卡塞尔大学米乾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德语讲师、德语外语教学专家田华陶博士，还有上海外国语大学赵蓉晖教授。我也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韩德琳，在德意志交流中心北京办事处工作。现在我们直接进入专家讨论论坛。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中德关系中的汉语和德语——使命、挑战与发展战略”，请各位嘉宾做简短发言，谈谈你们的看法。现在请米乾教授开始。

米乾教授（Professor Dr. Haymo MITSCHIAN）：

我们要互相了解，因为很多情况都改变了。我们在卡塞尔大学受联邦部委的委托做的一个项目是为德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做准备，因为德国公司在中国有一个公司，他们要在中国开拓市场，在中国培养技工，希望建立这样一个培训的模式。这样的话，要有一个电子平台，希望两边也需要并且不断地再交流。说不同语言的人，中国人、德国人，两位碰到一起，他们又不能用第三种语言，他们怎么交流？这是提出的问题，这样的语言情况会出现。有时候我们在语言学校也要进行分析，就两个人，他们需要怎样的语言才能交流？因为有时候也不能只用德语或者中文，他们要混合使用这两种语言才行，怎样教会他们互相交流的技能，专业技工或者商人通过一个新的模式学习怎样跟客户打交道，阐述他们产品的优势等等。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人群中，传授这种知识这种经验。我想这就是以后我们要致力于研究的项目。

文秋芳教授：

很高兴来参加今天这个论坛，我不是学德语的，是学英语的，但是我有几点想法，跟大家分享。

第一，我想告诉德国朋友，德国的文化在中国传播得非常好。我不学德语，但是我对德国的文化应该说了解得很多，比如说德国的哲学家。在座的各位，以及走进这个楼的学生，可能大家说出一串名字来，比如马克思、恩格斯、胡塞尔等等。在我们书店里面，翻译的德文书籍也很多。虽然我们不会德语，但是我们通过看中文的翻译本，了解了德国的文化，同时德国的音乐，比如说贝多芬等，这些都非常熟悉。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一方面要感谢中国德语界的同仁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虽然我们不会德语，由于翻译工作做得好，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德国的文化知识。我在想，德国的朋友们，你们这边有没有人能够也做同样的工作，有一批人也把我们中国的文化翻译成德文，让大家了解了解中国的文化。如果有人做的话，我相信中国文化的传播会很快，不一定需要通过学汉语来传播中国文化。这是第一点感受，这是我要感谢的，同时也是期待着德国的朋友从政府到出版社有没有可能做这方面的工作。

第二，今天早上潘教授问了德国的朋友，说你们在中国的外资企业都是讲英文，那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他们学了德语，觉得好像德语没有用，到这些公司都是用英文，不用德语。我是这么想的，对我们学生来说可以对他进行教育，告诉他们即便你们的老板用英语，他还是用德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在讲，就像我们讲英语一样，还是带着非常浓厚的中国文化的印记。你们如果用英文跟他们讲，一定比我们不懂德语的人，跟那些德国老板沟通起来更好一些，他们终究还是了解德国的文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在思索，作为一个企业，将来的中国企业是否也会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我们中国的公司到了德国，究竟用什么语言作为这个企业的语言？这个语言政策上究竟是用当地的语言？还是用双语？还是用第三种语言来做沟通的这种桥梁？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内这方面也没有相关的政策，我知道法国好像对这个政策是比较严格的。我相信在这方面，中国政府也好，德国政府也好，可能这是一个正在研究的课题：当一个企业到了国外，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传播自己国家的文化和语言。

第三，很感谢今天上午歌德学院的院长给我们介绍了他们在中国推广德语的这些经验，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在推广德语的时候，不在乎学德语的人数在增加，我们强调的是学德语的质量在提高，而且他们非常关注怎么能让德语学习能够一条龙一样贯通，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最后到德国去学习。同样的经验值得我们国家政府思考，在海外推广孔子学院，我们怎么做的，做了表面文章，还是实实在在像歌德学院一样认认真真做这方面的工作呢？非常感谢歌德学院的老师们给我们提供的经验，希望歌德的朋友们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方面的经验。

谢谢。

田华陶博士（Dr. Waltraud TIMMERMANN）：

我在中国很长时间了，8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作为一个德语讲师，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一个概况性的了解，我想很多变化是非常积极的，比如说培训的质量、培训的多样性、培训的可能性等等方面。但是我也看到随着不同的各方面的课程设置，在德语方面提供的课程，有的方面在减少。刚才文秋芳教授也说了，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能够提高大学生学习德语的这种积极性？能够让学生有一个很好的前景，能够用他们的专业。另外，我们在文化敏感性的传播方面，提供文化信息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太谦虚，海纳教授刚才讲的情况，讲的这个教材的情况，尤其是汉语的情况，非常震惊，双边不存在这种积极性的问题。我们在中国怎么能够说服学生，告诉他们学习德语是有用的，在这方面做了更多的考虑。

好的，这方面的问题是我从日耳曼学者的角度来看我最关心的问题。

赵蓉晖教授：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活动，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也不是学德语专业的，我是全国第一批从小学开设英语课的时候，第一批从小学开始学习英语的，到大学学的俄语专业，做了很多年的俄语老师。我的工作语言，就外语来讲就是英语和俄语，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语言背景，今天谈的很多内容都是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

第一，回答一下上午有些老师提出来的问题，当我们好像有英语已经可以完成很多交际功能的时候，为什么还需要学习另一门外语？我的感受是这样，学习外语的好处，或者怎样鼓励学生，这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考虑。

（一）懂得一门外语语言以后你可以获得比较完整的信息。学外语专业有这样的感受，不论翻译做得多么的好，其实你用原文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语言真正精要的地方用原文读才能读到，翻译的时候有很多信息会损失掉，从这个角度来讲，学习外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二）很多研究证明，学习除了母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当然也包括外语，这对人的大脑发展，对智力的开发有非常大的好处，因为在讲母语和其他语言的时候，大脑活动的区域是不一样的，学习外语对人的智力开发非常有好处。现在有结果证明，对于老年人，如果去学外语，新的一门语言的话，是能够帮助他减缓大脑的蜕变，从这个角度来讲，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好处的。

（三）对于人格的塑造，对于性格的形成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你学了一门语言，特别是对语言背后的文化有所了解的话，实际上你可以进行一些跨文化的沟通和比较，这个过程实际上对于打开你的视野是非常非常有益的。我们也发现，能够有比较多的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方面做得比较好，性格也比较好，很容易跟人沟通。今天上午老师也讲了，通过别的文化认识自己的文化，认识自己，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举一个例子，中国的历史学界最近做一个工程，从周边国家，比如像越南、日本等等这些国家从他们的文献当中去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如果是没有语言这个媒介的话，实际上不能够帮助认清自己的历史的。另外还有一个从性格塑造方面，我自己有一个切身体会，汉语跟俄语语言的结构上面，像南极北极一样，差距很大。汉语是典型的分析语，俄语是屈折语，俄语的语法要求非常非常细致，说话时候前后的照应要求非常严密，经过那么多年的俄语训练以后，我从一个非常粗心的人变成一个比较细心的人，这也是语言对人格性格塑造的一个直接的体验。

（四）语言能力能够给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这种重要性在求职方面我就不用讲了。举一下我们中国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在中国的宁夏，宁夏是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地区，但是在宁夏有很多的回族穆斯林，他们是穆斯林，这些回族农民向外发展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学习了阿拉伯语以后，能够给他们的就业带来非常多的机会。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有大量的来自宁夏的回族人，我们讲叫做农民工，他们是农民身份，但是他们学习阿拉伯语后在那里做翻译，很多人开了自己的公司，成为使者。另外一个我来自研究院，上海的研究所在多语知识的基础上开展研究是一个趋势，我们从语言掌握的能力方面排名，最厉害的老师懂12种语言，排名第二的是大概懂5种，我算是排第三，两种工作语言，我现在自己还在学西班牙语。昨天到了德国大使馆以后，听不懂歌词，只能听懂旋律，我觉得应该开始要学习德语，程度可能会有限，但我非常希望能够用德语来了解这个国家的灿烂文化。

今天是一个高层合作，都是语言学家，都是对政策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谈一下我们中外语言学家合作的一个前景，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可以去谈合作的，尽管中德语言的文化背景不一样，行政管理的体制不一样，这并不妨碍寻找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做一些工作的进程。我觉得我们至少在五个方面可以在一起合作。

（一）语言标准化的问题。

（二）本国语言与外来语言关系的问题。我知道在德国每年评选德语杀手，就是选择是谁在糟蹋这个德语最厉害的人，每年要评选。德国设置了德语日，类似的现象在中国也有，特别是英语对汉语的影响，这个问题非常相似。

（三）国内的语言关系。面临不同的变体，怎样在教育规范化当中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做的工作很多。另外，还有像侨民移民的语言融入问题，德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对外来移民，或者是外籍配偶语言的培训，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在中国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有很多越南的新娘，还有外来务工的人员，怎样适应本国的需求，这也是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

（四）国内语言与外国语言的关系，刚才已经提到了英语的问题。

（五）本国语言，源于文化的海外传播的问题。德国和中国都是有着灿烂的历史和文化的国度，非常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这方面做很多的努力。

世界人民的交流需要共同的语言，但是这个共同语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些自然的语言，比如说古代的苏美尔语、印度的梵语，联合国有六大工作语言，有时候消退，因为自然语言的竞争。历史语言发展来看，没有一个语言可以独占鳌头，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未来一定是多语多元文化的天下。从共同语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些人工的共同语言，早期基督教有一些人想办法创设一种上帝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语言，实际上不成功，在上世纪有非常著名的尝试，世界语的建立，我们知道完全人工的语言，失去了自然发展的环境，生命力非常有限，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工作，在共同推进多语多文化世界的多样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很多的合作是可以开展的。

谢谢。

朱建华教授：

我们今天听了好多报告，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启发。我想德语在中国的教学，我们这些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有非常大的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以来，迎来了我们德语教学的春天，不只是我们整个外语教学的春天，德语也在其中。德语的教学在我们这边，尤其是近十年来，我们的规模发展得非常快，不仅有专业的发展，而且有非专业的发展，实际上德语教学在我们国内不仅涉及我们现在有一百多所学校设立了德语专业的教学，我们有200多所学校，初步统计有220多所学校，有德语的教学，不管是专业还是非专业的，不看外部环境，看我们自己的发展，应该说是非常快的发展。包括我们师资力量的发展。但是如果在国际的视野上面来看，实际上我们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看我们周边的国家，比如说像日本、韩国，日本是以德国为榜样，所有的大学都设立了德语，到了80年代中期的时候，几乎所有专业的学生都是要德语的，到了80年代中期，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根据我们一些信息，日本当时几乎所有的专业都是有德语的，现在还有大概15％的专业是用德语作为第一外语的，这个数量跟我们中国的，跟我们大学的教育相比，也是超过我们的。从他们的师资力量来说，他们有一百多年的积累，他们的师资力量也是大大地超过我们。

另外，韩国实际上也是大大地超过我们的。韩国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当时德语专业发展很厉害，由于经济危机，80年代中期以后选择德语专业的学生，一下子降下来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德语老师的师资力量也比我们要强的。根据我们现在的统计，全国的德语教师，专业和非专业的加在一起不超过一千多人，数量很少，我觉得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觉得德语在我们中国的教学中，当然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德语老师大家都非常的勤奋，非常努力，但是从政府层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语言政策，或者说外语政策，因为我们从外语的整个分布来看，当然现在英语是占绝对的第一位的，因为我们从全国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来看，英语每年是六百多万，第二位是日语，那就是二万多学生，德语很长一段时间是大概位于第三位，当时也就是几千人，跟法语大概差不多，这几年法语慢慢超过了德语。尽管这样，德语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发展，比如说大学德语四级考试，从1995年开始实行，有一千多位学生参加，发展到今年四、六级的考试，总的加起来是将近九千名学生，08年以来一直在八千到九千左右，稳定在这样的数量。

这么多人学德语，在我们大学的本科教育当中，这个数量实际上还是比较少的。我的观点是德语专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外语分布跟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或者我们要向世界强国发展的话，距离还是很远的。虽然我们现在英语，我们从中小学开始，都要学英语，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多语种的发展，对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我们要认识世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在用英语进行交流的时候，跟学习德语，用德语进行交流的话，我个人的观点有点区别，比如说英语作为通用语，我们再跟日本人、德国人，我们都可以用英语进行交流，但他不是马上跟你这个国家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我们如果用德语进行交流，马上就是跟德国文化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一直是这种观点。

我们这些学生学了德语，我们的规模不断地扩大，还扩散到小学，中学，不管你这个学生，将来有没有用武之地，我说他学了德语以后，实际上他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按照洪堡的观点来讲，语言是学习一种精神，让我们了解德国的精神，政府层面来说，语言政策方面我们要好好地考虑，除了英语之外，还要考虑到其他的语种。

我想从德国方面来看，我碰到我的一些德国朋友，一直跟他们说，培养了这么多德语的人才，我们虽然抱怨我们有好多毕业生，毕业以后不能直接用上德语，但是他学了德语以后，对德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对德国的文化，德国人有一定的亲和力，所以他以后工作的时候，他可能跟德国的关系更近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国的政府，我觉得应该从他们的语言政策，从他们的文化政策来看，应该考虑到像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德语传播上走上坡路，在上升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应该积极地支持，积极地做一些工作。另外对德国的企业来说，也要跟企业家说，不能短视，眼光要放得长一点，为什么日本人重视他们的日语，就是这个道理。

先说这些。

贾文键教授：

大家可以自由发言！





提问：

刚才提到了关于德语和英语的作用问题，我觉得光发牢骚，提意见没有用，因为企业不紧张，而且企业里在中国工作的人，有些人需要有专业特长，这些人用英语，不用德语，生活上觉得更贴心，更方便。不光是企业，德国的大使、大使馆、文化代表机构人家也是先补英语，后补德语，因为中国的文件先发英语的，所以多少年前一个公使跟我说，需要德文英文都好，如果只是德语很好，英语不行，他们也不要，这是一个趋势。更多的可能需要研究，共同研究，到底什么地方还真非需要德语不可？还是说双语培养更可靠？我们干脆转变？什么地方就德语为主？还是当老师也不行？也得双语，因为将来好的地方交流也是需要英语，看英语资料，这个就应该实事求是，不要光发牢骚，英语更方便，没有办法，也不是想排斥，现在应该实事求是，我觉得应该重新考虑考虑，冷静下来，我们现在强调学德语，目前的情况，想要很精的人才。思路有问题，会影响很多我们这样的学生。

田华陶博士（Dr. Waltraud TIMMERMANN）：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批评，不是说我们不想降低英语的地位，而是我们要去看看德语跟英语并存的同时，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不应该太理想化地谈论关于我们的事业和人格塑造，这当然是对的，不只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也要让别人知道这点，体验到这一点，理解这一点，在这方面我是非常积极的，非常乐观的，在德国方面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目前，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学德语，只是因为学校有德语课，但是没有更多的其他的动机，但是慢慢开始有积极性了，我想学校在这方面的努力对未来来说是非常有前景的。德语的文化可以在中国变得更直观。

韩德琳博士（Dr. Heidrun HOERNER）：

把这个问题交给文教授和赵教授。现在说德语的种子在中国已经播下了，汉语的国际传播怎样？在德国的传播怎样？刚才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我们之前也说，在德国关于中国的知识、语言的知识是非常匮乏的。

文秋芳教授：

国际组织当中，外地企业当中，用什么语言，这个问题很复杂。最近有一个博士后也在做关于国际的外资企业的研究，在北京究竟他们用什么语言，他的研究对象是法国在北京的企业，同样的情况跟你们早上说的德国的企业是一样的，他们的工作语言不是法语，而是英语。所以当时我也感到非常奇怪，怎么会用英语。这位老师说了，他为什么会选择所谓的共同语呢？因为有一个经济成本在里面。如果这些员工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如果光用德语，如果大众汽车公司里面的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你要用德语的话，那些不懂德语的人肯定就没有办法工作，光用汉语也有人不懂汉语。这样大家用英语，英语好像是一个共同语，这样就可以节约经济成本。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思考，在英语这种特别霸权、特别强势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保证语言的多元化，文化的多样化，怎么保持？这实际上是需要所有人共同来努力的，这个努力既要符合现实的要求，又要能够坚持语言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化，这中间需要有妥协，妥协的地方在哪里？比如说我们设想，德国的公司如果在中国，我想如果他坚持说你在我这个地方，只可能是这样，一个是德语，一个是汉语，两种语言都可以用，这样的话，从文本上来说，刚才那位老师说，都是英文文本，可能是英文，所以你要是双语，汉语和德语，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请他们的朋友们把中文翻译成德语，德语正式的版本来得稍微迟一点，也不影响公司的运转。坚持的话，实际上要双方共同努力。

中国的企业到外国去，实际上也应该是双语政策，一个是公司本身的语言，如果说两种语言都坚持，我觉得是比较恰当的，现在全部统一用英语，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我自己认为，大家都图方便，最后我们都去用英语，自己的语言已经得不到保护。

另外一个角度上，语言的通用语，能不能让学生，又学德语，又学英语，对于这些凡是学外语的人来说，我自己认为，最好学的外语不止一种，如果只学了一个语言，一点其他语言都不会就业面会窄，肯定要去学一个稍微通用一点的语言，学德语的人，再去学一点英语，大学的人很多都学了英语，德语跟英语的关系蛮近，学起来不会那么难，业余时间还是应该鼓励再去学英语，这是我的看法。

赵蓉晖教授：

用什么语言？实际上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因为刚才老师讲，有经济成本，方便的程度，实际上跟企业成员的构成有非常大的关系。我带的团队在上海做过很多社区的调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上海外侨最多的第一是日本人，第二是韩国人，其他是来自其他国家，比较杂的那种，在日本人的社区跟韩国人的社区非常清楚，基本上是日语和韩语，学汉语的人比较少，很多人选择用英语做他们的共通语，这是交际中无奈的选择。国际公司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们曾经采访过中国的联想公司，他的国际发展部的负责人，他就说联想公司在全世界各地开设他的分公司，最后在选择工作语言的时候，就遇到了尴尬，他们说因为用中文，很多当地的员工，中文程度太差，当地的语言，例如罗马语言、保加利亚语，当地员工中文水平太差，在这两个国家开展了很多教育，联想的选择就是在联想的海外企业里面，用英语做了工作语言，这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另外，讲一下上外的一些情况。上外跟北外一样，外语类的学生当中，英语类的学生通常只会好好学英语，二外程度比较弱，让英语达到八级，这样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非常的走俏，像外交部、新华社跟我们直接说，像你们这种有两种语言的这样的人才，有多少要多少，国际公务员班要求他们能够成熟的掌握两种外语。语言能力复合能力会更好一点。

米乾教授（Prof. Dr. Haymo MITSCHIAN）：

我认为很明显的是，德国或者德语教学，不能跟英语进行竞争，这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要利用充分的那种非常应用还没有到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些地方，我们要去补充英语。而且，中国人和德国人用英语去交流，肯定会出现更多的误解和误区。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现在比如说是，刚才我介绍过，我在语言方面对那些职工进行培训，这不仅与中国有关系，乌鲁木齐建一个厂，我听说最近聘用了很多的当地的员工，不能说汉语，他们还要进行专业交流，我们要大力推进专业交流，而且我们要利用现在在中国高质量的这种师资，需要大量的人才，掌握很好的德语的人才，可以用来做这方面的培训。


Vorwort
〔1〕







In den letzten Jahren hat der kulturelle Austausch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enorm an Dynamik gewonnen, was sich in einer Vielzahl gemeinsamer Projekte und Veranstaltungen niedergeschlagen hat. Auch die vorliegende Aufsatzsammlung dokumentiert anschaulich diese zunehmend intensivere Zusammenarbeit.

Im August des Jahres 2012, als sich die Aufnahme der diplomatisch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zum vierzigsten Mal jährte, trafen Bundeskanzlerin Merkel und Ministerpräsident Wen Jiabao zu den zweiten deutsch-chinesischen Regierungskonsultationen zusammen. Man verständigte sich dort darauf, von 2013 bis 2014 ein „Deutsch-Chinesisches Sprachenjahr“ zu veranstalten, um hiermit insbesondere die Kontakte im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n Bereich zu vertiefen. Beide Seiten sollten ihre jeweiligen Stärken und Erfahrungen einbringen, um durch Förder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in China sowie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dem sprachlich-kulturellen Austausch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neue Impulse zu verleihen. Im Mai 2013 konnte Xi Jinping schließlich während seines Berlin-Besuchs gemeinsam mit Angela Merkel die Eröffnung des Sprachenjahres bekanntgeben. Dies sollte sich für beide Länder als Auftakt zu einer großen Zahl abwechslungsreicher Veranstaltungen herausstellen.

Als Höhepunkt dieser Veranstaltungsreihe hatte di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die Ehre, gemeinsam mit dem staatlichen Bildungsministerium, dem Staatlichen Ausschuss für die Arbeit mit der Sprache und Schrift
 und der Botschaf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m 8.12.2013 das „Gipfelforum zur deutsch-chinesischen Kultur- und Sprachpolitik“ auszurichten. Mitveranstalter des Forums unter dem Motto „Sprachen als Brücke zwischen der deutschen und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waren außerdem die Unterkommission Germanistik der Anleitungskommission
 für Fremdsprachenstudieng
 änge an Hochschulen und Universitäten
 und der Deutsche Akademische Austauschdienst
 (DAAD). Der Fokus der Veranstaltung lag auf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Sprach- und Kulturpolitik, wobei man sich als Ziel eine Vertiefung des gegenseitigen Verständnisses im sprachlich-kulturellen Bereich sowie eine Intensivierung der bestehenden Kontakte und Freundschaften gesetzt hatte. So war das Forum dann auch mit über 70 Fachleuten und Regierungsbeamten sowohl von deutscher als auch chinesischer Seite hervorragend besetzt, denn es hatten sich neben renommierten Wissenschaftlern auch hochrangige Vertreter aus den für Erziehung und Kultur zuständigen Regierungsstellen eingefunden.

Zu Beginn des Forums wiesen sowohl die Vizeministerin im Bildungsministerium und Vorsitzende des Staatlichen Ausschusses für die Arbeit mit der Sprache und Schrift
 Li Weihong als auch der Botschafter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ichael Clauss auf die Bedeutung einer Intensivierung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hin und unterstrichen gleichzeitig den hohen Stellenwert der Veranstaltung. Die Bedeutung des Forums wurde dann in der Folge durch eine Reihe anregender Vorträge bestätigt, die Anlass zu regen Diskussionen gaben. Unter den Referenten befanden sich beispielsweise der Kulturreferent der Deutschen Botschaft in Peking Dr. Hardy Boeckle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er Ressortleiter für Informationsmanagement im chinesischen Bildungsministerium Zhang Haoming („Sprachpolitik in China“), die stellvertretende Leiterin des Goethe-Institutes
 Peking Verena Sommerfeld („Strategien zur Verbreit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deren aktueller Stand in China“), der Vorsitzende des Universitätsrates de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of. Li Yuming („Geschichte und gegenwärtiger Stand der Sprachplanung in China“), der Direktor des Instituts für Deutsche Sprache
 in Mannheim Prof. Ludwig M. Eichinger („Normierung und Standardisier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der Direktor des Instituts für Chinesische Sprachpolitik und Sprachstandards
 Prof. Zhang Weijia („Errungenschaft, Probleme sowie Ausblick bei der Etablierung von Normen und Standards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und Schrift“), die Cheflektorin Literatur- und Kulturwissenschaft beim De Gruyter Verlag
 Dr. Manuela Gerlof („Germanistik zwischen Globalisierung und Medienwandel: Verlagsstrategien im 21. Jahrhundert“), die Leiterin des Zentrums für Sprachressourcen und Audiomedien-Forschung
 in China Ren Houmin („Untersuchungen zum Sprachmonitoring in China“), die Vizepräsidentin der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Prof. Hiltraud Casper-Hehne („Interkulturelle deutsch-chinesische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Bedarfe, Grundlagen und Perspektiven in Forschung und Lehre“) sowie Professor Qian Minru an der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Das MAKRO-Potenzial der META-Eigenschaft der Sprache“). Der vorliegende Sammelband vereint alle Grußwörter, Vorträge und Diskussionen der Veranstaltung – dem fachlich Interessierten zur Lektüre und der Nachwelt als Dokumentation des ersten deutsch-chinesischen Sprachenjahres.

Die Ausrichtung eines solchen Forums ist für die BFSU sowohl eine große Ehre als auch eine Art historische Mission. Denn die BFSU blickt nicht nur auf die längste Geschichte aller Fremdsprachenuniversitäten zurück, sie verfügt auch über das größte Angebot an Fremdsprachen landesweit. Gegenwärtig besteht an der BFSU die Möglichkeit zum Fachstudium in 61 Sprachen, worunter sich alle 24 offiziellen EU-Sprachen befinden. In den 73 Jahren seit ihrer Gründung hat die BFSU über 90.000 Absolventen mit internationaler Expertise hervorgebracht, darunter knapp 400 spätere Botschafter und über 1000 Botschaftsräte; der Beitrag der BFSU zur Heranbildung international kompetenter Fachleute ist mittlerweile legendär. Durch ihr unermüdliches Bestreben, die Weiterentwicklung der Sprachdidaktik voranzutreiben, steht sie sinnbildlich für die Internationalisierung Chinas.

Im großen Konzert der BFSU-Abteilungen besitzt die Deutschabteilung ihre eigene klare und unverwechselbare Stimme. Bei ihrer Gründung im März des Jahres 1950 verfügte sie nur über zwei Dozenten und 14 Studierende, doch bemerkten unsere Vorgänger unter Anspielung auf den Aufbau des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s für „deutsch“ so treffend: „2 Personen auf der linken Seite, 14 Striche und ein gemeinsames Herz – deutscher kann unsere Abteilung gar nicht sein!“. Nur dadurch, dass alle an einem Strang zogen, konnte sich das Fach Germanistik so rasch und erfolgreich etablieren: Seit dem Jahre 2002 ist die BFSU-Germanistik nationales Schwerpunktfach, hier werden zurzeit 363 Bachelorstudenten, 90 Masterstudenten und 26 Doktoranden von insgesamt 38 Dozenten betreut.

Die Geschichte der Germanistik an der BFSU spiegelt dabei die Entwicklung unseres ganzen Landes wider: Nach schweren und entbehrungsreichen Zeiten gelang es ihr im Zuge von Reform und Öffnung beeindruckende Akzente zu setzen und Generationen von Absolventen hervorzubringen, die sich zu Stützen der Gesellschaft entwickelt haben. Vom Fuße der Großen Mauer bis hin zu den Ufern des Rheins, ob in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Pädagogik oder akademischer Forschung – in allen Bereichen hinterlassen die rührigen BFSU-Germanisten ihre Spuren. Zu den Studien-und Forschungsgebieten der Deutschabteilung zählen neben den klassischen germanistischen Fächern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Sprachwissenschaft auch deutsch-chinesische Übersetzung, deutsche Außenpolitik und Wirtschaft sowie deuts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Dank dieser breiten Ausrichtung konnten die germanistischen Fachkollegen dem jungen Fach von Anfang an ihren Stempel aufdrücken. Im September dieses Jahres erreichte uns die freudige Nachricht, dass die Deutschabteilung zum ersten Mal seit 2005 wieder auf staatlicher Ebene mit einem 2. Preis für ihre didaktischen Leistungen ausgezeichnet worden ist. Das ist nicht nur eine große Ehre für die Deutschabteilung, sondern auch eine an die chinesische Germanistik insgesamt gerichtete Anerkennung für das erfolgreiche „Deutsch-Chinesische Sprachenjahr“, das nun langsam ausklingt. Auch das „Gipfelforum zur deutsch-chinesischen Kultur- und Sprachpolitik“ kann rückblickend als rundum gelungen bezeichnet werden und das ist nicht zuletzt ein Verdienst der breiten Unterstützung, die wir von verschiedenster Seite erfahren haben. Bedanken möchte ich mich an dieser Stelle beim Bildungsministerium, das die Ausrichtung des Forums vertrauensvoll in unsere Hände gelegt hat, bei Tian Lixin, der stellvertretenden Ressortleiterin für Sprache und Information im chinesischen Bildungsministerium, sowie Yi Jun vom Planungs- und Koordinationsdienst
 für die Hilfe und Anleitung während der Vorbereitung dieses Forums. Schließlich gilt mein besonderer Dank dem Organisationskomitee, das für die Durchführung dieses Forums verantwortlich war. Ebenso danke ich den Herausgebern dieses Sammelbandes Miao Yulu, Li Jing und Patrick Kühnel für ihre Mühe bei der Erstellung des Druckmanuskripts. Besonderes Lob und großer Dank gilt zudem den Übersetzern dafür, dass sie die inhaltliche Vielfalt von „Sprachen als Brücke der Kulturen“ auf so gelungene Weise eingefangen haben. Mit ihren hohen Ansprüchen an sich selbst, ihrem Wunsch, sich selbst zu übertreffen sind sie würdige Vertreter der ganzen Deutschabteilung – wir können stolz auf sie sein.






JIA Wenjian


Vizepräsident der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tellvertretender Vorsitzender der nationalen Anleitungskommission für Fremdsprachenstudiengänge an Hochschulenund Universitäten


Vorsitzender der Unterkommission für Germanistik

Beijing, 6.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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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prache von Herrn Michael CLAUSS, Botschafter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China





Sehr geehrte Frau Ministerin Li Weihong,

sehr geehrter Herr Professor YANG Xueyi,

sehr geehrte Vertreter der Sprachwissenschaften und der Germanistik,

sehr geehrte Damen und Herren,

es ist mir eine besondere Freude, so viele hochrangige Akademiker aus Deutschland und China zu begrüßen, die zwei Dinge eint: das Interesse an deutscher Sprache und Kultur sowie das Engagement bei deren Vermittlung an junge Menschen.

Konfuzius hat gesagt: „Wenn die Begriffe sich verwirren, ist die Welt in Unordnung.“

Wer wie ich seit Jahren tagtäglich Kommunikation mit Partnern aus anderen Ländern betreibt, ist sich der zentralen Bedeutung von Sprache sehr wohl bewusst. In unserer globalisierten Welt kommt es mehr und mehr auf das Verständnis von Sprache und Kultur unserer Partner an.

Die Germanistik öffnet die Fenster und Türen zur deut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aber auch zu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und deren Selbstverständnis. Sie ist Mittlerin zwischen Welten, zwischen Menschen und Kulturen.

Insofern sehe ich die Sprachwissenschaftler und insbesondere die Germanisten auch als Verbündete der Diplomatie. Beide engagieren sich für gegenseitiges Verständnis und für ein kooperatives und konstruktives Miteinander.

Meine sehr geehrten Damen und Herr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verbindet eine enge Partnerschaft. Sie entwickelt sich im Rahmen eines vertrauensvollen Miteinander an der Spitze der beiden Regierungen. Sichtbarer Ausdruck sind die jährlichen Regierungskonsultationen. Das sind gemeinsame Kabinettsitzungen, in denen die beiden Regierungschefs, Premierminister Li Keqiang und Bundeskanzlerin Angela Merkel, sowie die Fachminister beider Länder die für unsere Länder wichtigen Zukunftsthemen behandeln.

Im Bereich der Wirtschaft und des Handels hat sich eine enge Verzahnung der produzierenden Industrien unserer Länder ergeben. Deutsche Unternehmen haben moderne Technologie nach China gebracht und viele Arbeitsplätze geschaffen.

Ich bin sicher, die Verflechtung unserer beiden Länder wird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noch sehr viel stärker zunehmen.

Diese rasant dichter werdende Vernetzung unserer Länder und die gesellschaftliche Durchdringung, die damit verbunden ist, müssen wir mit menschlichem Kapital, also mit Personal, unterlegen.

Die deutsch-chinesischen Partnerschaft wird in Zukunft noch mehr junge Chinesinnen und Chinesen nachfragen, die sich in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Kultur heimisch fühlen können und Deutsche, die China in seiner Komplexität und Differenzierung verstehen.

Wir benötigen eine deutsch-chinesische Lerngemeinschaft, die sich der gemeinsamen Herausforderungen annimmt.

Ausgangspunkt dieser Lerngemeinschaft ist die Sprache. Unsere Regierungen haben deshalb das „deutsch-chinesische Sprachenjahr 2013/2014“ vereinbart, in dessen Rahmen auch das Forum heute steht.

Über Spracharbeit können wir das Personal ausbilden, das in der Zukunft die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mitgestalten wird:

-　als Lehrer an Mittelschulen und Hochschulen,

-　als Mitarbeiter in deutsch-chinesischen Joint Ventures,

-　als Diplomaten

-　oder im Kulturaustausch.

Die Regierungen unserer Länder haben sich verpflichtet, die Anzahl der chinesischen Mittelschulen, an denen intensiv Deutsch unterrichtet wird, in wenigen Jahren von derzeit 100 auf 200 zu verdoppeln. Das ist eine enorme Herausforderung!

Ein zentrales Anliegen ist daher, die Aus- und Fortbildung von Deutschlehrern in China auszubauen und noch mehr qualifizierte Multiplikatoren für das Fach Deutsch an Mittelschulen und Hochschulen hervorzubringen.

Die deutsche Seite unterstützt dieses Vorhaben intensiv

·mit deutschen Lektoren an den Germanistik-Fakultäten in China,

·mit deutschen Lehrkräften und Beratern an chinesischen Mittelschulen

·und mit Fortbildungen für chinesische Deutschlehrer.

Wichtig ist, dass diese Instrumente eng mit der Strategie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zur Förderung der Germanistik in China verzahnt werden.

Ich hoffe, dass wir gemeinsam bei den Regierungskonsultationen in Berlin im Oktober 2014 im Bereich der Aus- und Fortbildung von Multiplikatoren für die deutsche Sprache gemeinsam einen starken Impuls setzen können.

Meine sehr geehrten Damen und Herren,

Dass sich der deutsche Botschafter in China für die deutsche Sprache engagiert, dürfte nicht wirklich überraschen. Ganz anders Sie, die chinesischen Germanisten: Sie sind die wichtigeren Mittler. Sie können viel authentischer und überzeugender glaubhaft machen, dass man sich mit der deutschen Sprache eine Welt erschließt, die sich kennenzulernen lohnt und die in der globalisierten Welt Türen öffnet. Sie können in die 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hineinwirken und ein facettenreiches Bild von Deutschland und den Deutschen vermitteln.

Ihnen allen, die sich seit vielen Jahren dem Austausch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widmen, möchte ich an dieser Stelle meinen Dank und meine Anerkennung für Ihren wertvollen Beitrag zum gegenseitigen Verständnis aussprechen.

Für heute wünsche ich Ihnen allen eine spannende Tagung und intensive Diskussionen mit vielen neuen Erkenntnissen über die Tiefe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die Vielfalt unserer Kultur.

Vielen Dank!

Xiexie dajia!


Grußwort von Frau LI Weihong, Vizeministerin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sministeriums/Vorsitzende des Staatlichen Ausschusses des die Arbeit mit der Sprache und Schrift
〔1〕







Sehr geehrter Herr Botschafter Clauss,

Sehr geehrte Experten und Wissenschaftler,

Meine Damen und Herren,

Guten Morgen! Dank intensiver Vorbereitungen auf beiden Seiten konnte das Gipfelforum zur deutsch-chinesischen Kultur- und Sprachpolitik heute Vormittag in der Beijinger Fremdsprachenuniversität eröffnet werden. Dieses Forum ist ein wichtiger Bestandteil der Veranstaltungsserie zum chinesisch-deutschen Sprachenjahr. Gestatten Sie mir bitte, Ihnen im Namen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sministeriums und des staatlichen chinesischen Ausschusses für Sprach- und Schriftarbeit meine herzlichen Glückwünsche zur Ausrichtung dieses Forums zu überbringen! Alle Experten, Wissenschaftler und Ehrengäste möchte ich hierzu herzlich willkommen heißen!

Der Austausch und die Kooperation im Bildungswesen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ruhen auf einer guten Grundlage. Seit den achtziger Jahren des letzten Jahrhunderts haben sich besonders im Bildungswesen Austausch und Kooperation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rasant entwickelt. Besondere Förderung kommt dabei dem Austausch auf höherer Ebene zu. Eine Reihe von Dokumenten zu Kooperationen sind unterzeichnet worden und Dialogmechanismen über Strategien in der Bildungspolitik konnten etabliert werden. Kooperation und Austausch im Bildungswesen entfalten sich sowohl in Austauschprogrammen für Studierende, Experten und Kurzzeit-Dozenten, als auch in Hochschulpartnerschaften, gemeinsamen Forschungsaktivitäten und Seminaren. Diese Projekte zeichnen sich durch ihren großen Umfang aus und weisen auffällige Schwerpunktsetzungen auf. Besonders hervorzuheben ist zudem, dass sie starke Unterstützung seitens der Regierung genießen, eine große Bandbreite an Zielgruppen abdecken und außerordentlich wirkungsvoll sind. Was z.B. Auslandsstudierende betrifft, so habe ich mit Freude zur Kenntnis genommen, dass die Gesamtzahl chinesischer Studierender in Deutschland bis Ende 2012 die Zahl von 27.961, und die Zahl deutscher Studierender in China 6.271 erreicht hat, was den großen Erfolg dieser Initiativen bezeugt.

Durch Austausch und Kooperation haben wir nicht nur eine große Anzahl von hochqualifiziertem Fachleuten ausgebildet, die sowohl mit der chinesischen als auch mit der deutschen Kultur vertrautsind und einen internationalen Horizont besitzen, sondern auch einen großen Beitrag zur Förderung des kulturellen Austausches, der langfristigen Stabilisierung der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und der Vertiefung des gegenseitigen Verständnisses geleistet! In der gemeinsamen Erklärung anlässlich der zweiten Deutsch-Chinesischen Regierungskonsultationen im August 2012 haben sich beide Regierungen geeinigt, den kulturellen Austausch zu vertiefen und 2013/14 ein deutsch-chinesisches Sprachenjahr zu veranstalten. Am 26. Mai dieses Jahres wurde das Sprachenjahr gemeinsam von Ministerpräsident Li Keqiang und Bundeskanzlerin Merkel in Berlin eröffnet, womit der Austausch von Sprache und Kultur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eine neue Entwicklungsstufe erreicht hat.

Verehrte Gäste, Experten und Wissenschaftler! Wir alle wissen, dass die Sprache als Träger von Kultur und als Kommunikationswerkzeug eine Brücke für den freundschaftlichen Austausch zwischen Ländern und Völkern darstellt. Im Rahmen der gegenwärtigen Globalisierung ist es wichtiger und dringender denn je, solche Sprachbrücken zu bauen. Ich teile voll und ganz die vom Herrn Botschafter betonte Ansicht, dass Talente Ressourcen und Sprachen Brücken bedeut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haben der Zivilisation weltweit wichtige Impulse gegeben und besitzen eine geschichtsträchtige und reiche Sprachkultur. Wir glauben, dass wir die gegenseitige Anziehungskraft der beiden Sprachkulturen steigern können, indem wir die Förderung der eigenen Landessprache in anderen Ländern unterstützen und den Austausch der Sprachkultur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intensivieren. Eine solide Fundierung der Sprachkultur stärkt das Verständnis und das Vertrauen zwischen beiden Völkern und kommt einer besseren Entwicklung der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zugute.

China legt großen Wert auf die Rolle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und sieht in diesen eine zentrale Basis für den nationalen kulturellen Aufbau. Dieser wiederum steht in engem Zusammenhang mit der Tradierung der Kultur, der wirtschaftlich-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der nationalen Einheit sowie dem ethnischen Zusammenhalt, der Verbesserung des nationalen Bildungsniveaus und der umfassenden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 Sprache und Schrift sind für die nationalen Entwicklungsstrategien von wesentlicher Bedeutung, was für uns wiederum Anlass war, eine wissenschaftliche Sprachenpolitik festzulegen, die einerseits den Gebrauch der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fördert und standardisiert und andererseits die Kommunikationsbarrieren zwischen verschiedenen Minderheitengebieten beseitigt, um den Austausch zwischen unterschiedlichen Nationalitäten und Regionen und nicht zuletzt die Entwicklung des Dienstleistungs- und Kultursektors zu stärken. Sprachen und Schriften aller Nationalitäten sind vor dem Gesetz gleich, alle Nationalitäten haben die Freiheit, ihre eigene Sprache und Schrift anzuwenden und zu entwickeln. China legt großen Wert auf den wissenschaftlichen Schutz von Sprachen und Schriften aller Nationalitäten und schützt aktiv die von einzelnen Sprachen und Schriften getragene Vielfalt der chinesischen Sprachkultur.

Seit einigen Jahren ist bei einigen Sprachen ein Rückgang der Sprecherzahlen festzustellen; deshalb haben das 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der staatliche Ausschuss für Sprach- und Schriftarbeit praktische Maßnahmen zum Schutz der Sprachressourcen ergriffen. Durch den Aufbau großer Korpora mit einer Ton-Datenbank und andere Initiativen sollen die Ressourcen der chinesischen Sprachkultur gerettet und geschützt werden, wobei bislang gute Ergebnisse erzielt werden konnten. Im vergangenen Dezember haben das 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der staatliche Ausschuss für die Sprach- und Schriftarbeit das Rahmenprogramm für eine mittel- und langfristige Reform und Entwicklung des Sprach- und Schriftwesens verkündet, worin eine Reihe von Zielen anvisiert ist. So soll das Hochchinesische bis 2020 landesweit verbreitet, der wissenschaftliche Schutz aller nationalen Sprachen und Schriften gestärkt, und die Rolle der Sprache und Schrift für die Tradierung und Förderung der chinesischen Kulturschätze unterstrichen werden. Besonders hervorzuheben ist, dass im Rahmenprogramm auch Ziele hinsichtlich der Fremdsprachenausbildung, wie eine deutliche Stärkung der Landessprache und der Sprachkompetenz der Bevölkerung, festgehalten sind. Ferner soll Mehrsprachigkeit gefördert und nach Bedarf gezielt geplant werden; für die Verbesserung der Mehrsprachig- und Mehrschriftlichkeit der Bevölkerung sollen gute Voraussetzungen geschaffen werden.

Eben hat Herr Yang Xueyi betont, dass die Beijinger Fremdsprachenuniversität Kurse in mehr als 50 Fremdsprachen anbietet und eine große Anzahl von herausragenden Fachkräften für den diplomatischen Dienst ausgebildet hat, wodurch sie einen großen Beitrag für die Entwicklung der zwischenstaatlichen Beziehungen leisten konnte. Meiner Meinung nach zeigt all dies, dass China der Fremdsprachenausbildung – darunter natürlich auch der der Verbreit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 große Bedeutung beimisst. Das 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der staatliche Ausschuss für Sprach- und Schriftarbeit legen großen Wert auf die Förderung des sprachlichen und kulturellen Austauschs mit verschiedenen Ländern und Regionen, um die Arbeit mit der Sprache und Schrift weiter nach außen zu öffnen. In den letzten Jahren hat eine Reihe von Aktivitäten bereits zu fruchtbaren Ergebnissen geführt.

Im September 2012 haben wir zusammen mit dem Ministerium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und dem französischen Ministerium für Kultur ein internationales Symposium der vergleichenden Studien zum Thema chinesisch-französischer Sprachenpolitik und -planung veranstaltet, wobei feste Kooperationsmechanismen entstanden sind. Im Dezember 2012 haben wir zusammen mit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das Seminar der chinesisch-europäischen Zusammenarbeit in der Sprache 2012 ausgerichtet. Der erste Band der englischen Fassung des Jahresberichts über das Sprachleben in China, der ein Ergebnis gemeinsamer Bemühungen von China Commercial
 Press und deutschen Verlagen darstellt, ist im April dieses Jahres gleichzeitig in Berlin und New York veröffentlicht worden. Der staatliche Ausschuss für Sprach- und Schriftarbeit hat vor kurzem ein Austauschprogramm für hochrangige internationale Experten im Bereich Sprache und Schrift in Gang gesetzt. Geplant ist auch, in unregelmäßigen Abständen renommierte Forscher im Bereich Sprach- und Schriftgebrauch nach China einzuladen. Darüber hinaus teile ich Ihnen hier gerne mit, dass wir gemeinsam mit der UNESCO im Mai und Juni nächsten Jahres die Weltkonferenz für Sprache ausrichten. Meiner Meinung nach wird diese Konferenz in allen Ländern zu vertieften Erkenntnissen über die Rolle der Sprache und damit zusammenhängende Fragen führen.

Liebe Experten, Wissenschaftler, meine Damen und Herren! Wir glauben, dass der bilaterale Austausch und die Zusammenarbeit im Bereich Sprache und Kultur, in der Sprachplanung und im Sprachmanagement usw. unsere gemeinsamen Bemühungen unsere Freundschaft und unser gegenseitiges Verständnis stärken werden. Dadurch bereichert sich der deutsch-chinesische Kulturaustausch und die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werden auf eine neue Ebene gehoben. Ich hoffe, dass die Kollegen und die Experten und Wissenschaftler beider Länder dieses Seminar zu einem ausführlichen Austausch über die vielen Aspekte von Sprache und Kultur, Sprachenpolitik, Spracherhaltung, Sprachunterricht usw. nutzen und dass ein breiterer Konsens über die Förderung der zukünftigen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n Regierungen und Wissenschaftlern beider Länder erzielt werden kann!

Zum Schluss bleibt mir nur, dem Forum vollen Erfolg zu wünschen! Vielen Dank für Ihre Aufmerksamkeit!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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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ardy BOECKLE

das Kulturreferat der deutschen Botschaft in Beijing





Ausgehend von einem historischen Überblick über die deutsche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begründet der Vortrag die Notwendigkeit zu grenzüberschreitender Sprach- und Kulturarbeit auch mit der These, dass grenzüberschreitende Herausforderungen und Probleme schneller wachsen als das gesellschaftliche Bewusstsein und die Bereitschaft, Mittel für deren Lösung zu mobilisieren.

Herausgearbeitet wird die Notwendigkeit für eine grenzüberschreitende Lerngemeinschaft in der Zielsetzung, gegenseitiges Verständnis und Vertrauen zu schaffen, um gemeinsame grenzüberschreitende Herausforderungen zu meistern. Instrumente der sprachen - und bildungspolitischen Zusammenarbeit als wesentlicher Pfeiler der Auswärtigen Kulturpolitik werden vorgestellt. Besonders eingegangen wird auf die Literatur, weil sie in der Lage ist, zeitgenössische gesellschaftspolitische Zustände zu reflektieren und kulturelles Verständnis zu wecken und weil sie - aus deutschem Blickwinkel betrachtet - mit Deutschlernern und Deutschlehrern wichtige Multiplikatoren anspricht. Die Notwendigkeit zum Engagement bei der Aus - und Fortbildung von Deutschlehrern in China wird begründet.





Magnifizenz,

verehrte Professorinnen und Professoren, Akademiker und Vertreter der Sprachwissenschaft und der Germanistik,

meine sehr geehrten Damen und Herren,

haben Sie vielen Dank für die Einladung, beim „Gipfelforum zur deutsch-chinesischen Kultur - und Sprachpolitik“, einige Grundlinien der Auswärtigen Kultur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arlegen zu dürfen.

Was ist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ist nichts weniger als ein Instrument der Außenpolitik von Staaten. Für Deutschland steht die Auswärtige Kultur - und Bildungspolitik als dritter Pfeiler gleichberechtigt neben der Diplomatie und der Außenwirtschaftspolitik; sie unterstützt die Ziele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Für eine exportorientierte Volkswirtschaft wie Deutschland, eine Nation, die von technischem Wissen und gut ausgebildeten Facharbeitern lebt und deren Wohlstand ganz erheblich auf dem Austausch mit dem Ausland beruht, ist es von großer Bedeutung, dem Ausland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über unsere Kultur, unsere Werte und damit unsere Identität zu geben, um Goodwill zu vermitteln und Vertrauen zu schaffen. Diesem Ziel dient unsere Auswärtige Kultur - und Bildungspolitik.

Schon im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 Deutscher Nationen wurde versucht, durch Sprache und Kultur Identität und Zusammenhalt im Inneren zu fördern und nach außen, gegenüber dem „Ausland“, Berechenbarkeit herzustellen. Der Begriff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wurde in Deutschland schon im Kaiserreich verwendet, also schon vor über 100 Jahren. Allerdings wurde die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in der Zeit, da Deutschland einen „Platz an der Sonne“ suchte und in der dunkelsten Phase unserer Geschichte für Propaganda und nationalistisches Missionsbewusstsein, Expansion und Besatzung mißbraucht.

Nach dem Ersten und v.a.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setzte sich Deutschland neue Ziele für die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　das Ziel der Wiedereinglieder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in die internationale Gemeinschaft,

-　Aussöhnung und Gewinnung von neuen Freunden und Partnern

-　sowie das Streben nach Vertrauen und Unterstützung des Auslands für deutsche Sichtweisen und Positionen.

Mitte der 1970er Jahre wurde in Deutschland eine Enquête-Kommission mit der Formulierung einer Auswärtigen Kulturpolitik beauftragt. Sie legte fest, dass auswärtige Kultur die ganze Bandbreite der geistigen Werte des deutschen Volkes umfassen und dass anstelle einer bloßen Selbstdarstellung im Ausland das Handlungsprinzip eines echten Kulturaustauschs angestrebt werden solle, also Austausch und Dialog in beide Richtungen.

Vorgabe der Enquete-Kommission war es ferner, ein ausgewogenes, wirklichkeitsgetreues und selbstkritisches Deutschlandbild zu vermitteln. Denn wir haben aus unserer Geschichte gelernt, dass die Vermarktung durch kultur- und bildungspolitische Instrumente konsistent sein muss mit den politischen Realitäten, mit den Werten und Zielen unseres Gesellschaftssystems.

Diese Prinzipien bestimmen bis heute die „Auswärtige Kultur- und Bildungs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ine neue Begründung für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in Form von „public diplomacy“ wird heute aus markt- und demokratietheoretischen Überlegungen abgeleitet (Public choice-Theorie).

Sie lauten wie folgt: Aufgrund von externen Effekten z.B. bei energieextensiver industrieller Produktion, gelingt es Produzenten, Lasten wie z.B. Umweltverschmutzung auf Anrainer abzuwälzen – ohne dafür zu bezahlen. Dies führt dazu, dass grenzüberschreitende Probleme schneller wachsen als das gesellschaftliche Bewußtsein und die Bereitschaft der Verursacher, Mittel für die Problemlösung bereitzustellen.

Die Rolle von auswärtiger (im Sinne von grenzüberschreitender) Kultur - und Bildungsarbeit wird dann darin bestehen, einen breit angelegten Dialog - und Bewußtseinsprozess in Gang zu setzen, der die Verhandlungen über die Internalisierung der Kosten und ggfs. notwendige Unterstützungsleistungen in Gang bringt, begleitet und unterstützt. Die derzeit laufenden internationalen Verhandlungen über ein neues Klimaabkommen sind dafür ein Beispiel.

An diesem Modell wird deutlich, dass die zunehmende Globalisierung, also die grenzüberschreitende Vernetzung, einen Paradigmenwechsel verlangt:

-　Die Idee eines Nullsummenspiels zwischen Nationen muss überwunden werden, denn gemeinsam können wir mehr erreichen.

-　Über isoliert verfolgte Einzelprojekte hinaus müssen in Zukunft Staaten verstärkt auf gemeinsame Ziele hinarbeiten und mit einem auf Nachhaltigkeit zielenden Ansatz auch Ressourcen poolen.

-　Im Hinblick auf die immer wichtiger werdenden gren-züberschreitenden Fragen wird partnerschaftliches Vorgehen immer wichtiger. Koperative Vorgehen gestalten zunehmend Beziehungen, die zuvor eher durch Wettbewerbs-Aspekte dominiert waren.

-　Und: Bilaterale Beziehungen werden immer mehr ergänzt durch die Behandlung von Fragen in multilateralen Gremien sowie in nicht-staatlichen Netzwerken.

-　Das ist gemeint, wenn wir von einer „strategischen Partnerschaft“ sprechen. Kennzeichnend für eine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 sind also folgende Elemente:

-　Es geht um einen Dialog auf Augenhöhe in gegenseitigem Respekt.

-　Über isolierte Fragen hinaus muss ein umfassender Themenansatz verfolgt werden, der auch auch langfristige globale Herausforderungen in den Blick nimmt.

-　Die Akteure sind nicht nur Staat und Unternehmen, sondern es ergibt sich zunehmend eine Durchdringung der Zivilgesellschaften, in der sich staatliche Stellen – z.B. in Form von auswärtiger Kulturpolitik – auch an die Zivilgesellschaft im anderen Land wenden und umgekehrt die Zivilgesellschaft eines Landes an staatliche Stellen im anderen.

Alle diese Aspekte finden sich in der strategischen Partnerschaft, die 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Jahr 2010 vereinbart haben und die beide Seiten seither engagiert mit Leben füllen.

Die nächsten Etappen in diesem Prozess sind der Besuch des chinesischen Staatspräsidenten Ende März 2014 in Deutschland, ein Besuch der Bundeskanzlerin noch im ersten Halbjahr 2014 in China auf Einladung des chinesischen Premierministers sowie die im zweiten Halbjahr 2014 anstehenden deutsch-chinesischen Regierungskonsultationen.

Kernbestand auswärtiger Kultur - und Bildungspolitik war und ist immer auch Sprachenpolitik, d.h. die Verbesserung und Verbreitung des grenzüberschreitenden Dialogs insbesondere auch der Zivilgesellschaft.

Sprache hat viele Dimensionen: Das geschriebene Wort reflektiert historische und zeitgenössische gesellschaftspolitische Zustände, es schildert – oft an Einzelschicksalen – kulturelle Befindlichkeiten und soziale Zusammenhänge. Ferner werden über die Regeln der Sprachgesetze auch Kultur sowie ästhetisches Empfinden transportiert.

Sprache, auch das geschriebene Wort, Literatur, Aufsätze und Presseartikel, spielen eine herausgehobene Rolle in der Auswärtigen Kultur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uch mit China. Wer die deutsche Sprache lernt, erwirbt damit den Schlüssel zu unserer Kultur, zum Standort Deutschland und zu den überaus fruchtbaren und überaus vielfältigen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Aufgrund der großen Bedeutung der Sprache für gegenseitiges Verständnis und Vertrauen haben die Regierungen Deutschlands und Chinas vereinbart, 2013/2014 ein Jahr der Deutschen Sprache auszurichten.

Die Bundesregierung fördert die deutsche Sprache in China mit einem ganzen Paket von Maßnahmen, die wie ein Baukastensystem aufeinander aufbauen und miteinander verzahnt sind:

-　Unterstützung des Deutschunterrichts in chinesischen Mittelschulen durch Deutschlehrer und Fachberater;

-　die Förderung von Deutsch-Wettbewerben in China als Anreiz und zur Identifizierung von Eliten;

-　der Einsatz von Deutsch-Lektoren an Hochschulen in China, insbesondere auch mit dem Ziel der Aus- und Fortbildung von chinesischen Deutschlehrern;

-　sowie einen permanenten Austausch von Schülern, Lehrern und Akademikern über Städte-, Schul- und Universitätspartnerschaften.





Meine verehrten Damen und Herren,

Die politische und konzeptionelle Steuerung und Koordination der Auswärtigen Kultur- und Bildungspolitik obliegt dem Auswärtigen Amt. Die Umsetzung in Maßnahmen der Auslandskulturarbeit erfolgt jedoch ganz überwiegend durch privatrechtlich organisierte Mittlerorganisationen, jeweils in eigener Programm- und Organisationshoheit. Wesentliche Mittler der Sprach- und Bildungszusammenarbeit wie der Deutsche Akademische Austauschdienst (DAAD) und die 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 stammen aus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Das Institut für Auslandsbeziehungen wurde schon 1917 gegründet, das Goethe-Institut 1951.

Letztlich aber sind es immer Menschen, die Völker verbinden; es sind immer Menschen die Geschichte machen. Vertrauen zwischen Völkern gibt es nicht; es sind immer die Menschen, die Vertrauen schaffen.

Insofern beglückwünsche ich die Veranstalter und Organisatoren dieses Sprach- und Kulturforums zu ihrer Initiative und wünsche den Teilnehmern an diesem Forum einen fruchtbaren Austausch mit vielen Anregungen über Kulturen und Grenzen hinweg.

Mögen Sie, verehrte Sprachwissenschaftler und Germanisten, weiterhin Ihren wichtigen Beitrag zum gegenseitigen Verständnis und zu Vertrauen zwischen unseren Ländern leisten.

Vielen Dank.


Interkulturelle deutsch-chinesische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 Grundlagen und Perspektiven in Forschung und Lehre

Hiltraud CASPER-HEHNE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Der Vortrag befasst sich mit der Bedeutung der Vermittlung interkultureller Kompetenz in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Interaktion im Wissenschaftssektor und der kritischen Reflektion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zu diesem Themenfeld. In einem ersten Schritt wird die intensive wissenschaftliche Kooperation zwischen Deutschlandund China dargestellt sowie zugleich die fehlende Chinakompetenz und fehlende chinesische Sprachkompetenz in Deutschland insgesamt und an Hochschulen insbesondere herausgestellt.

Die Bedeutung der Vermittlung von Kenntnissen über China, von chinesischer Sprachkompetenz und speziell von interkultureller Kompetenz für die deutsch-chinesische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wird betont. Daran anschließend werden grundlegende Typen von Missverständnissen in interkultureller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erläutert, und an deutsch-chinesischen Beispielen exemplifiziert. Es folgt abschließend eine kurze Reflektion über die Forschung zu interkultureller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insbesondere mit Blick auf die Problematik von Kulturalisierung und eindimensionaler Begründungen von Missverständnissen, um daraus Schlussfolgerungen für die zukünftige Forschung und Lehre zu ziehen.





1. Chinas Rolle in der Welt

1.1. Chinas zentrale Rolle in Wirtschaft und Politik

Mit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ist eine neue politische und vor allem auch ökonomisch machtvolle Region entstanden. Das bevorstehende 21. Jahrhundert wird, so mutmaßen Experten mittlerweile, maßgeblich von den Entwicklungen im asiatisch-pazifischen Raum geprägt sein. Die Weltbank beispielsweise prognostiziert, dass China im Jahr 2020 die stärkste Wirtschaftsmacht auf dem Globus sein wird.

1.2. Die Entwicklung des Wissenschaftssystems in China

Auch in der Wissenschaft hat sich China in den letzten Jahren rasant entwickelt und an internationaler Bedeutung gewonnen. Mittlerweile ist die VR China Wissenschaftsnation Nummer zwei hinter den USA, wenn es um die Anzahl der wissenschaftlichen Veröffentlichungen in internationalen Zeitschriften geht. Prognosen gehen bei einem weiteren stetigen Anstieg davon aus, dass China die USA spätestens 2020 überholen wird. Auch in den Ausgaben für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und in der Zahl der Forscher liegt China inzwischen auf Platz 2 hinter den USA. Und in vielen Forschungsfeldern zählt die VR China mittlerweile zur Weltspitze.

Nicht ohne Grund gibt es deshalb in Deutschland laut Hochschulkompass der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Stand 1.10.2013) derzeit immerhin 935 Hochschul-Kooperationsvereinbarungen mit der VR China. Dies bedeutet gegenüber dem Stand von 2010 mit ca. 500 Kooperationen eine Steigerung um nahezu 100 Prozent in knapp drei Jahren. Damit zeigt sich, dass Hochschulen in Deutschland mit der wachsenden chinesischen (Wissenschafts-) weltmacht intensiv kooperieren wollen.

2．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en in Deutschland und China

In diesem Zusammenhang stellt sich die Frage, welche Brücken zwischen diesen beiden Ländern für die wissenschaftlichen Kooperationen gebaut worden sind oder gebaut werden. Was wird getan in der Kultur- und Sprachenpolitik für eine bessere gegenseitige Verständigung? Und was sollte getan werden: an den Hochschulen in der Forschung und in der Lehre? Um diese Fragen zu beantworten, wird sich im Folgenden zuerst auf den Stand der Vermittlung einer allgemeinen China-und Europa-bzw. Deutschlandkompetenz an den Hochschulen konzentriert, um sodann auf die Bedarfe in und für die deutsch-chinesische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in Forschung und Lehre einzugehen.

2.1. Europa-Kompetenz in China

In der chinesischen Gesellschaft sieht es so aus, dass kein Schüler die Schule verlassen kann, ohne nicht tiefergehend in die westliche Kultu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eingeführt worden zu sein. Auch an den Hochschulen wird die Vermittlung von Europakompetenz stetig ausgebaut. Dies gilt auch für Deutschlandstudien und die Germanistik.

Ergänzend dazu wird ein hohes Maß an Wissen über die westliche Welt durch die Massenmedien und die Popkultur nach China transportiert. Darüber hinaus zeigt sich die chinesische Offenheit dem Westen gegenüber auch darin, dass deutlich mehr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im Westen studieren als Deutsche oder Europäer in China. Viel Wissen also in China über den Westen und auch über Deutschland.

2.2. China-Kompetenz in Deutschland

Schaut man sich die Situation in Deutschland, so sieht dies deutlich anders aus. Trotz der engen wissenschaftlichen und wirtschaftlichen Kontakte mit der VR China, sind die Eliten in Deutschland nicht adäquat auf die Kooperation mit der VR China vorbereitet. Und dies gilt vermutlich auch für Europa.

In seinem Artikel „Deutschland lebt noch in der Daoguang-Epoche. Westlicher Blindflug an den Universitäten: Wer weiß schon etwas über China?“ vom 30. Oktober 2012 stellt Dominic Sachsenmaier, Asienexperte der Universität Bremen, diesen Tatbestand her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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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chsenmeier betont, dass nur eine geringe Anzahl von Eliten die elementarsten Kenntnisse über chinesische Politik, Wirtschaft oder Gesellschaft hat, ganz zu schweigen von chinabezogener interkultureller Kompetenz oder chinesischer Sprachkompetenz.

2.3. Chinakompetenz an deutschen Hochschulen

Diese Situation ist auch an deutschen Hochschulen nicht anders. Außerhalb des Orchideenfaches der Sinologie sind nur geringe Kenntnisse über die VR China, und auch nur geringe Chinesisch-Sprachkenntnisse vorhanden. Schaut man sich etwa die Situation in Göttingen an, so erhalten ca. 700 Studierende von insgesamt 27.000 grundlegende Kenntnisse über die VR China oder die chinesische Sprache. Und dies ist noch ein gutes Beispiel unter den deutschen Hochschulen.

Wenn man zudem noch die Professuren im Bereich der Chinawissenschaften betrachtet, so gibt es an nur an 17 deutschen Hochschulen von insgesamt ca. 430 eine Professur für Sinologie. An zahlreichen führenden Universitäten in Deutschland existiert zudem außerhalb der Sinologie kein einziger Lehrstuhl in anderen Fächern der Geistes- o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zu China betreibt. D.h., dass nur wenige Studierende anderer Fächer als der Sinologie Zugang zu chinaspezifischer Kompetenz haben.

Zur weiteren Veranschaulichung, wie desaströs die Situation in Deutschland in Bezug auf die Chinakompetenz und die Chinesisch-Sprachkompetenz ist, sei hier noch eine andere Zahl genannt: Von ca. 41.500 hauptberuflichen Professuren in Deutschland arbeiten geschätzt – und das ist schon positiv geschätzt – max. ca. 60 in der Chinaforschung, Chinasprachforschung und -lehre. Deshalb ist zu fragen, wie viel Chinakompetenz mit dieser geringen Zahl von Experten an deutschen Hochschulen generiert werden kann? Und wie unter diesen Bedingungen eine gute wissenschaftliche Kooperation und Kommunikation ablaufen kann? Wie können auf diese Weise tragfähige deutsch-chinesische Brücken gebaut werden?

2.4. Zur Notwendigkeit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und Sprachvermittlung an Hochschulen

Deshalb ist eine der großen Herausforderungen in Deutschland, ja auch in Europa, dass die Chinakompetenz deutlich gestärkt werden muss. Wir benötigen deshalb an den deutschen Hochschulen zum einen mehr Chinakompetenz in Forschung und Lehre in den Fächern, also etwa Historiker, Soziologen, Rechts- o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die über China forschen und lehren, und chinesisch sprechen.

Zum anderen müssen wir die chinaorientierte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vermittlung und die chinesische Sprachkompetenzvermittlung im Schlüsselkompetenzbereich von Studiengängen weiter ausbauen, also einfach formuliert, in dem überfachlichen Bereich der Studiengänge, der für den Beruf vorbereitet.

Was die Situation in der VR China betrifft, so ist viel Positives im Hinblick auf die Verbreitung von Deutschland- und Deutschkompetenz in der VR China aufzuführen. Immer mehr Germanistikabteilungen sind entstanden, und die deutsche Sprache findet eine immer größere Verbreitung. Es gibt einen regelrechten Boom, so Haymo Mitschian in seiner Studie zu Deutsch an Schulen aus dem Jah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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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is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zu tun: Die Professonalisierung der Lehreramtsausbildung in Deutschland wurde schon angesprochen. Hier sei noch ein weiterer Punkt genannt: In China wurde es in der Deutsch-als-Fremdsprachenvermittlung ebenso wie in Deutschland in der Chinesisch-als-Fremdsprachenvermittlung notwendig, dass die interkulturelle Sprachdidaktik einen noch größeren Stellenwert einnimmt als bisher. Sie muss systematisch in alle Bereiche und Ebenen der Sprachvermittlung integriert werden. Warum dies so ist, soll im Folgenden erläutert werden.

3. Interkulturelle Missverständnisse in der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Dazu soll zuerst dargestellt werden, welche Typen von Missverständnissen generell in der alltäglichen deutsch-chinesischen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vorkommen können. Daraus resultiert sodann die Konzeption für eine interkulturell orientierte Sprachvermittlung.

Um sich der Problematik zu nähern, ist das Konzept der kommunikativen Gatt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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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n guter Ausgangspunkt. Kommunikative Gattungen sind typische Handlungsmuster, nach denen sich Handlungen richten KÖNNEN. Sie gelten als historisch und kulturell geprägt. Beispiele solcher Gattungen sind in der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also der Kommunikation im Arbeitsfeld Wissenschaft, in der Lehre die Seminarkommunikation oder Prüfungsgespräche, in der Forschung Vorträge oder wissenschaftliche Artikel, im Alltag etwa Bestellungen in der Mensa und in der Organisation beispielsweise Reisekostenabrechnungen. Die Beteiligten wissen, wie Sie in dieser Gattung, diesem Muster, zu interagieren haben. Sie wissen, welche Aufgaben ihnen zukommen und wie der Handlungsverlauf aussieht.

Nur ein Beispiel: Es ist bekannt, dass in einem wissenschaftlichen Vortrag dem Professor normalerweise die Fragen erst direkt nach Beendigung seines Vortrags gestellt werden sollten, und nicht, wie im Seminar Zwischenfragen erlaubt sind. Solche und viele andere Regeln gibt es für alle Gattungen.

3.1. Typen interkultureller Missverständnisse in der alltäglichen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Die Forschung zur interkulturellen Kommunikation geht davon aus, dass sich diese kommunikativen Gattungen kulturell unterscheiden, und zwar auf vier Ebe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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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f der Ebene der

1）Binnenstruktur von Gattungen (Textmerkmale)

2）Organisationsschema von Gattungen (Struktur)

3）situativen Realisierung von Gattungen (sprachliche Handlungen)

4）Außenstruktur von Gattungen (Kontext)

Auf der Ebene der (1) Binnenstruktur von Gattungen, also auf der Ebene, die die textlichen Merkmale im engeren Sinne umfasst, hat die Forschung z.B. gezeigt, dass die Handhabung prosodischer (also der lautlichen) Mittel, syntaktischer Strukturen oder mimisch-gestischer Elemente für kommunikative Fehlschläge verantwortlich zu machen ist. Ein Beispiel für ein Missverständnis in der Gestik sind etwa Zahlenangaben: Daumen und Zeigefinger gespreizt bedeutet im Chinesischen 8, im Deutschen 2.

Wesentliche Unterschiede in der Binnenstruktur von Gattungen wurden auch im lexiko-semantischen und thematischen Bereich erarbeitet. Man denke nur an die gesamte Tabuthemenforschung. Tabus in interkulturellen Kontaktsituationen betreffen z.B. die tabuträchtigen Bereiche Religion, Sexualität, Tod, Krankheit oder auch politische Themen. In Japan könne man, so die Forschung, zum Beispiel Fremde nicht unverblümt nach ihrer politischen Meinung fragen. In China beginne ein Gespräch unter Bekannten häufig mit Fragen nach der Familie oder dem Einkommen, um sich aufzuwärmen. Dies werde in Deutschland eher als indiskret angesehen.

Hinzu kommt die diskursive Organisation, also das (2) Organisationsschema von Gattungen. Etwa wenn ein chinesischer Bittbrief erst eine sehr lange Einleitung durch Schreibakten mit zahlreichen höflichen Ritualen enthält, um sein Ziel besser zu erreichen. Dies sei, so die Forschung, für deutsche Briefe ungewöhnlich und wird von Deutschen häufig als ineffizient bewertet.

In Bezug auf die Ebene der (3) situativen Verwirklichung kommunikativer Gattungen haben sich unzählige Forschungen z.B. mit der Realisierung von Sprechakten (also von sprachlichen Handlungen wie Frage oder Antwort) befasst. Den chinesischen Sprechern wird etwa durch die Forschung ein höflicheres sprachliches Verhalten zugeschrieben als den Deutschen. So gebe es beispielsweise weniger direkte Kritik, direkte Aufforderungen oder direkte Bitten, also mehr höfliche Sprechaktrealisierungen.

Forschungen haben zudem erarbeitet, dass Gesprächssequenzen (also Folgen von Sprechakten wie Frage/Antwort) in Gattungen unterschiedlich konventionalisiert sind, d.h. unterschiedlich geregelt sind. Etwa wenn-wie im Chinesischen – auf ein Kompliment kein Dank kommen soll, ein Kompliment also nicht angenommen werden dürfe, weil dies nicht bescheiden sei. Oder, wenn etwa in Diskussionen – auch in China – die offene Formulierung von Widerspruch oder Ablehnung in vielen Situationen vermieden w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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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h Rückmeldungen können unterschiedlich realisiert werden. Dies sind die Formen, mit denen ich als Hörer dem Sprecher zurückmelde, dass ich zuhöre, wie etwa ein Kopfnicken, oder ein „aha“. So behauptet die Forschung, Rückmeldungen, besonders durch sogenannte Rückmeldepartikel (kleine Worte wie „ja, oh, mhm, ach so“) gebe es in Gesprächen von chinesischen Studierenden weniger häufig als von deutschen. Deutsche Professoren meinen dann, die chinesischen Studierenden verstehen nicht, oder hören nicht aufmerksam zu.

Zu guter Letzt kann auch die (4) Außenstruktur kommunikativer Gattungen Ursache von Missverständnissen sein. Auf diese soll hier nicht näher eingegangen werden.

3.2. Schlussfolgerungen

Damit hat die Forschung gezeigt, dass es auf allen Ebenen der kommunikativen Gattungen in der interkulturellen Interaktion zu Kommunikationsstörungen kommen kann. Und dies gilt auch für die chinesisch-deutsche Interaktion in der Wissenschaft, und zwar für die alltägliche interkulturelle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ebenso wie für die interkulturelle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in Forschung und Lehre. Deshalb sollte sich die Fremdsprachendidaktik in Chinesisch und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an diesen generellen Erkenntnissen, dass Kommunikation auf allen Ebenen misslingen kann, noch systematischer orientieren, sowohl in der Lehrmaterial-als auch der Unterrichtsgestaltung.

Im Folgenden soll nun der Frage nachgegangen werden, inwieweit über die Erkenntnisse zur allgemeinen interkulturellen Kommunikationsforschung hinaus auch die spezifische Forschung zur interkulturellen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für die Vermittlung von Sprache und Kultur im deutsch-chinesischen Kontext bedeutsam ist.

3.3. Missverständnisse in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in Forschung und Lehre

Auch die spezielle linguistische Erforschung der interkulturellen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geht davon aus, dass sich in einzelnen Gesellschaften spezifische Wissenschaftskulturen herausgebildet haben, die wissenschaftliche Gattungen, also wissenschaftliche Texte und Gespräche, prägen.

So wird beispielsweise in der Forschung behauptet, dass in der VR China die konfuzianische Tradition mit ihrer Orientierung auf „Hierarchie und Harmonie“ verhindere, dass sich in China eine eristische Wissenschaftskultur entwickelt, also eine argumentative Streitkultur, wie sie vorwiegend in Europa herrsche.

Ein konkreteres Beispiel sei hier angeführt: Kontrastive Arbeiten zu deutschen und chinesi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Rezensionen verweisen darauf, dass Kritik in dieser Textsorte in China – wenn überhaupt – sehr verdeckt formuliert werde, während man sich in Deutschland ganz direkt kritisch äußere. Deshalb enthielten etwa Fachbuchbesprechungen im Chinesischen zahlreiche Höflichkeitsbekundungen bei kritischen Bemerkungen, wie in dem folgenden Beispiel:

„Aber ein Makel trübt den Glanz des Jades nicht. Da der Autor reiche Lehrerfahrungen besitzt und ein hohes wissenschaftliches Niveau zeigt, (...), sind wir davon überzeugt, daß dieses Lehrbuch bestimmt perfekt überarbeitet werden k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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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gesamt gibt es zu dieser sehr allgemeinen These – Eristik vs. Harmonie in der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 bisher noch nicht viel konkrete und differenzierte linguistische Forschungsergebnisse. Und die konkreten Erfahrungen auf dem deutsch-chinesischen Gipfelforum oder dem deutsch-chinesischen Doktorandensymposium der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014 in Bezug auf Fragen und Kritik der beteiligten Professoren verweisen in eine andere Richtung. Die kritische Diskussionskultur ist sehr ausgeprägt.

Es lässt sich in diesem Zusammenhang insgesamt festhalten, dass zur interkulturellen deutsch-chinesischen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nur sehr wenige und sehr wenige differenzierte Untersuchungen vorhanden sind.

Um mehr zu erfahren über die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in der Wissenschaft, in Seminaren, Vorlesungen oder in Sprechstunden, muss deshalb auf unterrichtsdidaktische Untersuchungen zurückgegriffen werden. In diesen wurden aber Erkenntnisse häufig durch Befragungen oder Interaktionsbeobachtungen gewonnen, was methodisch problematisch ist.

Lassen Sie mich dazu ein älteres Beispiel anführen. Haymo Mitschian hat in einer Studie aus dem Jahr 1991 zu chinesischen Lerngewohnheiten an ausgewählten chinesischen Hochschulen festgehalten, dass die chinesischen Studierenden passiv seien, sie bei Unverständnis nicht nachfragen, sich selbst keine Blöße geben wollen, keine kritischen Fragen stelle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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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e für die untersuchten Hochschulen zu jener Zeit – 1991 – herausgearbeitete Vorstellung von den untersuchten chinesischen Studierenden hat sich aber bis heute in vielen didaktischen Forschungen zur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 sei es in Europa oder außerhalb Europas, als zentrales Bild von DEM chinesischen Studierenden verfestigt. DIESE häufig immer noch durch die Forschung konstruierte Vorstellung von DEM passiven chinesischen Studierenden herrscht – wenn man Professoren in Deutschland befragt – auch noch in vielen Köpfen in Deutschland 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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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ene qualitativ ausgerichtete, linguistische Untersuchungen, konkrete Gesprächsanalysen von interkultureller deutsch-chinesischer Seminarkommunikation, haben dieses generelle Bild dekonstruiert, also korrigiert.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 und nicht nur diese – geben ein äußerst differenziertes Bild ab, mit unterschiedlichsten Verhaltensweisen und sprachlichen und interkulturellen Kompetenzen, je nach Bildungsbiogra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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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Schlussfolgerungen

Um die interkulturelle deutsch-chinesische Kommunikation in der Wissenschaft zukünftig noch optimaler zu gestalten, um deutsche Professoren auf die Interaktion mit chinesischen Studierenden besser vorzubereiten, und umgekehrt, um die K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en deutsch-chinesi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Projekten zu optimieren, benötigen wir deshalb mehr differenzierte wissenschaftliche linguistische Erkenntnisse.

In diesem Feld sollte von deutscher wie von chinesischer Seite ein Forschungsprogramm initiiert und gefördert werden.

Diese interkulturelle Wissenschaftskommunikationsforschung muss bestimmten Grundsätzen folgen, von denen abschließend nur zwei mit Hilfe eines deutsch-chinesischen Interaktionsbeispiels etwas deutlicher herausgestellt werden sollen.

4. Grundsätze interkultureller Kommunikationsforschung

4.1. Multifaktorielle Einflüsse auf interkulturelle Interaktionen

Zur Erläuterung soll hier ein Beispiel gegeben werden. Frau Bao und Herr Guo, beide Staatsbürger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leben derzeit in der VR China, und haben Gäste (Kurt und Uli) aus Deutschland zum Essen eingeladen. Folgende Gesprächsphase hat sich entwick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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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 Essen Sie.



Kurt: Nein, danke. Ich bin schon VÖLLIG SATT.



Bao Ja, nehmen Sie.



Guo: Du mußt nicht IMMER SAGEN.



Das nicht notwendig bei den Deutschen. Ja?



Kurt/Uli: Hihihi.



Bao Hihihi.



Uli: Nein. VIELEN Dank. Wir haben echt (-) sind ECHT SATT.



Aber s hat ganz TOLL GESCHMECKT.



Kurt: WIRKLICH.



Guo: Die DEUTSCHEN soll man nicht so drängen. Sie nehmen, wann sie wollen. Ja, mach mal keine Sorge. (…) Die Deutschen sind nicht so sehr bescheiden. Hahaha. So ist das.






In diesem Gesprächsausschnitt bittet Frau Bao die deutschen Gäste zwei Mal, sich etwas von den Speisen zu nehmen. Ihr Mann, der als Professor ein Jahr in Deutschland gearbeitet hat, interpretiert das Verhalten seiner Frau im deutschen Kontext als aufdringlich und vermittelt seiner Frau, dass man „DIE DEUTSCHEN“ nicht so zum Essen drängen solle, dies sei nicht notwendig. Und weiter: „Die Deutschen sind so nicht so sehr ja bescheiden.“

Was ist hier passiert: Herr Guo hat di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Gesprächskonventionen auf Grund seiner biographischen Erfahrungen für die interkulturelle
 Interaktion mit den deutschen Gästen modifiziert, indem er die Aufforderung zum Essen nicht mehr mehrfach wiederholt. Frau Bao dagegen durchläuft gerade einen Lernprozess und wird möglicherweise beim nächsten Besuch deutscher Gäste anders handeln. Beide Personen mit chinesischer Staatsbürgerschaft verhalten sich aus individuellen biographischen Erfahrungen in der interkulturellen Situation unterschiedlich.

Eine Forschung, die sich darauf konzentriert, Unterschiede in DEM deutschen und DEM chinesischen Interaktionsverhalten zu suchen, also stereotypisierend verallgemeinert, würde in dieser Situation eine Bestätigung ihrer Vorannahmen finden. Die Chinesen handeln so (eben wie Frau Bao). Deutlicher wird aber an diesem Beispiel eher, wie unterschiedliche biographische Hintergründe und Erfahrungen der beteiligten Interaktanten aus der VR China die Interaktion bestimmen. Globalisierung und insbesondere Mobilität haben hier zu Verhaltensänderungen sowie Differenzierungen des Verhaltens der chinesischen Interaktanten – zumindest in der interkulturellen Situation – geführt. Denn Herr Gao handelt in der interkulturellen Situation anders als seine Frau.

Ein Indiz dafür, dass nicht allein einfache, homogenisierende kulturalistische Begründungen für sprachliches Verhalten gesucht werden dürfen, und auch nicht in der Lehre vermittelt werden dürfen. Man muss das INDIVIDUUM mit seinen je unterschiedlichen Voraussetzungen, seinen je besonderen Sprachlernbiographien in der Forschung UND in der Lehre stärker in den Blick nehmen.

Eine Forschung, die DAS chinesische Interaktionsverhalten im Vergleich zum deutschen sucht, wird lediglich zu stereotypen und kulturalisierenden Aussagen kommen, mit denen man keine wirklich tragfähigen Brücken bauen kann.

4.2. Interkulturelle Interaktion als Aushandlungsprozess

Zudem soll ein zweiter Punkt Erwähnung finden, der für die Forschung bedeutsam ist. Dazu soll das oben aufgeführte Gespräch noch einmal in den Blick genommen werden. Die Interaktionspartner handeln gemeinsam ihr interaktives Vorgehen aus. Herr Guo bittet auf die Reaktion der Deutschen hin seine Frau, mit dem Drängen aufzuhören, Frau Bao reagiert auf ihren Mann und unterlässt das Drängen, und die deutschen Gäste loben nach dieser Aushandlung des weiteren Vorgehens Frau Baos Essen, als nachträgliche positive Beziehungsarbeit.

Die Interaktionspartner haben damit wechselseitig aufeinander reagiert. Insgesamt richten mittlerweile ausgewählte Forscher ihr Augenmerk mehr und mehr auf diese Interaktionsdynamik interkultureller Prozesse. Die Interaktionen werden nicht mehr – wie früher – als ein „Aufeinandertreffen“ verschiedener Kultur- und Kommunikationsformen verstanden, wo man nur danach sucht, wie DER Chinese anders handelt als DER Deutsche. Sondern man will das situationsspezifische Aushandeln untersuchen.

Man forscht nach den Reaktionen aufeinander, in denen die Kommunikationspartner signifikant anders reagieren als in Kommunikationssituationen mit Vertretern aus der eigenen Kultur. So werden sie in diesen Situationen auch zu neuen hybriden Formen sprachlichen Handelns kommen.

In der interkulturellen Forschung ist hierfür der Begriff „Interkultur“ geprägt worden, der eine kommunikative „Zwischenkultur“ bezeichnen soll, die durch den Kulturkontakt entsteht. Dabei entstehen Formen, die in ihrer Eigenart nicht mehr rückführbar auf „typisch deutsche“ oder „typisch chinesische“ Verhaltensweisen sind.

5. Resümee und Ausblick

Für den Erfolg der zukünftigen deutsch-chinesischen Kooperation in der Wissenschaft, aber auch in Wirtschaft und Kultur, müssen sich alle relevanten Institutionen dafür einsetzen, dass an deutschen Hochschulen mehr Chinakompetenz und mehr chinesische Sprachkompetenz vermittelt werden.

Für die Vermittlung von Sprache und Kultur – und dies gilt gleichermaßen für Deutschland wie für China – wird die systematische Integration interkultureller sprachdidaktischer Konzepte in die Lehrmaterialgestaltung und die Unterrichtskonzeption benötigt. Dabei muss versucht werden, in der Forschung wie in der Lehre ein Bild der jeweils anderen Kultur zu zeichnen, dass so differenziert wie irgend möglich ist.

Denn es ist nicht das Ziel, weder mit der Forschung noch in der Lehre, Bilder der anderen Kultur konstruieren, die stereotype Bilder nur bestätigen. Für diese stereotypen Bilder sorgen häufig schon die Medien. Forschung und Lehre benötigen mehr. Erst dann wird man zu einem wahren Verständnis voneinander gelangen. Erst dann werden die Sprachen auch zu wahren und stabilen Brücken zwischen unseren Kultu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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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ierung und Standardisier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 eine lange Geschichte kurz erzählt

Ludwig M. EICHINGER

Institut für Deutsche Sprache in Mannheim





Die Standardisier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ist dadurch geprägt, dass sich nicht die Sprache eines Zentrums durchsetzte – es gab kein solches. Vielmehr musste nach einem Ausgleich gesucht werden, der das Funktionieren einer sich modernisierenden Gesellschaft mit ihren schriftsprachlichen und überregionalen Bedürfnissen erlaubte.

Was die Schriftsprache angeht, war dieser Zustand erreicht, als im 19. Jahrhundert eine bürgerlich geprägte Sprachwelt die öffentliche Herrschaft übernahm. Was das Sprechen angeht, werden erst die gesell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Entwicklungen bis zur Mitte des 20. Jahrhunderts eine weitgehende Durchsetzung einer einheitlichen Normvorstellung erlaubt haben.

Wichtige Phasen der Normierung sind mit der Festigung deutschsprachiger Staaten verbunden. Was im Deutschen einigermaßen fest normiert ist, ist die Rechtschreibung – wenn auch immer wieder umstritten –, zentrale Bereiche wie der Wortschatz oder auch Schwankungsfragen im Bereich der Grammatik werden in ihrer Geltung eher im öffentlichen Diskurs und in der Praxis der großen Medien ausgehandelt und sichtbar.

Gerade weil die Standardsprache, auch in gesprochener Form,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weitgehend als öffentlich verfügbare Form gilt, wird nun stärker diskutiert, was an Variation in diesem Rahmen möglich ist – auch um z.B. die regionalen („plurizentrischen“) Traditionen des Deutschen sichtbar werden zu lassen.





Die deutsche Sprache hat eine ganz eigene Geschichte der Standardisierung. Im Unterschied zu den europäischen Nachbarsprachen spielt eine frühzeitige schriftsprachliche Kompromissform eine zentrale Rolle. Ihre Durchsetzung hängt eng zusammen mit der allmählichen Entwicklung einer bürgerlich geprägten Diskurswelt vom 15. bis zum 18. Jahrhundert. Erst im 19. Jahrhundert wird diese Entwicklung zunächst im schulischen Unterricht und dann politisch soweit wirksam, dass in den deutschsprachigen Nationalstaaten explizite Normierungsschritte unternommen werden – die im Prinzip bis heute reichen. Die zunehmende Nutzung der Standardsprache in verschiedensten Kontexten führt in der neuesten Zeit zu einer Zunahme der Variation innerhalb der Standardsprache, das „Montoring“ dieser Entwicklung ist derzeit die zentrale Aufgabe in der Weiterentwicklung einer der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angemessenen Standardform.

1．Die technische Vervielfältigung der Schrift

1.1. Standardisierung

Es beginnt mit der Standardisierung. Und es beginnt mit dem Schreiben und dem Lesen. Der Buchdruck, dessen Technik im 15. Jahrhundert erfunden und durchgesetzt wurde, bringt eine neue Zeit herauf, in der nicht mehr nur die Spezialisten für diese Tätigkeit lesen und vielleicht auch schreiben konnten. Und es geht dabei nicht nur um den Erwerb einer neuen Technik, vielmehr ist damit das Bewusstsein verbunden, dass auch die Inhalte, die bis dahin Sache der Spezialisten gewesen waren, für eine breitere Menge von Menschen zugänglich sein würden.
〔1〕

 Es ist das der Beginn einer Emanzipation der Bürger der Städte, wo die sich ihres Könnens in allerlei Techniken und Handwerken bewussten Stadtbürger insgesamt zu einer höheren Eigenständigkeit kamen. Die ging einher mit einer religiösen Öffnung im Christentum, der Reformation, die den Menschen die heiligen Texte direkt zugänglich machen wollte. Und es geht auch einher mit einem Einzug der Volkssprache in die politische Öffentlichkeit, wie ihn etwa die Gründung des Reichskammergerichts darstellt.
〔2〕



1.2. Die normative Kraft des Mediums

Und hier schließt sich der Kreis zur sprachlichen Standardisierung. Die Technik des Buchdrucks erlaubte es, mit relativ geringem Aufwand große Mengen desselben Texts zu produzieren. Wenn das aber sinnvoll sein sollte, musste man sicherstellen, dass möglichst viele Sprecher des Deutschen die Sprachform verstanden, die in diesen Texten verwendet wurde. Dass es hier um die Volkssprache, das Deutsche, und nicht mehr (nur) um die alte Bildungssprache, das Lateinische, geht, ist ein anderer Teil dieser entstehenden bürgerlichen Welt. Sie wird allmählich mehr und mehr sie interessierende Dinge in der eigenen Sprache niederschreiben. Die eigene Sprache, das war ja eigentlich das gesprochene Deutsch, das nicht in einer einheitlichen Form existierte, sondern sich aus einer Vielfalt örtlicher und regionaler Sprachformen, zusammenfügte. Und so war es denn die erste Aufgabe dieser Zeit, zu einer geschriebenen Sprachform zu finden, die ein Dach der Verständigung über dieser Vielfalt gesprochener Formen zu bilden in der Lage war.
〔3〕

 Und die zweite Aufgabe war, das Lesen und mit einer gewissen Verzögerung auch die Fähigkeit zum Schreiben dieser Form in der Gesellschaft weiter zu verbreiten. Dem dient eine faktische Normierung dessen, was da gelehrt wird. Mit dem Schreiben beginnt es, und mit einem recht komplizierten Übersetzungsprozess, in dem eine Verbindung zwischen diesen Zeichen und dem hergestellt wird, was man als gesprochenes Deutsch beherrscht. Davon zeugt, dass die ersten Normierungsbücher, die wir in dieser Zeit dann finden, Lehrbücher zur Rechtschreibung sind, die im Hintergrund das notwendige Maß an grammatischer Kenntnis liefern.
〔4〕

 Die Regeln des Schreibens und gewisse Regularitäten der Grammatik, das ist es, was dann bis ins 18. Jahrhundert hinein einer zunehmenden Normierung und zur Akzeptanz eines entsprechenden Standards führt. Von Anfang an ist auch klar, dass es sehr viel schwerer fällt, sich auf einen Standard im Bereich des Wortschatzes zu einigen. Und bis heute kennt hier die Sprache des Alltags im Wortschatz traditionelle Differenzen, die nicht ausgeglichen sind, während dagegen die allmählich in der neuen Sprache neu gewonnene Welt der Wissenschaften ihre eigene einheitliche Form entwickeln konnte – und auch die Dichtung danach strebte, eine eher einheitliche Sprache zu sprechen, die den anderen europäischen Sprachen ebenbürtig war.
〔5〕



2．Eine aufgeklärte bürgerliche Sprachwelt

2.1. Die Sprache funktionaler Eliten

Den Kern der Standardisierung des Deutschen stellt eine schriftsprachliche Form dar, die von vielen und dann letztlich – etwa in de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 von allen im deutschen Sprachgebiet akzeptiert wurde.
〔6〕

 Wie kommt man zu dieser Form und wer bekommt Recht bei der Standardisierung? Eigentlich niemand. Im deutschen Sprachgebiet gab es über die Jahrhunderte hin kein dominantes kulturelles Zentrum, das die Sprache hätte eindeutig prägen können. Wenn auch der Ausgleich, der gefunden wurde, stark von dem Raum in der östlichen Mitte des deutschen Sprachgebiets geprägt wurde, kam es letztlich doch zu einer Kompromissform, von der der erste große Grammatiker des Deutschen, Justus Georg Schottel in der Mitte des 17. Jahrhunderts zu recht feststellte, das richtige Deutsch habe keine reale geographische Heimat, vielmehr handle es sich um eine Sprachform, die einen Ausgleich unter den gebildeten Sprechern (und Schreibern) des Deutschen darstelle. Er wird, wie gesagt, Recht behalten. Es kommt etwas dazu, was dazu führt, dass der Norden im deutschen Sprachgebiet dann doch stärker die sprachliche Norm repräsentiert als der Süden. Er hatte die neue Sprachform angenommen, als er die eigene Sprache – das Niederdeutsche – aufgrund wirtschaftlicher Veränderungen verlassen hatte. So setzt sich in der nördlichen Hälfte des deutschen Sprachgebiets die neue Sprache weithin unbeeinflusst von den örtlichen Sprechweisen durch.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der große Universalgelehrte, Kenner und Bewunderer des Chinesischen, setzt zu Beginn des 18. Jahrhunderts das Signal zum endgültigen Ausbau des Deutschen zu einer europäisch gleichwertigen Sprache.
〔7〕

 Hier geht es dann allmählich auch hinaus über die Vereinheitlichung von Grammatik und Schreibung. Leibniz legt Wert auf die Notwendigkeit, das Deutsche, das für den Alltag schon recht tauglich sei, auch im Bereich der Wissenschaften auszubauen. Systematisch werden Techniken entwickelt, den Wortschatz mittels der im Deutschen entfalteten Mittel der Wortbildung und in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n „fremden“ Wörtern in allen möglichen Sachbereichen zu entfalten.

2.2. Sprechen im aufgeklärten Kontext

Und vor allem die zweite Hälfte des 18. Jahrhunderts wird darüber hinaus auch verschiedene Textformen für diese moderne Welt entwickeln, von denen des privaten Schreibens – vor allem den Briefen – bis hin zu abstraktesten wissenschaftlichen Schriften, etwa in der Philosophie, in der das Deutsche mit Immanuel Kant die Führungsrolle übernimmt – und er schreibt deutsch, auch wenn der Adel zu dieser Zeit seine Konversation noch auf Französisch führt. Und nicht zu vergessen ist, dass gegen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die großen klassischen Dichter die neu gewonnene deutsche Standardsprache zu ihrer ästhetischen Vollendung führen werden. Goethe, Schiller – und dann auch die eher wissenschaftlichen Klassiker wie Wilhelm von Humboldt, der nicht zuletzt im Vergleich mit asiatischen – damit auch der chinesischen – Sprachen die allgemeine Gabe der Sprache ebenso betont wie ihre jeweilige Eigenheit, so auch den eigenen Charakter des Deutschen.

3．Volksbildung und nationaler Staat

3.1. Öffnung und Vermittlung

Was sich bis zum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im Ausgleich der Gebildeten als sprachlicher Standard herausgebildet hat, wird so richtig wirksam, als im 19. Jahrhundert das Schulsystem die gesamte Bevölkerung erfasst – so dass über die Lehrbücher diese Normen vermittelt werden. Immer mehr Menschen werden selbst zu lesen beginnen, und über die traditionellen Texte von Briefen bis zur Literatur hinaus werden die Zeitungen, die im 19. Jahrhundert ihren Einfluss in dramatischer Weise verbreitern, die Gewöhnung an die Standardsprache vorantreiben. Und allmählich wird die Standardsprache sich auch im Mündlichen mehr und mehr Raum greifen, auch die weniger schulgebildeten Gruppen der Bevölkerung finden zum Beispiel in Vereinen Orte, an denen sie öffentlich sprechen lernen. Es ist das erkennbar kein ganz so geradliniger Prozess: Die breiten Bevölkerungsschichten finden zwischen ihrer gesprochenen Sprache und der neuen Standardsprache ihren sprachlichen Weg in die Nähe des „Hochdeutschen“. Gleichzeitig erlebt das Deutsche als Sprache der Wissenschaft einen gewaltigen Aufschwung, das deutsche Bildungswesen und die Universitäten gelten als vorbildhaft und tun das ihre dazu, die Schriftsprache zu verbreiten.
〔8〕



3.2 Nation, Staat und Normierung

Normierung über funktionale Standards hinaus hat immer auch etwas Politisches und für das Deutsche gilt das besonders, wird doch im 19. Jahrhundert die politische Bildungskraft der gemeinsamen Sprache gegenüber anderen Faktoren gerade im deutschen Raum besonders betont. Und allmählich und nach allerlei politischem Hin und Her deuten sich die Formen eines deutschsprachigen Staates an. 1871 in der Gründung des deutschen Reichs unter preußischer Führung kommen dann politis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en zusammen, die zu entschiedenen Schritten der Normierung führen. Es werden Initiativen entwickelt, im ganzen Reich eine einheitliche Rechtschreibung durchzusetzen, auch wenn es noch bis zum Beginn des 20. Jahrhunderts, genauer gesagt bis zum Jahr 1901, dauern wird, bis sie endgültig amtlich eingeführt sein wird
〔9〕

 , und zumindest für das öffentliche Auftreten wird auch eine Normierung der Aussprache angestrebt. Sie hat sich aber nie in der Breite durchgesetzt, wie das bei der Schreibung der Fall ist, die im Schulunterricht systematisch vermittelt wird. Es werden aber auch die öffentlichen Sprechweisen im Wortschatz reguliert: So werden etwa deutsche Begriffe für das Post- und Bahnwesen eingeführt – die bis dahin eher französisch oder englisch geprägt waren. Dass das Leben in den Städten –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Industrie – seit den 1870ern immer bedeutsamer wird, trägt zur Verbreitung einer standardisierten Ausgleichsform bei, mag sie auch noch diese oder jene Varianten zeigen.

3.3. Die Massenmedien als Norminstanzen

Man kann zudem sehen, wie die Entwicklung der Medien über das 20. Jahrhundert hin die Vertrautheit mit der Standardsprache fördert: Der Rundfunk, der seine Sendungen in Deutschland im Jahr 1923 beginnt und dessen Reichweite sich in den nächsten Jahrzehnten dramatisch verbreitert, ist die erste regelmäßige Möglichkeit, sich hörend an überregional gesprochener Standardsprache zu orientieren. Das Fernsehen, das seit den 1950ern das Leitmedium darstellt, zeigt die Sprache dann in verschiedenen Situationen, bei denen man die Sprecher auch noch interagieren sieht und nicht nur hört.

Die Erfolge des Bildungssystems, die Anforderungen eines städtischen Lebens, das Aufkommen von – sprachbezogenen – Angestellten-Berufen in diesem Umfeld und der Einfluss der Medien führen dazu, dass die Standardsprache zumindest als Schriftsprache und gesprochene Form in offiziellen Kontexten die Gesellschaft durchdringt, wenn auch der gesprochene Alltag von informelleren Formen traditioneller Sprachformen – vor allem der Dialekte – geprägt erscheint.
〔10〕



4．Variation in der Standardsprache

4.1. Normen: gesetzt und ausgehandelt

Fragen der expliziten Normierung spielen vor allem im Bereich der Orthographie durchgehend eine Rolle, da die formale Beherrschung der Schriftsprache eine relativ prominente Rolle in der sozialen Einschätzung des Sprachgebrauchs spielt, und so gab es zuletzt in den Jahren zwischen etwa 1995 und 2005 eine intensive Diskussion über eine Rechtschreibreform, die deutlich zeigte, wie stark das gewachsene Bild unserer Schriftsprache mit Vorstellungen einer angemessenen sprachlichen Identität verbunden ist. Wenn man andererseits der Standardisierungsfrage weiter nachgeht, sieht man, dass gerade die erfolgreiche Durchsetzung eines standardsprachlichen oder standardnahen Sprachgebrauchs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die Frage nach der Gestalt und Wandelbarkeit des Standards in neuer Art und Weise aufgeworfen hat.
〔11〕

 In diesen Zeiten hat sich auch die alltägliche gesprochene Sprache weiter an den Standard angenähert. Das hat zur Folge, dass bei der Betrachtung des Standards jetzt auch typisch sprechsprachliche Merkmale auftauchen und in Betracht zu ziehen sind. Solche Merkmale sind aber häufiger mit einem informelleren oder auch sachlich dem Alltag zugehörigen Stil verbunden, den die rein schriftliche Standardform eigentlich nicht kannte.

4.2. Anmerkung: ein plurizentrischer Standard

Dazu passt auch, dass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die Frage wieder diskutiert wird, welche Rolle die traditionellen regionalen, aber auch staatlichen Differenzen im deutschen Sprachraum für die Festsetzung dessen haben, was man für standardgerecht hält. So gibt es seit einiger Zeit ein Wörterbuch der nationalen Varianten, in dem aufgezeichnet wird, was an Variation innerhalb des Standards in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 möglich ist, Staaten, die zum Beispiel im Hinblick auf die Behandlung des Einflusses von Fremdsprachen eine unterschiedliche Tradition haben, die sich im Sprachgebrauch spiegelt.
〔12〕



5．Ein neues Paradigma von Standardisierung

5.1. Die Basis und Realisierung einer Standardform

Folge des Erfolgs der Standardsprache, von der die sprachliche Welt in Deutschland weithin geprägt ist, ist es nun, dass Aktivitäten der Standardisierung damit konfrontiert sind, dass sie mit einer gewissen Variation fertigwerden muss. Standard ist damit ein öffentlichkeitstauglicher Stil, der in gewissem Ausmaß mit der gemeinten Öffentlichkeit variiert. Allerdings haben wir im Praktischen durchaus akzeptierte Muster für einen in diesem Sinn öffentlichkeitsfähigen und variablen Stil in geschriebener und gesprochener Form. Logischerweise finden sie sich an Orten, an denen eine (schulgebildete) Öffentlichkeit ansonsten in unspezifischer Weise angesprochen wird. Für das geschriebene Deutsch sind das die Textsorten, die sich in den redaktionellen Teilen großer Tageszeitungen (der Abonnementszeitungen vom Typ d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der Süddeutsche oder der Neuen Zürcher Zeitung) finden. Diese Medien sind der Ort, wo sich nicht nur neutrale Schriftsprachlichkeit findet, sondern ein an die jeweiligen Stilerwartungen der Themen – zwischen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und Sport – angeglichener Standard.
〔13〕

 So sieht man, dass in fortgeschrittenen standardsprachlichen Gemeinschaften Standardisierung auf die Erfüllung der textstilistischen Normalitätserwartungen ausgreift – über die formale Normalität hinaus. Ähnliches gilt für bestimmte sprach- und gesprächsorientierte Sendungen des Fernsehens, die einen ähnlichen neutralen Stil im Gesprochenen anstreben; auch hier wird situationsangemessene (gesprochene) Standardsprachlichkeit vorgeführt.

5.2. Bewertung von Variation

Die Gesellschaften der deutschsprachigen Staaten sind über Jahrhunderte hin in eine schriftkulturell geprägte Welt hineingewachsen. Die Entwicklung dieser Welt öffentlicher Diskurse – und das ist ja der Raum für Standardsprachlichkeit – ist geprägt von der zunehmenden Beteiligung immer weiterer gesellschaftlicher Kreise und Gruppen, die sich letztlich in der breiten Öffentlichkeit bürgerlich-republikanischen Gesellschaften niederschlägt. Nicht zuletzt die Entwicklung der Medien hat mit der Verbreitung der Standardsprachlichkeit auch zur Zunahme von Variabilität geführt. Das hat zu neuen Herausforderungen für zukünftige Standardisierungs- bzw. Normierungsaktivitäten geführt, es geht um die Erfassung und Bewertung von Variation im Standard.
〔14〕



5.3. Eine neue Empirie

5.3.1　Nationale Korpora

Aber auch die Grundlagen für solche Beobachtungen und Bewertungen haben sich gerade in den letzten Jahren entscheidend verändert. Die elektronische Erfassung von Sprachdaten und die dramatisch gewachsene Möglichkeit ihrer Speicherung, Bearbeitung und Analyse führt tatsächlich in eine neue Ära der Sprachbeobachtung. Mit der Erstellung nationaler Korpora geschriebener und gesprochener Sprache entsteht ein Fundus für die Beobachtung der realen Gebrauchsverhältnisse und ihrer Veränderung, wie es ihn in dieser Form noch nicht gab.
〔15〕

 Auf dieser Basis entwickelt sich eine neue Praxis einer aktuellen Sprachbeobachtung („language monitoring“), die wesentlich verlässlichere Aussagen zu Gebrauch, Gebrauchsveränderung und Entwicklungstrends erlaubt.

5.3.2　Methodische Vorsicht und der Vorteil von Normativität

Bei all diesen Vorzügen darf man allerdings nicht übersehen, dass man aufgrund des, wenn man so will, diffusen Charakters natürlicher Sprachen keinen „repräsentativen“ Bezug auf eine Grundgesamtheit erreichen kann, wie groß oder auch wohldefiniert die Korpora sein mögen.

Gerade im Hinblick auf Fragen des Standards, der Standardisierung oder Normierung ist das allerdings weniger schwerwiegend als bei einer ganz generellen Einschätzung des Sprachgebrauchs. Standard ist unbestreitbar ein Konzept mit normativem Charakter, es geht um etwas, was man die gemäßigten Stile einer neutralen Öffentlichkeit nennen könnte. In ihnen werden von den Teilnehmern an diesen Diskursen die Regeln ausgehandelt, die hier als adäquat gelten sollen. Das sind unter den in unseren Gesellschaften obwaltenden Umständen im Kern die oben erwähnten medialen Textformen in geschriebener und gesprochener Form, dazu Formen eines fachlich-wissenschaftlichen, eines verwaltungstechnisch- und eines politisch-öffentlichen Diskurses und bestimmte Gebrauchs- und Instruktionstexte.
〔16〕

 Offenkundig ist zudem, dass – nicht zuletzt im Geschriebenen – die von Lernenden benutzten Sprachformen dahingehend interessant sind, dass sie unmittelbar davon Zeugnis geben, an welchen Stellen erhöhte Schwankungen oder auch Schwierigkeiten festzustellen sind. Diese Art der Sprachbeobachtung entwickelt sich derzeit in ganz erheblichem Ausmaße fort, sie stellt einen wichtigen sprachbezogenen Zweig der Entwicklung in den sogenannten „digital humanities“ dar. Das Institut für Deutsche Sprache ist an diesen Aktivitäten für das Deutsche zentral beteiligt, allerdings gibt es im deutschen Sprachgebiet keine unmittelbar der Sprachnormierung dienende Institution, so dass die praktischen Folgen dieser Tätigkeit im deutschen Sprachgebiet auf der Ebene der Politikberatung liegen.

6．Vom Wandel und der Aushandlung von Normen

Man sieht, die Wahrung angemessener Standardsprachlichkeit kann nicht im Festhalten einmal getroffener Festlegungen liegen, sondern in der Beobachtung, Umsetzung einer angemessenen Sprachform öffentlicher Interaktion in einem neutralen Modus. Abweichungen von den damit verbundenen Erwartungen werden von den Sprechern verstanden; so dass es als bewusst nicht standardsprachlich – und damit als Signal – wahrgenommen wird, wenn unsere Kanzlerin, Angela Merkel, in der Öffentlichkeit eine auf jugendsprachliche Lockerheit zielende Formulierung wählt: „das geht gar nicht“. Nur bei funktionierenden Erwartungen zur Standardsprachlichkeit lässt sich dieses sprachliche Signal l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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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Dieser Kontext wird ausführlich und grundsätzlich in den Arbeiten Gieseckes (v.a. Giesecke, 1998) behandelt.


〔2〕
 Die genauen Daten zu den hier anzitierten Einzelheiten können gängigen Sprachgeschichten entnommen werden, am differenziertesten wohl in von Polenz, 1991; übersichtlich zusammengefasst z.B. in von Polenz, 2009; das gilt auch für die weiteren beiläufig genannten sprachgeschichtlichen Tatsachen.


〔3〕
 In ebenso grundlegender wie konkret nachvollziehbarer Weise ist dieser Prozess von Werner Besch schon 1967 dokumentiert worden (vgl. Besch, 1967).


〔4〕
 Vgl. dazu die Angaben in Moulin-Fankhänel, 1994.


〔5〕
 Vgl. dazu z.B. die Diskussion um die Geltung des Adelung'schen Wörterbuchs (vgl. Eichinger, 1990).


〔6〕
 Als signifikantes Datum in diesem Kontext kann man es ansehen, dass die 1759 gegründete 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als Prätendentin des katholischen Südens sich der Gottsched'schen ostmitteldeutschen Sprachnormierung anschloss (vgl. Eichinger, 1994).


〔7〕
 Vgl. Eichinger, 1990.


〔8〕
 Vgl. dazu die Ausführungen in Osterhammel, 2009, S. 1132-1133.


〔9〕
 Vgl. dazu Scheuringer, 1996, S. 60ff.


〔10〕
 Von den Problemen, diese Interaktion in allen Fällen angemessen zu bewerten, zeugen auch die üblichen Punkte der Normdiskussion; vgl. die in Eichinger, 2011 diskutierten Fälle.


〔11〕
 Genauer ausgeführt in Spiekermann, 2005; vgl. insgesamt die Beiträge in Eichinger/Kallmeyer (Hg.), 2005.


〔12〕
 Ammon et al., 2004; vgl. Eichinger, 2005.


〔13〕
 Dazu ausführlicher Eichinger, 2013, S. 138-139.


〔14〕
 Vgl. dazu die Überlegungen in Deppermann/Kleiner/Knöbl, 2013, bes. S. 89-90.


〔15〕
 Zum Status der IDS-Korpora vgl. Kupietz et al., 2010.


〔16〕
 Vgl. die Ausführungen zu „neutralen Stilen“ in Sandig, 2006, S. 29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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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sverlag De Gruyter publiziert seit mehr als 260 Jahren hochwertige Standardwerke für alle Bereiche der Geistes- und Naturwissenschaften. Er unterhält Standorte in Berlin, München, Boston und Beijing und vertreibt seine Produkte auf allen fünf Kontinenten. Mit dem weltweit größten Germanistik-Programm ist der De Gruyter Verlag maßgeblich an der Verbreit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beteiligt. Angesichts einer zunehmend globalisierten Wissenschaftslandschaft und eines dramatischen Medienwandels vom gedruckten Buch zum E-Book entwickelt der Verlag innovative Konzepte zur Digitalisierung und Internationalisierung des Programms. Welche Strategien hierbei im Vordergrund stehen und welche Erfolge bereits erzielt werden konnten, wird am Beispiel der germanistischen Datenbanken, speziell der Germanistik online
 , aufgezeigt.





1．Deutsche Sprache und Literatur im De Gruyter Verlag

Verlage ermöglichen seit Jahrhunderten die Verbreitung von Sprache und Wissen über räumliche und zeitliche Grenzen hinweg, doch haben sich die technologischen Anforderung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stark gewandelt. Am Beispiel des De Gruyter-Verlages soll darum der Frage nachgegangen werden, wie sich die Funktionen von Verlagen durch die Phänomene Globalisierung und Digitalisierung geändert haben und welchen Beitrag Verlage speziell zum wissenschaftlichen Austausch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leisten können. Ein spezielles Augenmerk soll im Folgenden auf die Auswirkungen von Digitalisierung und Internationalisierung gerichtet werden.

Der Verlag De Gruyter blickt auf eine ungewöhnlich lange Tradition zurück: Seit mehr als 260 Jahren fördert er die Wissenschaften und publiziert hochwertige Standardwerke für alle Bereiche der Geistes- und Naturwissenschaften sowie Rechtswissenschaft und Medizin. De Gruyter publiziert derzeit jährlich rund 1.200 Bücher und 350 Zeitschriften, 30% davon in englischer Sprache. Trotz seiner beachtlichen Größe von nun 330 Mitarbeitern konnte das Verlagshaus seine Unabhängigkeit bewahren und ist bis zum heutigen Tag in Familienbesitz.

Der 1785 gegründete Göschen-Verlag ist sicher der berühmteste unter den fünf Verlagen, die Walter De Gruyter 1918 zu einem Universalverlag in Berlin zusammenführte. Göschen verlegte schon um 1800 die Werke der deutschen Aufklärer und Klassiker, darunter Lessing, Wieland, Klopstock, Schiller und Goethe, deren Werk- und Briefeditionen sich noch heute im Verlagsprogramm finden. Wie in der Zeit seiner Gründung ist der Verlag in den letzten Jahren über die Integration anderer Verlagshäuser gewachsen: Im Jahr 2006 kamen der Niemeyer Verlag und der Saur Verlag zu De Gruyter, vor wenigen Monaten der Oldenbourg Verlag und der Akademie Verlag.

Mit seinem umfangreichen Germanistik-Programm ist der De Gruyter Verlag maßgeblich an der Verbreit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Literatur und Kultur beteiligt. In den germanistischen Fächern deutsche Sprachwissenschaft, Mediävistik, Frühe Neuzeit,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 und Kulturwissenschaft liegt die Titelproduktion insgesamt bei mehr als 250 Büchern jährlich. Publiziert werden vor allem Monographien und Sammelbände, Handbücher und Lexika, Studienbücher, zahlreiche Zeitschriften und Jahrbücher sowie wissenschaftliche Editionen. Unter den renommierten historisch-kritischen Ausgaben finden sich die Werke von 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Martin Wieland, Karl Philipp Moritz, Joseph von Eichendorff, Arthur Schnitzler und Ödön von Horvàth. Diese zentralen Editionen werden nun durch das Programm des Akademie-Verlags ergänzt, beispielsweise um die Briefausgaben Johann Wolfgang Goethes oder Wilhelm von Humboldts.

2．Germans Going Global: Die internationale Ausrichtung des Verlagsprogramms

Der Hauptsitz des Unternehmens ist Berlin, doch unterhält der Verlag weitere Standorte in München und Boston (USA) und vertreibt seine Produkte mit Hilfe eines internationalen Vertriebsnetzes auf allen fünf Kontinenten. Früh reagierte der Verlag auf die wachsende Rolle, die die Volksrepublik China in der Wissenschafts- und Verlagslandschaft spielt. De Gruyter eröffnete bereits 2011 eine Verlagsrepräsentanz in Beijing, in der inzwischen vier Mitarbeiter tätig sind.

Mit großem Erfolg hat der Verlag 2012 und 2013 an der Beijing Book Fair teilgenommen und konnte nach nur zwei Jahren wichtige Kontakte zur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und de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CAS) pflegen und darüber hinaus Kooperationsverträge mit renommierten chinesischen Verlagen schließen, darunter Commercial Press, Science Press und High Education Press. Voraussetzung für diesen Erfolg war die Gründung eines China Advisory Boards, das aus sechs hochrangigen chinesischen Wissenschaftlern besteht, die dem Verlag beratend zur Seite stehen. Da De Gruyter sich als Universalverlag versteht, der alle Forschungsrichtungen vertritt, finden sich im China Advisory Board nicht nur Naturwissenschaftler, sondern auch Philosophen sowie Sprach-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ler.

Aus den genannten Kooperationen sind bereits eine Reihe von Publikationen hervorgegangen: Vorreiter in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Zusammenarbeit war hier das linguistische Verlagsprogramm: Hier erscheinen bspw. die Zeitschrifte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und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 Die Buchreihe Languag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China
 entstand in Kooperation mit Commercial Press und wurde 2013 mit dem Band 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
 
〔1〕

 eröffnet. Erstmalig wird der jährliche Bericht der Chinesischen Sprachkommission mit seinen wertvollen Daten zum „Sprachleben“ in China nicht nur in chinesischer, sondern auch in englischer Sprache publiziert und einem wissenschaftlichen Publikum außerhalb Chinas zugänglich gemacht. In den Naturwissenschaften soll in Zusammenarbeit mit Science Press 2014 eine sieben Bände umfassende Buchreihe mit dem Titel „Green: Alternative Energy Resources“ starten.

Zwei größere Kooperationsprojekte sind auch für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geplant: Ein Jahrbuch Deutsche Sprache in China
 und das Yearbook of Philosophy East-West
 . Das letztgenannte Jahrbuch bietet ein gemeinsames Forum für Philosophen und Wissenschaftler aus der VR China, Deutschland und Europa. Es soll den Austausch zwischen verschiedenen akademischen Kulturen fördern und gemeinsame Forschungsfelder eruieren.

Das Projekt ist das Ergebnis der Zusammenarbeit der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nd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Das Jahrbuch wird anspruchsvolle Beiträge in deutscher und englischer Sprache veröffentlichen. Ähnliches planen wir auch für die Sprach-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 In China erscheint seit 2013 die neue Zeitschrift Germanistik als Kulturwissenschaft
 in chinesischer Sprache. Geplant ist, hochkarätige Beiträge dieser Zeitschrift und die Ergebnisse des „Forums Deutsche Sprache in China“ auf Deutsch in einem Jahrbuch zu publizieren, um die chinesische und die deutsche Germanistik stärker zu vernetzen.

Dass seit einigen Jahren die chinesische Germanistik immer stärker ins Zentrum der Aufmerksamkeit rückt, beweist die Wahl von Professor Zhu Jianhua zum Vorsitzenden des Internationalen Germanistenverbandes. Wenn 2015 zahlreiche deutsche Germanisten zum internationalen Germanistentag nach Shanghai reisen werden, kommen viele von ihnen nicht zum ersten Mal nach China. Die Kooperationen zwischen deutschen und chinesischen Wissenschaftlern sind in den letzten Jahren in erfreulichem Maße gewachsen. De Gruyter möchten diesen chinesisch-deutschen, aber auch europäischen Kooperationen eine Publikationsplattform zur Verfügung stellen und hat darum die Reihe „Chinese Western Discourse“
〔2〕

 gegründet. Die Reihe veröffentlicht Monographien und Sammelbände in deutscher oder englischer Sprache und sieht für das Jahr 2014 drei Publikationen vor.

Bei der Internationalisierung der Forschung und den sich hieran anschließenden Veröffentlichungen ist die Wahl der Publikationssprache von entscheidender Bedeutung. Sie ist natürlich maßgeblich von den Konventionen der jeweiligen Disziplin, dem gewählten Thema und der adressierten Zielgruppe abhängig. Doch ist unübersehbar, dass die wissenschaftlichen Debatten in vielen Forschungsgebieten häufig nicht mehr in nationalen oder bilateralen, sondern in internationalen Kontexten - und damit häufig in englischer Sprache - stattfinden. De Gruyter bietet darum Wissenschaftlern aus aller Welt die Möglichkeit, ihre Werke in deutscher oder englischer Sprache zu publizieren. Dies gilt auch, und das mag überraschen, für die deut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 Im Bereich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 und Kulturwissenschaft erscheinen inzwischen ungefähr 30% der Buchpublikationen in englischer Sprache.

Es wurden darum Publikationsorgane gegründet, die speziell „German Studies“ auf Englisch betreiben, darunter die Buchreihen Interdisciplinary German Cult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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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 die preiswerte Reihe Companions to Contemporary German Culture
 
〔4〕

 , die sich vor allem an Studenten richtet. Wie man an den Titeln ersehen kann, vollzieht sich in der internationalen, aber auch in der deutschen Germanistik nicht nur eine sprachliche, sondern auch eine disziplinäre Öffnung, die dazu führt, dass nicht allein Literatur den Gegenstand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nalyse bildet, sondern auch andere kulturelle Artefakte wie bspw. der Film.

Eine Publikation in englischer Sprache ermöglicht es, den ursprünglich germanistischen Diskurs zumindest punktuell auch für andere Disziplinen zu öffnen. Die Inhalte werden nun beispielsweise auch für Wissenschaftler anderer Philologien, Historiker oder Filmwissenschaftler zugänglich, die des Deutschen nicht mächtig sind, die aber deutsche kulturelle Entwicklungen in ihrer Forschung berücksichtigen möchten. Die regionalen und disziplinären Grenzen werden also durch die Wahl des Englischen als Wissenschaftssprache durchlässiger und ermöglichen so völlig neue wissenschaftliche Konstellationen, Gegenstände und interdisziplinäre Zugänge.
〔5〕



3．Von E-Books, Apps und Datenbanken: Publizieren in Zeiten des Medienwandels

Die Internationalisierung des Verlagsprogramms geht Hand in Hand mit der Digitalisierung der wissenschaftlichen Veröffentlichungen, denn die Überwindung regionaler Grenzen ist durch die digitalen Medien natürlich in beeindruckender Weise vorangetrieben worden. Sind gedruckte Bücher und Zeitschriften wochenlang unterwegs, um von einem Kontinent zum anderen verschifft zu werden, so sind Online-Produkte im Moment der Veröffentlichung überall auf der Welt zugänglich.

3.1. E-Books

Um den verschiedenen Nutzungsarten gerecht zu werden, bietet der Verlag alle Bücher und Zeitschriften gedruckt und
 elektronisch an. Die Publikation kann so dem jeweiligen Bedürfnis entsprechend genutzt werden: Sucht man vielleicht nur eine Literaturangabe in einer Bibliographie oder möchte einen Artikel aus einem Lexikon konsultieren, wird man vermutlich das E-Book nutzen, um die gewünschte Information möglichst schnell aufzufinden. Möchte man aber eine 700-seitige Monographie durcharbeiten, wird sicher das gedruckte Buch bevorzugt. Alle E-Books finden sich, derzeit noch im PDF-Format, auf der Verlagsplattform „De Gruyter Online“ (www.degruyter.com), wobei Titelei und Inhaltsverzeichnis eines Buches kostenfrei im Netz stehen und von jedem Nutzer weltweit gelesen werden können. Zukünftig soll anstelle der PDF ein flexibleres Format gewählt werden, das es den Nutzern ermöglicht, die Inhalte bequem auf verschiedenen Lesegeräten abzurufen, darunter Tablets, E-Reader oder Smartphones.

Die digitalen Neuerungen ermöglichen es auch, das gesamte Verlagsprogramm dauerhaft lieferbar zu halten bzw. wieder lieferbar zu machen. Im Programm „e-dition“ kann jedes Buch, das bei De Gruyter oder seinen Vorgängerverlagen erschienen ist, bestellt werden: Als E-Book oder als gedrucktes Buch im Hardcover. Sobald die erste Bestellung eingeht, wird das Buch retrodigitalisiert und – wenn gewünscht – im Print-on-Demand-Verfahren gedruckt. Mehr als 50.000 Titel aus den letzten 260 Jahren sind auf diese Weise wieder verfügbar. Dies gilt auch für Zeitschriften: Das Journal Archive
 bietet alle Zeitschriften aus den Jahren 1826 bis 2013 in elektronischer Form.
〔6〕



3.2. Apps

Gerade kleinteilige Nachschlagewerke, die als Standardwerk häufig konsultiert werden und ein großes individuelles Publikum ansprechen, bieten sich für eine Publikationsform an, die unabhängig von PCs oder Laptops benutzt werden kann. De Gruyter hat darum das Etymologische Wörterbuch, den Kluge, als mobile App im Angebot. Seit der 25. Auflage von 2011 kann man für 29,95 € - das ist auch der Preis für das 1.000-seitige Buch – die elektronische Version auf sein Smartphone laden und die Herkunft von13.000 deutschen Wörtern am Schreibtisch, in der U-Bahn oder auf Germanistenpartys recherchieren.

3.3. Datenbanken

Umfangreichere Inhalte aus unterschiedlichsten Publikationsarten und anspruchsvollere Suchfunktionen bieten Datenbanken an. Drei davon sollen hier in aller Kürze vorgestellt werden:

Auf Nietzsche Online
 werden die historisch kritischen Editionen von Nietzsches Werken und Briefen, das Nietzsche-Wörterbuch und die Sekundärliteratur aus 40 Jahren Forschungsgeschichte zusammengeführt.
〔7〕

 Alle Inhalte sind miteinander verlinkt und mithilfe verschiedener Suchfunktionen zu erschließen.

Die Verfasserdatenbank. Autoren der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tur und des deutschsprachigen Raums
 .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8〕

 erschien 2012 und liefert umfassende Informationen zu deutschen Autoren seit dem Mittelalter. Zusammengeführt wurden hier die Inhalte von vier Autorenlexika. Die Verfasserlexika Die deutsche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
 , Deutscher Humanismus (1480-1520)
 , Frühe Neuzeit (1520-1620)
 sowie das zwölfbändige Killy Literaturlexikon
 .
〔9〕

 In mehr als 20.000 Artikeln aus 35 Print-Bänden kann man sich nun zu allen Autore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informieren und gezielt nach Namen, Werktiteln, Epochen, Druckorten usw. s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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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1: Germanistik. Internationales Referatenorgan mit bibliographischen Hinweisen

als Zeitschrift und Germanistik online als Datenbank

Seit 1960 erscheint die Germanistik
 , das Internationale Referatenorgan mit bibliographischen Hinweisen
 zweimal jährlich in Form einer Zeitschrift (s. Abb. 1). Sie wertet die internationale germanistische Forschung in den Bereichen deutsche Sprache und Literatur,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bis hin zu Theater- und Filmwissenschaft, Bibliotheks-, Buch- und Verlagsgeschichte aus. Pro Jahrgang werden in der Regel 7.500 Veröffentlichungen aus aller Welt ausgewertet: Monographien, Editionen, Nachschlagewerke sowie Artikel in Zeitschriften und Sammelbänden. Zu zahlreichen Publikationen bietet die Germanistik
 Referate, also kurze kritische Besprechungen, die von Fachwissenschaftlern aus aller Welt geschrieben werden.

Die Germanistik
 ist ein grandioses Hilfsmittel für alle Studierenden, Lehrenden und Forscher zur deut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allerdings ist es natürlich sehr umständlich, die bisher erschienenen 54 Jahrgänge über die jeweiligen Register zu erschließen. Dieses Problem wurde nun durch eine Datenbank gelöst: Mehr als 350.000 Einträge und 60.000 Besprechungen aus über 50 Jahren Fachgeschichte sind nun systematisch über elektronische Suchfunktionen erschließbar. Nur um die Dimensionen zu verdeutlichen: Sucht man bspw. in der Volltextsuche nach Hölderlin, so erhält man nicht weniger 2.943 Einträge. In einem solchen Fall würde der Nutzer sicher eher eine erweiterte Suche starten. Als Suchkriterien stehen Name, Titel, Reihe, Band, Erscheinungsjahr, Verlag, ISBN, Publikationstyp und Schlagwort zur Verfügung, die natürlich auch miteinander kombiniert werden können.

Das Referatenorgan Germanistik
 gehört zu unseren renommiertesten und international verbreitetsten Publikationen. Zeitschrift, E-Book und Datenbank werden in insgesamt 35 Ländern weltweit abonniert;
〔10〕

 die Datenbank wurde bisher in 11 Länder außerhalb Deutschlands verkauft.
〔11〕

 Die Germanistik
 trägt also einerseits erheblich dazu bei, die Ergebnisse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international bekannt zu machen. Gleichzeitig stellt sie der internationalen Germanistik ein essentielles bibliographisches Rechercheinstrument zur Verfügung und befördert so die Forschungsarbeit in dieser Disziplin.

Wie viele Nutzer täglich zum gedruckten Heft greifen, können wir nicht nachprüfen, aber wir können die Nutzungszahlen des E-Books, das als PDF online steht, mit denen der Datenbank vergleichen. Obwohl wir aufgrund des höheren Preises weit weniger Datenbanken als E-Books der Germanistik
 verkauft haben, wird die Datenbank viel häufiger genutzt: Den 4.000 Zugriffen auf das E-Book zwischen Januar und September 2013 stehen mehr als 28.000 Zugriffe auf die Datenbank gegenüber (vgl. Ab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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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2: Nutzerzahlen von Januar bis September 2013

Wir schließen daraus, dass die komfortableren Nutzungsoptionen der Datenbank von den Lesern stark honoriert werden und zu einer verstärkten Wahrnehmung der Inhalte führen.

3.4. Open Access

Die Digitale Version des De Gruyter-Programms ermöglicht es uns nicht nur, unsere Inhalte weltweit ohne Zeitverzögerung und mit neuen Funktionalitäten zur Verfügung zu stellen, sondern eröffnet auch völlig neue Vertriebswege: Unter anderem gibt es neuerdings die Möglichkeit, einen Artikel oder ein ganzes Buch gänzlich kostenlos elektronisch zugänglich zu machen. Diese freie Verfügbarkeit von wissenschaftlichen Inhalten über das Internet – genannt Open Access – wird in den letzten Jahren von vielen Autoren, Universitäten, aber auch wissenschaftlichen Förderinstitutionen favorisiert.

Längst ist aber deutlich geworden, dass das schlichte Einstellen von elektronischen Textdateien auf zahllosen Homepages und Repositorien keine gute Lösung ist, da die Qualitätssicherung und die Auffindbarkeit nicht immer gewährleistet sind. Zudem herrscht Ratlosigkeit darüber, wer für die dauerhafte Archivierung der Inhalte zuständig sein könnte und wie die nötige Transformation der Daten in die jeweils aktuelle Technologie über längere Zeiträume gewährleistet werden soll. Der Verlag bietet an, diese Leistungen über seine etablierte Infrastruktur zu erbringen: Alle Titel erscheinen gedruckt und
 als E-Book, alle Open Access publizierten Inhalte unterliegen einem strengen wissenschaftlichen Begutachtungsverfahren (Peer Review); die Texte und Abbildungen werden nach den üblichen Standards aufbereitet (professioneller Satz); alle Publikationen werden über die üblichen Marketingkanäle weltweit sichtbar gemacht; der Verlag hält alle Daten den jeweils üblichen technischen Standards entsprechend dauerhaft zugänglich und sorgt ggf. für die Konvertierung in neue Systeme.

Viele Institutionen sind bereit, die Open-Access-Stellung durch eine Gebühr, die sich nach dem Umfang der Publikation richtet, zu fördern. Das gedruckte Buch wird in diesen Fällen wie gewohnt verkauft, das E-Book ist auf der Verlagsplattform mit Erscheinen des Buches kostenfrei weltweit zugänglich.

4．Zusammenfassung

Wissenschaftsverlage stellen die Infrastruktur zur Verfügung für die weltweite Verbreitung von akademischen und kulturellen Inhalten. Als Partner der Wissenschaft bieten sie verschiedene Serviceleistungen an, um die ihnen anvertrauten Forschungsergebnisse optimal aufzubereiten und sie bestmöglich nutzbar zu machen, sie aber auch dauerhaft zu bewahren. Sie tragen so erheblich dazu bei, die Kulturen, in unserem Fall die deutsche und die chinesische, zusammenzuführen. Sie stellen zumindest einen „Brückenpfeiler“ zur Verfügung, um den kulturellen Austausch ebenso zu fördern wie die wissen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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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Sprachmonitoring in China ist ein interdisziplinäres sprachbezogenes Projekt, das mit Unterstützung der Regierung und unter deren Leitung läuft und bereits zu einer Reihe von fruchtbaren Forschungsergebnissen geführt hat. Als unentbehrliche Basis für das Sprachmonitoring dienen Sprachressourcen, da durch das Sprachmonitoring die Regeln des Sprachgebrauchs und der Sprachentwicklung ermittelt werden können. Auf Grundlage dessen lassen sich wiederum in der Sprachenpolitik und der Sprachplanung Festlegungen vornehmen. Als sprachbezogenes Projekt muss das Sprachmonitoring entsprechenden theoretischen Ansätzen unterliegen und es bedarf außerdem Techniken zur sprachbezogenen Informationsverarbeitung. Das Ziel des Sprachmonitorings liegt darin, der Regierung und der Gesellschaft sowie der wissenschaftlichen Welt sprachbezogene Dienstleistungen zur Verfügung zu stellen.





Das Thema meines Vortrags lautet „Forschungen zum Sprachmonitoring in China“. Damit möchte ich Ihnen einen Teil der bisher erzielten Leistungen des nationalen Zentrums für Sprachressourcenmonitoring und Audiomedienforschung vorstellen.

1．Sprachmonitoring in China – Institutionen und Ressourcen

Das Sprachmonitoring in China läuft mit Förderung und unter Leitung der Regierung. Im Jahr 2004 ist unter der Leitung der Abteilung für das Informationsmanagement von Sprachen und Schriften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sministeriums das nationale Zentrum für Sprachressourcenmonitoring und Audiomedienforschung ins Leben gerufen worden. Dabei hat die Abteilung für das Informationsmanagement zu Sprachen und Schriften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sministeriums zusammen mit fünf Universitäten, nämlich de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 der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 der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er Xiamen University
 und der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jeweils das Printmedienzentrum, das Audiomedienzentrum, das Internetmedienzentrum, das Zentrum für Lehrmaterialien im Bildungsbereich sowie das Zentrum für Minoritätensprachen gegründet. Der Gegenstand des Sprachmonitorings beinhaltet sowohl jenen Teil der Massenmedien, der das Sprachgefühl der Bürger am besten repräsentiert, als auch die Primarbildung, die auf die Sprachentwicklung einer Nation den stärksten Einfluss nimmt, und zwar wohl im Hinblick auf die Standardsprache einer Nation als auch die Sprachen der Minoritäten.

Die Aufsicht über die Sprachen ist hauptsächlich auf Basis des Korpus zum Monitoring der Sprachressourcen durchzuführen. Das Korpus enthält drei Unterkorpora, und diese sind das Korpus der medialen Standardsprache
 , das Korpus aus Lehrmaterialien im Bildungsbereich
 und das Korpus der Minoritätensprachen
 . Das Korpus aus Lehrmaterialien im Bildungsbereich besteht aus einer Sammlung von Lehrmaterialien in einem Umfang von 15 Millionen Schriftzeichen. Das Korpus der Minoritätensprachen wird jedes Jahr im Umfang von 200 Millionen Schriftzeichen pro Sprache erweitert.Das Korpus der medialen Standardsprache, das sich wiederum in drei Unterkorpora gliedern lässt, nämlich das Korpus der Sprache der Printmedien
 , das Korpus der Sprache der Audiomedien
 und das Korpus der Sprache der Internetmedien
 , wird jedes Jahr um 1 Milliarde Schriftzeichen erweitert. Basierend auf diesen Mengenvorgaben wird repräsentatives und typisches Material aus den verschiedensten Medien ausgewählt.

Diese Sprachressourcen bilden die Basis des Sprachmonitorings und eben auch das Herzstück des Sprachmonitorings. Mit diesem Korpus als Basis konnte bereits eine Reihe von Forschungsprojekten zum Sprachmonitoring erfolgreich durchgeführt werden.

2．Praxis und Erfolge des Sprachmonitorings

Auf der Basis der umfangreichen Korpora haben wir bereits eine Reihe von Forschungen bezüglich des realen Sprachgebrauchs durchgeführt. Dabei sind zahlreiche wertvolle Sprachdaten gesammelt worden und wir konnten einige Regeln in Bezug auf den Sprachgebrauch ermitteln.

Beispielsweise haben wir eine umfangreiche Untersuchung zu Schriftzeichen und Wörtern durchgeführt. Tabelle 1 zeigt die Ergebnisse zum Schriftzeichengebrauch in Bezug auf den Zeitraum zwischen 2005 und 2012.

Tab. 1: Vergleich der Abdeckungsverhältnisse betreffs Schriftzeichengebrauch im Korpus 200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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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wohl das gesellschaftliche Leben jedes Jahr großen Veränderungen unterworfen ist, weist der Schriftzeichengebrauch jedoch starke Kontinuität auf. Die Anzahl der in den Massenmedien verwendeten hoch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beträgt ungefähr 10000 pro Jahr. Etwa 600 davon decken 80% des Korpus ab und knapp 1000 decken 90% des Korpus ab. Mit etwa 2400 Schriftzeichen können bereits 99% des Korpus abgedeckt werden. Die obengenannten Daten liefern uns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Häufigkeitsstandards der meistgebrauchten Schriftzeichen im Mandarin.

Tabelle 2 zeigt die Untersuchungsergebnisse bezüglich des Wortgebrauchs in Bezug auf den Zeitraum zwischen 2005 und 2012. Hier zeigt sich ebenfalls eine hohe Kontinuität.

Tab. 2: Vergleich der Abdeckungsverhältnisse betreffs Wortgebrauch im Korpus 200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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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 Tabelle 2 ist zu entnehmen, dass die Anzahl der gebrauchten Wörter in den Massenmedien in positiver Korrelation zum Umfang des Korpus steht. D.h. je umfangreicher das Korpus ist, desto mehr unterschiedliche Wörter finden in den Massenmedien Gebrauch. In einem Korpus im Umfang von insgesamt 1 Milliarde Schriftzeichen werden ungefähr 2,2 Millionen Wörter verwendet. Etwa 4700 Wörter davon decken 80% des Korpus ab und etwa 13000 decken 90% des Korpus ab. Die Anzahl der Wörter, die 95% des Korpus abdecken, liegt bei ungefähr 35000. Anhand der obengenannten Daten können wir uns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Häufigkeitsstandards der meistverwendeten Wörter im Mandarin verschaffen.Aus Tabelle 1 und Tabelle 2 ist zu erkennen, dass die Anzahl derjenigen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und Wörter, die 90% des Korpus abdecken, sich auf die prägnante Formel „tausend Schriftzeichen und zehntausend Wörter“ bringen lässt.

Bislang sind Regeln und Gebrauch der Schriftzeichen und Wörter lediglich in ihrer Gesamtmenge dargestellt worden. Im Folgenden wird ein Blick auf die jährlichen Änderungen des Gebrauchs von Schriftzeichen und Wörtern geworfen, und zwar im Hinblick auf dauerhaft gebrauchte und jahrgangsspezifische Schriftzeichen bzw. Wörter.

Tabelle 3 beschreibt die Situation des Gebrauchs der dauerhaft gebrauchten und jahrgangsspezifischen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innerhalb des 8-jährigen Zeitraums zwischen 2005 und 2012.

Tab. 3: Die Entwicklung der Gebrauchssituation der dauerhaft gebrauchten und jahrgangsspezifischen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innerhalb des 8-jährigen Zeitraums zwischen 2005 und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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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ist zu erkennen, dass der Anteil der dauerhaft gebrauchten Schriftzeichen im Mandarin jedes Jahr über 65% liegt – bei einem größeren Umfang des Korpus im Jahr 2005 würde der Anteil der dauerhaft gebrauchten Schriftzeichen vermutlich in jedem Jahr sogar über 70% liegen, während der Anteil der vereinzelt gebrauchten Schriftzeichen in jedem Jahr weniger als 5% beträgt. Wenn man die Situation des Schriftzeichengebrauchs über alle Jahre hinweg mit einem Wort zusammenfassen möchte, dann mit dem Wort „stabil“.

Tabelle 4 beschreibt die Situation des Gebrauchs der dauerhaft gebrauchten und jahrgangsspezifischen Wörter während des 8-jährigen Zeitraums zwischen 2005 und 2012.

Tab. 4: Ein Vergleich der Situation des Gebrauchs der dauerhaft gebrauchten und jahrgangsspezifischen Wörter während des 8-jährigen Zeitraums zwischen 2005 und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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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ist festzustellen, dass die Situation des Wortgebrauchs im Vergleich zum Gebrauch von Schriftzeichen sich ganz anders darstellt. Der Anteil der jahrgangsspezifischen Wörter beträgt (abgesehen vom Jahr 2005) weniger als 10%, während die jahrgangsspezifischen Wörter einen Anteil von 50% oder mehr ausmachen. Aus dem Vergleich zwischen zwei jeweils aufeinander folgenden Jahren ist zu erschließen, dass der Anteil an dauerhaft gebrauchten Wörtern ungefähr 30% beträgt und der Anteil an jahrgangsspezifischen Wörtern etwa 70%. Fasst man die Situation des Wortgebrauchs über alle Jahre hinweg ebenfalls in einem Wort zusammen, dann als „Wandel“.

In diesem Sinne kann man sagen, dass der Gebrauch von Schriftzeichen durch hohe Stabilität geprägt ist, wenn auch in begrenztem Maße Wandlungsprozesse erkennbar sind. Im Gegensatz dazu ist der Wortgebrauch stärker durch Veränderungen gekennzeichnet. Hier liegt die Kontinuität also gewissermaßen im Wandel. Was die Satzebene angeht, also eine wortübergreifende Einheit, so zeigen sich dort deutlich stärkere Änderungen als auf der Wortebene, während umgekehrt auf der Silbenebene, also bei kleineren Einheiten als den Schriftzeichen, eine relativ höhere Stabilität herrscht. Die hieraus ableitbare Regel lautet: Je kleiner die sprachliche Einheit ist, desto stabiler ist sie und desto kleiner die Vielfalt ihrer Erscheinungsformen. Umgekehrt gilt ebenfalls: Je größer die Spracheinheit ist, desto instabiler ist sie und desto größer ist die Vielfalt ihrer Erscheinungsformen. Das spiegelt Chomskys Sprachauffassung wider, nach der die Sprache von endlichen Mitteln einen unendlichen Gebrauch machen kann. Natürlich war Chomsky nicht der erste, der diese Auffassung vertrat, der bekannte deutsche Sprachwissenschaftler Wilhelm von Humboldt hatte die gleiche Ansicht schon ein Jahrhundert früher geäußert.

An dieser Stelle könnte der Leser sich möglicherweise mehrere Fragen stellen: Warum gibt es jedes Jahr mehr als 2 Millionen Wörter, die Gebrauch finden? Um welche Arten von Wörtern handelt es sich dabei? Abbildung 1 zeigt, wie sich die 2,18 Millionen Wörter im Jahr 2010 verteil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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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1: Verteilung der Anzahl von Wörtern je nach Wörterclustern

Aus Abbildung 1 ist zu erschließen, dass in jedem Jahr Personennamen mit einem knappen Drittel am meisten zur Wortvielfalt beitragen, gefolgt von Institutsnamen, Ortsnamen, anderen Eigennamen, Produktnamen, Zeitbezeichnungen sowie numerischen Bezeichnungen usw., während der Anteil der Standardwörter nur 10% beträgt. Aber die jeweilige Gebrauchshäufigkeit dieser Wörter sieht jedoch ganz anders aus. Die in Abbildung 2 dargestellten Verhältnisse stellen die von Abbildung 1 auf den Kopf. Die Gebrauchshäufigkeit normaler Wörter macht einen Anteil von 91% aus, während die Gebrauchshäufigkeit von Personennamen und Ortsnamen jeweils nur 2% beträgt. Wenn wir all die Wörter, die nicht zu den Standardwörtern gehören als „Benennungen“ bezeichnen, dann zeigen Abbildung 3 und Abbildung 4 einen großen Kontrast zwischen „Standardwörtern“ und den „Benennungen“ in Bezug auf ihre Verteilung sowohl im Hinblick auf die Anzahl der Wörter, als auch was die Frequenz des Vorkommens der Wörter betrifft. Die Standardwörter, deren Anteil an Gesamtzahl der Wörter nur 10% beträgt, decken jedoch über 91% des Korpus ab. Das zeigt, dass die Gebrauchshäufigkeit von Standardwörtern mit großem Abstand vor der von Benennungen liegt. Das spiegelt den realen Zustand des Sprachgebrauchs w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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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2: Verteilung der Gebrauchshäufigkeit der Wörter nach Wörterclu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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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3: Verteilung der Anzahl der Wö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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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4: Verteilung der Gebrauchshäufigkeit der Wörter

Wir haben außerdem den Sprachgebrauch in einer neueren Medienform, d.h. die Blogsprache erforscht. Dabei haben wir das sehr interessante Phänomen feststellen können, dass beim Wortgebrauch das Geschlecht des Bloggers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t. Im Folgenden werden jeweils die Top 10 der am häufigsten gebrauchten Wörter bei männlichen Bloggern und weiblichen Bloggern aufgelistet.

Bei männlichen Bloggern sind die Top 10 Wörter: Gesellschaft, Probleme, Staat, Regierung, Schüler, Kultur, Politik, Geschichte, Schulen, Universitäten.

Bei weiblichen Bloggern sind die Top 10 Wörter: Frauen, Männer, Zeit, weiblich, Liebe, Freunde, Kinder, Schöne Frauen, Stars, Mütter.

Aus den oben aufgelisteten Schlagwörtern ist zu erkennen, dass Männer ihr Augenmerk eher auf Gesellschaft und Politik richten, während Frauen der Familie und dem alltäglichen Leben mehr Aufmerksamkeit schenken. Mich beschäftigt hier die Frage, ob dieses Forschungsergebnis einen Beleg dafür liefern kann, dass weibliche Spitzenbeamte oder gar Staatspräsidentinnen vielleicht im Vergleich zu ihren männlichen Kollegen im Vorteil wären, wenn wir zu einer Gesellschaft zurückkehren möchten, in der der Mensch wieder mehr im Mittelpunkt steht.

Übrigens haben wir auch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zu Sprache und Schrift beobachtet. Z.B. ist mit der Einführung der Reform- und Öffnungspolitik eine große Menge von Buchstabenwörtern ins Chinesische aufgenommen worden. Vor diesem Hintergrund haben manche die sogenannte „Krise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ausgerufen, wonach Akronyme wie NBA, WTO und GDP zum Aussterben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innerhalb von 300 Jahren führen sollten. Wird die chinesische Sprache wirklich aussterben? Wie sieht der Gebrauch von Buchstabenwörtern tatsächlich aus? Um diese Fragen zu beantworten, haben wir anhand von Artikeln aus der Renmin Ribao
 (Volkszeitung) den Gebrauch von Buchstabenwörtern zwischen 1990 und 2012 erforscht. Abbildung 5 zeigt die Entwicklung im Gebrauch von Buchstabenwörtern während dieser 23 Jahre.

Anhand der Abbildung lässt sich der obengenannte Zeitraum in zwei Phasen eingliedern, wobei das Jahr 2000 die Grenze bildet. In der ersten 11-jährigen Phase stieg die Anzahl der Buchstabenwörter relativ schnell an, von gut 300 auf über 1000 pro Jahr. In der 12-jährigen Phase nach 2000 folgte ein vergleichsweise geringer Anstieg, die Zahl pendelte um 1000. Das zeigt offensichtlich, dass die chinesische Sprache Buchstabenwörter je nach funktionalem Bedarf aufnimmt und verwendet, also keinesfalls unbeschränkt, da anscheinend bei einer gewissen Menge der Sättigungspunkt erreicht ist. Schauen wir uns nun Abbildung 6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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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5: Die Entwicklung im Gebrauch von Buchstabenwörtern in Artikeln der Renmin Ribao (Volkszeitung ) zwischen 1990 und 2012

Abbildung 6 besteht eigentlich aus zwei Teil-Abbildungen. Die obere stellt die Entwicklung des Anteils von Buchstabenwörtern am Gesamtwortschatz des Korpus dar und die untere zeigt die Entwicklung des Anteils der Gebrauchshäufigkeit von Buchstabenwörtern im Korpus. Bei diesen zwei Teil-Abbildungen sind ähnliche Entwicklungskurven wie bei Abbildung 5 festzustellen. In der ersten Phase fand ein rascher Anstieg statt und in der zweiten Phase hält sich die Zahl auf einem stabilen Niveau, bzw. sinkt in der zweiten Phase der Wortschatzanteil sogar ein wenig. Zu beachten ist hier, dass an der Y-Achse zwar Prozenteinheiten als Maßstab eingetragen ist, die Entwicklung sich jedoch in Promillebereich (0,1%) bewegte. Nach Abbildung 6 betrug im Jahr 1990 der Anteil am Gesamtwortschatz 0,2% und lag im Jahr 2000 bei 0,5%. Was den Anteil der Wortfrequenz betrifft, so fand die Entwicklung im Zehntelpromillebereich statt (0,01%). 1990 betrug der Anteil der Wortfrequenz nicht einmal 0,01% und erreichte 2001 einen vorläufigen Spitzenwert, der jedoch lediglich 0,06% betrug. Das zeigt, dass die Buchstabenwörter zum großen Teil Wörter sind, deren Gebrauchshäufigkeit weit unter der chinesischer Wörter liegt. Abbildung 6 verdeutlicht erneut, dass der Sprache eine Selbstregulierungsfunktion zukommt, indem sie selbst nämlich den Gebrauch von Buchstabenwörtern beschränkt, sowohl im Hinblick auf Wortanzahl als auch auf Wortfrequ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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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6: Entwicklung des Anteils am Gesamtwortschatz bzw. der Häufigkeit von Buchstabenwörtern zwischen 1990 und 2012

Wie stabil ist der Gebrauch von Buchstabenwörtern? Auch diese Frage lässt sich beantworten und zwar anhand der statistischen Daten zu den während des Untersuchungszeitraums dauerhaft gebrauchten Buchstabenwörtern.

Während der 23 Jahre vom Jahr 1990 bis 2012 wurden insgesamt knapp 10000 unterschiedliche Buchstabenwörter gebraucht. 23 Wörter davon gehören zu den dauerhaft gebrauchten und diese sind ABC, BBC, B-Mode-Sonographie (im Chinesischen geschrieben als „B超“), CAD, CCTV, CNN, CT, DNA, GE, IBM, NEC, NHK, PC, PVC, SOS-Kinderdorf (im Chinesischen geschrieben als „SOS儿童村“), T-Shirt (im Chinesischen geschrieben als „T恤“), T-Shirt (im Chinesischen geschrieben als „T恤衫“), Röntgenstrahlung (im Chinesischen geschrieben als „X光“), Röntgengerät (im Chinesischen geschrieben als „X光机“), A-Q (im Chinesischen geschrieben als „阿Q“), Karaoke (im Chinesischen geschrieben als „卡拉OK“), Vitamin A (im Chinesischen geschrieben als „维生素A“), und Vitamin C (im Chinesischen geschrieben als „维生素C“). Allgemein bekannte Buchstabenwörter APEC, NBA, GPS, MBA, MTV usw. kommen erst nach dem Jahr 1992 in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vor.

Diese Untersuchung beweist Folgendes: Erstens besteht die sogenannte Krise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nicht wirklich und es ist nicht davon auszugehen, dass das Chinesische wegen des Gebrauchs von Buchstabenwörtern innerhalb von 300 Jahren aussterben wird. Zweitens ist der Gebrauch von Buchstabenwörtern sehr instabil. Die meisten Buchstabenwörter sind vielen fremd und von der Verwendung ist abzuraten. Drittens sollte die Sinisierung von Akronymen aus anderen Sprachen vorangetrieben werden.

Glücklicherweise ist in China am 20. Juni 2012 das Expertenkomitee der interministeriellen Konferenz für die Standardisierung und Normierung von chinesischen Übersetzungen aus Fremdsprachen sowie deren Schriftform
 ins Leben gerufen worden, das speziell für den obengenannten Bereich zuständig ist. Gestützt auf die erhobenen Daten kündigte man am 19. April 2013 nach der Verifikation durch Experten öffentlich an, dass „Feinstaub“ (PM 2,5) als 细颗粒物 (Xi Ke Li Wu) übersetzt werden soll. Am 13. September 2013 wurden außerdem noch die chinesischen Bezeichnungen für 10 weitere Akronyme aus Fremdsprachen bekannt gegeben, einschließlich IT, IQ, WTO, WHO usw. Ich bin fest davon überzeugt, dass sich die chinesische Sprache durch solche Initiativen positiv entwickeln wird.

Die Forschungsergebnisse zum Sprachmonitoring wurd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zum großen Teil in den Grünbüchern Die Situation des Sprachlebens in China
 dokumentiert. Nun ist diese Grünbuchreihe ins Englische übersetzt worden und von dem deutschen Verlag De Gruyter
 weltweit publiziert worden. Seit 2006 gibt der Shangwu Verlag
 jedes Jahr ein Neologismen-Jahrbuch heraus, in dem die Neologismen des Jahres dokumentiert werden, wodurch sich gesellschaftshistorische Änderungen nachverfolgen lass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konnten zudem folgende konkrete Ergebnisse erzielt worden:

·　Veröffentlichung der Top 10 der Modeausdrücke in den Medien Chinas (2003-2013)

·　Veröffentlichung der Top 10 der Neologismen in den Medien Chinas (2011-2013)

·　Veröffentlichung der Top 10 der Internet-Schlagwörter in China (2012-2013)

·　Inventarisierung der Schriftzeichen und Wörter im Chinesischen (2006-2013)

All dies hat einen großen Einfluss auf die Gesellschaft ausgeübt. Inzwischen hat sich bereits der Brauch etabliert, das gesellschaftliche Leben Jahr für Jahr anhand der Sprache einzufangen. Gegen Jahresende freut man sich nun schon immer auf das Inventar und man spekuliert schon im Voraus darüber, welche Schlagwörter und -schriftzeichen wohl das betroffene Jahr repräsentieren können.

3．Theorien und Techniken zum Sprachmonitoring

Als sprachbezogenes Projekt hat das Sprachmonitoring drei Stützen, nämlich Ressourcen, Theorien und Technik. Die Ressourcen bilden die Basis und Quelle des Sprachmonitorings. Die Theorien liefern die Anleitung für das Sprachmonitoring und liefern einen soliden wissenschaftlichen Rahmen. Die Technik schließlich gewährleistet die Verwirklichung des Sprachmonitorings.

In der Praxis des Sprachmonitorings wenden wir nicht nur die vorhandenen Sprachtheorien an, sondern wir haben auch eigene theoretische Modelle entwickelt, wie z.B. das Modell der Dynamik und Stabilität der Sprache, das Modell der relativen Zeit, das lexikalische Raum-Zeit-Modell von Wörtern, das Rahmensystem des Sprachmonitorings usw. Im Folgenden werden exemplarisch die letzten beiden Modelle dargestellt.

Zunächst zum lexikalischen Raum-Zeit-Modell: Es ist eine bekannte philosophische Tatsache, dass die Bewegung von Gegenständen immer in Zeit und Raum geschieht. Das betrifft natürlich auch die Sprachsysteme. Jedes Wort im Vokabelsystem hat seine eigene Entwicklungsspur und lässt sich im Hinblick auf die Dimensionen der Zeit und des Raums verfolgen. Die zeitliche und räumliche Bewegung von Wörtern lässt sich durch die Veränderung deren Verteilung im Wortschatzraum kennzeichnen. So kann man das lexikalische Raum-Zeit-Modell durch die drei Faktoren normalisierte Gebrauchsfrequenz, normalisierte Gebrauchsquote und Geschwindigkeitsfunktion charakterisieren. Auf diese Weise können wir diverse Wortschatzphänomene wie Schlagwörter, Modewörter, Neologismen, Buchstabenwörter, Fachtermini und Ad-hoc-Bildungen einem gemeinsamen Theoriemodell zuordnen, womit die Vorgaben zur Veröffentlichung des jährlichen Grünbuchs Die Situation des Sprachlebens in China
 erfüllt sind.

Abbildung 7 stellt das von uns entwickelte Rahmensystem des Sprac-hmonitorings schematisch 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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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Rahmensystem untergliedert das Sprachmonitoring in vier Module, die aufeinander aufbauen und eng miteinander verflochten sind. Bei diesen vier Modulen handelt es sich um die Sprachressourcen, die technische Plattform, Monitoringdaten und die Praxis der Sprachdienstleistungen. Hierbei bilden die Sprachressourcen die Basis, sie liefern das Grundmaterial für das Sprachmonitoring. Die technische Plattform unterstützt die Verarbeitung, so dass aus den Korpora nützliche Daten gewonnen werden können. Diese Daten liefern die Ergebnisse des Sprachmonitorings und erst durch die Veröffentlichung der Daten auf gewissen Plattformen, d.h. durch das Teilen der Daten mit anderen Institution kann sie ihre Dienstleistungsfunktionen gegenüber dem Staat, der Gesellschaft und der Wissenschaft erfüllen; gleichzeitig bietet sich hierdurch Gelegenheit zu einem Supervising, das der Qualitätsverbesserung des Sprachmonitorings 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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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ben sprachtheoretischer Orientierung benötigt das Sprachmonitoring auch noch die Unterstützung durch moderne Technologien. Das Sprachmonitoring könnte nicht realisiert werden ohne eine Plattform die folgende Funktionen aufweist:

·　automatisierte Datenerhebung, Kategorisierung, Markierung und Speicherung von Korpora,

·　Gewinnung von Subkorpora aus dem gesamten Korpus,

·　automatisierte Worttrennung und-annotation für Großkorpora,

·　statistische Ermittlung von Wort-und Schriftzeichenfrequenzen sowie Suchfunktion für beliebige Schriftzeichen-bzw. Wörterfolgen,

·　Hervorhebung neuer sprachlicher Phänomene, womit Neologismen und Modewörter ermittelt werden,

·　Hervorhebung bestimmter Wörter, wodurch Wörter herausgefiltert werden können, die mit der Gesellschaftsentwicklung in enger Verbindung stehen (wie z.B. Institutsnamen, Vornamen, Familiennamen, Buchstabenwörter usw.),

·　Erhebung, Speicherung und Suchfunktion in Bezug auf Audiodatenkorpora, die es erleichtert, die Aussprache von Wörtern rasch zu ermitteln,

·　……

4．Sprachmonitoring und sprachbezogene Dienstleistungen

Das Sprachmonitoring setzt sich sprachbezogene Dienstleistungen als Endziel.

„Serviceleistungen für den Staat“ bedeutet im Wesentlichen die Regierung beim Treffen politischer Entscheidungen zu unterstützen. Die von uns gelieferten Monitoringdaten und die Beratungsberichte unterstützen den Staatlichen Ausschuss für die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bei der Etablierung bestimmter Sprach- und Schriftnormen bzw. –standards und liefern ihm Anhaltspunkte für die Entwicklung der Sprachpolitik.

„Serviceleistungen für die Gesellschaft“ bezieht sich darauf, dass das Sprachmaterial aus der breiten Bevölkerung kommt und diese natürlich einen Anspruch auf entsprechende Dienstleistungen hat. Die Veröffentlichung der Daten kann dabei helfen, ein harmonisches Sprachleben zu gestalten, indem sie der Bevölkerung hilft, das Sprachleben zu verfolgen, sich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sprachliche Situation im Land zu schaffen und mit sprachlichen Wandlungsprozesse und Mehrdeutigkeiten nüchtern umzugehen.

„Serviceleistungen für die Wissenschaft“ geschieht auf zwei Wegen, nämlich Online und Offline. So kann einerseits durch die Veröffentlichung von technischen Ressourcen und Fachliteratur auf den Webseiten der jeweiligen Zweigstellen eine maximale Ressourcen-Teilung verwirklicht werden; andererseits können im Rahmen von Forschungskooperationen laufende Forschungsprojekte von Partneruniversitäten und -forschungsinstituten oder Forschungsprojekte von Doktoranden und Aspiranten sowohl im Inland als auch im Ausland mit Korpora und Daten sowie Tools unterstützt werden.

Zusammenfassend möchte ich zum Schluss betonen, dass das Sprachmonitoring drei Faktoren umfasst:

Sprache, Messung und Gesellschaft. Unser Ziel liegt darin, mittels Sprache die Gesellschaft und die Vielfalt des menschlichen Lebens zu erfassen. Wir bemühen uns darum, unsere Sprachforschung eng mit dem Gesellschaftsleben und der Entwicklung des Landes zu verknüpfen. Auf diese Weise ist die Schule des Sprachlebens
 entstanden, eine völlig neue linguistische Schule, die in China ihre Wurzeln hat und sich von allen anderen bisherigen linguistischen Schulen unterscheidet. Die Forschungstätigkeiten dieser Schule sind geprägt durch Lebensnähe, Wahrheitsliebe und Anwendungsbezug. Diesen Weg werden wir weiter verfol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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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bersetzung von einzelnen Begriffen in Abb. 7: 实现服务：Praxis der Sprachdienstleistung，监测数据：Monitoringdaten，技术平台：technische Plattform，语言资源：Sprachressourcen，为国家服务：Serviceleistungen für den Staat，为社会服务：Serviceleistungen für die Gesellschaft，为学术服务：Serviceleistungen für die Wissenschaft，实现监测功能：Praxis des Monitorings，信息发布平台：Informationsplattform，通过共享机制实现服务功能：Dienen durch Teilen – die funktionale Realisierung des Sprachmonitorings，通过评测机制不断改进完善：stetige Verbesserung des Sprachmonitorings durch Supervision，字词频：Wörter- und Schriftzeichenfrequenz，流行语：Modeausdrücke，新词语：Neologismen，字母词：Buchstabenwörter，网络语： Internetsprache，语言舆情：Öffentlicher Sprachdiskurs，热点话题：Top-Themen，媒体倾向： Medientendenzen，意识趋势： Bewußtseinstrends，语言安全：Sprachsicherheit，语言形式监测：Formales Sprachmonitoring，语言内容监测：Inhaltliches Sprachmonitoring，语言监测数据：Daten aus dem Sprachmonitoring，分句标注系统：Markierungssystem für Satztrennung，句法分析系统：System der syntaktischen Analyse，语义分析系统：System der semantischen Analys，时空词汇模型：Lexikalisches Raum-Zeit-Modell，语音分析系统：System der phonetischen Analyse，检索统计系统： Suchund Statistiksystem，知识挖掘系统：System der Wissensermittlung，监测理论做指导：Leitfunktion der Theorien des Sprachmonitorings，信息技术作为支持：unterstützende Datenverarbeitungstechniken，语言监测处理平台：Verarbeitungsplattform für das Sprachmonitoring，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Staatliches Korpus zum Monitoring der Sprachressourcen，平面媒体语料库：Printmedienkorpus，有声媒体语料库：Audiomedienkorpus，网络媒体语料库：Internetkorpus，教育教材语料库：Lehrwerkskorpus，少数民族语料库：Korpus der Minoritätensprachen


Zur domänenspezifischen Sprachpla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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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 dem Hintergrund des Mehrebenenkonzepts im Sprachleben sollen einige Probleme bei der Sprachplanung in verschiedenen Domänen vorgestellt werden. Ein Rückblick auf die über hundertjährig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Sprachplanung lässt erkennen, dass die staatliche Sprachplanung im Bereich Bildung ihren Anfang nahm und sich danach allmählich auf die Bereiche Verwaltung, Kultur und soziale Dienstleistungen ausweitete. Gegenwärtig befinden wir unser in einer Phase, wo jeder Bereich autonome Sprachplanung betreibt. Diese domänenspezifische Sprachplanung umfasst drei Elemente: die Unterstützung der staatlichen Sprachpolitik, die Ausarbeitung von Normen und Standards für Sprache und Schrift, die die Arbeitsqualität betreffen, und die Lösung domänenspezifischer sprachlicher Probleme. Bei der Sprachplanung sollten drei Akteure zusammenspielen: dieVerwaltungsabteilungen der Domänen in administrativer, die staatlichen Funktionsorganen in anleitender und wissenschaftliche Teams in zuarbeitender Funktion.Als problematisch bei der domänenspezifischen Sprachplanung sind das schwache Sprachbewusstsein in vielen Bereichen und die mangelnde Forschung zum jeweiligen Sprachleben zu beurteilen. Die domänenspezifische Sprachplanung verbindet staatliche Sprachpolitik mit dem Sprachleben in Unternehmen, Behörden und an anderen Arbeitsplätzen und besitzt eine wichtige Funktion bei der Verwaltung des staatlichen Sprachlebens. Es ist daher notwendig, durch eine Reihe von administrativen Maßnahmen eine Domänenlinguistik zu entwickeln, mit der die Grundlage für die domänenspezifische Sprachplanung gelegt und ihrer weiteren Entwicklung der Weg geebnet werden kann.





„Sprachl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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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t ein sprachplanerischer Begriff, der in den letzten 10 Jahren auch in der Soziolinguistik immer wieder Aufmerksamkeit auf sich gezogen hat. Seit 2005 gibt das staatliche Komitee für Sprach- und Schriftarbeit jährlich einen Bericht über das chinesische Sprachleben heraus, der von der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veröffentlicht wird. Durch diesen Bericht haben sich der Begriff „Sprachleben“ und verwandte Konzepte in Wisse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weit verbreitet. Als Reaktion der Fachwissenschaft darauf wurde in der Nummer 1, 2006 der Zeitschrift Yangtze River Academic
 der Wuhan-Universität die Kolumne „Brennpunkte im Sprachleben“ ins Leben gerufen. Im November 2006 wurde das von DING Fan am Bildungsverlag Jiangsu
 herausgegebene Buch Sprachleben der Gegenwart
 als eins der fakultativen chinesischen Lehrbücher für Oberschulen ausgewählt, was bedeutet, dass der Begriff „Sprachleben“ die Sekundarbildung erreicht hat. Im Mai 2010 hat das Zentrum für die Erschließung und Anwendung chinesischer Sprachressourcen
 des Verlags Commercial Press
 das E-Journal Chinesisches Sprachleben
 gegründet, das dem Sprachleben eine „Netzheimat“ geschenkt hat. Das Sprachleben wird als Haupt- oder ein Nebenthema in wissenschaftlichen Symposien diskutiert oder in den Projekten einiger Stiftungen erforscht. Vor kurzem wurde der Bericht über das chinesische Sprachleben
 von dem deutschen Verlag De Gruyter ins Englische übersetzt und veröffentlicht. Das zeigt, dass der Begriff Sprachleben bereits die Landesgrenzen überschritten hat. Am Abend des 13. 02. 2013 erhielt man auf der Online-Suchmaschine Baidu
 18 Millionen Treffer für den Suchbegriff „Sprachleben“. Am Vormittag des 14. 02. 2013 lieferte Google
 158 Millionen Suchergebnisse.
〔3〕

 Alles spricht dafür, dass der in China entstandene Begriff in der Wissenschaft Anerkennung und in der Gesellschaft große Resonanz gefunden hat.

Um die Fragen rund um das Sprachleben gründlicher zu erforschen, unterscheidet LI Yuming (2012a) drei Ebenen des Sprachlebens: Makro-, Mittel- und Mikroebene. Die Mittelebene wird wiederum in domänenspezifisches und regionalspezifisches Sprachleben untergliedert. LI bemerkt hierzu Folgendes:


„Das domänenspezifische Sprachleben findet in verschiedenen Berufen Ausdruck, wo wiederum verschiedene soziale Tätigkeiten ausgeübt werden. Daher sind die einschlägigen sprachlichen Probleme ebenfalls unterschiedlich, ebenso wie die Forderungen an das Sprachniveau der Berufstätigen. Deshalb weisen Sprachleben und Sprachplanung je nach Beruf unterschiedliche Profile auf.“


Das gesellschaftliche Leben lässt sich in unterschiedliche Domänen mit jeweils eigenem Sprachleben einteilen. Um ein harmonisches Sprachleben zu gewährleisten, ist daher eine domänenspezifische Sprachplanung notwendig. In der vorliegenden Arbeit wird diese unter drei Aspekten dargestellt: ihre geschichtliche Grundlage, ihr Hauptinhalt und einige Überlegungen zur domänenspezifischen Sprachplanung.

1．Geschichtlicher Hintergrund

Die Sprachplanung im modernen Sinne lässt sich auf die Bewegung der phonetischen Umschrift in der Endphase der Qing-Dynastie zurückführen. Als ein wichtiger Erfolg der Bewegung sind die Methoden zur Vereinheitlichung der Staatssprache
 zu nennen, die 1911 auf der zentralen Bildungstagung der Bildungsbehörde der Qing-Dynastie verabschiedet wurden. Seitdem beschränkte sich staatliche Sprachplanung für eine längere Zeit auf einzelne Bereiche, meistens den Bildungsbereich. Diese bildungsspezifische Sprachplanung entwickelte sich dann allmählich über die Schulen hinaus zu einer Initiative gegen das Analphabetentum in der Gesellschaft.

In Artikel 5 der Methoden zur Vereinheitlichung der Staatssprache
 wurde festgelegt:


„Lernen. Die Behörde für die Bildung richtet Lehranstalten für die Staatssprache ein. Die Provinzen schicken die Personen, die den Dialekt der eigenen Provinz gut beherrschen, in die Lehranstalten zum Erlernen der Staatssprache. Nach der Ausbildung werden die Absolventen in die eigenen Provinzen zurückgeschickt, wo die Absolventen als Lehrer an dort einzurichtenden Provinz-Lehranstalten für die Staatssprachetätig sind. Entsprechendes gilt auch für die Verwaltungsbezirke auf verschiedenen Ebenen in den Provinzen. Alle Lehrer und Angestellten in den Schulen, die die Staatssprache nicht beherrschen, sind verpflichtet, im Rahmen eines Lehrgangs an den Lehranstalten die Staatssprache zu erlernen. In den Schulen muss der Unterricht für die Staatssprache eingeführt werden und alle Fächer sind in der Staatssprache zu unterric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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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Geiste der zentralen provisorischen Bildungstagung der Repu-blik China (1912-1949) fand 1913 die Tagung zur Vereinheitli-chung der Aussprache in Beijing statt. Auf der Tagung wurden 7100 Schriftzeichen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überprüft, 38 phonetische Verschriftungen erarbeitet und die sieben Methoden zur Verbreitung der phonetischen Alphabetschrift für die Staatssprache
 verabschiedet. Die letzten vier Methoden wurden folgendermaßen verlautbart:


„4: Das Bildungsministerium wird gebeten, das Fach Staatsschrift zum Fach Staatssprache umzuwandeln oder das Fach Staatssprache einzuführen.



5: Die Lehrer für das Fach Staatsschrift in Mittel- und Grundschulen müssen in der Staatssprache unterrichten.



6: Nach der Veröffentlichung des gesamten phonetischen Alphabets für die Staatssprache muss die Aussprach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in Lehrbüchern der Grundschulen mit phonetischen Schriftzeichen angefügt werden.



7: Nach der Veröffentlichung des gesamten phonetischen Alphabets für die Staatssprache muss bei öffentlichen Bekanntmachungen neben den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die Aussprache mit den phonetischen Schriftzeichen angefügt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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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den obengenannten vier Artikeln beziehen sich drei auf die Bildung. Bei dem 7. Artikel handelt es sich um eine Anordnung in Bezug auf amtliche Dokumente, das Ziel ist jedoch ebenfalls die Beseitigung des Analphabetentums. Der Grund für diesen Sachverhalt liegt darin, dass eines der Hauptziele der staatlichen Sprachplanung in der Verbesserung der Bildung liegt. Im Gegenzug unterstützt der Bildungsbereich auch die staatliche Sprachpolitik, indem er ein wesentliches Handlungsfeld für die Durchführung der staatlichen Sprachpolitik darstellt.

Im Hinblick auf die chinesische Sprachplanung ist die Verwaltung die zweitwichtigste Domäne. Im Jahr 1896 begann WANG Bingyao in seinem Register der phonetischen Alphabetschrift
 für eine neue Interpunktion einzutreten. Im Jahr 1919 hatten sich die neuen Interpunktionszeichen bereits zu einem System entwickelt. Im Jahr 1920 gab das Bildungsministerium der Regierung in Nordchina (1912-1927) den Erlass zur Benutzung der neuen Interpunktionszeichen
 bekannt, der an die Schulen für den Bedarfsfall weitergegeben wurde. Im Jahr 1930 erließ das Bildungsministerium der nationalen Regierung der Republik China (1925-1948) die Methoden zur Vereinheitlichung der Formate für amtliche Dokumente in den Bildungsbehörden
 , die festlegten, dass in den amtlichen Dokumenten der Bildungsbehörden 14 Interpunktionszeichen zu benutzen sind. Im Jahr 1933 veröffentlichte die nationale Regierung der Republik China (1925-1948) den Erlass Nr. 500 und forderte darin alle Behörden des ganzen Landes auf, die sieben Interpunktionszeichen zu benutzen. Diese neue Interpunktion stammte aus einer Bürgerinitiative, verbreitete sich über die Schulen und Bildungsbehörden in alle Behörden des Landes. Da gute Verständlichkeit der offiziellen Regierungsverordnungen auch ein wichtiges Ziel der staatlichen Sprachplanung ist, sind die Verwaltungsbehörden als führende Organe der Regierung deshalb angehalten, bei der Durchführung der staatlichen Sprachpolitik als Vorbilder zu dienen.

Auch der Kulturbereich spielt eine wichtige Rolle im Rahmen der Sprachplanung. Presse und Verlage waren die erste Zielgruppe der Sprachplanung, bevor dann im Zuge der Entstehung und Verbreitung von Rundfunk und Fernsehen letztere dann in den Fokus der Sprachplanungspolitik rückten. Im Jahr 1935 gab das Bildungsministerium der nationalen Regierung der Republik Chinas (1925-1948) die Liste der ersten vereinfachten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bekannt. Diese Liste war zwar für den Gebrauch im Rahmen des schulischen Pflichtunterrichts und der Volksbildung konzipiert, sollte aber zusätzlich auch in den Dienststellen der Regierung und den Verlagen zum Einsatz kommen, womit die Sprachplanung bis zu den Verlagen durchdrang. An dieser Stelle sind noch viele weitere Dokumente zu nennen: die 1955 auf der Tagung zur kulturellen Reform
 zusammen mit dem Kultusministerium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veröffentlichte Erste Liste der Schriftzeichenvarianten
 , die 1965 auf der Tagung zur kulturellen Reform
 mit Erlaubnis des Staatsrates zusammen mit dem Kultusministerium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bekanntgegebene Liste der im Druck verwendeten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 die 1988 vom staatlichen Komitee für Sprach-und Schriftarbeit und der Verwaltungsbehörde für Presse und Publikation zusammen bekanntgegebene Liste der gebräuchlichen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die 1985 vom staatlichen Komiteefür Sprach- und Schriftarbeit, dem Bildungsministerium und dem Ministerium für Rundfunk und Fernsehen zusammen bekanntgegebene Liste der Wörter mit abweichender Aussprache in der chinesischen Hochsprache
 . Diese Standards für Sprache und Schrift sind Zeugnis der sprachpolitischen Entwicklung in den betreffenden Domänen.

Seit der Zeit der Reform und Öffnung schenkt die Regierung dem Sprachgebrauch in den öffentlichen Dienstleistungsbranchen (auch „Fenster-Branchen“ genannt) immer mehr Aufmerksamkeit. Vier wichtige Felder der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insbesondere bei der Verbreitung des Hochchinesischen, haben sich herausgebildet, nämlich die Schulen, die Behörden von Partei und Regierung, der Rundfunk, der Film und das Fernsehen, die übrigen Medien, sowie die öffentlichen Dienstleistungen. Der ehemalige stellvertretende Ministerpräsident LI Lanqing hat in einem Bericht (1999) klargestellt:


„Es ist ein großes Unterfangen, die chinesische Hochsprache landesweit zu verbreiten und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zu standardisieren. Die ganze Gesellschaft sollte das Projekt tatkräftig unterstützen und aktiv daran teilnehmen, wobei Schulen aller Ebenen und Arten dabei eine fundamentale Rolle spielensollten. Die Beamten in den Behörden der Partei und der Regierung sollten ein Beispiel geben, Rundfunk, Film, Fernsehen und andere Medien sollten eine Vorbildrolle einnehmen. Die öffentlichen Dienstleistungen sollten ihre ‚Fenster-Funktion‘ entfal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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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m im Jahre 2000 erlassenen Gesetz für die allgemein gebraucht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wurde nicht nur der Sprachgebrauch in den oben genannten vier wichtigen Domänen gesetzlich festgelegt, sondern auch der Umgang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in den öffentlichen Einrichtungen, bei der Bezeichnung von Unternehmen und Organisationen, auf Warenverpackungen, in Gebrauchsanweisungen, künstlerischen Werken sowiebei der Datenverarbeitung und Produkten der Informationstechnologie berücksichtigt. Auf diese Weise wirkt die Sprachplanungausgehend von den vier wichtigen Domänen auf andere gesellschaftliche Bereiche ein.

Auf Basis der Daten in der Sammlung von Gesetzen, Verordnungen und politischen Dokumenten über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neuen Periode
 , die von der Hauptabteilung für die Anwendung und Verwaltung der Sprache und Schrift des Bildungsministeriums zusammengestellt wurden, ist man zu folgendem Ergebnis gekommen: Zwischen 1978 und 2004 erschienen 47 Gesetze, administrative Verordnungen des Staatsrates, Dokumente des Zentralkomitees der Partei und des Staatsrates oder Vorschriften des Staatsrates, die mit der Sprache und Schrift zu tun haben. Davon betreffen 37 Dokumente spezielle Domänen. Zwischen 1978 und 2004 wurden von den unterschiedlichen Ministerien insgesamt 65 Dokumente über die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veröffentlicht. 102 Dokumente aus beiden Gruppen betreffen das domänenspezifische Sprachleben, davon 47 die Bildung, 9 Rundfunk, Film, Fernsehen, Presse und Publikation, 3 Behörden der Partei und Regierung, 8 Industrie, Handel und Verwaltung, 9 Personen- und Ortsnamen und 26 andere Berufsbranchen und Tagungen.

Diese Statistik ist zwar nicht ganz zuverlässig, aber sie liefert dennoch einiges an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Sprachplanung in den Domänen. Die Bildung ist die Grundlage der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und so macht der Anteil der Dokumente zur Sprachplanung in der Bildung 46% und damit fast die Hälfte aus. Der Anteil der Dokumente über die Sprachplanung in Rundfunk, Fernsehen, Film und den Medien – auch eine wichtige Domäne – beträgt 9%. Wenige Dokumente hingegen gibt es über die Sprachplanung in den Behörden der Partei und Regierung. Das könnte sowohl daran liegen, dass die Arbeit in diesem Bereich bislang nicht ausreichend intensiv durchgeführt wurde, als auch daran, dass viele Dokumente noch nicht veröffentlicht wurden und nur den Behörden bekannt sind. Der Anteil der Dokumente über die Sprachplanung in Industrie, Handel, Verwaltung und anderen Domänen und die Personen- und Ortsnamen liegt zusammen bei 42%. Diese Domänenliegen im Bereich der öffentlichen Dienstleistungen.

Am Aufbau der Organisationen lässt sich erkennen, dass die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in den Domänen eine wichtige Stellung innerhalb der staatlichen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einnimmt. Zu den Mitgliedern des staatlichen Ausschusses für die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gehören die staatliche Kommission für ethnische Angelegenheiten, das Ministerium für zivile Angelegenheiten, das 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Personalressourcen, das Ministerium für Industrie und Informationstechnik, das Kultusministerium, die Hauptabteilung für Verwaltung von Rundfunk, Film und Fernsehen, die Hauptabteilung für die administrative Verwaltung von Industrie und Handel, die Administration für Presse und Publikation, die Hauptabteilung für Politik der Volksbefreiungsarmee Chinas, das staatliche Verwaltungskomitee der Standardisierung, die Chine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ie Chinesische Akademi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das Zentralkomitee des Kommunistischen Jugendverbandes Chinas, die Allchinesische Föderation der Gewerkschaften usw. Der lokale Ausschuss für die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setzt sich auch aus verschiedenen Abteilungen zusammen. Die Sprachplanung in den Domänen besitzt also schon ein organisatorisches Gerüst.

Nach dem Rückblick auf die über 100-jährige Geschichte der Sprachplanung können wir folgende Schlussfolgerung ziehen:

-　Die Sprachplanung erstreckt sich seit jeher auf viele gesellschaftliche Domänen, insbesondere auf die wichtigen Domänen Bildung Medien und öffentliche Dienstleistungen, die in einem engen Zusammenhang mit der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stehen. Wenn die Sprachplanungin diesen zentralen Domänen erfolgreich durchgeführt wird, dann ist es auch möglich, das Sprachleben auf breiterer Ebene wirksam zu gestalten.

-　Die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hat im Wesentlichen die Funktion, die staatliche Sprachpolitik umzusetzen. Gegenwärtig ist es insbesondere wichtig, die Politik der „Verbreitung des Hochchinesischen und der chinesischen Standard-Schriftzeichen“ in großem Maßstab zu verwirklichen.

-　Im Zug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insbesondere imkulturellen Bereich, und als Folge des Informationszeitalters und aufgrund der Beschleunigung der Internationalisierung, gewinnen Sprache und Schrift in allen gesellschaftlichen Bereichen an Bedeutung. Das betrifft allein schon die Arbeit- und Produktqualität in den einzelnen Domänen. Deshalb liegt die weitere wichtige Aufgabe der Sprachplanung darin, die Sprachplanung der Domänen voranzutreiben.

2．Hauptinhalte der domänenspezifischen Sprachplanung

Die Sprachplanung der Domänen verläuft „vertikal“. Nach oben ist sie an die staatliche Sprachpolitik geknüpft, nach unten schlägt sie auf das Sprachleben in den Betrieben der einzelnen Branchen durch. Die Sprachplanung basiert einerseits auf der staatlichen Sprachpolitik, andererseits auf dem Sprachleben in der Domäne. Sie zielt darauf ab, die Arbeitsqualität jeder Domäne zu gewährleisten bzw. zu erhöhen. Der Hauptinhalt der domänenspezifischen Sprachplanung setzt sich daher aus drei Teilen zusammen, nämlich der Unterstützung der staatlichen Sprachpolitik, der Ausarbeitung von Standards für Sprache und Schrift, die die Arbeitsqualität betreffen, und der Lösung von sprachlichen Problemen in den Domänen.

2.1. Unterstützung der staatlichen Sprachpolitik

Die staatliche Sprachpolitik wird auf Basis des Sprachlebens ausgearbeitet und parallel zur Entwicklung und Veränderung des Sprachlebens überarbeitet. Das Sprachleben in den Domänen ist ein wichtiger Teil des gesamtstaatlichen Sprachlebens. Um die staatliche Sprachpolitik wissenschaftlich fundiert auszuformulieren und zu überarbeiten, ist es von grundlegender Bedeutung, sich über den Zustand und aktuelle Tendenzen im Sprachleben der Domänen zu informieren, hier also ein Monitoring durchzuführ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sind die Personen- und Ortsnamen als Beispiel zu nennen. Bei Personen-und Ortsnamen lassen sich drei Merkmale beobachten. Erstens: Die Anzahl der für Personen- und Ortsnamen gebräuchlichen Schriftzeichen ist sehr groß. Viele Schriftzeichen für Namen finden sich unter den gebräuchlichen Schriftzeichen nicht wieder. Zweitens: Es wird dort oft eine seltene Variante eines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s gebraucht. Drittens: Der Gebrauch vieler dieser Schriftzeichen ist auf Personen- und Ortsnamen beschränkt. Eine Reihe von ihnen hat keine klar festgelegte Bedeutung oder Aussprache. Früher galt bei der Sichtung von Schriftzeichen das Prinzip, die Anzahl der Schriftzeichen zu verringern und die Anzahl der Striche zu reduzieren, aus denen sich ein chinesisches Schriftzeichen zusammensetzt. Die Sichtungsarbeit beschränkte sich jedoch auf die gebräuchlichen Schriftzeichen. Der Sprachgebrauch in den Personen- und Ortsnamen wurde dagegen nicht ausreichend berücksichtigt. Einerseits wurden nur 7000 gebräuchliche Schriftzeichen standardisiert, wodurch der Bedarf beim Namensgebrauch nicht zu decken ist. Während das Problem in der Zeit der Personalausweise der ersten Generation, wo man noch mit der Hand schrieb, nicht so deutlich zu spüren war, ist es in der Zeit der Personalausweise der zweiten Generation und der verbreiteten Satellitennavigation, deutlich zu Tage getreten. Andererseits wurden einige Schriftzeichen in Personennamen als Varianten eines gebräuchlicheren Schriftzeichens betrachtet. Das hatte zur Folge, dass einige Personennamen verändert werden mussten, z.B. der Name von WEI Zheng, dem berühmten Beamten aus der Tang-Dynastie, und BI Sheng, dem Erfinder des Drucks mit beweglichen Lettern aus der Song-Dynastie. Des Weiteren wählen viele Menschen bei der Namensvergabe bereits ausgemusterte Schriftzeichen. Nicht zuletzt ist erwähnenswert, dass einige Schriftzeichen in Ortsnamen so kompliziert sind, dass sie durch Schriftzeichen mit weniger Strichen ersetzt werden sollten. Mit Rücksicht auf diese Probleme in den Personen- und Ortsnamen sollte die Anzahl der standardisierten Schriftzeichen auf Basis der gebräuchlichen Schriftzeichen vermehrt werden. Die Varianten eines Schriftzeichens sollten korrekt behandelt und wissenschaftlich unterschieden werden, insbesondere bei Personen- und Ortsnamen. Die Verordnung über die Varianten eines Schriftzeichens sollte angemessen revidiert werden.

Jede Domäne sollte die staatliche Sprachpolitik gemäß ihren eigenen Besonderheiten aktiv durchführen; das beinhaltet die staatliche Politik für die gebräuchliche Sprache und Schrift, die nationalen Sprachpolitik und die Fremdsprachenpolitik. Die staatliche Sprachpolitik schwebt nicht im leeren Raum, sie ist praktisch und effektiv. Sie ist mit Hilfe der Bemühungen jeder einzelnen Domäne zu implementieren, weil es genau diese Domänen sind, wo sich das Sprachleben abspielt. Wenn alle Domänen, insbesondere die Schlüsseldomänen, die staatliche Sprachpolitik erfolgreich umsetzen, dann kann der Staat seine Aufsichtsfunktion über das Sprachleben erfüllen. Wenn auch die staatliche Sprachpolitik dem tatsächlichen Sprachleben in einer bestimmten Domäne nicht gerecht wird, dann sind Vorschläge zu Korrektur der gängigen Sprachpolitik zu machen. Im 17. Artikel des Gesetzes für die allgemein gebraucht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z.B. geht es um den Gebrauch der Langzeichen und der Schriftzeichenvarianten. Hier wurde z.B. der Gebrauch von Schriftzeichenvarianten in Familiennamen gestattet, wobei in China ein Personenname aus dem Familiennamen und dem Vornamen zusammengesetzt ist. Ausnahmen hierzu bilden die nationalen Minderheiten. Es wurde festgelegt, dass die Varianten eines Schriftzeichens bei Familiennamen beibehalten werden dürfen. Diese Vorschrift ist zwar nicht vernünftig, denn sie entspricht weder dem Interesse der Betroffenen noch der Realität des Sprachlebens, aber sie ist einzuhalten, solange sie nicht revidiert wird. In der Praxis hat man sich auch wirklich so verhalten: In Fernsehserien über WEI Zheng wird im Vornamen das Kurzzeichen gebraucht. Bei dem Personennamen BI Sheng ist das auch der Fall. Eine Internetrecherche am 2.3.2013 auf der Suchmaschine Sougou
 lieferte für die Kurzschreibweise von BI Sheng eine 13-mal so hohe Trefferzahl wie für die Langversion. Um die unterstützende Rolle der Domänen zu entfalten, sollte ein Rückkoppelungsmechanismus gebildet werden, damit solche Vorschriften rechtzeitig revidiert werden.

2.2. Ausarbeitung der Standards für Sprache und Schrift in denDomänen

Es ist eine unerlässliche Garantie für die Arbeitsqualität in den Domänen, dass die Standards für Sprache und Schrift in den Domänen ausgearbeitet werden. Hierdurch bieten sich den Domänen selber gute Entwicklungsmöglichkeiten. Die Standards für Sprache und Schrift in Domänen betreffen drei Aspekte:

a. Arbeitssprache in den Domänen

Jede Organisation muss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kommunizieren, Strategien ausarbeiten und Handlungen koordinieren.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ie innerhalb einer Organisation bei den obengenannten Funktionen gebraucht wird, wird hier als „Arbeitssprache“ bezeichnet. Bei der Festlegung der Arbeitssprache einer Domäne gilt das Prinzip, dass eine reibungslose Kommunikation in einem möglichst großen Bereich zu ermöglichen ist. In China wird normalerweise die allgemein gebrauchte Sprache zur Arbeitssprache bestimmt. Angesichts der Verbreitung der chinesischen Hochsprache kann in manchen Regionen auch das „regionale Hochchinesisch“ als Arbeitssprache festgelegt werden. Gelegentlich können auch Dialekte gebraucht werden, z.B. in den Dialektzonen Südchinas. In einigen autonomen Gebieten der Nationalitäten sollte das System der doppelten Sprachen durchgeführt werden, bei dem sowohl die im Land allgemein gebrauchte Sprache als auch die Sprache des autonomen Gebietes als Arbeitssprache Verwendung findet. In bestimmten Situationen oder an bestimmten Orten wie z.B. Firmen mit ausländischer Beteiligung, chinesischen Firmen im Ausland oder auf einigen internationalen Tagungen darf auch eine Fremdsprache als Arbeitssprache verwendet werden.In dieser Hinsicht bestehen die Probleme in der Arbeitssprache der Domänen darin, dass manchen Domänen das Bewusstsein einer Arbeitssprache fehlt, dass nicht die notwendigen Anforderungen an Tagungen und ihr Arbeitspersonal gestellt werden, dass eine Tendenz zum fehlerhaften und unangemessenen Gebrauch der Fremdsprache besteht. Alle diese Probleme können sich negativ auf die Arbeitseffizienz der Domäne auswirken und ihr Image beschädigen.

b. Sprachliche Standards der Produkte

Der Begriff „Produkte“ ist hier im weiteren Sinne zu verstehen. Darunter fallen sowohl konkrete Gegenstände als auch Dienstleistungen einschließlich der gesellschaftlich relevanten Verwaltungstätigkeit der Behörden. Viele Dienstleistungen werden durch Sprache erfüllt, weswegen sich die sprachlichen Anforderungen an das Verwaltungspersonal, das Dienstleistungspersonal und der Lieferanten der Ware vermehren und erhöhen. Das sprachliche Niveau bestimmt das Niveau der Dienstleistungen und bildet einen wichtigen Bestandteil der Qualität der Erzeugnisse. Dazu gehören z.B. offizielle Regierungsdokumente, der sprachliche Stil der Regierungssprecher, rechtliche Dokumente, die Sprache in Publikationen, Rundfunk, Film und Fernsehen,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in Lehrbüchern und Zusatzmaterialien, die Unterrichtssprache von Lehrern, der Zeichengebrauch in der Öffentlichkeit, Verkehrsanweisungen, Werbung, Gebrauchsanweisungen, Rezepte,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in Museen oder touristischen Sehenswürdigkeiten, die Sprache der Reiseführer, Durchsagen auf dem Flughafen, im Bahnhof, im Flugzeug, Zug, Bus oder auf dem Schiff, die Bedienungsanleitungen elektronischer Geräte usw. Außerdem sind hier noch sprachliche Kennzeichnungen auf den unterschiedlichsten Hardware-Geräten zu nennen, wie z.B. die Sprache auf den Tastaturen der Fernbedienungen von Fernsehern.

Die Forderungen an den Sprachgebrauch unterscheiden sich je nach Verwendungszweck und Art der Erzeugnisse. Auch die Standards sind dementsprechend unterschiedlich. Egal, um welche Produkte es geht, egal, welche Sprache und Schrift gebraucht wird und egal, wieviele Schriftzeichen verwendet werden, die Standards sollten stets zum Ziel haben, den Bedarf der Benutzer zu decken, die Benutzer zufriedenzustellen und den Umgang mit Produkten zu erleichtern.

In dieser Hinsicht sind die folgenden wichtigen Probleme zu nennen:

Erstens: Der Bedarf der Benutzer wird oft nicht in Erwägung gezogen, denn „Die Rezeptionvon Sprache“ durch die Bevölkerung wird häufig nicht berücksichtigt. So sind z. B. viele amtliche Dokumente schematisch und inhaltsleer. In den Ergebnissen von medizinischen Untersuchungen werden Fachsprache und technische Kürzel verwendet, so dass die Patienten sie nicht verstehen können. Im Telefonservice von Hotels oder Telefongesellschaften sowie auf Schreibwaren wird Englisch verwendet, was eigentlich nicht notwendig ist. In Packungsbeilagen von Medikamenten wird Chinesisch oft entweder gar nicht gebraucht oder die Sprache ist nicht verständlich. Bei Dienstleistungen oder Waren in den Gebieten der nationalen Minderheiten fehlt die Sprache der Nationalität.

Zweitens: Die Qualität bestimmter Produkte wird durch das niedrige sprachliche Niveau beeinträchtigt. Z.B. tauchen im Film oder im Fernsehen oft falsch geschriebene Schriftzeichen auf – ein Phänomen, das mittlerweile fast epidemische Ausmaße angenommen hat. Häufig entspricht auch der Gebrauch der Lautschrift nicht der Rechtschreibungsregel oder es wird nicht zwischen der Getrennt- und der Zusammenschreibung und zwischen der Groß- und Kleinschreibung unterschieden. In vielen Situationen entspricht der Gebrauch der Fremdsprache nicht der Norm, was schon Anlass zu vielen Scherzen gegeben hat. Manche Experten meinen, dass der Gebrauch der tibetischen Sprache auf den Haltestellen der Qingzang-Bahn oder im Zug viel zu wünschen übrig lasse.

Drittens: Es fehlt das zur Umsetzung der staatlichen Sprachpolitik nötige Problembewusstsein und die staatlichen Standards für Sprache und Schrift werden nicht in die Tat umgesetzt. Die Dialekte, die Langzeichen, die Fremdsprache, die Sprache der Nationalitäten werden oft an falschen Orten verwendet. Jede Domäne sollte sich mit diesen Problemen konfrontieren und ausgehend von ihrer geteilten Realität geeignete Standards für Sprache und Schrift ausarbeiten.

c. Forderung an die Sprachkompetenz der Beschäftigten

Sprachliche Kompetenz ist eine der drei grundlegenden Fähigkeiten der Menschen. In Zeiten der Informationstechnologie, wo die Anzahl der Anteil der Kopfarbeit gegenüber der physischen Arbeit immer weiter an Boden gewinnt, ist sie sogar zu einem wichtigen Qualifikationsfaktor bei Arbeitskräften geworden, so dass die meisten Beschäftigten über eine gute Sprachkompetenz verfügen müssen. Während einem Verkäufer früher schon durchschnittliche sprachliche Kompetenzen reichten, um einem Kunden die Ware präsentieren und die Rechnung ausstellen zu können, erwarten die Kunden heutzutage einen guten „sprachlichen Service“. Das Ergebnis einer Studie zeigt, dass man ein Geschäft nur noch schwer abschließen kann, wenn man die Ware nicht in entsprechender Sprache vorstellen kann. Das gilt auch für den Kundendienst elektronischer Haushaltsgeräte. Die Zufriedenheit der Kunden steht in engem Zusammenhang mit dem sprachlichen Niveau des Anbieters. Deshalb sollte Sprachkompetenz in die Kriterien für Arbeitskräfte aufgenommen und die Standards für Sprache und Schrift in die Arbeitsnormen eingebaut werden.

In einigen Domänen sind schon Standards für die Sprachkompetenzvon Beschäftigten ausgearbeitet worden, z.B. Standards für die Sprachkompetenzvon Lehrern, Ansagern, Beamten usw. Auch in den Beamtenprüfungen wird Sprachkompetenz geprüft. Aber es mangelt noch an soliden Erkenntnissen darüber, welche Sprachkompetenzen in der jeweiligen Domäne notwendig, welches Kompetenzniveau anzustreben ist. Obwohl es viele verschiedene Sprachprüfungen gibt, kann keine die sprachlichen Fähigkeiten eines Menschen komplett widerspiegeln. Außerdem handelt es sich bei vielen davon nicht um Prüfungen der berufsbezogenen Sprachkompetenz, sondern um einfache Niveautests. Es ist daher eine wichtige Aufgabe der domänenspezifischen Sprachplanung, spezielle Anforderungen für die Sprachkompetenz der unterschiedlichen Arbeitsplätze zu formulieren und die Prüfungen zur berufsbezogenen Sprachkompetenz zu verbessern.

2.3. Suche nach Lösungenfür Sprachprobleme in den Domänen

Jede Domäne hat ihr eigenes Sprachleben und auch ihre eigenen Sprachprobleme. Findet manfür diese Probleme eine praktikable Lösung, dannerhöht sich die Arbeitseffizienz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Domäne sowie die Harmonie im Sprachleben können gefördert werden. Andernfalls besteht die Gefahr, dass die weitere Entwicklung der Domäne gehemmt wird und im schlimmsten Fall mit ernsthaften sozialen Folgen zu rechnen ist, bis hin zu Sprachkonflikten.

Bei genauer Betrachtung lässt sich feststellen, dass es in vielen Domänen kleinere oder größere Sprachprobleme gibt, die in jedem Fall ernst zu nehmen sind. Z. B. liegen im Rundfunk Vorschriften zur Verteilung von Sendezeiten und Programmkanälen, sowie den Zeitabschnitten für Programme auf Hochchinesisch und in den Dialekten vor. Aber viele Orte haben aus unterschiedlichen Gründen die Proportionen und die Verteilung neu reguliert. Als Folge davon sind seit einiger Zeit bei bestimmten Sendern z.B. Dialekt-Nachrichten, Dialekt-Talk-Shows und Dialekt-Fernsehserien aufgetaucht. Im Jahr 2010 veranstaltete die Stadt Guangzhou die 16. Asien-Spiele und die 10. Para-Asienspiele. Während der Vorbereitung auf die Spiele wurde der Vorschlag vorgebracht, im Sender von Guangzhou die Programme auf Hochchinesisch zu vermehren, was überraschenderweise eine „Pro-Kantonesisch“-Bewegung auf den Plan gerufen hat. Diese Bewegung hat sogar in Hongkong und im Ausland Resonanz gefunden. Zu einer Zeit, wo 70% der Chinesen das Hochchinesische verstehen und verwenden können, wo das enge Verhältnis zwischen Dialekten und regionalen Kulturen hohe Wertschätzung genießt, wo die Forderung, „die allgemein gebrauchte Sprache und Schrift tatkräftig zu verbreiten und zu standardisieren,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aller Nationalitäten wissenschaftlich zu pflegen“, in die Beschlüsse der 6. Plenartagung des vom 17. Parteitag gewählten Zentralkomitees der KP Chinas eingegangen ist, hat die Frage nach dem angemessen Verhältnis zwischen dem Hochchinesischen und den Dialekten hohe Brisanz gewonnen. Hierbei geht es nicht nur um die Arbeitsqualität in den Domänen, um Einschaltquoten, um gesellschaftliche Vorgaben für den Sprachgebrauch, sondern auch um Kulturpflege und um die Gefühle der Bewohner von Dialektgebieten.

In der Domäne Sport bestehen auch viele Sprachprobleme, die zu beforschen und zu lösen sind. Im Zuge der Erhöhung der internationalen Stellung unseres Landes und der Entwicklung des Leistungssports haben unsere Sportler immer mehr Gelegenheiten, an internationalen Wettkämpfen teilzunehmen, von denen wiederum immer mehr in China veranstaltet werden. Die Tendenz geht entsprechend dahin, das fremdsprachliche Niveau der Mannschaftkapitäne, der Trainer, der Schiedsrichter, der Sportfunktionäre, der Sportjournalisten usw. zu erhöhen, damit die Sportler mit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en immer besser vertraut werden, sich daran gewöhnen, ihre legitimen Rechte bei Wettbewerben zu schützen, Kontakte über den Sport zu knüpfen und sich intensiver an der Arbeit internationaler Sportorganisationen zu beteiligen. Die Olympischen Spiele 2016 werden in Rio de Janeiro (Brasilien) stattfinden. Die Amtssprache von Brasilien ist Portugiesisch und viele Leute, die Portugiesisch sprechen, können auch Spanisch. Aber bei uns in China hingegen werden Portugiesisch und Spanisch nur von ganz wenigen Menschen beherrscht. Die Sportler und die übrigen Teilnehmer an den Olympischen Spielen in Brasilien sollten sich daher früh darauf vorbereiten. Im Sport sind aber auch noch weitere Probleme zu nennen, z.B. die Frage, wie der Name eines Sportlers nach der chinesischen Lautschrift geschrieben wird, ob zuerst der Familienname genannt werden soll oder zuerst der Vorname, Groß-und Kleinschreibung, Vereinfachte Namensschreibung usw. Bei Sportveranstaltungen in China ist zu überlegen, wie die Einlaufreihenfolge der Mannschaften festgelegt wird — nach der alphabetisch — phonetischen Reihenfolge der Umschrift oder nach Reihenfolge der chinesischen Zeichen, wie die Disziplinen und die sportlichen Termini übersetzt werden sollen, insbesondere bei den spezifischchinesischen Disziplinen.

Die Sprachprobleme in den Domänen betreffen zwar die Effizienz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Domänen, aber sie werden dennoch oft vernachlässigt, oder einfach beiseite gelegt, weil sie nicht leicht zu lösen sind. Es gehört daher auch zu den Aufgaben der domänenspezifischen Sprachplanung, die Sprachprobleme in den Domänen zu untersuchen und Lösungen zu erarbeiten.

3．Überlegungen zur domänenspezifischen Sprach-planung

Die domänenspezifische Sprachplanung ist für das Land, das Volk und die Verwaltungsbehörden von großer Bedeutung. Angesichts der Entwicklung der Domänen und der über 100-jährigen Geschichte der Sprachplanung ist es Zeit für eine solide domänenspezifische Sprachplanung. In funktionaler Hinsicht sind folgende Prinzipien vorzuschlagen:

-　Verwaltung durch die zuständigen Organe,

-　Anleitung durch die staatlichen Funktionsorgane und

-　wissenschaftliche Unterstützung durch Experten.

3.1. Verwaltung durch die zuständigen Organe

Auch wenn für die gesellschaftlichen Domänen viele unterschiedliche Bezeichnungen im Umlauf sind, so erfolgt die Verwaltung der Domänen doch immer durch ihre jeweils zuständigen Zentralstellen. Deshalb sollten diese auch für das Sprachleben der Domänen verantwortlich sein. Bei der Ausarbeitung von Arbeitsplanungen, von Qualifikationsstandards für Beschäftigte und von Ausbildungs- und Prüfungsrichtlinien, bei der Festlegung der Kriterien für Produktqualität und -qualitätssicherung sowie der Richtlinien für den Kundendienst sollte man der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große Aufmerksamkeit schenken.

Die Verwaltung des Sprachlebens durch die zuständigen Organe ist theoretisch begründet und praktisch durchführbar. Eines der Probleme ist jedoch das schwache Sprachbewusstsein. Es fehlen Grundkenntnisse der Linguistik. Viele Verantwortungsträger und sogar Angehörige der wissenschaftlichen Elite haben keine genaue Vorstellung vom Verhältnis zwischen Sprache, Schrift und Gesellschaft und kaum einen Begriff von der Realität des Sprachlebens. Sie haben oft keine Antwort auf die Frage nach den sprachlichen Qualifikationen, die die Beschäftigten im Zeitalter der Informationstechnik, der Internationalisierung und Multikulturalität besitzen sollten, nach der Art und Weise, mit der man mit Hilfe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gesellschaftliche und finanziellen Werte schaffen kann sowie nach den Maßnahmen zur Regelung von zwischensprachlichen Beziehungen, zur Behandlung von sprachlichen Widersprüchen und zum Umgang mit sprachlichen Konflikten. Deshalb fehlt es bei den zuständigen Behörden vieler Domänen an sprachplanerischer Bewusstheit. Für die domänenspezifische Sprachplanung ist es daher dringend geboten, das Sprachbewusstsein bei den zuständigen Stellen in den Domänen zu erhöhen.

3.2. Anleitung durch die staatlichen Funktionsorgane

Die Aufgaben der staatlichen Funktionsorgane der Regierung umfasst nicht nur die Verantwortung der Regierung für die Sprachplanung, sondern auch die Verantwortung für die Anleitung der domänenspezifischen Sprachplanung. Die Anleitung der domänenspezifischen Sprachplanung wiederum ist ein Bestandteil der staatlichen Verwaltung des Sprachlebens und auch ein konkreter Ausdruck des Funktionswandels der Regierung im Bereich der Spracharbeit: von der reinen Verwaltungsbehörde hin zum Dienstleister. Die Anleitung dient einerseits dazu, dass die Sprachplanung den staatlichen Interessen entspricht, dass also die staatliche Sprachpolitik implementiert wird. Andererseits sollen alle Domänen dazu ermutigt werden, ausgehend von der Realität des spezifischen Sprachlebens ihre Sprachplanung passgenau und kreativ auszuarbeiten, um auf diese Weise Sprache und Schrift in Produktivkraft zu verwandeln.

Die staatlichen Führungsorgane sind dafür verantwortlich, die Durchführung der domänenspezifischen Sprachplanung und der staatlichen Sprachpolitik zu begleiten. Es sollte ein Monitoring-System gebildet werden; dessen konkrete Funktionsweisen müssen ausgearbeitet werden und es muss sichergestellt sein, dass der Rückkoppelungsprozess reibungslos verläuft, nur so kann der Zweck des Monitorings erfüllt werden.

Durch die Anleitung und das Monitoring lernen die staatlichen Führ-ungsorgane das Sprachleben in den Domänen besser kennen und können die staatliche Sprachpolitik rechtzeitig revidieren, damit sich die Sprachpolitik nicht von der Realität des Sprachlebens löst. Es werden detaillierte Regeln und Vorschriften bei der Durchführung der staatlichen Sprachpolitik ausgearbeitet, um die Sprachpolitik in die Tat umzusetzen. Es ist wichtig, dass die staatliche Sprachpolitik zu einer bewussten Forderung gegenüber den Domänen wird und dadurch deren Entwicklung fördert.

3.3. Förderung der Erforschung des Sprachlebens

Die Sprachplanung verlangt Expertise und deshalb die umfangreiche Beteiligung von Fachpersonal, das eine solide wissenschaftliche Unterstützung anbietet. Im Zuge der Entwicklung der angewandten Linguistik und der Soziolinguistik in den letzten 30 Jahren hat die 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 das Sprachleben schon in einigen Domänen berührt, wobei die Sprachdidaktik das traditionelle Territorium der linguistischen Forschung darstellt. Dazu kommen noch Felder wie Rechtswissenschaften, Journalismus, Werbung, Rundfunk, medizinische Betreuung und Gesundheitsfürsorge und öffentliche Sicherheit. Darüber hinaus sind auch interdisziplinäre Fächer wie z.B. Rechtslinguistik, journalistische Linguistik und Werbelinguistik entstanden. In dem Bericht über das chinesische Sprachleben,
 der seit 2005 jährlich vom dem staatlichen Komitee für die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herausgegeben wird, erscheinen Untersuchungsergebnisse aus vielen Domänen. Kolumnen in Zeitschriften wie Journal of Jianh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tragen auch zur Entwicklung der Forschung des Sprachlebens in den Domänen bei. Einige Verlage haben auch Bücher zur Forschung im Bereich des domänenspezifischen Sprachlebens publiziert, wie z.B. die Buchreihe über die Forschung der Sprache der Domänen
 vom chinesischen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 Bei der Ausbildung in der chinesischen Hochsprache und den zugehörigen Tests werden die Besonderheiten beim Sprachgebrauch einiger Domänen berücksichtigt. Aber trotz alledem kann man zusammenfassend feststellen, dass die Erforschung des Sprachlebens in den Domänen hierzulande noch viele Lücken aufweist.Es fehlt noch an Forschungstiefe und anerkannten Forschungsmethoden. Man ist noch zu stark den traditionellen Untersuchungsmethoden verhaftet. Korpusdaten werden nicht beachtet, viele Forschungsarbeiten lösen sich nicht von den unmittelbaren Tatsachen, es mangelt an theoretischer Durchdringung und Tiefenschärfe. Deshalb befinden wir uns bei der domänenspezifischen Sprachplanung noch i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Vorbereitungsphase.

Die Erforschung des Sprachlebens der Domänen lässt also noch viel zu wünschen übrig. Dafür sind die folgenden Gründe zu nennen: Erstens wird in der Linguistik nach wie vor starker Wert auf die Erforschung von Sprache und Sprachdidaktik gelegt. Einige andere Bereiche werden zwar mitunter auch beforscht, aber das Interesse konzentriert sich im Allgemeinen auf ein spezielles Sprachphänomen wie z.B. einige Wörter, und die Forschung dient lediglich dazu, spezielle Fehler zu korrigieren. Man ist sich der Notwendigkeit noch nicht bewusst, das domänenspezifische Sprachleben umfassend und tiefgreifend untersuchen und eine systematische Sprachplanung für die Domänen auszuarbeiten zu müssen.

Zweitens verlangt die Erforschung des Sprachlebens der Domänen Kenntnisse der Linguistik und der damit zusammenhängenden Fächer. Sie erfordert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lern und Wissenschaftlern aus anderen Disziplinen. Interdisziplinäre Kenntnisse und Forschungsteams sind die Grundvoraussetzung für die 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 Tatsächlich wurden die einschlägigen Forschungen in der Vergangenheit jedoch im Allgemeinen von Sprachwissenschaftlern durchgeführt und zielten auf linguistische oder schreibstilistische Fragestellungen ab. Obwohl die Anfänge vielversprechend waren, stand man allein auf weiter Flur und kam zu keinen wirklich tiefgreifenden Ergebnissen. Die Forschungsansätze ließen sich nicht leicht mit anderen Fächern verbinden und fanden kaum Anwendung in den entsprechenden Bereichen.

Drittens ist die staatliche Sprachplanungin einem schrittweisen Entwicklungsprozess begriffen, wobei sich ihr Niveau erhöht und ihr Umfang erweitert. Dass der Staat nicht früher für Sprachplanung in den Domänen eingetreten ist, hängt mit historisch bedingten Beschränkungen zusammen. Abgesehen davon haben auch nur wenige Domänen jemals Forderungen nach einer domänenspezifischen Sprachplanung erhoben. Die Wissenschaft orientiert sich jedoch an den gesellschaftlichen Bedürfnissen. Wenn also die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 einen bestimmtenPunkt noch nicht erreicht hat, wenn die Gesellschaft die entsprechende Forderung noch nicht an die Linguistik gestellt hat, kann sich die Wissenschaft auch kaum zu entsprechenden Maßnahmen motiviert fühlen und die nötige Bewusstheit entwickeln.

Mittlerweile ist klar, dass die Forschung des Sprachlebens der Domänen das Gebot der Stunde ist. Wissenschaftler aus allen Bereichen sollten das Sprachleben in allen Domänen, die jeweiligen Forderungen der Domänen an die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und die damit verbundenen Probleme gründlich kennen und zielführende Vorschläge vorbringen. Bei der Erforschung des Sprachlebens der Domänen sollte man von den aktuellen Gegebenheiten ausgehen und auf die domänenspezifischen Forderungen an die Sprachfähigkeit der Beschäftigten sowie neu entstandene Sprachberufe und die zugehörige Sprachplanung Rücksicht nehmen. So sollte der Sprachkompetenz von z.B. Stenografen, Programmierern, Designern von Zeichendatenbanken, Suchmaschinentechnikern usw. und der Sprachplanung in Bereichen wie etwa Sprachheilkunde, Sprachdatenverarbeitung oder Internetmedien großes Augenmerk geschenkt werden.

Für den wissenschaftlichen Fortschritt besitzt die Heranbildung von qualifiziertem wissenschaftlichem Personal aus offensichtlichen Gründen oberste Priorität. Daher sollten auch praktische Maßnahmen getroffen werden, um Fachkräfte mit interdisziplinärem Hintergrund auszubilden und entsprechende Forschungsteams zu form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sollten interdisziplinäre Forschungsprojekte, die auf die Lösung sprachlicher Probleme in den einzelnen Domänen abzielen, durch Stiftungen unterstützt werden. Durch derartige Stiftungsprojekte können die Forschungsergebnisse einerseits für die Entwicklung der Gesellschaft fruchtbar gemacht werden, andererseits können Forschungsteams gebildet werden und es kann Forschungsmaterial gesammelt werden – die Entwicklung einer Domänenlinguistik wird so vorangetrieben. Hierbei spielt natürlich die Forschungsmethodik eine sehr wichtige Rolle. Sowohl im wissenschaftlichen als auch im gesellschaftlichen Bereich leben wir in der Zeit der „Big-Data“. Sprachforschung in den Domänen ist ohne die Unterstützung durch große Datenmengen nicht denkbar, daher sollte ein Bewusstsein für den Umgang mit Daten geschult werden, das auch das Internet 2.0 im Blick hat. Diese Daten müssen so gesammelt und geordnet werden, dass ihre optimale Nutzung gewährleistet ist.

Auch für den Fortschritt der Linguistik ist die Entwicklung der Domänenlinguistik natürlich von großer Bedeutung. Jede Domäne stellt ihre eigenen Forderungen an die Sprache und hat ihre eigenen Probleme, daher weist das Sprachleben je nach Domäne seine Besonderheiten auf und verlangt eine maßgeschneiderte Sprachpolitik. Die Erforschung all dieser domänenspezifischen Eigenarten kann zur Harmonisierung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prachlebens und der Lösung soziolinguistischer Probleme beitragen. Auch die Entwicklung interdisziplinärer Fächer im Umfeld der Linguistik kann davon profitieren damit der Linguistik selbst neue systemische Perspektiven eröffnen. Diese moderne Ausrichtung der Sprachforschung auf gesellschaftliche Themenfelder spiegelt ihre soziale Verantwortung wider, der sie sich nicht entziehen da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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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译者：缪雨露，北京外国语大学。Übersetzt von MIAO Yulu,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
 Alle Tätigkeiten, die mit dem Sprachgebrauch, der Sprachforschung, dem Sprachlernen und der Sprachbildung zu tun haben, und alle Tätigkeiten, die sich auf die Anwendung der linguistischen Untersuchungsergebnisse beziehen, gehören zum Sprachleben. Sprachleben wird auch als „Leben der Sprache und Schrift“ bezeichnet. Es bestehen Überschneidungen zwischen diesem und dem in Hongkong verwendeten Begriff „Sprachlandschaft“.


〔3〕
 Obwohl diese Suchergebnisse wegen der Einschränkung der Suchtechnik nicht exakt sein mögen, vermitteln sie dennoch einen Eindruck vom gesellschaftlichen Einfluss des Begriffs „Sprachleben“.


〔4〕
 Velag der Schriftsreform (Hg.), 1958, S.144.


〔5〕
 Su, 2010, S. 34-35.


〔6〕
 Hauptabteilung für die Anwendung und Verwaltung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des Bildungsministeriums (Hg.), 2005, S. 297.


MAKRO-Potenzial der META-Eigenschaft der Sprache
〔1〕







– Warum die Sprache in inniger Wechselbeziehung mit menschlicher Zivilisation und Interkultureller Kommunikation steht

QIAN Min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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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ache als Medium des Denkens und der Kommunikation existiert gemeinsam mit Menschen. Das MAKRO-Potenzial und ihre META-Eigenschaft sind jedoch manchmal sichtbar und manchmal unsichtbar. In der Gegenwart sind diese Eigenschaft und dieses Potenzial der Sprache mit der Luft vergleichbar. Um die wichtige Bedeutung der Sprache gleich der Luft für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auf allen Ebenen der menschlichen Zivilisation anlässlich des deutsch-chinesischen Sprachenjahres zusammenzufassen und zu beurteilen, sollte man sich deshalb um das Verständnis des Hauptgedankens von der richtigen Einschätzung der Situation und ihrer Entwicklung bemühen. Basierend auf der Erläuterung der META-Eigenschaft der Sprache wird in diesem Vortrag das mit Zivilisation, Volk, Gesellschaft, Information, Wissen, Bildung und Kultur gemeinsam existierende MAKRO-Potenzial der Sprache konkret begründet. Gerade wegen eines solchen MAKRO-Potenzials stehen alle Arten der interkulturellen Kommunikation und diesbezüglichen Untersuchungen in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lichen Zivilisation mit der Sprache und der Sprachwissenschaft in inniger Wechselbeziehung.

Wie oben erläutert, wird die Sprache wegen ihrer Energie des Aggregatzustands, z.B. Begründung des Konzepts, Gestaltung der Intelligenz und Fähigkeit, Konstruieren des Gedankens, Organisieren der Handlung als Pionier jeder neuen Epoche der menschlichen Zivilisation bezeichnet, was für den Aufbau der ökologischen Zivilisation ebenso gilt. Weil die Sprache selbst eine der menschlichen Tätigkeiten und auch eine alle anderen menschlichen Tätigkeiten durchziehende wesentliche Tätigkeit ist, wird die gegenwärtige Sprachwissenschaft nun zu einer Metawissenschaft und Makrowissenschaft. Diesbezüglich werden das Konzept der Mission, die Aufbaurichtung der Sprachwissenschaft wie auch der Kulturwissenschaft in diesem Vortrag aus der Perspektive der ökologischen Zivilisation erläutert. Zudem wird auch erläutert, wozu die Sprachwissenschaft und Kulturwissenschaft Beiträge leisten sollten und könnten.





Seitdem das Zukunftskonzept Globalisierung begonnen hat, greifbare Realität zu werden, rückte auch die Entwicklung der menschlichen Sprache in den Fokus des Globalisierungsdiskurses. Beispielsweise hat Fairclough, einer der Hauptvertreter der Kritischen Diskursanalyse, 2006 in seinem Werk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die Wirkung und den Einfluss der Sprache im Lauf des Globalisierungsprozesses thematisiert. Hier versuchte er in einem neuen theoretischen Rahmen den eng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Text/Diskurs und Globalisierung zu beleuchten und daraus die zweifelsfreie Bedeutung der Sprache bzw. des Diskurses für den Globalisierungsprozess zu erschließen.
〔2〕

 Dass die Sprache bei diesem relevanten Paradigmenwechsel der menschlichen Zivilisation und Gesellschaft diese wesentliche Rolle spielt, liegt in mehrerlei Hinsicht an der Wechselbeziehung zwischen Sprache – als Medium des Denkens und Kommunizierens – und der menschlichen Gemeinschaft. Diese Eigenschaft der Sprache könnte als META-Eigenschaft beschrieben werden, wobei „META“ sich auf die Lebensenergie eines Menschen, eines Staates oder einer Organisation bezieht.
〔3〕

 Genau aus dieser META-Eigenschaft ergibt sich das MAKRO-Potenzial der Sprache – eine umfassende und wirkmächtige Energie.

[image: alt]


Diese Eigenschaft und dieses Potenzial der Sprache können mit der Luft verglichen werden, d.h., nur manchmal sind wir ihrer bewusst, meist jedoch bemerken wir ihr Vorhandensein gar nicht. Solange man mit Hilfe der Sprache einen bestimmten Wunsch bzw. eine bestimmte Idee zum Ausdruck bringen oder ein bestimmtes Ziel erreichen möchte, nimmt man sie bewusst war. In Momenten jedoch, wo man die Empfindung hat, die Sprache nicht zum Überleben zu benötigen – anders als Lebensmittel oder Kleidung – könnte man versucht sein, zu denken, die Sprache wäre etwas Virtuelles und ganz und gar nicht unentbehrlich. Der Vergleich mit der Luft passt auch noch aus einem anderen Grunde: Der Mensch lebt von der Luft, wenn auch nicht nur von ihr. Wenn man ohne weiteres atmen kann übersieht man ihre Wichtigkeit leicht, spätestens in dem Moment jedoch, wo ihr Mangel zu gesundheitlichen Schädigungen oder gar zur Lebensgefahr führt wird ihre Unentbehrlichkeit schlagartig bewusst.

Heute zu Beginn des 21. Jahrhunderts, wo Globalisierung keine Zukunftsmusik mehr ist, wo Begriffe wie „Informationsgesellschaft“, „Wissensökonomie“, „E-Zeitalter“, „Recht auf Diskurs“, „Wertvorstellungen“ zu Dauerthemen geworden sind, wo man dem Zeitgeist folgend „der Übereinstimmung von Wissen und Handeln“ und „des Einklangs von Sprechen und Handeln“ Lesarten für einen wissenschaftlichen Entwicklungsbegriff erarbeitet und kognitionswissenschaftliche Diskurse führt, sollen – auf staatlicher und nationaler Ebene – erneut Überlegungen über die Wichtigkeit der Sprache für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 analog zur Rolle der Luft für das menschliche Leben – angestellt werden. Deshalb und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von dem Ministerpräsidenten Li Keqiang und der Bundeskanzlerin Angela Merkel gemeinsam eröffneten Chinesisch-Deutschen Sprachenjahrs wird im vorliegenden Beitrag auf einige Wechselbeziehungen, d.h. verschiedene Möglichkeiten des „MAKRO“-Potenzials der „META“-Eigenschaft der Sprache, eingegangen.

1．Sprache und Zivilisation: Sprache als Merkmal zur Abgrenzung zwischen Zivilisation und Barbarei

Wenn man in chinesischen oder deutschen Nachschlagewerken wie z.B. dem Wörterbuch des Modernen Chinesisch
 
〔4〕

 das Wort „Zivilisation“ nachschlägt, findet man Folgendes:


❶[Sub.]Kultur(1).

❷[Adj.]kultiviert, vonhöherergesellschaftlicherEntwicklungundvonhöhererKultur

❸[Adj.](veraltet) modernundwestlich, vommodernenWesten (Bräuche, Gewohnheiten, Sachverhalte)



Die Erläuterung im Duden
 lautet
〔5〕

 :



Zivilisation


3.a)GesamtheitderdurchdentechnischenundwissenschaftlichenFortschrittgeschaffenenundverbessertensozialenundmateriellenLebensbedingungen; b)Zivilisierung;

4.(selten) durchErziehung, Bildungerworbene[verfeinerte]Lebensart



Die Gemeinsamkeit in beiden Definitionen besteht darin, dass sie auf der Abgrenzung der menschlichen Zivilisation von Barbarei und Wildheit basieren.
〔6〕

 Auch eine weiterführende Recherche in engli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Nachschlagewerken würde ähnliche Ergebnisse verzeichnen. Was hingegen umstritten bleibt, ist die Datierung des Anfangs der menschlichen Zivilisation. Die etymologische Ähnlichkeit unterstützt indirekt folgende These „Marx und Engels“ aus dem Werk Die deutsche Ideologie
 :


„Die größte Teilung der materiellen und geistigen Arbeit ist die Trennung von Stadt und Land. Der Gegensatz zwischen Stadt und Land fängt an mit dem Übergang aus der Barbarei in die Zivilisation, aus dem Stammwesen in den Staat, aus der Lokalität in die Nation, und zieht sich durch die ganze Geschichte der Zivilisation bis auf den heutigen Tag (die Anti-Corn-Law League) hindurch.“
 
〔7〕



An anderer Stelle vertrat Engels die Ansicht, dass die Zivilisation mit dem Schmelzen des Eisenerzes und der Erfindung der Buchstabenschrift und ihrer Verwendung zu literarischer Aufzeichnung begann.
〔8〕

 Bei dieser Auffassung stehen vor allem die Aspekte Produktionsweise und Schriftlichkeit im Vordergrund. Nicht zuletzt findet hier auch die Einsicht, dass der Gegensatz zwischen Stadt und Land nicht rein geographischer sondern verwaltungsorganisatorischer Art ist, Ausdruck. Mit der Entstehung der neuen Verwaltungsorganisation ging die Erfindung der Schrift einher. Insofern darf behauptet werden, dass es insbesondere der Besitz eines Schriftsystems ist, wodurch sich die Zivilisation von der Barbarei unterscheidet. Wenn wir Begriffe wie „geistige Zivilisation“ und „zivilisierte Sprache“, die seit Jahren im öffentlichen Diskurs hierzulande präsent sind, näher betrachten, können wir ebenfalls erkennen, dass „Zivilisation“ sich auf ein fortgeschrittenes gesellschaftliches Entwicklungsstadium bezieht und auf den Wunsch und die Bereitschaft, diese Entwicklung weiterzuführen.
〔9〕

 Auch hierbei spielt Sprache also offensichtlich eine unersetzbare Rolle.

2．Sprache und Nation: Sprache als Mittel zur Identifizierung und zum Zusammenhalt einer Nation

Die Entstehung von Nationen ergibt sich aus der Entwicklung der menschlichen Zivilisation und treibt als grundlegende Einheit in Form von bestimmten Menschengruppen die Zivilisation voran. Nation und Sprache befinden sich in einer natürlichen Wechselbeziehung, da verschiedene Menschengruppen über gemeinsame und unterschiedliche Lebensmechanismen und Lebensumwelten verfügen. Vor diesem Hintergrund findet man in fast allen Nachschlagewerken die Auffassung, dass die gemeinsame Sprache als wichtiges Kriterium zur Identifizierung einer Nation angesehen werden sollte. Zu diesen Nachschlagewerken gehören beispielsweise sowohl die Chinesische Enzyklopädie
 (Band Philosophie
 ), das Wörterbuch des Modernen Chinesisch aus China als auch der Duden
 und die Brockhaus Enzyklopädie
 aus Deutschland oder mehrsprachige Online-Enzyklopädien wie Wikipedia
 oder die Baidu-Enzyklopädie
 . Hieraus ein paar Erläuterungen zum Begriff „Nation“:

·　Die Chinesische Enzyklopädie
 (Band Philosophie
 ): relativ stabile soziale Gemeinschaften bzw. Gruppen von Menschen, die sich auf gemeinsame Sprache, gemeinsame geographische Lage, gemeinsames Wirtschaftsleben, gemeinsame Kultur und gemeinsame psychische Befindlichkeit gründen.
〔10〕



·　Das Wörterbuch des Modernen Chinesisch
 : 1) Gemeinschaften bzw. Gruppen von Menschen, die sich historisch formen und auf unterschiedlichem Niveau der sozialen Entwicklung befinden; 2) Gemeinschaften bzw. Gruppen von Menschen, die sich auf gemeinsame Sprache, gemeinsame geographische Lage, gemeinsames Wirtschaftsleben gründen und eine gemeinsame psychische Befindlichkeit aufgrund gemeinsamer Kultur aufweisen.
〔11〕



·　Wikipedia
 (Deutsch): Nation (vor dem 14. Jahrhundert ins Deutsche übernommen, von lat.natio
 , „Geburt, Herkunft, Volk“) bezeichnet größere Gruppen oder Kollektive von Menschen, denen gemeinsame kulturelle Merkmale wie Sprache, Tradition, Sitten, Gebräuche oder Abstammung zugeschrieben werden. Diese sprachlichen und kulturellen Eigenschaften und Merkmale werden dann als der nationale Charakter eines Volkes oder einer Volksgemeinschaft ausgemacht.
〔12〕



·　Wikipedia
 (Chinesisch): Nation, auch Staatsnation genannt, bezeichnet eine Gruppe von Menschen, die sich durch gemeinsame Geschichte, Kultur und Vorfahren verbunden fühlen. Zu den Differenzierungsfaktoren gehören z.B. sowohl geographische Lage, Sprache, Religion, Aussehen oder Vorfahren, als auch „subjektive“ Faktoren wie die Wahrnehmung ihrer Nationalität und die Identifizierung damit.
〔13〕



In allen diesen Definitionen wird Sprache als wichtiges Element bei der Nationenbildung angesehen. In gewisser Hinsicht könnte man auch sagen, dass sich in einer Sprache lediglich eine Anzahl anderer Faktoren verdichtet, die den Zusammenhalt einer Nation begründen. Überall, wo Sprache gebraucht wird, gilt das Wort Wilhelm von Humboldts:






„Die Sprache ist gleichsam die äußerliche Erscheinung des Geistes der Völker; ihre Sprache ist ihr Geist und ihr Geist ihre Sprache; man kann sich beide nie identisch genug denken.“
 
〔14〕








„[…] weil die Sprache zugleich eine Auffassungsweise der gesamten Denk- und Empfindungsart ist, und diese, sich einem Volke aus entfernter Zeit her darstellend, nicht auf dasselbe einwirken kann, ohne auch für dessen Sprache einflussreich zu werden.“
 
〔15〕








„[…] und da auch auf die Sprache in derselben Nation eine gleichartige Subjectivität einwirkt, so liegt in jeder Sprache eine eigentümliche Weltansicht.“
 
〔16〕







Nach seiner Ansicht werden einerseits Erfahrungen und Gedanken einer Nation in ihrer Sprache konzentriert, andererseits wirkt die Sprache einer Nation auch subtil auf deren nationale Identität und Weltanschauung ein. Darum gilt die Sprache als ein so wichtiges Merkmal einer Nation.

3．Sprache und Gesellschaft: Sprache als Kommunikations-und Organisationsmittel zur Ermöglichung von gesellschaftlicher Arbeitsteilung

Zheng Hangsheng und Li Yingsheng, zwei renommierte chinesische Soziologen, haben in ihrem Werk Soziologie Chinas im 20. Jahrhundert
 Erläuterungen des Begriffs „Gesellschaft“ von antiken chinesischen Werken, bis hin zu Fichte, Tonnies usw. bilanziert und vertreten die Auffassung, dass sich Gesellschaft als Gemeinschaft oder Gruppe von Menschen (ein organisches Ganzes) definieren lässt, die sich in bestimmten zeitlichen und räumlichen Situationen befinden, eine gemeinsame Kultur besitzen und sich aufgrund von Produktionsaktivitäten zusammenschließen.
〔17〕

 In diesem Gesellschaftskonzept enthalten ist die Doppelnatur des Menschen, als Naturwesen und als gesellschaftliches Wesen.
〔18〕

 Was den Menschen mit anderen Menschen bzw. einen Menschen mit seiner Gesellschaft verbindet, ist die Arbeitsteilung. Sie durchzieht alle Bereiche des menschlichen Lebens im Formungs- und Organisationsprozess einer Gesellschaft. Den Erörterungen von Plato (427-347 v. Chr.) z.B, in Der Staat
 kann entnommen werden, dass die Arbeitsteilung nicht nur auf die Befriedigung verschiedenster materieller und immaterieller Bedürfnisse zurückzuführen ist, sondern auch auf die menschliche Natur selbst, da Menschen von Natur aus unterschiedliche spezielle Begabungen haben und Spezialisierung als das erste wesentliche Merkmal von Arbeitsteilung anzusehen ist.
〔19〕

 Eine derartige Arbeitsteilung realisiert sich zum größten Teil mit Hilfe der Sprache. Sapir, der amerikanische Anthropologe und Linguist, vertritt die folgende Auffassung:






„Die Universalität und die Vielfalt der Sprache führen zu einer wichtigen Einsicht. Wir müssen davon ausgehen, dass die Sprache ein uraltes Erbe der Menschheit ist. Es ist zu bezweifeln, ob andere Formen des kulturellen Erbes der Menschheit wie das Feuerbohren oder die Steinbearbeitung noch älter sind als die Sprache. Ich neige eher zu glauben, dass die Sprachentstehung zeitlich sogar vor der primitivsten Entwicklung der materiellen Kultur stattfand und dass diese Entwicklung kaum möglich gewesen wäre, bevor die Sprache als wesentliches Mittel zum Ausdruck ihre Gestalt annahm.“
 
〔20〕







Der amerikanische Linguist Bloomfield hat 1955 im folgenden Zitat die Wirkung der Sprache in einem noch komplizierteren Produktionsprozess erläutert:






„Die verschiedenen Möglichkeiten, wie wir von der Sprache profitieren können, sind sehr offensichtlich, wir brauchen nur einige zu nennen, wie etwa die Weiterleitung von Nachrichten. Wenn einige Bauern oder Händler erklären, sie wollen eine Brücke über diesen Fluss bauen, dann kann diese Nachricht bis zur Bürgerversammlung, zum Landtag, zum Amt für Straßen und Verkehr, zu einem Mitarbeiter des Ingenieurwesens und zu einem Büro des Auftragnehmers vordringen, indem sie durch mehrere Sprecher und durch mehrere Reden weitergeleitet wird. Und zum Schluss – als tatsächliche (praktische) Reaktion auf den ursprünglichen Reiz durch die Bauern – errichten einige Arbeiter die Brücke.“
 
〔21〕







All dies erhellt die Unentbehrlichkeit der sprachlichen Kommunikation für die für die Arbeitsteilung notwendige Kooperation. Eine ähnliche Auffassung findet man sogar schon fünf Jahre vor Bloomfield und zwar im chines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skontext. 1950 hat Wu Yuzhang, der ehemalige Rektor der Remin-University, folgende Aufschrift für das Werk Sprache und Kultur
 von Luo Changpei, dem Leiter des Instituts für Sprachen an der Chine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erfasst: „Unsere Forschung vertiefen – durch die Entwicklung der Philologie in Verbindung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Gesellschaf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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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schlägige Erörterungen findet man auch bei Saussure, dem Begründer der modernen Linguistik und nicht zuletzt auch in anderen sprachwissenschaftlichen Werken in China, Deutschland und anderen Ländern.

4．Sprache und Information: Sprache zur Koppelung von einzelnen Gehirnen und von Gehirnen und Welt

Die oben erwähnten Ansichten Bloomfields u.a. verweisen auf die Wechselbeziehung zwischen Sprache und Information. Darin besteht auch ein Anknüpfungspunkt zum Begriff „Information“, wie ihn der deutsche Philosoph Heidegger 1955/56 entwickelt hat, und anderen verwandten Auffassungen
〔23〕

 . Damals wies Heidegger auf Folgendes hin: „Information besagt einmal die Benachrichtigung, die den heutigen Menschen möglichst schnell, möglichst umfassend, möglichst eindeutig, möglichst ergiebig über die Sicherstellung seiner Bedürfnisse, ihres Bedarfs und dessen Deckung unterrichtet.“
〔24〕



Schon 1957 bemerkte er:






„Die Bestimmung der Sprache als Information verschafft den zureichenden Grund für den Bau der Großrechenanlagen, des Computers.“
 
〔25〕

 „Ohne die Technik der großen Laboratorien, ohne die Technik der großen Bibliotheken und Archive und ohne die Technik eines vollendeten Nachrichtenwesens ist eine fruchtbare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 und eine dementsprechende Wirkung heute undenkbar. Jede Abschwächung dieser Tatbestände ist Reaktion.“
 
〔26〕








„Indem jedoch die Information informiert, d.h. benachrichtigt, formiert sie zugleich, d.h. sie richtet ein und aus. Die Information ist als Benachrichtigung auch schon die Einrichtung, die den Menschen, alle Gegenstände und Bestände in eine Form stellt, die zureicht, um die Herrschaft des Menschen über das Ganze der Erde und sogar über das Außerhalb dieses Planeten sicherzustellen.“
 
〔27〕







Der chinesische Wissenschaftler Chen Zhong weist in seinem Werk Informationspragmatik
 
〔28〕

 auf Folgendes hin:






„Nach der Systemtheorie stellt die Sprache ein zentrales System im Rahmen verschiedener Systeme dar. Sie steht im Mittelpunkt der Informationsweiterleitung und ist von vielen anderen Systemen umgeben. Den Kern dieser verschiedenen Systeme bilden wiederum die Zeichen selbst. Sie sind eingebettet in Kontext, Kognition, Wissen, soziale Faktoren, Denken, Sprechakte usw. Die Semantik eines Zeichens vernetzt sich mit den Informationen aus dessen Umgebung, expandiert und führt als Indiz zur Erschließung von Implikaturen und zur Realisierung von Sprechakten.“






Zu verschiedenen Zeiten wurde die Wechselbeziehung zwischen Sprache und Information also durchaus ähnlich eingeschätzt.

5．Sprache und Wissen: Sprache als Medium zur Akkumulation von Wahrnehmungs- und Erkenntnisergebnissen

In einschlägigen Diskussionen zur Informationspragmatik betonen deutsche Wissenschaftler auch immer wieder die Wechselbeziehung zwischen Sprache und Wissen. Beispielsweise hat Kuhlen „Information“ definiert als „die Teilmenge von Wissen, die von einer bestimmten Person oder einer Gruppe in einer konkreten Situation zur Lösung von Problemen benötigt wird und häufig nicht vorhanden ist.“
〔29〕



Ihm zufolge ist „Information – wenn man es in eine Formel packen wollte – Wissen in Aktion“.
〔30〕

 Später hat Rauch, ein deutscher Informationspragmatiker, sich folgendermaßen geäußert:


„,Wissen‘ wird durch die einzelnen Fachdisziplinen laufend erweitert und verändert und muss sich an der Realität beweisen. [...] Von Information kann man erst dann sprechen, wenn Wissen Wirkung hat, wenn es eingesetzt wird, um Ziele zu erreichen, wenn Realität nicht nur beschrieben, sondern auch verändert wird.“
 
〔31〕



Aus dem oben erläutert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Sprache und Information ergibt sich zwangsläufig eine Wechselbeziehung zwischen Sprache und Wissen. Felder und Müller, zwei deutsche Sprachwissenschaftler, haben ihrem Werk Wissen durch Sprache
 mit Nachdruck hierauf verwiesen:


„Dem Band wie auch dem Forschungsnetzwerk Sprache und Wissen ist eine Anschauung zum Zusammenhang von Sprache und Wissen grundlegend, die besagt, dass Sprache nicht einfach ein weit verbreitetes Transportmittel für Wissen ist, sondern dass vielmehr sprachliche Kommunikationsprozesse eine unhintergehbare Grundbedingung für die Konstitution, Evaluation und Vermittlung von Wissen sind: Wissen lebt durch die Sprache und in der Sprache. Der so formulierte Zusammenhang von Sprache und Wissen hat auch Auswirkungen auf die Diagnose der Rolle von Wissen in der Gesellschaft: Allerorten ist zu vernehmen, dass wir in einer ‚Wissensgesellschaft‘ leben.“
 
〔32〕



6．Sprache und Erziehung: Sprache als wesentliches Erziehungsinstrument

Der deutsche Philosoph Jaspers hat in seinem philosophischen Werk u.a. eine Differenzierung zwischen „Erziehung“ und „Bildung“ unternommen. Ihm zufolge darf „Erziehung“ nicht mit einer einfachen Aktivität gleichgesetzt werden, sondern sie ist vielmehr als eine Kommunikation zwischen verschiedenen Menschen zu konzipieren.
〔33〕

 Diese Kommunikation findet sich zunächst zwischen älteren und jüngeren Generationen, aber auch zwischen verschiedenen anderen Subjekten, wie Lehrer und Schüler, Meister und Lehrling, Eltern und Kind. Die Wechselbeziehung zwischen den verschiedenen Subjekten ändert sich und geht allmählich von einem asymmetrischen Zustand in einen symmetrischen über. Dadurch wird die Phase erreicht, die wir in China mit dem Konzept des „Aneinander-Wachsens von Lehrenden und Lernenden“ bezeichnen würden, etwas, das mit der Realisierung von „Bildung“ im Jasperschen Sinne zu tun hat.
〔34〕

 Unter „Bildung“ wird eine Lebensart verstanden, die sich aus Wissen, Ansichten, Fähigkeiten, Perspektiven, Einstellungen, Sprachen usw. zusammensetzt, die die Weltanschauung eines Menschen ausmacht, sowohl in theoretischer Auffassung als auch in praktischem Einsatz. Nach den Erörterungen von Jaspers zum Thema Erziehung wirkt die Sprache als fester Bestandteil auf den gesamten Ablauf der Erziehung ein.

Vor diesem Hintergrund lässt sich Punkt 17 (von insgesamt 50) des Programms zur Belebung des Bildungswesens 2003 – 2007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sministeriums klarer verstehen:


17. Standardisierung und Normierung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sollen verstärkt werden. Die Gebrauchsumwelt von allgemein geltender Sprache und Schrift soll optimiert werden. Normen für Sprache und Schrift, die dem modernen Bildungswesen und dem sozialen Gebrauch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entgegenkommen, sollen erstellt werden. Kodifizierung, Modifizierung, Überprüfung und Zertifizierung von Normen für die allgemein gebräuchliche Sprache und Schrift sowie für Sprachen und Schriften von nationalen Minderheiten sollen beschleunigt vorangetrieben werden. Es soll eine hochwertige Plattform für Sprache und Schrift bereitgestellt werden. Auch das Monitoring und die Beratung in Bezug auf Sprache und Schrift sollen intensiviert werden. Wir müssen im Einklang mit geltendem Recht einzelne Arbeiten in Bezug auf die Evaluierung, die Prüfung und die Verbreitung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fördern und die Normierung zum Gebrauch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in Bildungsinstitutionen und in der Gesellschaft forcieren. Verstärkt werden sollen ebenfalls die Verbreitung des Hochchinesischen in relevanten Regionen, wo Dialekte gesprochen werden, die Ausbildung von Chinesisch-Lehrkräften für nationale Minderheiten, die Unterstützung von Ausbildungen in Hinsicht auf die allgemein gebräuchliche Sprache und Schrift in den westlichen Regionen.


Diesem Programm können viele aktuelle Tendenzen in Bezug auf das Bildungswesen entnommen werden. Zu den zahlreichen Projekten, die mit diesem Programm einhergehen, gehört vor allem das Projekt bezüglich der Erziehung und Bildung im Bereich moderner Informationstechnologien. Dafür wurde die staatliche Leitungsgruppe für Informationstechnologie mit dem Ministerpräsidenten als Gruppenleiter gegründet. Dementsprechend entstand auch am chinesischen Bildungsministerium eine Leitungsgruppe für die Informationstechnologie im Rahmen des Bildungswesens mit dem Bildungsminister als Gruppenleiter. Vor diesem Hintergrund ist es nicht überraschend, dass in dem Internetportal „Cernet“, das auf Basis staatlicher Investitionen unter der Verwaltung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sministerium durch z.B. die Tsinghua-University aufgebaut und durchgeführt wird, einschlägige Diskussionen stattfinden. Eine davon trug die Überschrift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 ein Erziehungsorkan rollt heran”.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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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 oben erwähnten Diskussionen kann entnommen werden, dass MOOC in Bezug auf seine mobile Form für Unterricht und Bildung zwar nicht nur Lob erhält, aber die meisten Wissenschaftler in ihm mehr also nur Online-Kurse sehen. Manche verweisen auf die Sprache, in der die Kurse angeboten werden und somit auf mögliche langfristige Konsequenzen. Darüber sollten wir uns alle – sowohl als Lehrende als auch als Lernende – Gedanken machen, insbesondere über die unentbehrliche Rolle der Sprache, die in dem ganzen Zusammenhang erwähnt worden ist: Spiegelt diese Art und Weise der Erziehung nicht gerade die enge Wechselbeziehung zwischen Sprache und Zivilisation, Sprache und Nation, Sprache und Information, Sprache und Wissen wider? Das heißt also, es kommt nicht nur auf den Inhalt der Vermittlung an, sondern auch darauf, in welcher Sprache und mit Hilfe welcher Ausdrucksmittel vermittelt wird. Denn die Sprache wird aufgrund dieser neuen Vermittlungsform auf aktuelle Art und Weise verschiedenste Aspekte von Begriffen wie „menschliche Zivilisation“, „Nation“, „Information“ und „Wissen“ prägen. Einige Universitäten versuchen als erste Wegbereiter dieser Entwicklungstendenz entgegenzukommen. Beispielsweise wurde vor kurzem, am 10.10.2013 die chinesische MOOC-Plattform „xuetangX“ (www.xuetangX.com), die die Informatik-Gruppe der Tsinghua-University basierend auf OpenEDX entwickelt hat, freigeschaltet.
〔36〕



7．Sprache und Kultur: Sprache zur Konstruktion von Weltansichten, Weltanschauungen und Wertvorstellungen

Nach jahrelanger Diskussion über verschiedene Varianten des Kulturbegriffs im engeren und weiteren Sinne, ist die Wechselbeziehung zwischen Sprache und Kultur heutzutage ein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Zunächst haben alle Definitionen gemeinsam, die Sprache als entscheidendes Merkmal für Zivilisation sowie für die Kultur zu betrachten: Der englische Anthropologe Tylor hat in seinem Werk Primitive culture
 im Zuge ausgedehnter Forschungen einen eigenen wissenschaftlichen Kulturbegriff herausgearbeitet. Seine Definition lautet:


„Kultur oder Zivilisation ist im weiteren ethnographischen Sinne ein Komplex, das Wissen, Glauben, Kunst, Moral, Gesetz, Brauch und alle anderen Fähigkeiten und Gewohnheiten umfasst, die sich der Mensch als Mitglied der Gesellschaft erworben hat.“
 
〔37〕



Der amerikanische Anthropologe White, ein Vertreter der neuen Evolutionstheorie, war beeinflusst durch die frühere Entwicklung der Semiotik. Seine Einsicht in die Wechselbeziehung zwischen Zeichen und Kultur führte zu folgender Auffassung: „Alle Kulturen (Zivilisationen) hängen von Zeichen ab. Die Fähigkeit, Zeichen zu verwenden, führt zur Entstehung von Kultur. Und gerade die Verwendung von Zeichen ermöglicht die Fortsetzung von Kultur. Ohne Zeichen wäre keine Kultur möglich; Menschen wären Tiere, keine Menschen.“
〔38〕

 Die amerikanischen Kulturanthropologen Kroeber und Kluckhohn haben mehr als 100 Definitionen von „Kultur“ erforscht und 1952 in ihrer Publikatio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ein umfassendes Kulturkonzept vorgestellt:


„Kultur besteht aus Mustern, explizit oder implizit, lässt sich mit Hilfe von Zeichen erwerben und transferieren. Sie konstituiert die besonderen Errungenschaften von Menschengruppen. Diese umfassen die konkreten Ausschöpfungen in Artefakten. Der wesentliche Kern der Kultur besteht aus traditionellen (d.h. historisch abgeleiteten und ausgewählten) Ideologien und vor allem damit verbundenen Werten.“
 
〔39〕



Die Verfasserin hat aufgrund der Bilanzierung aller bisherigen relevanten Kulturkonzepte im Jahr 2000 eine noch allgemeinere und generelle Definition versucht: „Kultur besteht aus Denkmustern, Verhaltensnormen und Wertvorstellungen, wobei die Wertvorstellungen den Kern bilden.“
〔40〕

 Unter der hier in den Vordergrund gerückten Wechselbeziehung zwischen Sprache und Kultur wird verstanden, dass Sprache und Kultur immer ein fester Bestandteil des jeweiligen anderen bleiben, egal, wie Kultur definiert wird. Daraus ergibt sich der Grund dafür, warum Sprache Konflikte zwischen verschiedenen Kulturen sowohl auslösen als auch auflösen kann. Sprache konstituiert und dokumentiert nämlich Weltansichten, Weltanschauungen und Wertvorstellungen. Das chinesische Wort „Kultur“ besteht aus zwei Zeichen, nämlich „Sprache“ und „kultivieren“ und bedeutet nach antiken chinesischen Erläuterungen „Kultivierung mit Hilfe von Sprache“. Hierbei wird die Wechselbeziehung zwischen „Kultivierung“ und der dafür eingesetzten „Sprache“, die Schrift, Texte, literarisches Talent, Ritual und Musik (Li und Yue), Gesetzestexte usw. umfasst, unmittelbar angesprochen.
〔41〕



Die oben erwähnten Kulturdefinitionen haben sich parallel zum Fortschritt der Gesellschaft und der Entwicklung moderner Medien wie dem Internet herausgebildet. Aufgrund der verstärkten Vernetzung zwischen verschiedenen Ländern gewinnen „interkulturelle“ und „intersubkulturelle“ Kommunikationsformen immer mehr an Bedeutung. Die im Internet verbreiteten aktuellen Netzjargons und neue Wortschöpfungen von Jugendlichen, die in den 90er Jahren geborenen wurden, spiegeln exakt die Einwirk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auf die Form der Sprache wider. Dies erschwert auch die Kommunikation zwischen Menschen aus verschiedenen Zeitepochen und Generationen. Heutzutage ist die Kommunikation aufgrund des Internets durch hohe Geschwindigkeit, breite Reichweite und ein massives Informationsangebot gekennzeichnet. Auf der einen Seite wird die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zwischen verschiedenen Ländern immer einfacher, auf der anderen Seite werden Schwierigkeiten, die sich aus sprachlichen und kulturellen Unterschieden ergeben, jedoch immer gravierender. Viele Länder und viele soziale Gruppen befinden sich in diesem interkulturellen Prozess, der gleichzeitig Verschmelzungen und Kollisionen umfasst.

Unter „Interkulturalität“
〔42〕

 im Gegensatz zu „Intrakulturalität“ wird insbesondere das Phänomen des Verschmelzens zweier heterogener Kulturen verstanden. Es tritt in Form eines Verstoßes gegen Verhaltensmuster einer oder sogar beider Kulturen auf. Es errichtet einerseits Barrieren zwischen den verschiedensten Formen der Kommunikation, bringt andererseits jedoch auch Inspiration und Chancen zur kreativen Kooperation mit sich. Dies ist das Positive an der Interkulturalität, das nicht übersehen werden darf. Im Zuge der Erweiterung und Beschleunigung der Informationsverbreitung ist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zu einem unvermeidbaren Bestandteil des Alltags geworden. Darum ist es von großer Relevanz, wie man die positiven Effekte der Interkulturalität im Dienste der Kommunikation nutzt. Ausgehend hiervor wird seit den letzten Jahren eine gute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als potentielle Schlüsselqualifikation angesehen. Lehre und Forschung in diesem Bereich setzen sich das Ziel, den Menschen dabei zu helfen, das unbewusst erworbene Basiswissen und Basisbewusstsein in Bezug auf Interkulturelles zur bewussten überprüfbaren interkulturellen Kompetenz zu transformieren.

Die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vorgelegte Forschungsresultate
〔43〕

 zu den Themen „Interkulturalität“, „Interkulturelle Kopplung“, „Interkulturelle Konstruktion“ haben zu folgender Einsicht geführt: Wenn wir bestimmte Phänomene im Bereich der interkulturellen Kompetenz und Interkulturalität erhellen wollen, dann können wir mit geschärften Sinn nach „interlingualen“ und „intersemiotischen“ Phänomenen, d.h. mit Hilfe von Methoden aus der Sprachwissenschaft und Semiotik nach konkreten Formen der Sprache bzw. des Sprachgebrauchs suchen, und mit Hilfe von Sprache in verschiedene Bereiche des sozialen Lebens wie Musik, Kleidung, Architektur, Essen und Trinken eintauchen.
〔44〕

 Dass dies möglich ist, liegt daran, dass Sprache seit jeher nicht nur als Werkzeug zum Denken und zum Kommunizieren gilt, sondern als organisches Ganzes, das Gedanken konstituiert und zum Ausdruck bringt. Das alles – nicht zuletzt die Relevanz der Sprache an sich und deren enger Zusammenhang mit der interkulturellen Kommunikation – spricht für die Wichtigkeit sprachwissenschaftlicher Forschung. Vor diesem Hintergrund sind die Thesen von Wilhelm von Humboldt, dem Vater der allgemeinen Sprachwissenschaft, und von Saussure, dem Begründer der modernen Linguistik, immer noch aktuell. Wilhelm von Humboldt schrieb: „Die Sprache ist das bildende Organ des Gedanken. […] Die intellektuelle Tätigkeit und die Sprache sind daher Eins und unzertrennlich voneinander.“
〔45〕

 Neben seiner Behauptung „Sprache ist ein System von Zeichen“ hat Saussure auch mit Nachdruck darauf verwiesen, dass Sprache „nichts anderes als ein System von bloßen Werten“
〔46〕

 sei. Die Ansätze dieser beiden großen europäischen Gelehrten sind in vielerlei Hinsicht – vom Aufbau von verschiedenen Fächern bis zum Aufbau der ökologischen Zivilisation – sehr aufschlussreich und es wert, praktisch umgesetzt zu werden.

8. Schlusswort, das kein Abschluss ist

In diesem Beitrag habe ich versucht zu erläutern, wie Sprache aufgrund ihrer „META“-Eigenschaft potenziell auf der Makroebene mit anderen Faktoren wie Zivilisation, Nation, Gesellschaft, Information, Wissen, Erziehung und Kultur zusammenwirken kann. Wegen dieses MAKRO-Potenzials haben verschiedene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sformen einander im Laufe der Zivilisations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einander immer durchdrungen und ergänzt – das beinhaltet sowohl die einschlägige Forschung dazu als auch Sprache sowie Sprachwissen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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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 lässt die Behauptung zu, dass die Sprache wegen ihrer besonderen Wirkmächtigkeit – in ihr werden Konzepte begründet, Intelligenz und Kompetenz gestaltet, lassen sich Gedanken konstituieren und Handlungen organisieren – als Vorhut jeder neuen Epoche der menschlichen Zivilisation bezeichnet werden darf. Weil die Sprache selbst eine der menschlichen Tätigkeiten und auch eine alle anderen menschlichen Tätigkeiten durchdringende wesentliche Tätigkeit ist, wir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gegenwärtig zu einer META-Wissenschaft und MAKRO-Wissenschaft. Zu darauf aufbauenden Tätigkeiten – sei es in Bezug auf Lehre und Forschung von Sprachen als solche, sei es in Bezug auf aktuelle Aufgaben und zukunftsorientierte Konzeptionen zum Aufbau z.B. einer ökologischen Zivilisation – können Sprachwissenschaft und die mit ihr vernetzte Kulturwissenschaft nachhaltig beitragen. Über weitere Wechselwirkungen wäre im Anschluss zu diskutieren: Sprache und Ausdruck von Empfindung, Sprache und Stellungnahme, Sprache und Erwägung, Sprache und Planung, Sprache und Auszeichnung, Sprache und Kritik, oder: Sprache und Literatur, Sprache und Geschichte, Sprache und Management, Sprache und Recht, Sprache und Philosophie, Sprache und Wirtschaft, Sprache und Politik, Sprache und Nachrichten usw.

Die heutige Sprachwissenschaft hat zahlreiche auf bestimmte Kerngebiete gerichtete Teildisziplinen bzw. interdisziplinäre Varianten hervorgebracht, wie z.B. Phonetik, Syntax, Semantik, Pragmatik, Textpragmatik, kognitive Linguistik,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Linguistik, Wirtschaftslinguistik, Politolinguistik, Computerlinguistik, Diskurslinguistik, Medienlinguistik, Ökolinguistik usw. Diese Entwicklung und die damit verbundenen Diskussionen sind bei weitem noch nicht zum Abschluss gekommen. Daher auch dieses Schlusswort, das kein Abschluss sein s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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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Förder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die Beratung und Qualifizierung unserer Partner im Ausland sind Kernaufgaben des Goethe-Instituts. Gleichzeitig stellen uns diese Aufgaben in China vor ganz besondere Herausforderungen. Um diesen zu begegnen, stehen dem Goethe-Institut verschiedene Instrumente und Mittel zur Verfügung. In einem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zwischen dem Erziehungsministerium der VR China und dem Goethe-Institut wurden 2013 insbesondere die Bereiche „Qualifikation von Deutschlehrkräften“, Berufliche Bildung“ und „Deutsch an Mittelschulen“ als Schwerpunkte unserer gemeinsamen Bemühungen identifiziert, um die Entwicklung des Faches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im chinesischen Bildungssystem zu fördern. In dem vorliegenden Vortrag werden zwei Schwerpunkte der Arbeit des Goethe-Instituts in China vorgestellt und anhand von einem Beispiel verdeutlicht, was aus unserer Sicht ein Projekt zu einem erfolgreichen Projekt macht. Im Anschluss wird auf die Rahmenbedingungen eingegangen, die notwendig sind, um einen positiven Lernerfolg für Deutschlernende zu erzielen.





Im Jahr 2013 und 2014 fand das Deutsch-Chinesische Sprachenjahr statt. Das Goethe-Institut beteiligt sich mit einer Vielzahl an Projekten an diesem Sprachenjahr. Alle Projekte haben die Förder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zum Ziel. Die Förder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hat viele verschiedene Aspekte und ist ein Kernziel der Arbeit des Goethe-Instituts.

Die Erhöhung der Zahl der Deutschlerner ist ein Ziel von vielen, daneben hat unsere Arbeit in China aber einen besonderen Fokus auf der nachhaltigen Förderung der Qualität des Deutschunterrichts. Angesichts der stetig steigenden Anzahl an Deutschlernern in China kommt den Lehrkräften eine besondere Verantwortung zu, wenn die deutsche Sprache in immer mehr Bildungseinrichtungen zu einem festen Bestandteil des Curriculums werden soll. Eines der Ziele des Goethe-Instituts ist es daher, innerhalb der vorhandenen Bidlungssysteme eines Landes diejenigen Institutionen und Einzelpersonen zu unterstützen, die sich bereits mit der deutschen Sprache befassen und durch verschiedene Projekte die Qualität des Sprachunterrichts zu verbessern und Deutschlehrkräften bei Ihrer Arbeit mit Rat und Tat zur Seite zu stehen.

Das Ergebnis dieser Arbeit hat oftmals zur Folge, dass sich dadurch auch die Anzahl der Deutschlerner erhöht, dies alleine kann im Sinne einer nachhaltigen Etablierung der Fremdsprache Deutsch aber nicht das Hauptziel unserer Arbeit sein.

Daher möchte ich heute zwei Schwerpunkte der Arbeit des Goethe-Instituts in China vorstellen und anhand von einem Beispiel verdeutlichen, was aus unserer Sicht ein Projekt zu einem erfolgreichen Projekt macht. Im Anschluss möchte ich auf die Rahmenbedingungen eingehen, die notwendig sind, um einen positiven Lernerfolg für Deutschlernende zu erzielen.

Das Goethe-Institut hat im März 2013 ei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it dem Erziehungsministerium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unterzeichnet, in dem unter anderem zwei Schwerpunkte der Zusammenarbeit identifiziert wurden, um die deutsche Sprache zu stärken. Zum einen geht es dabei um das Fach Deutsch an Mittelschulen, zum anderen geht es um die Lehrerqualifikation.

Im Rahmen des Partnerschulprojekts PASCH unterstützt das Goethe-Institut Mittelschulen, die Deutsch als Wahlfach oder Wahlpflichtfach einführen wollen. Ende November 2013 wurde die mittlerweile 59. Schule in das PASCH-Netzwerk aufgenommen. Bei der Auswahl der Schulen, die wir fördern, spielen viele Kriterien eine Rolle. Ein besonderes Kriterium ist die Einbindung einer Schule in ein bereits bestehendes Netzwerk aus Schulen an einem bestimmten Standort.

Beispielhaft ist hier das Netzwerk aus PASCH-Schulen in Wuhan zu nennen. An diesem Standort sind bereits 5 Schulen in das Netzwerk integriert: die Brauereifachschule Hubei, die Wuhan Changqing Nummer 1 Schule, die Mittelschule Nummer 1 der zentralchinesischen pädagogischen Universität, die Wuhan Changqing Nummer 1 Mittelschule, sowie die Wuhan Nr. 1 Mittelschule.

Die Schulen in Wuhan sind miteinander verbunden, dies bedeutet, dass die Schüler nach dem Abgang von einer Schule an einer anderen Schule weiter Deutsch lernen können. Insgesamt wurde so ein Netzwerk erschaffen, dass möglichst vielen Schülern die Möglichkeit gibt, vom ersten bis zum 12. Schuljahr Deutsch zu lernen und auch bei einem Schulwechsel innerhalb von Wuhan an der neuen Schule weiter Deutsch zu lernen. In der Summe haben in Wuhan so ca. 20 000 Schüler die Option, Deutsch zu lernen.

Dieses Beispiel soll verdeutlichen, wie wichtig es ist, das Fach Deutsch nicht als isoliertes Schulfach zu sehen. Erst durch die Integration in ein ganzheitliches System, kann sich das Fach nachhaltig in Wuhans Bildungslandschaft etablieren. Es besteht beispielsweise die Möglichkeit, dass es Projekte zu Deutschland an mehreren Schulen gibt und die Schüler sich untereinander austauschen können. Ebenso können Lehrer in gemeinsamen Fortbildungen fortgebildet werden und sie können sich über den Unterrichtsalltag miteinander austauschen. Nicht zuletzt sind auch die Schuldirektoren miteinander vernetzt und helfen sich gegenseitig, bei der Positionierung ihrer Schulen als Schulen, die neben der Fremdsprache Englisch eben auch Deutsch anbieten.

In den letzten zehn Jahren ist die Zahl der Universitäten, an denen man das Fach Germanistik studieren kann, von 40 auf über 100 angestiegen. Gleichzeitg nimmt auch die Zahl an Schulen, an denen man Deutsch als Wahlpflichtfach oder Wahlfach studieren kann, kontinuierlich zu. Folglich steigt der Bedarf an Deutschlehrkräften und an qualitativ hochwertigem Deutschunterricht.

Es gibt bestimmte Rahmenbedingungen, die ein besonders günstiges Umfeld ausmachen, um eine nachhaltige Förderung des Unterrichts zu ermöglichen. Eine herausragende Bedeutung kommt dabei der Motivation der Lerner zu, die ausschlaggebend dafür ist, dass diejenigen Schüler und Studenten, die bereits Deutsch lernen weiterhin Deutsch lernen und immer neue Lerner hinzukommen. Folglich muss zunächst identifiziert werden, aus welchen Gründen in China Deutsch gelernt wird.

Einer der vorrangigsten Gründe zum Erlernen der deutschen Sprache ist seit vielen Jahren das Ziel eines Studiums in Deutschland. Die deutsche Hochschullandschaft hat einen guten Ruf in China und ist vor allem in den Fachbereichen Ingenieurwissenschaften und anderen technischen Studiengängen, aber auch in den Fächern Design, Musik und Kunst sehr beliebt. Dazu kommen die niedrigen Studiengebühren in Deutschland, die Deutschland zu einem attraktiven Studienstandort machen.

Kenntnisse der deutschen Sprache werden außerdem als Vorteil im Berufsleben gesehen. Beherrscht man die deutsche Sprache, so erleichtert dies nicht nur die Kommunikation im Berufsalltag. Das Erlernen der deutschen Sprache bringt auch automatisch einen Zuwachs an interkultureller Kompetenz mit sich, die für den erfolgreichen Einsatz in einem deutschen Unternehmen entscheidend sein kann.

Nicht zu unterschätzen ist darüber hinaus die Anzahl der Lerner, die Deutsch aus reinem Interesse lernen. Deutschland genießt in China weiterhin einen guten Ruf. In vielen Bereichen der Gesellschaft ist der Blick auf deutsche Strukturen gerichtet. Auch interessieren sich viele Menschen für die deutsche Literatur, Kunst und Musik.

Diese drei genannten Faktoren lösen meist die initiale Motivation zum Erlernen der Sprache aus. Diese initialen Motivationen zu kennen ist der erste Schritt um Maßnahmen zur Förder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in China bedarfsgerecht konzipieren zu können.

Um einen positiven Lernerfolg zu erzielen, muss in einem zweiten Schritt die Motivation der Deutschlerner aufrecht erhalten werden. Dies wird am besten über gute Lernfortschritte erreicht, die für den Lerner spürbar sind. Ein Lerner möchte erleben, dass er sich in den Fertigkeiten Lesen, Schreiben, Hören oder Sprechen verbessert.

Für den Lerner wird Lernerfolg vor allem durch den direkten Kontakt, z.B. durch das Erlebnis eines erfolgreichen Gesprächs mit einem Muttersprachler erlebbar. Wir alle arbeiten daran, mehr Gelegenheiten für den direkten Kontakt zu schaffen, z.B. durch Austauschprojekte, Kooperationsprojekte, Schul- und Universitätspartnerschaften und dergleichen. Projekte dieser Art liefern die Rahmenbedingungen, um einen direkten Austausch zu ermöglichen.

Lernfortschritt kann außerdem durch Kontrolle von außen wie z.B. durch Prüfungen gemessen werden. Dies ist vor allem für Lehrende die direkteste Rückmeldung zum Erfolg ihrer Arbeit. Sprachprüfungen, die das Sprachniveau von Schülern und Studenten belegen, sollten dabei objektive Messinstrumente sein. Neben den im chinesischen Hochschulsystem etablierten Prüfungen der PGG und PGH bietet das Goethe-Institut weltweit anerkannte Prüfungen auf allen Niveaustufen des GER an.

Im Rahmen der Partnerschulinitiative an Mittelschulen führen wir regelmäßig besondere Prüfungen für Jugendliche auf A1 und A2 Niveau durch, dabei handelt es sich um die Prüfungen Fit in Deutsch 1 und Fit in Deutsch 2. Herausragende Schüler haben außerdem die Möglichkeit, durch das Ablegen von weiteren Prüfungen wie der B1 oder B2 Prüfungen, sich schon vor der Gaokao sprachlich auf ein Studium in Deutschland vorzubereiten. Mehr direkte Zugänge zu deutschen Hochschulen für Absolventen von chinesischen Mittelschulen zu schaffen ist ein weiteres großes Aufgabenfeld, an dem wir gemeinsam mit der ZfA und der Botschaft arbeiten.

Unter bestimmten Bedingungen sind die Prüfungen des Goethe-Instituts auch als sprachliche Zugangsvoraussetzung zum Studium an einer deutschen Hochschule anerkannt. Je nach Studiengang werden die Prüfungen B1, B2 oder C1 für eine Aufnahme anerkannt. Das Goethe-Zertifikat C2 wird von allen deutschen Hochschulen anerkannt, ist somit zu einer guten Alternative zum TestDaF geworden und ist vor allem auch für Absolventen der Germanistik in China von Interesse.

Motivation und Lernerfolg sind wichtige Rahmenbedingungen, für guten Unterricht. Letztendlich kann aber nur die Kompetenz der Lehrkraft Deutschunterricht zu gutem Deutschunterricht machen.

In einer groß angelegten und international sehr erfolgreichen Studie hat der neuseeländische Professor John Hattie vom „Melbourne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gezeigt, dass es in erster Linie auf Lehrkräfte ankommt, damit Lernprozesse gelingen. Professor Hatties Konzept nennt sich „Visible Learning“. Laut seiner Studie benötigen Lehrkräfte ein erweitertes Rollenverständnis ihres Berufs. Wichtig sei, dass sie von den Schülern ein Feedback einfordern, ihren Lernerfolg evaluieren und lernen so „sichtbar“ machen. In Hatties Studie wird deutlich, dass unabhängig von schulischen oder universitäten Strukturen vor allem lehrerbezogene Maßnahmen nötig sind, um Lernprozesse zu verbessern.

Ich möchte mich der Auffassung von Hattie anschließen und die Rolle der Lehrkräfte und deren Qualifikation in das Zentrum der Aufmerksamkeit rücken, wenn es um die Rahmenbedingungen für einen qualitativ hochwertigen und guten Deutschunterricht und damit um 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in China geht.

Deutschlehrkräfte in China arbeiten unter extrem unterschiedlichen Bedingungen und stehen daher auch vor sehr unterschiedlichen Herausforderungen. Lehrer an Mittelschulen stehen vor der Aufgabe ein Fach zu unterrichten für das es kein einheitliches Curriculum gibt. Die Lehrer an Hochschulen sind vor allem danach zu unterscheiden, ob sie Deutsch im Rahmen eines germanistischen Studiengangs unterrichten, oder ob sie Deutsch als zweite Fremdsprache im Nebenfach unterrichten. Je nach Hochschule arbeiten sie in einem großen Kollegium, oder aber auch als einzige Deutschlehrkraft an ihrer Bildungseinrichtung. Seit über 30 Jahren bietet das Goethe-Institut für Lehrkräfte aller Bildungseinrichtungen zielgruppengerechte Veranstaltungen an. Der Schwerpunkt unserer Arbeit liegt dabei im Fortbildungsbereich, aber auch in der Entwicklung von Lehrwerken und Unterrichtsmaterial.

Dabei haben wir beobachtet, dass unabhängig von der Schulform, bzw. unabhängig vom Fachbereich an der Hochschule vor allem im Bereich der pädagogischen Grundausbildung ein großer Bedarf besteht, Rückmeldungen der Lehrkräfte, die an unseren Fortbildungen teilnehmen bestätigen ebenfalls, dass ihnen oft das Handwerkzeug fehlt, dass für einen guten Unterricht nötig ist.

Daher halten wir eine Verstärkung unseres Engagements in Bezug auf die didaktische und methodische Grundausbildung für besonders wichtig. Das Goethe-Institut hat eine neue Fort- und Weiterbildungsreihe „Deutsch Lehrern Lernen“ (DLL) entwickelt, die die neusten Erkenntnisse der Fremdsprachendidaktik beachtet und eine gute Ergänzung zur universitären Ausbildung von Deutschlehrkräften bietet. Wir werden in Zukunft dieses neue modulare Qualifizierungsinstrument auch in China anbieten.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r Friedrich-Schiller Universität Jena können Lehrer diese Qualifikation bereits ab Anfang 2014 als Fernstudium absolvieren und mit einem benoteten Hochschulzertifikat abschließen. Darüber hinaus ist es möglich, in einer trilateralen Kooperation zwischen der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dem Goethe-Institut und einer chinesischen Hochschule ein Weiterbildungsstudium namens „Deutsch unterrichten – Grundlagen für die Praxis“ einzurichten. „Deutsch Lehren Lernen“ bietet für alle Deutschlehrer, unabhängig von der Form der Bildungseinrichtung eine umfassende Basis für den Beruf des Deutschlehrers. Mithilfe einer solchen Basisqualifikation kann die Qualität des Unterrichts grundlegend verbessert werden und so können wir dazu beitragen, dass sich die deutsche Sprache in der chinesischen Bildungslandschaft nachhaltig etabliert.

Neben diesen grundlegenden Aspekten zur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in China gibt es einen Aspekt, der Bildung in allen Bereichen in Zukunft verändern wird und nicht außer Acht gelassen werden sollte. In der heutigen Zeit gewinnen neben dem klassischen Unterrichtsmodell in Schule und Hochschule neue Formen des Lernens eine immer größere Bedeutung. Soziales Lernen, Mobiles Lernen, Informelles Lernen und Learning-on-Demand – all diese Formen des Lernens unterstützen den Lerner beim Erwerb neuer Fähigkeiten. Das bedeutet auch, dass sich die klassischen Bildungssysteme und auch das Goethe-Institut diesen neuen Rahmenbedingungen stellen müssen, um die Chancen zu nutzen, die die Vielfalt an zusätzlichen Angeboten und Lernformen bietet.

Die Entwicklung besonders im Hochschulberei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zeigt, dass immer häufiger Vorlesungen online stattfinden oder Projektarbeiten durchgeführt werden, bei denen Schüler und Studenten mit Hilfe von modernen Medien arbeiten. Studien belegen außerdem, dass Menschen 80% ihres Wissens und ihrer Fähigkeiten in informellen Lernsituationen, also außerhalb des klassischen Unterrichts erwerben. Dies sollte uns anspornen, neue Wege zu gehen und mit offenem Blick auf die Veränderungen durch digitale Medien zuzugehen.

Unsere Lehrkräfte stellen diese neuen Bedingungen immer wieder vor neue Herausforderungen. In diesen Herausforderungen liegen aber eben auch große Chancen. Lehrkräfte überdenken weltweit ihre Rolle, die sich immer mehr zu der eines Moderators und Beraters entwickelt.

Dies gilt auch für Lehrkräfte in China. Die Lehrerausbildung sowie die Lehrerfort- und weiterbildung ist zentral für die Weiterentwicklung von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und der erste Schritt, den wir gemeinsam gehen müssen, um die Etablierung eines qualitativ hochwertigen Deutschunterrichts in China nachhaltig zu sichern.

Das Deutsch-Chinesische Sprachenjahr bietet mit seinen vielfältigen Veranstaltungen und Initiativen diverse Plattformen, bei denen der Dialog zur deutschen Sprache in China weitergeführt werden kann. Das Goethe-Institut begrüßt diesen Dialog und wird sich weiterhin durch bewährte Formate im Bereich der Lehrerquafizierung und im Sprachunterricht, aber auch durch Veranstaltungen für Lerner wie dem Debattierwettbewerb oder Konzertveranstaltungen und Lesungen für die Festigung der Rolle der deutschen Sprache in China einsetzen. Wir freuen uns auf die Fortsetzung unserer vertrauensvollen Zusammenarbeit miteinander.

Vielen Dank!


Harmonische Entwicklung des Sprachenlebens in China durch sprachpolitische Steu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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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oming

Abteilung für Verwaltung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im chinesischen Bildungsministerium





Die chinesische Sprach- und Schriftpolitik kann in folgende Bereiche untergliedert werden:

- intensive Verbreitung und Standardisierung des Gebrauchs der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 wissenschaftlicher Schutz von Sprachen und Schriften aller Nationalitäten,

- Bemühungen um ein harmonisches Sprachenleben.

Hierzu ist in China bereits ein Paket von Gesetzen und rechtlichen Bestimmungen weitgehend durchgesetzt worden. Dessen Kerninhalt besteht in dem „Gesetz zur Landesprache und -schrift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Zum gegenwärtigen Zeitpunkt sehen sich Sprache und Schrift in China neuen Herausforderungen ausgesetzt. Daher sollten sowohl die Verbreitung der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als auch die Standardisierung deren Anwendung weiter intensiviert werden, indem der Gebrauch der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sowohl quantitativ als auch qualitativ verbessert und der Prozess der Normierung, Standardisierung und Digitalisierung vorangetrieben wird. Außerdem muss die Kompetenz der Sprach-und Schriftanwendung bei chinesischen Staatsbürgern verbessert werden. Ferner müssen auch die Regulierung und Steuerung des Sprachlebens in der Gesellschaft gestärkt werden, wobei vor allem die Qualität von Sprachendienstleistungen zu verbessern und die chinesische Sprachausbildung auf internationaler Ebene zu fördern ist. Gleichzeitig wird Wert darauf gelegt, dass das Bewusstsein der Bevölkerung für Sprachenressourcen und Sprachenschutz gestärkt wird, um eine adäquate Beziehung zwischen verschiedenen Sprachen herzustellen, den wissenschaftlichen Schutz der Sprachen aller Nationalitäten zu fördern und das Sprachleben harmonisch zu gestalten.

Die chinesische Sprach- und Schriftpolitik kann in folgende Bereiche untergliedert werden:

- intensive Verbreitung und Standardisierung des Gebrauchs der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 wissenschaftlicher Schutz von Sprachen und Schriften aller Nationalitäten

- Bemühung um ein harmonisches Sprachleben.

1．Überblick über die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in China

Sprach- und Schriftpolitik bilden seit jeher ein wichtiges Arbeitsgebiet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In den 50er Jahren des 20. Jahrhunderts legte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entsprechend dem damals herrschenden 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en Entwicklungsbedarf entsprechend drei Aufgaben fest: Vereinfachung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Förderung des Hochchinesischen ud Erstellung und Umsetzung des „Pinyin-Konzepts“. Hierdurch wurde das Fundament für die Entwicklung des Sprach- und Schriftwesens gelegt. Seit den achtziger Jahren wird die Arbeit mit der Sprache und Schrift beständig an die jeweils aktuellen Verhältnisse und Anforderungen angepasst und so konnten bei der Förderung des Hochchinesischen und der Verbreitung von standardisierten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und des „Pinyin-Konzepts“ bemerkenswerte Erfolge erzielt werden. Die Verbreitungsrate des Hochchinesischen ist von 53% am Ende des letzten Jahrhunderts auf mittlerweile 70% gestiegen, mehr als 40 Millionen Menschen haben am Niveautest für Hochchinesisch teilgenommen. Ferner wurden „Die Tabelle der gültigen und standardisierten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und mehr als 200 weitere Normen für die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sowie die Minderheitensprachen und -schriften veröffentlicht, was für die kulturelle Erziehung, das Verlagswesen, die Erstellung von Wörterbüchern und die Datenverarbeitung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t. Gerade im Bereich der chinesischsprachigen Datenverarbeitung wurden Durchbrüche erzielt und im Bereich Sprach- und Schriftverwendung konnte die Verwaltung verbessert werden. Nicht zuletzt wird die Digitalisierung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weiter ausgebaut. Im Zuge dessen wurden zahlreiche digitale Sprachdatenbanken wie das Nationale Korpus für die Überwachung der Sprachressourcen
 und Korpora des modernen Chinesisch aufgebaut, welche eine wissenschaftlich fundierte Entscheidungshilfe für die Entwicklung des nationalen Sprach- und Schriftwesens bieten. Hinsichtlich des Schutzes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aller Nationalitäten werden also die Mittel moderner Informationstechnologie eingesetzt, um ein reichhaltiges und harmonisches Sprachleben in der Gesellschaft zu wahren.

Bei der Festlegung und Umsetzung der Sprachpolitik dienen einschlägige Gesetze und Verordnungen als Garanten für Rechtsstaatlichkeit. „Die Verfassung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sieht vor, dass „der Staat das landesweit gültige Hochchinesisch fördert“. 2000 wurde das „Gesetz zur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offiziell verkündet, worin das Hochchinesische und die standardisierten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als Landessprache bzw. -schrift festgelegt wurden. Um dieses Gesetz umzusetzen, haben 29 von 31 Provinzen des Landes 35 lokale Gesetze oder behördliche Bestimmungen für Sprache und Schrift erlassen und überarbeitet. Staatliche und lokale Gesetze sowie Verordnungen bauen aufeinander auf und ergänzen einander zugleich. Kern dieses Gesetzespaketes für Sprache und Schrift bildet das „Gesetz zur Landesprache und -schrift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Bei der Förderung und Standardisierung des Sprachgebrauchs legt China großen Wert auf die Nutzung und den wissenschaftlichen Schutz von Sprachen aller Nationalitäten. In der „Verfassung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im „Gesetz der regionalen Autonomie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und im „Gesetz zur Landesprache und -schrift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ist festgeschrieben, dass alle Nationalitäten die Freiheit in der Nutzung und Entwicklung ihrer eigenen Sprache und Schrift genießen. In vielen autonomen Gebieten Chinas wie in Tibet, Xinjiang, der Inneren Mongolei und Yunnan sind lokale Vorschriften und rechtliche Bestimmungen für die Arbeit mit der eigenen Sprache und Schrift ausgearbeitet worden, um die Anwendung und Entwicklung von Sprachen und Schriften der nationalen Minderheiten adäquat zu fördern.

2．Neue Anforderungen an die gegenwärtige Sprach- und Schriftpolitik

Im Zuge der kontinuierlichen Fortschritte Chinas im 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en Bereich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stellen die Entwicklungen in allen Bereichen und die Bedürfnisse der Bevölkerung neue Anforderungen an die Sprach- und Schriftpolitik.

2.1. Das nationale Ziel des Landesaufbaus durch Stärkung des Humankapitals

Die Sprach-und Schriftkompetenz der Bevölkerung zu erhöhen ist eine wichtige Voraussetzung dafür, das Land durch Stärkung seines Humankapitals aufzubauen, das Entwicklungsniveau der Humanressourcen zu verbessern und die volle Entfaltung des Individuums zu fördern.

2.2. Der zu beschleunigende Aufbau von Rechtstaatlichkeit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betont stets die Rechtsstaatlichkeit; sie hat erklärt, dass es für den Aufbau einer Gesellschaft mit bescheidenem Wohlstand bis 2020 ein zentrales Ziel sein muss, ein auf rechtsstaatlichen Prinzipien basierendes Regierungssystem im Kern verwirklicht zu haben. Für die gesetzmäßige Verwaltung des Sprach- und Schriftwesens sind in diesem Zusammenhang klare Ziele und Anforderungen formuliert worden.

2.3. Das Ziel, ein kulturell starkes Land aufzubauen, stellt neue Anforderungen an die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Sprache und Schrift bilden die wichtigsten Träger der Kultur und sollten bei der Sicherung der kulturellen Rechte und Interessen der Bevölkerung sowie beim Aufbau der gemeinsamen geistigen Heimat des chinesischen Volks eine gewichtige Rolle spielen.

2.4. Die gravierenden Veränderungen im Sprachleben stellen die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vor neue Herausforderungen.

Die rasche Entwicklung und breite Anwendung der Internettechnologie führt zur rasanten Erweiterung des virtuellen Raums, zum freieren, offeneren und vielfältigeren Informationsaustausch zwischen den Menschen, zur Erweiterung des Spektrums an Sprachdienstleistungen – all das stellt die Arbeit mit Sprache und Schrift vor neue Herausforderungen.

Die bestehenden Maßnahmen Chinas im Bereich der Sprach- und Schriftpflege reichen nicht aus, um den aus der 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en Entwicklung des Landes resultierenden Anforderungen gerecht zu werden. Die diesbezüglichen Anstrengungen sollten daher im Hinblick auf Reform und Entwicklung weiter beschleunigt werden.

3．Kerninhalt und Aufgaben der gegenwärtigen Sprach- und Schriftpolitik Chinas

Um die Entwicklung des aktuellen und zukünftigen Sprach- und Schriftwesens anzuleiten, wurde im Dezember 2012 „das Rahmenprogramm für eine mittel-und langfristige Reform und Entwicklung des Sprach- und Schriftwesens (2012-2020)“ offiziell veröffentlicht, worin Richtlinien wie „Stärkung des Landes im sprachlichen Bereich“, „Verbesser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der Bevölkerung“, „Aufbau eines harmonischen Sprachlebens“ und die „Förderung einer umfassenden Entwicklung des Sprach- und Schriftwesens“ festgelegt sind. Ferner wurden die aktuellen Haupt- und Schwerpunktaufgaben der Sprach- und Schriftarbeit skizziert, nicht zuletzt wurden acht innovative Schutzmaßnahmen bestimmt, wie z.B. der „Innovative Arbeitsmechanismus“ und die „weitere Öffnung nach außen“. Zusammengefasst hat die aktuelle Sprach- und Schriftarbeit in China zwei Hauptaufgaben: Erstens, die forcierte Verbreitung und Standardisierung von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und zweitens, den wissenschaftlichen Schutz von Sprachen und Schriften aller Nationalitäten.

3.1. Forcierte Verbreitung und Standardisierung von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China ist ein riesiges Land mit einer großen Bevölkerungszahl, mit zahlreichen Nationalitäten, Sprachen, Schriften und Dialekten. Die Verbreitung der Landesprache ist eine unabdingbare Vorrausetzung für die Kommunikation zwischen den einzelnen Nationalitäten und Regionen zur Förderung der wirtschaftlichen und kulturellen Entwicklung.Durch die gemeinsamen Bemühungen aller Gesellschaftsgruppen ist es zwar gelungen, das Hochchinesische praktisch im ganzen Land zu popularisieren, aber sowohl hinsichtlich des Verbreitungs- und Anwendungsniveaus als auch des Standardisierungsgrades bleibt noch einiges zu wünschen übrig. In ländlichen Regionen, vor allem in Minderheitsgebieten im Grenzland, ist der Bevölkerungsanteil, der das Hochchinesische beherrscht, noch relativ niedrig. Dringend notwendig wäre es jedoch, eine reibungslose Kommunikation zwischen allen Nationalitäten und Dialektgebieten zu ermöglichen. Daher ist die Förderung und standardisierte Anwendung der Landesprache und -schrift nach wie vor dringend geboten und es sollten größere dahingehende Anstrengungen unternommen werden.

Was die Arbeitsaufgaben anbelangt, so sollte erstens das Verbreitungs- und Anwendungsniveau der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erhöht werden.Nach den vorläufigen Planungen sollte bis 2015 die Verbreitung des Hochchinesischen als Landessprache in den Städten und bis 2020 in der ganzen Gesellschaft im Wesentlichen abgeschlossen sein, sprachliche Kommunikationsbarrieren sollten auf diese Weise im Großen und Ganzen beseitigt sein.

Zweitens: Die Normierung, Standardisierung und Digitalisierung der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sollte gefördert werden. Die das „Gesetz zur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begleitenden Standardsysteme der Sprache und Schrift sollten weiter vervollkommnet werden, um die Standardisierung der Sprache und Schrift voranzutreiben. Darüber hinaus sollte die Erstellung der verschiedenen Standards, d.h. grundlegender Standards sowie Standards des Anwendungsniveaus, der Bewertung und der Zertifizierung in Zukunft schneller und besser vor sich gehen. Auch bei der Digitalisierung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werden deutliche Fortschritte angestrebt.

Drittens: Innerhalb der Bevölkerung die praktische Sprach- und Schriftkompetenz weiter zu erhöhen. Es ist ein Evaluationssystem für die Anwendung von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zu erstellen. Die praktische Sprach- und Schriftkompetenz von Lehrern und Schülern sowie von einschlägigen Berufsgruppen ist zu erhöhen.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Tatsache, dass die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die führende Rolle spielt, müssen Bedingungen für die Erhöhung der mehrsprachigen Kompetenz der Bevölkerung geschaffen werden.

Viertens: Die Aufsicht über das gesellschaftliche Sprachleben und dessen Steuerung sind zu optimieren. Bei der Nutzung von Netzwerken, Mobiltelefonen und anderen neuen Medien ist die Verwendung standardisierter Sprache und Schrift zu fördern; Plattformen zur Regelung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prachlebens sind aufzubauen, um neue Phänomene und Probleme zu erkennen und zu erforschen und eine geregelte Entwicklung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prachlebens zu gewährleisten. Außerdem sollten geeignete Dienstleistungen im Bereich der Sprach- und Schriftberatung angeboten werden.

Fünftens: Der Chinesisch-Unterricht ist weltweit zu fördern. Die Lehrerausbildung, die Lehrmaterialentwicklung für Chinesisch als Fremdsprache, sowie die Lehre und Forschung im Bereich der Chinesischdidaktik sollten intensiviert werden, chinesische Sprachprüfungen sollten weiterhin den internationalen Bedürfnissen angepasst werden. Ferner sollte weiterhin die weltweit führende Rolle des Hochchinesischen, der standardisierten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und des Pinyin im Chinesisch-Unterricht gewährleistet werden.

3.2. Wissenschaftlicher Schutz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aller Nationalitäten, harmonische Gestaltung des Sprachlebens

China ist ein Land mit zahlreichen Nationalitäten, Sprachen und Dialekten, in denen ein reiches kulturelles Erbe bewahrt ist. Diese Sprachen sind auch Träger für di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jeweiligen Nationalität und Region. Im Zuge der rasanten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aufgrund der Beschleunigung der Urbanisierung und der erhöhten Mobilität der Bewohner werden bestimmte Sprachen und Dialekte von immer wenigen Menschen benutzt, einige sind sogar in ihrer Existenz gefährdet. Der wissenschaftliche Schutz von Sprachen und Schriften aller Nationalitäten bedeutet daher auch Schutz der Sprachressourcen Chinas. Ein solcher Schutz ist nicht nur förderlich für die Gestaltung eines harmonischen Sprachlebens und die nationale Einheit, sondern auch für die soziale Harmonie und für die Aufrechterhaltung der Vitalität und der Kreativität des Landes. In diesem Sinne leistet China nicht zuletzt auch einen Beitrag für die Menschheit insgesamt.

Was die Arbeitsaufgaben anbelangt, so sollte erstens das Bewusstsein der gesamten Gesellschaft zum Schutz von Sprachressourcen und Sprachen gestärkt werden. Die Digitalisierung und gemeinsame Nutzung von Sprachressourcen sollten gefördert und der kulturelle sowie wirtschaftliche Wert von Sprachressourcen ausgeschöpft und rationell genutzt werden. Initiativen zur Sprachpflege sollten aktiv ergriffen und umgesetzt werden.

Zweitens sollten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verschiedenen Sprachen gut abgestimmt werden.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Tatsache, dass die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die führende Rolle spielt, sollten Minderheitensprachen und -schriften, Dialekte, traditionelle Schriftzeichen und der Gebrauch von Fremdsprachen und -schriften so behandelt werden, dass sie sich in Übereinstimmung mit dem Gesetz adäquat benutzen und entwickeln lassen, wodurch ein harmonisches und geregeltes Sprachleben in der Gesellschaft gewährleistet werden kann.

Drittens sollte der wissenschaftliche Schutz der Sprachen und Schriften aller Nationalitäten gefördert werden. Die wissenschaftliche Erforschung der Sprachen und Schriften aller Nationalitäten sollte intensiviert werden; des Weiteren sollten Datenbanken für Sprachenressourcen erstellt bzw. verbessert werden. In Minderheitengebieten sollte die zweisprachige Ausbildung vorangetrieben werden. Darüber hinaus sollten wissenschaftliche Methoden für die Nutzung und den Schutz von Dialekten sowie moderne Techniken zur Aufzeichnung und Speicherung von bedrohten Sprachen Anwendung finden.

Die derzeitige Sprach- und Schriftpolitik in China besteht darin, die Schlüsselrolle von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zu wahren, das Grundrecht jedes Bürgers auf Erlernen und Nutzung der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zu schützen und die Normierung, Standardisierung und Digitalisierung der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zu fördern. Gleichzeitig soll das Recht der nationalen Minderheiten auf Erwerb und Nutzung ihrer eigenen Sprachen aktiv geschützt werden. Der Erwerb und die Nutzung von chinesischen Dialekten,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und Fremdsprachen sollte so gehandhabt werden, dass Sprachen und Schriften der einzelnen Nationalitäten ihre Funktionen bei der Tradierung des reichen chinesischen Kulturerbes entfalten können. Mit der „Gestaltung eines harmonischen Sprachlebens“ als Kernziel wollen wir uns um den Aufbau einer mehrsprachigen Gesellschaft bemühen, worin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eine führende Rolle spielen und mehrere Sprachen und Schriften koexistieren. Außerdem sollte die Mehrsprachigkeit der Bürger auf Basis der Landessprache und -schrift gefördert und deren Bedürfnisse nach einer Vielfalt von Sprachen und Schriften mit berücksichtigt werden.

Um die Entwicklung des Sprach- und Schriftwesens zu fördern, legen das chinesische Bildungsministerium und der staatliche Ausschuss für Sprach- und Schriftarbeit großen Wert darauf, bei der Erstellung der Sprachpolitik und dem Umgang mit sprachlicher Vielfalt von nützlichen Erfahrungen und Praktiken anderer Länder und Regionen zu lernen und den Austausch und die Zusammenarbeit mit verschiedenen Ländern und Regionen im Bereich der Sprache und Schrift zu pflegen.In den letzten Jahren hat der staatliche Ausschuss für Sprach- und Schriftarbeit eine Reihe von internationalen Austauschaktivitäten im Bereich Sprache und Kultur durchgeführt sowie entsprechende Austauschprogramme eingerichtet, wobei gute Ergebnisse erzielt wurden.Ich habe gerade das Grußwort des Herrn Botschafter und den Vortrag des Herrn Gesandten Boeckle gehört und bin der Ansicht, dass die Sprach- und Kulturpolitik Deutschlands und Chinas vielerlei Gemeinsamkeiten aufweisen, wodurch sich eine breite Perspektive für die Zusammenarbeit bietet.Ich glaube, dass ein solcher Austausch in der Lage ist, das gegenseitige Verständnis zwischen Beschäftigten, Experten und Wissenschaftlern auf dem Gebiet der Sprache und Schrift zu vertiefen und sich über nützliche Erfahrungen und Praktiken auszutauschen. Durch eine zukünftige Vertiefung der Zusammenarbeit beider Seiten kann ein wichtiger Beitrag zur Förderung des deutsch-chinesischen Kulturaustausches geleistet werden.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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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ungenschaften und Ausblick

ZHANG Weijia

Institut für Sprachpolitik und -normen an de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Seit der Gründung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ist viel erreicht worden bei der Standardisierung, Normierung und Digitalisierung der Sprache und Schrift. Allein die zuständigen Verwaltungsbehörden haben gut 40 Standards und Normen erlassen. Dies hat der Erhöhung der Qualifikation der Bevölkerung, der Entwicklung in den Bereichen Wirtschaft, Bildung, Technologie sowie Kultur und der Verbreitung der Informationstechnologie starke Impulse verliehen. Die Standardisierung und Normierung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war auch der Identität und Einheit der Völker Chinas, der Steigerung des chinesischen Softpowers und dem nationalen Zusammengehörigkeitsgefühl förderlich. Trotzdem handelt es sich bei der Standardisierung und Normierung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um einen nie abgeschlossenen Prozess. Aufgrund der rasanten Entwicklung der Gesellschaft, insbesondere der gestiegenen Anforderungen an E-Gouvernement und des zunehmenden nationalen wie internationalen Austauschs bedürfen Sprachstandards und -normen regelmäßiger Überarbeitung. Zur Lösung derartiger Probleme benötigen wir neue Standards und Normen.





Sprache und Schrift sind kostbare Früchte der menschlichen Zivilisation. Gleichzeitig sind sie zentrale Träger der überlieferten Kulturleistungen und stellen eine bedeutende Antriebskraft für die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und den sozialen Fortschritt dar. Standardisierung und Normierung bilden in diesem Kontext die Grundlage für eine korrekte Anwendung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Laut historischen Aufzeichnungen wurde die Schriftsprache bereits in der Zeit der westlichen Zhou-Dynastie mithilfe des Kinderlehrbuchs „Shi Liu Pian“ normiert. Nach der Vereinigung Chinas durch den Kaiser Qin Shihuang war es die Zentralregierung, die im Namen des Staates das Schriftsystem standardisierte. In der Tang-Dynastie wurden dann aufgrund kaiserlicher Verordnungen Schriftzeichenmuster standardisiert; z.B. lieferten „Wu Jing Ding Ben“ von Yan Shigu und „Gan Lu Zi Shu“ von Yan Yuansun vom Staat anerkannte Zeichenmuster und trugen damit zur Standardisierung der Regelschrift bei. Staatlich veranlasstes Einmeißeln des Kanons auf Steintafe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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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n der Han- bis zur Qing-Dynastie spielte eine wichtige Rolle bei Korrekturen von Schriftzeichen, die aufgrund ähnlicher Form falsch geschrieben wurden – und damit auch bei der Standardisierung der Schriftsprache. Nach der Gründung der Volksrepublik legte die Regierung noch größeres Augenmerk auf Spracharbeit: In Bezug auf Standardisierung und Normierung wurden allgemeine Gesetze wie das „Gesetz zur nationalen Standardsprache und -schrift“ erlassen, aber auch allgemeine Sprachnormen wie das „Konzept für die chinesische Lautschrift Pinyin“, die „Gesamtliste der vereinfachten Schriftzeichen“ und die „Liste der Standardschriftzeichen“. Von Verwaltungsstellen wurden knapp 200 Normen erlassen, davon mehr als 40 von den für Spracharbeit zuständigen Behörden. Sowohl die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en als auch der Wandel von Schrift und Sprache an sich machen deutlich, dass Standardisierung und Normierung als fundamentale Aufgabe des Staates zu betrachten sind.

Im Hinblick auf Standardisierung und Normierung der Sprache ist seit der Gründung der Volksrepublik viel getan und auch erreicht worden. In den ersten zehn Jahren nach der Gründung der Volksrepublik haben der nationale Volkskongress, der Staatsrat sowie die für Spracharbeit zuständigen Behörden Richtlinien und Normen erlassen, u.a. das „Konzept für die chinesische Lautschrift“, „das Konzept für vereinfachte chinesische Schriftzeichen“, die „Gesamtliste der vereinfachten Schriftzeichen“, das „erste Verzeichnis der Zeichenvarianten“ sowie das „Verzeichnis der standardisierten Druckschriftzeichen“. Dadurch wurde die phonetische Verschriftung in Grundzügen festgelegt, die Zahl der Striche sowie die Anzahl der häufig gebrauchten Schriftzeichen erheblich reduziert und die Schriftformen im Buchdruck standardisiert, was schließlich die Alphabetisierung, die Verbreitung der Bildung und die gesamt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stark beförderte.

Um den neuen Anforderungen an den Sprachgebrauch in verschiedenen Bereichen des sozialen Lebens gerecht zu werden, wurde in den 80er und 90er Jahren des letzten Jahrhunderts von den für Spracharbeit zuständigen Behörden eine Reihe von Normen erlassen, u.a. die „Prüfliste zu Homophonen im Hochchinesischen“, die „Grundregeln der Rechtschreibung der chinesischen Lautschrift“, die „Liste der häufig gebrauchten Schriftzeichen im modernen Chinesisch“ und nicht zuletzt die „Liste der Standardschriftzeichen im modernen Chinesisch“. Um den gewachsenen Anforderungen im Bereich der Datenverarbeitung zu genügen, wurden etliche Normen für die Verarbeitung von Sprachdaten erarbeitet, darunter das „Codeverzeichnis der chinesischen Ideogramme für Datenverarbeitung und –austausch“ sowie dessen Ergänzung. Die genannten Normen waren unverzichtbare Werkzeuge im allgemeinen Sprachgebrauch, der Primarbildung, der Lexikographie und nicht zuletzt im Kulturbereich.

Seit dem Anbruch des neuen Millenniums haben die für Spracharbeit zuständigen Behörden unmittelbar nach Inkrafttreten des „Gesetzes zur Standardsprache und -schrift“ begonnen, an der Liste der Standardschriftzeichen zu arbeiten. Nach mehr als 90 Überarbeitungen, die sich über zehn Jahre hinzogen, wurde der Öffentlichkeit im Jahre 2009 der Entwurf zur Diskussion gestellt, wodurch man auch neue Wege bei der Erarbeitung von Sprachnormen beschritten hatte. Die Endversion wurde am 5. Juni 2013 vom Staatsrat erlassen und am 19. August in den wichtigsten Medien vorgestellt. Diese Liste gilt ebenso wie die 1986 durch den Staatsrat erlassene „überarbeitete Gesamtliste über vereinfachte Schriftzeichen“ als eine der bedeutenden Normen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Mit dieser Liste wurde versucht, die seit Gründung der Volksrepublik erlassenen Normen zusammenzufassen und weiterzuentwickeln. Sie stellt daher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und gleichzeitig einen neuen Ausgangspunkt für die Normierung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im digitalen Zeitalter dar; in Bezug auf die Erhöhung des Standardisierungsgrads der Standardsprache und-schrift und auf die wirtschaftliche, soziale und kulturelle Entwicklung kommt ihr besondere Bedeutung zu.

Auch in den letzten Jahren wurden im Bereich der Sprachpolitik und der Sprachnormierung bedeutende Erfolge erzielt. Im Tätigkeitsbericht des 18. Parteitages wurden folgende Ziele formuliert:

-　Aufbau von Strukturen für die Überlieferung von Kulturschätzen

-　Förderung ausgewählter traditioneller Kulturgüter

-　Förderung des Gebrauchs von Standardsprache und -schrift.

Damit sind neue Anforderungen an die Spracharbeit gestellt worden. 2012 wurde vom Erziehungsministerium und staatlichen Komitee für Spracharbeit mit dem „Staatlichen Rahmenplan für mittel- und langfristige Reformen und Entwicklungen der Schrift- und Sprachpolitik (2012-2020)“ das wichtigste Aktionsprogramm für die Gegenwart und die unmittelbare Zukunft vorgestellt.

Darüber hinaus wurden im selben Jahr auch nationale Normen wie die „Richtlinie zur Anwendung von Satzzeichen“, die „Richtlinie für Anwendung von Zahlen in Drucksachen“, die „Grundregeln der Rechtschreibung der chinesischen Lautschrift“ und die „Regeln für das Buchstabieren der Lautschrift chinesischer Personennamen“ erlassen, welche ebenfalls eine wichtige Rolle bei der Standardisierung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spielen.

Es ist außerdem darauf hinzuweisen, dass das staatliche Komitee für Spracharbeit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e Reihe von Maßnahmen getroffen hat, um Sprache und Schrift aktiv zu schützen und um den Sprachgebrauch im sozialen Leben zu standardisieren, bzw. die Normierung der Sprache voranzutreiben:

1．Der Aufbau einer akustischen Sprachdatenbank des Chinesischen wurde in Angriff genommen. Als erstes wurde 2008 mit dem Aufbau der Teildatenbank der Provinz Jiangsu begonnen. Seitdem wurde nacheinander der Aufbau von Teildatenbanken in Beijing, Liaoning, Shandong und Hebei in Angriff genommen. Die Teildatenbank Jiangsu wurde im Dezember 2012 erfolgreich abgenom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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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e Li Weihong, Direktorin des staatlichen Komitees für Spracharbeit, kommentierte: „Diese Arbeit ist eine wichtige Maßnahme, um den Geist der 6. Plenarsitzung des 17. Zentralkomitees der KP China und des 18. Parteitages umzusetzen.“ Sie stellt zugleich einen aktiven Versuch dar, die Verhältnisse der Sprachen untereinander in wissenschaftlich fundierter Weise zu behandeln und die Spracharbeit zu fördern und gilt als ein bedeutungsvolles Projekt zum Schutz von Sprach- und Kulturressourcen, von dem nicht nur die gegenwärtige Generation, sondern auch die nachfolgenden Generationen profitieren können. Damit können die vielfältigen Sprachressourcen und das Sprach- sowie Kulturerbe besser geschützt und die Bewahrung wertvoller chinesischer Kulturschätze gefördert werden. Die erhobenen Daten bieten nicht nur umfassende Einblicke in den Stand des Sprachgebrauchs in China, sondern sie bilden auch eine solide Grundlage für die Erarbeitung von sprachpolitischen Programmen und Maßnahmen. Sie werden der Digitalisierung der Sprache Impulse geben und helfen, die Informationssicherheit in China zu erhö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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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ie phonetische Überprüfung des Hochchinesischen der Gegenwart wurde in Angriff genommen. Ziele dieser Maßnahme:

Bilanzierung der Entwicklung der Landessprache hinsichtlich Standardisierung der Aussprache in den letzten hundert Jahren, insbesondere in den über 60 Jahren seit Gründung der Volksrepublik und die

-　Überarbeitung der „Prüfliste der Homophone im Hoch-chinesischen“
〔5〕

 , um den Anforderungen des modernen Sprachgebrauchs besser gerecht zu werden.

3．Die Arbeit an Übersetzungsstandards in Fremdsprachen sowie deren Schreibung in der öffentlichen Verwaltung wurde auch begonnen. Dies betrifft insgesamt vier Fremdsprachen, nämlich Englisch, Russisch, Japanisch und Koreanisch, und umfasst Bereiche wie Verkehr, Tourismus, Kultur, Unterhaltung, Sport, Gesundheit, Handel und Gastronomie. Die allgemeinen Regeln für Übersetzungen ins Englische wurden bereits fertiggestellt und im Dezember 2012 abgenommen.
〔6〕

 Sie werden nun in Normen überführt, während die Arbeit an den spezifischen Regeln bereits begonnen hat.

4．Die Erarbeitung der „Norm für die standardisierte Druckschrift in antiken Büchern“ ist in Auftrag gegeben worden. Dieses Projekt ist für die Standardisierung der Langschrift, den Nachdruck von Büchern aus alter Zeit sowie die Verbreitung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von großer Bedeutung und somit nach der „Liste der Standardschriftzeichen“ ein weiterer wichtiger Meilenstein.

Außerdem erforscht und erprobt das staatliche Komitee für Spracharbeit neue Formen der Sprachstandardisierung, die nicht nur in Fachkreisen diskutiert werden. Mit den Grünbüchern zum Sprachgebrauch in China z.B. wurde eine Reihe weicher Normen veröffentlicht, u.a. der „Entwurf der Liste häufig gebrauchter Wörter im modernen Chines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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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r „Entwurf der Norm für die Aussprache sino-japanischer Schriftzeichen“ und der „Entwurf der Norm für Sprach- und Schriftevaluation bei Sprachsynthese und -erkennung“
〔8〕

 . Damit wurde die Bekanntgabe von Sprachnormen um neue Formen erweitert und die Dauer von der Erarbeitung bis zur Bekanntgabe verkürzt. Damit ist es möglich, den vielseitigen Anforderungen an den Sprachgebrauch hinsichtlich erhöhter Richtigkeit und Aktualität der Normen besser gerecht zu werden.

In den über 60 Jahren seit der Gründung der Volksrepublik, insbesondere seit dem Beginn des neuen Millenniums, sind große Erfolge bei der Standardisierung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in China erzielt worden. Dies hat der Erhöhung des allgemeinen Bildungsniveaus der Bevölkerung, der Entwicklung in den Bereichen Wirtschaft, Erziehung, Technologie sowie Kultur und der Verbreitung der Informationstechnologie erhebliche Impulse verliehen. Die Standardisierung von Sprache und Schrift hat die Regelung und gesetzeskonforme Durchführung von Verwaltungsvorgängen erleichtert, reibungslosere sprachliche Kommunikation ermöglicht und die nationale Identität und Einheit sowie den chinesischen Softpower gestärkt. Nicht zuletzt konnte so auch das nationale Zusammengehörigkeitsgefühl stark befördert werden. Standardisierung ist aber ein nie abgeschlossener Prozess, denn im Zuge der raschen Entwicklung der Gesellschaft treten immer neue Probleme beim Sprachgebrauch auf und manche bestehende Normen sind rasch überholt und müssen aktualisiert werden, um die anstehenden Probleme lösen zu können.

Im staatlichen „Rahmenplan für mittel- und langfristige Reformen und Entwicklungen der Schrift- und Sprachpolitik (2012-2020)“, der im Dezember 2012 erlassen wurde, kommt der „Standardisierung und Normierung der Sprache und Schrift“ eine große Bedeutung zu. Das übergeordnete Ziel dabei: „Sprachnormen sollen bis 2020 im Wesentlichen den Bedürfnissen der Gesellschaft genügen“. Die wichtigsten Aufgaben:


„Die einheitliche Verwaltung der staatlichen Sprachnormen ist zu optimieren und die Hierarchie und Systematik der Sprachnormen sind zu vervollständigen. Außerdem gilt es, grundlegende Normen für die Standardsprache und -schrift, Sprachen und Schriften der nationalen Minderheiten, Anwendungskompetenz, Prüfung und Zertifizierung, Standardgebärdensprache und -blindenschrift sowie den Gebrauch von Fremdsprachen beschleunigt zu erarbeiten bzw. zu verbessern. Normen in den Bereichen Bildung, Datenverarbeitung, Rundfunk, Film und Fernsehen, Presse und Verlagswesen, Lexikographie sowie öffentliche Verwaltung sind schwerpunktmäßig zu erarbeiten. Gleichzeitig sollen Normen regelmäßig überprüft und überarbeitet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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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Arbeitsschwerpunkte“ bestehen darin,


„einen effektiven, dauerhaften Mechanismus der Standardisierung und Normierung einzurichten, flankierende Normen zur Umsetzung des Gesetzes über nationale Standardsprache und -schrift zu erarbeiten und weiterzuentwickeln, sprachtechnische, verwaltungstechnische und arbeitstechnische Normen zu verschärfen sowie die Hierarchie der Normen und Standards zu vervollständigen.







Es gilt weiterhin, die Erarbeitung und Überarbeitung von Sprachnormen zu verstärken. Schwerpunktmäßig sind nationale Normen für Standardsprache und -schrift, Normen für Form und Eigenschaften der Schriftzeichen, für die Aussprache des Hochchinesischen, sowie für Ortsnamen, Fachtermini, Übersetzungen ausländischer Personennamen und Ortsnamen und Normen für die Evaluation sowie Zertifizierung zu erarbeiten bzw. weiterzuentwickeln. Normen für Übersetzungen in Fremdsprachen in der öffentlichen Verwaltung und für Chinesisch als Fremdsprache sind zu erforschen und zu erarbeiten. Schließlich muss China eine führende Rolle bei der internationalen Normierung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und Schrift überneh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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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 die Vorgaben des Rahmenplans zu erfüllen und die gesetzten Ziele zu verwirklichen, hat das staatliche Komitee für Spracharbeit eine Studie zur Normierung der Sprache und Schrift in Auftrag gegeben und das Institut für chinesische Sprachpolitik und -normen an de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mit deren Durchführung betraut. Von August bis September 2013 hat das Projektteam unter Leitung von Professor Li Yuming, der Vorsitzenden des Leitungskomitees de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über das ganze Land hinweg 98 Experten befragt, die den Sprachgebrauch verfolgen oder an der Erarbeitung von nationalen Sprachnormen beteiligt sind. Thematisiert wurden u.a. Tendenz und Stand der Normierung, die praktische Umsetzung, der Bedarf an Überarbeitung sowie die Frage, wie Normen der Gesellschaft einen besseren Dienst leisten könnten.

Die Transkriptionen der Interviews mit den Experten enthalten wertvolle Einschätzungen und Anregungen zu den Fragen Systematik von Sprachnormen, Strukturen und Mechanismen der Standardisierung, Bekanntheit und Umsetzung von Sprachnormen, Bedarf an Überarbeitung bestehender und an Erstellung neuer Normen. Diese Meinungen und Anregungen wurden dann vom Projektteam ausgewertet und anschließend der Öffentlichkeit im Internet zur Diskussion geste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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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ließlich werden auch die Meinungen der lokalen Sprachkomitees und relevanter Institutionen und Forscher in den Forschungsbericht miteinbezogen. Dieser Bericht ist dem staatlichen Komitee für Spracharbeit vorzulegen und dient als Grundlage für die Erarbeitung aktueller nationaler Sprachnormen.

Wie Geschichte und die aktuelle Praxis zeigen, ist die Spracharbeit in China für die nationale Einheit,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kulturelle Entwicklung, die soziale Stabilität sowie eine effektive und reibungslose sprachliche Kommunikation der Menschen von grundlegender Bedeutung. In unserem digitalisierten und globalisierten Zeitalter bietet die Sprachpolitik zudem ein strategisches Mittel, um die nationale Souveränität und Sicherheit zu schützen und die Kerninteressen Chinas zu wahren. Dabei sind Sprachstandards und -normen wiederum Ausdruck sprachbezogener gesetzlicher Regelungen, politischer Richtlinien und Maßnahmen. Wir sind uns sicher, dass sich die Standardisierung und Normierung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 und Sprache unter Leitung des staatlichen Komitees für Spracharbeit sowie der Beteiligung von Wissenschaftlern und mit Unterstützung der breiten Bevölkerung besser und zügiger gestalten wird. Diese Maßnahmen werden einen noch größeren Beitrag leisten für die polit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ie Digitalisierung des Landes, die Prosperität der sozialistischen Kultur sowie die internationale Vermittlung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und Kultur.


Literatur


Hauptabteilung für die Verwaltung von Sprachdaten am Erzieh-ungsministerium, 2009: Grünbuch zum Sprachgebrauch in China
 . Beijing.

Hauptabteilung für die Verwaltung von Sprachdaten am Erziehungsministerium, 2013: staatlicher Rahmenüplan für mittel- und langfristige Reformen und Entwicklungen der Schrift- und Sprachpolitik (2012-2020)
 . Bejiing.

Hauptabteilung für die Verwaltung von Sprachdaten am Erziehungsministerium, 2012: Erfolgreiche Abnahme der akustischen Sprachdatenbank Jiangsu in Nanjing.
 URL: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162/201212/146157.html (letzter Zugriff: 2013-12-01).

Hauptabteilung für die Verwaltung von Sprachdaten am Erziehungsministerium, 2012: Die allgemeinen Regeln für Übersetzung ins Englische sind erfolgreich abgenommen worden
 . URL: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14/201212/145379.html (letzter Zugriff: 2013-12-01).

Hauptabteilung für die Verwaltung von Sprachdaten am Erziehungsministerium, 2014: Mitteilung über die Bekanntgabe der Arbeitsschwerpunkte der Hauptabteilung für die Verwaltung von Sprachdaten am Erziehungsministerium 2014
 . URL: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A19_gggs/201402/163680.html (letzter Zugriff: 2014-03-06).

Projektteam für häufig gebrauchte Wörter im modernen Chinesischen, 2008: Liste der häufig gebrauchten Wörter im modernen Chinesischen
 . Beijing.

Song, Xiaoxiao, 2012: Li Wenhong erscheint zur Auftaktveranstaltung zur akustischen Sprachdatenbank Guangxi. In: China Education Daily
 vom 25. 5. 2012. S.1.

注释


〔1〕
 译者：冷慧，北京外国语大学。Übersetzt von LENG Hui,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
 Beispiele sind u.a. a) die Xiping-Steinstelen: Die Gravierung wurde 175 a.D. unter dem Kaiser Lingdi der Hang-Dynastie i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Luoyang in Angriff genommen und 183 a.D. abgeschlossen. Sie umfassen 46 Steintafeln und haben 7 Werke zum Inhalt, nämlich „Lu Shi“, „Shang Shu“, „Zhou Yi“ „Li Yi“, „Chun Qiu“, „Gong Yang Zhuan“ und „Lun Yu“. b) die Zhengshi-Steinstelen: Sie werden auch ‚Stelen des Reichs Wei‘ oder ‚Steinstehlen mit drei Schriftarten‘ genannt. Mit der Gravierung wurde 241 a.D. zurZeit der Drei Reiche in Luoyang begonnen. Die Texte wurden in drei Schriftarten geschrieben, nämlich in der antiken Schrift, der Siegelschrift und der offiziellen Schrift. Die insgesamt 28 Steinstelen haben „Shang Shu“ und „Chun Qiu“ zum Inhalt und weisen etwa 33 Zeilen pro Seite mit 60 Schriftzeichen pro Zeile auf. c) die Kaicheng-Steinstelen der Tang -Dynastie: Die Gravierung wurde 833 a.D. unter dem Kaiser Wendi der Tang-Dynastie in Angriff genommen und 887 a.D abgeschlossen. Zwölf Standardwerke wurden in der Regelschrift geschrieben. d) die Steinstelen des Reichs Shu: Die Gravierung wurde 938 a.D. unter dem König Houzhu des Shu-Königreichs während der Zeit der Fünf Dynastien und Zehn Königreiche im Konfuzius-Tempel Chengdu in Angriff genommen und 1124 a.D. unter dem Kaiser Huizong der Song-Dynastie abgeschlossen. Die Stelen, auch ‚Chengdu- oder Yidu-Stelen‘ genannt, haben die 13 Standardwerke in der Regelschrift zum Inhalt. Mit ihren Anmerkungen stellen sie eine erweiterte Version zu den Stelen der Tang-Dynastie dar und sind in dieser Hinsicht einzigartig unter allen Steinstehlen. e) die Steinstelen der Nordsong-Dynastie: Die Gravierung wurde 1041 a.D. unter dem Kaiser Renzong der Song-Dynastie in Angriff genommen und 1061 a.D. abgeschlossen. Die Stelen, auch ‚Bianxue-Stelen‘ oder ‚Stelen mit zwei Schriftarten‘ genannt, befinden sich im heutigen Kaifeng und haben „Yi Jing“, „Shu Jing“, „Shi Jing“ usw in der Regel- oder der Siegelschrift zum Inhalt. f) Stelen der Südsong-Dynastie: Die Gravierung wurde 1135 a.D. unter dem Kaiser Gaozong der Südsong-Dynastie in Angriff genommen und 1177 a.D. unter dem Kaiser Xiaozong abgeschlossen. Sie befinden sind i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Linan und werden daher auch ‚Linan-Stelen‘ genannt. Die insgesamt über 200 Stelen haben „Zhou Yi“, „“Mao Shi“, „Shang Shu“, „Chun Qiu Zuo Shi Zhuang“, „Lun Yu“, „Meng Zi“, „Li Ji“ zum Inhalt. g) die Steinstelen der Qing-Dynastie: Die Gravierung wurde 1791 a.D. unter dem Kaiser Qianlong in Angriff genommen und 1794 a.D. abgeschlossen. Sie werden daher auch ‚Qianlong-Stelen‘ genannt und befinden sich i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Beijing. Die insgesamt 189 Stelen haben die 13 Standardwerke in der Regelschrift zum Inhalt.


〔3〕
 Hauptabteilung für die Verwaltung von Sprachdaten am Erzie-hungsministerium, 2012.


〔4〕
 Song, 2012, S.1.


〔5〕
 Die Überarbeitung wird 2014 abgeschlossen sein. Vgl. Hauptabteilung für die Verwaltung von Sprachdaten am Erziehungsministerium, 2014.


〔6〕
 Hauptabteilung für die Verwaltung von Sprachdaten am Erzie-hungsministerium, 2012.


〔7〕
 Projektteam für häufig gebrauchte Wörter im modernen Chinesichen, 2008.


〔8〕
 Das von der Hauptabteilung für die Verwaltung von Sprachdaten am Erziehungsministerium verfasste Grünbuch zum Sprachgebrauch in China umfasst u.a. den ‚Entwurf der Norm für Aussprache sino-japanischer Schriftzeichen‘, den ‚Entwurf der Norm für Sprach- und Schriftevaluation bei Sprachsynthese und -erkennung‘, den ‚Entwurf der Norm für Evaluation von Schrift und Sprache bei maschineller Übersetzung‘, den ‚Entwurf der Norm für Evaluation der Schrift und Sprache in Sprachdatenbanken‘, den ‚Entwurf der Norm für Metasprachdaten in Sprachdatenbanken‘ sowie den ‚Entwurf der Norm für die Kennzeichnung von Satzstrukturen auf konzeptioneller Ebene in Sprachdatenbanken‘.


〔9〕
 Hauptabteilung für die Verwaltung von Sprachdaten am Erziehungsministerium, 2013, S. 7.


〔10〕
 Hauptabteilung für die Verwaltung von Sprachdaten am Erziehun-gsministerium, 2013, S. 17.


〔11〕
 Von Februar bis März 2014 hat das Projektteam unter www. sina.com und www.china-language.gov.cn Befragungen zur Sprachstandardisierung und -normierung durchgeführt. Die Befragungen fanden großes Echo bei Besuchern.


Podiumsdiskussion
〔1〕







„Deutsch und Chinesisch in den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Aufgaben, Herausforderungen und Entwicklungsstrategien“





Unter den Gästen, die die Moderatoren Dr. Heidrun Hörner von der Pekinger Außenstelle des DAAD und Prof. Jia Wenjian, der Vizepräsident der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FSU), zur Podiumsdiskussion begrüßen konnten, befanden sich die bekannten chinesischen Germanisten Prof. Zhu Jianhua von der Tongji Universität in Shanghai, Prof. Wen Qiufang von der BFSU und Prof. Zhou Ronghui von de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ISU). Die deutsche Seite wurde vertreten durch Prof. Haymo Mitschian von der Universität Kassel und die langjährige Pekinger DAAD-Lektorin Dr. Waltraud Timmermann, beides ausgewiesene Experten im Bereich der Fremdsprachendidaktik.

Die Eröffnungsrunde wurde eingeleitet durch Prof. Mitschian, der mit einer zentralen Fragestellung das Problemfeld anschnitt: Wie kann es aus didaktischer Sicht gelingen, die Studierenden auf die besonderen Anforderungen eines mehrsprachigen Kommunikationsumfelds vorzubereiten? Wie im Laufe des Gespräches mehrfach deutlich wurde, befindet sich das Deutsche als Fremdsprache in China hier in einer besonderen Situation. Auf der einen Seite steht es unter großem Druck seiner Schwestersprache, dem Englisch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erfreuen sich die vielen Facetten deutscher Kultur, insbesondere Philosophie und Musik, großer Bekanntheit und Beliebtheit in China. Wie Prof. Wen hervorhob, hat die hervorragende Arbeit der chinesischen Übersetzer und Kulturmittler einen nicht unerheblichen Anteil an dieser Wertschätzung und es bliebe zu wünschen, dass auch in umgekehrter Richtung noch stärkere Anstrengungen unternommen würden, um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in Deutschland gleichermaßen zu größerer Bekanntheit zu verhelfen. Tatsächlich sind beide Sprachen, Deutsch und Chinesisch, nämlich mit ganz ähnlichen Herausforderungen konfrontiert, nicht zuletzt im beruflichen Kontext. Dem potentiellen Deutschlerner stellt sich nämlich oft die Grundsatzfrage, weshalb er überhaupt die Mühe auf sich nehmen sollte, neben dem Englischen noch eine weitere Fremdsprache zu lernen, wenn deutsche Unternehmen – anders als etwa französische – ohnehin bereitwillig auf das Englische als Verkehrssprache zurückgriffen. Ein weiterer Problempunkt besteht nach Wen in der Qualität der chinesischen Fremdsprachenausbildung. Hier könne jedoch das Goethe-Institute zur Orientierung dienen, zeigt doch dessen Arbeit vorbildlich, wie man eine strukturierte Fremdsprachenausbildung vom Anfängerniveau bis hin zur Studienreife organisieren kann.

Was die Entwicklung der Fremdsprachenausbildung in China insgesamt angeht, so wies Frau Dr. Timmermann darauf hin, dass hier seit den 80er Jahren nicht nur hinsichtlich der Qualität, sondern auch in Bezug auf Vielfalt und Verfügbarkeit erhebliche Verbesserungen zu beobachten seien. Was die von Prof. Wen angesprochene Frage der Lernmotivation angeht, so dürfe man als Kulturmittler nicht zu zurückhaltend auftreten und müsse sich als Lehrender verstärkt darum bemühen, den Lernenden den praktischen Nutzen von Fremdsprachen für die berufliche Karriere vor Augen zu führen.

Letzterer Punkt wurde von Prof. Zhao mit dem Beispiel der chinesischsprachigen Hui-Nationaliät aus der Autonomen Provinz Ningxia illustriert. Als muslimische Minderheit verfügen die Hui über Grundkenntnisse des Arabischen, die viele erfolgreich ausbauen, um sich beruflich weiterzuentwickeln. Doch sei das Erlernen mehrerer Fremdsprachen nicht nur aus beruflichen Überlegungen heraus zu empfehlen. Gestützt auf eigene Erfahrungen und Ergebnisse aus der Kognitionsforschung wies Zhao, der selber mehrsprachig ist, darauf hin, dass in fremdsprachlichen Texten sehr viele Nuancen verborgen liegen, die in der Übersetzung zwangsläufig verloren gingen und dass sich eben deshalb das Erlernen zusätzlicher Fremdsprachen positiv auf die Entwicklung der Intelligenz auswirke und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einer völlig anderen Sprachstruktur eine wichtige Rolle bei der Charakterbildung spielen könne. Trotz unterschiedlicher Kulturtraditionen und Arbeitsstile gebe es daher eine Reihe gemeinsamer Ziele und Anknüpfungspunkte für eine intensiver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r deutschen und der chinesischen Seite, wie etwa die Frage der sprachlichen Standardisierung, das Thema Sprachpflege, der fremdsprachliche Einfluss oder die Sprachpolitik gegenüber ausländischen Mitbürgern oder Rückkehrern, worin Deutschland über wertvolle Erfahrungen verfügt. Weitere gemeinsame Projekte könnten die Funktion und der Stellenwert der Fremdsprachen gegenüber der Muttersprache betreffen, oder die Frage, wie die eigene Sprache und Kultur im Ausland popularisiert werden können.

Im weiteren Verlauf widersprach Zhao der verbreiteten Ansicht, dass es für die globale Kommunikation am besten wäre, es gäbe eine einzige gemeinsame Sprache. Die Menschheitsgeschichte habe nämlich gezeigt, dass die Bedeutung natürlicher Verkehrssprachen wie des Sumerischen oder des Sanskrit immer nur eine vorübergehende, räumlich beschränkte war. Künstlichen Weltsprachen fehle demgegenüber ein gewachsenes kulturelles Biotop und sie besitzen damit auch nur sehr begrenztes Entwicklungspotenzial. Dies alles deute darauf hin, dass es auch in Zukunft nicht zur weltweiten Dominanz einer einzelnen Sprache kommen wird, sondern dass wir alle dazu aufgefordert sind, gemeinsam unseren Beitrag zur Vielsprachigkeit der Welt zu leisten.

Dass dem Deutschen bei der Entwicklung der Mehrsprachigkeit gerade in China ein wichtige Rolle zukommt, verdeutlichte Prof. Zhu an einigen Daten: Zwar hat die Zahl der chinesischen Schulen und Universitäten, an denen Deutsch als Haupt- oder Nebenfach angeboten wird, in den letzten Jahren rasant zugenommen (auf mittlerweile 220), im Hinblick auf die asiatischen Nachbarn Japan und Korea, wo das Deutsche eine erheblich längere Tradition hat und in vielen Studiengängen noch institutionell stark verwurzelt ist, bestehe in China jedoch noch ein erheblicher Nachholbedarf. Trotz gewaltiger Einbrüche bei den Studierendenzahlen in Folge der Wirtschaftskrise in den 80er Jahren dürfte die Anzahl der offiziellen und inoffiziellen Deutschlehrer in Korea noch immer weit über den gut 1000 liegen, die die neueste verfügbare Statistik für China verzeichnet. Was die Zahl der Lerner betrifft, so lag Deutsch gemeinsam mit dem Französischen dort über lange Zeit hinter Englisch und Japanisch auf Platz 3. In den letzten Jahren ist Deutsch zwar hinter das Französische zurückgefallen, anhand der Teilnehmerzahlen an den Sprachprüfungen für Nebenfachstudierende lasse sich jedoch dennoch eine insgesamt positive Entwicklung erkennen: Meldeten sich bei Einführung der Prüfung im Jahre 1995 lediglich ca. 1000 Studierende an, so liegt diese Zahl seit 2008 konstant zwischen 8000 und 9000.

Weiter gab Prof. Zhu zu bedenken, dass diese Zahlen auf den ersten Blick zwar enorm wirken mögen, gemessen an der Größe und dem Entwicklungspotenzial Chinas jedoch immer noch recht bescheiden ausfallen. Obwohl Englisch nach wie vor von der Grundschule an Pflichtfach in den chinesischen Lehrplänen ist, setzt sich nämlich hierzulande immer stärker die Erkenntnis durch, dass China nicht umhin kann, mehr Wert auf die Entwicklung eines wirklich globalen Bewusstseins und damit der Mehrsprachigkeit zu legen. Aus eigener Erfahrung sprechend bemerkte Zhu, dass sich ein direkter Bezug zur Kultur des Gesprächspartners nun einmal nur herstellen lasse, wenn man dessen Sprache spreche und nicht auf das Englische als Kommunikationsmittel zurückgreifen müsse. Das Erlernen einer neuen Sprache eröffne einem daher eine ganze neue Welt. Hier zitierte Zhu Humboldt mit den Worten „Ein Sprache zu lernen bedeutet, einen Geist zu lernen“. Gerade im Hinblick darauf verdiene die Regierungspolitik mit ihrer Hinwendung zur Mehrsprachigkeit besondere Aufmerksamkeit. Schließlich appellierte Zhu auch an Deutschland, das Seine zu tun, um der großen Anzahl an Absolventen, die durch ihr Studium eine enge Verbindung zu Deutschland, seiner Kultur und seinen Menschen aufgebaut haben, eine langfristige Perspektive zu bieten, ihnen Möglichkeiten bereitzustellen, um diese Beziehung auch weiterhin pflegen und vertiefen zu können.

Die anschließende Diskussion knüpfte direkt an die Frage nach dem Nutzen des Deutschstudiums angesichts der Tatsache an, dass deutsche Arbeitgeber den Englischkenntnissen ihrer Bewerber einen mindestens ebenso hohen, wenn nicht sogar höheren Stellenwert beimessen als Deutschkenntnissen. Komme es nicht vielmehr darauf an, die speziellen Funktionen der beiden Sprachen in ihren spezifischen Verwendungskontexten besser zu konturieren? Dr. Timmermann stimmt dieser Kritik ausdrücklich zu, warnte aber gleichzeitig vor unrealistischen Erwartungen, wenngleich sie jedoch Ansätze zu einem Umdenken erkennen konnte: Häufig stelle sich bei den Studierenden die Begeisterung für das Fach erst während des Studiums ein; die Anstrengungen der Universitäten hierzu seien ein wichtiger Beitrag, um die Kultur der deutschsprachigen Länder auch zukünftig in China sichtbar zu halten.

Die Skepsis bezüglich der Wirksamkeit sprachpolitischer Maßnahmen insbesondere im Bereich der Unternehmenskommunikation wurde auch von Prof. Wen geteilt, der auf einschlägige Untersuchungen und Erfahrungen verwies, nach denen es im Sinne eines harmonischen Unternehmensklimas wünschenswert sei, niemanden von der Teilnahme an den Kommunikationsprozessen auszuschließen. In Unternehmen mit einer internationalen Belegschaft sei dann Englisch häufig der kleinste gemeinsame Nenner – das gelte übrigens in gleichem Maße für französische Unternehmen. Wollte man in einem deutschen Unternehmen tatsächlich eine strikte deutsch-chinesische Zweisprachigkeit durchsetzen, so sei dies nur unter größten Anstrengungen aller Beteiligten möglich, denn im Problemfall einigt man sich naturgemäß auf den am wenigsten aufwändigen Weg und der führt nun mal über das Englische. Gleichzeitig wies Wen jedoch auch auf die Gefahren einer Monopolstellung des Englischen hin und rief jeden dazu auf, sich durch Pflege der Mehrsprachigkeit für die Bewahrung der kulturellen Vielfalt einzusetz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empfahl Wen, neben einer gebräuchlicheren Hauptsprache zumindest noch eine weitere Sprache zu erlernen: Erstens sei der Aufwand beim Erlernen einer zweiten Sprache im Allgemeinen geringer als bei der ersten und zweites erweitere sich das Spektrum der Berufsmöglichkeiten dadurch erheblich.

Dass es sich bei der Wahl der gemeinsamen Sprache um einen natürlichen Prozess handelt, wurde von Prof. Zhao am Beispiel der japanischen und koreanischen Bewohner Shanghais veranschaulicht. Während diese jeweils unter sich in ihrer Muttersprache sprechen, verwenden sie beim Kontakt mit der anderen Sprachgruppe nur Englisch, da lediglich ein vergleichsweise kleiner Teil unter ihnen über ausreichende Chinesischkenntnisse verfügt. Ähnliches wusste Zhao auch von der Entscheidung über die Unternehmenssprache in den ausländischen Standorten von Lenovo
 zu berichten. Zwar hatte man dort versucht, mit Hilfe entsprechender Schulungen der Mitarbeiter entweder das Chinesische oder lokale Sprachen wie Rumänisch, Bulgarisch als Unternehmenssprache einzuführen, letztlich jedoch hatten sich die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n Sprachen und die damit verbundenen Schwierigkeiten als so gravierend herausgestellt, dass man sich aus praktischen Erwägungen gezwungen sah, wieder zum Englischen als internes Kommunikationsmittel zurückzukehren.

Was den Hochschulbereich betrifft, so ist laut Zhao die Situation an der SISU in Shanghai der an der BFSU ganz ähnlich. Die Anglistik-Studierenden können sich dort im Wesentlichen auf ihr Englisch-Studium konzentrieren, während die zweite Fremdsprache in den Hintergrund tritt, da die besten Perspektiven auf dem Arbeitsmarkt denjenigen Absolventen offenstehen, die in der Englischprüfung die Höchstnote 8 erzielen konnten. Eindeutig bevorzugt werden mehrsprachige Kandidaten hingegen vom Diplomatischen Dienst oder der Xinhua-Nachrichtenagentur. In derartig international ausgerichteten Arbeitsumfeldern sind sehr gute Kenntnisse in zwei Fremdsprachen ein absolutes Muss.

Zum Abschluss der Diskussion sprach sich Prof. Mitschian dagegen aus, das Deutsche in Konkurrenz zum Englischen stellen zu wollen. Dort, wo es notwendig ist, müsse nämlich auch an der Verbesserung der Englischkenntnisse gearbeitet werden, da es gerade dann, wenn Deutsche und Chinesen auf Englisch miteinander kommunizieren, leicht zu Missverständnissen komme könne. Daneben plädierte Prof. Mitschian für eine stärkere Differenzierung in dieser Frage, da zum Beispiel in Chinas westlichen Provinzen Chinesischkenntnisse unter Umständen fast ebenso wenig vorausgesetzt werden können wie Deutschkenntnisse. Auch angesichts solcher Befunde komme der Heranbildung erstklassiger Sprachmittler in China eine Schlüsselrolle zu, wenn es um die Verbesserung fachspezifischer Kommunikationsprozesse geht.

注释


〔1〕
 总结：李克，北京外国语大学。Zusammengefasst von Patrick KÜHNEL,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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